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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科学研究。该定义可以从狭义和广义角度去理解。狭义的语言学，可溯源到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倡导的要义：“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学本质上属于索氏所讲的内部语言学，隶属普通语言学的范畴，关注“语言”（langue）的符号属性、系统属性、同质性等，包括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广义的语言学则还包括索氏所讲的外部语言学，往往聚焦“言语”（parole），关注语言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认知属性、异质性等，包括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会话分析、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之为“大写的语言学”（Linguistics），后者则是“小写的语言学”（linguistics）了。

索氏界定的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使得语言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圈定了语言研究者的“活动区域”，对后来的语言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结构主义到生成语言学，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始终体现了对语言自身的不二关注。尤其是关于音系、形态、句法理论的研究更是尊为“主流”。在不断深化人们关于语言内部系统的认识的同时，这一传统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让某些音系学家和句法学家产生了语言学研究“唯我独尊”、“唯我正统”的优越感。

随着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先后崛起和飞跃发展，那种以为语言学只是研究语言本体或研究语言本体即可洞悉语言的认识，已经被反复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或是一厢情愿的偏执追求。语言兼有的内外部属性，注定了研究者需要选择“内外兼修”的语言学观。事实证明，了解语言的外部存在形态有助于了解语言的内部存在形态；了解语言的外部工作机制有助于了解语言的内部组织机制；了解语言的学习机制有助于了解语言的习得机制。对于语言的生产者／使用者、对语言使用方式、过程的关注，可以补充、丰富对语言本体的关注。

于是，不难理解，当代语言学呈现的为什么不再是“主流”学科的一统局面，而是内外分支学科竞相发展的万花筒般图景。语言学越来越带有跨学科性甚至是泛学科性。语言学的发展不再体现为思潮、流派的简单交替。语言与社会、文化、认知、思维等因素的关系再次成为语言研究者的关注，而这却断断不是传统语文学、比较语言学等的“复辟”，而是代表了一种“螺旋式回归”。对于社会、文化、认知、思维等因素的观照，是为了而且可以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这是在一个新高度上的“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

其实，对于语言学研究的贡献，也许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审视。那种认为语言学研究只是为了认识语言的观点也许过于褊狭，其实不利于吸引研究力量的加入，不利于外界看待语言学的社会价值，因而也就不利于语言学的发展。我们提出一种更为积极、包容、开放的观点，认为语言学的贡献还可以超越认识语言本身。大量证据表明，语言研究在人际沟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工智能、语言教学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开展语言学研究无疑具有更为深刻、深远的意义。这也是语言学研究在当代社会能够立足、发展的根基之一。

当代语言学研究发展迅猛，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总体看来，西方国家在当代语言学研究方面仍然处于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表现在大多数语言学前沿理论仍然来源于西方学者。学习、消化、引进西方语言学前沿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力图理论创新仍是中国语言学界特别是外语界语言学研究者未来一段时期内面临的基本局面。另一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国内外国语言学研究往往存在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的脱节。在深刻研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同时如何有意识地将相关理论在中国外语实践及其他领域中的成果进行有效转化，更具体、更充分地实现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是本学科研究工作者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当代西方语言学前沿理论研究及其应用探索”（2011年立项为南京大学“985”三期改革型项目）系列汇聚语言学多学科、多语种研究资源，试图实现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注、理论研究与应用探索的双重结合。一方面，本研究团队紧扣前沿性和前瞻性原则，密切关注、跟踪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发展，促进中、西方语言学学界的学术对话，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畴、框架和原则。另一方面，本研究团队高度关注语言研究的实践价值取向，凸显语言学理论研究在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习得、语言交际以及词典编纂方面的有效转化，在加强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密切关注相关理论对各种外语实践可能带来的启示，切实改善以往语言学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脱节的局面，使我们的语言理论和应用研究真正服务于语言研究、语言交际、外语教学、词典编纂等多重目的。

理论研究的开放性和应用探索的开放性都决定了本课题研究成果是一个开放的系列。我们期盼更多带有中国元素、色彩的理论建设和应用实践方面的专著加入到本系列中来。我们相信，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世界语言学的舞台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好声音”！





陈新仁

2013年3月


束定芳序





陈伟教授供职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多年来，他一直勤奋治学，耕耘不息，新作不断。最近他又有一部新作，邀我作序。他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我处做过两年博士后，而且正是在那段时期他开始本课题的研究的，所以，对于他的盛情邀请我难以辞却。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与“现代性”追求理性、单一性和确定性的这种态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努力方向完全不同的是，“后现代”追求开放性、不确定性、非同一性、去中心、多元化，它大胆解构“元话语”、“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外在权威和专制，敢于冲破旧范式，不断地追求创新。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进行了批判，消解了传统哲学认识论中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方式。虽然迄今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评价不一，对后现代思潮的理解也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它所倡导的创造性、多元性、关爱性等可贵学术精神，却在众多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陈伟在爬梳、整理大量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词典素材与资料的基础上，整合词典现象发生、发展、演变的史实，将其置于后现代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使之与“后现代”的谱系特征进行切合与归并，揭示其发展轨迹与发展规律，最终系统捕捉并凸显词典范式演变的“后现代”轨迹与发展理路。作者从十二个层面，对词典的规范性、词典的用户问题、词典的教学功能、词典的语言属性、词典的释义工作、专科词典问题、词典评论、词典内容与结构的复杂性、词典的产品属性、词典课程的开设、词典与科技之间的关系、词典文本的意识形态属性等进行了讨论，在揭示后现代性作为新时代词典范式的学理特征与发展内涵这一主题的同时，彰显了在信息时代、经济时代作为文化产品的词典文本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功能。

可以看出，本书的思路实际上始终抓住的是词典与读者、词典与语言、词典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系统阐述，在消解了传统的词典编纂理念与实践的同时，凸显出词典用户作为词典内容接受者在语言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同时重视社会思潮与科学技术对词典编纂与研究的革新意义。应该说，本书对于词典研究与实践而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助于人们从一些崭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词典产品与词典编纂活动，尤其是重新定位词典文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同时大大拓展了传统词典学研究的疆域与深度。

本书体现了作者自我否定的勇气与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是为序。





束定芳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5年6月6日


引子

蝴蝶效应

——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范式演进的接口





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茨（Edward Lorenz）向纽约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在该篇论文中，洛伦茨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概念和现象。其大体意思是：一只生活在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于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场环环相扣、波及面迅速扩展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也被称作“台球效应”。就本质而言，它是指对初始值或初始条件敏感性的一种依赖现象，即输入端微小的差别会迅速放大到输出端。换句话说，蝴蝶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蝴蝶效应并非百年一见的珍稀现象，其复杂的连锁效应每天都有可能在我们身上实实在在地发生，尤其是大量出现在天气、股票市场等在一定时段难以预测的比较复杂的系统中。在经济生活中，蝴蝶效应比比皆是，例如美国曾经发生的股市风暴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社会学界，蝴蝶效应则用来说明，一个合理而科学的微小机制，只要指引正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将可能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蝴蝶效应自发轫以来就一直令人着迷，令人激动，并发人深省。个中原因，不但在于其大胆的想象力和迷人的美学色彩，更在于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内在的哲学魅力。本研究以该效应作为引子，旨在立足其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范式演进之间关系的连接寻求一个较为理性、较为客观的理论铺垫。为此，本研究梳理、厘析出蝴蝶效应的两大特征，作为全篇叙事的基石：

第一，蝴蝶效应并非简单地指涉一件小事引发了一件大事，而是着眼全局，认定毫不相干的事物彼此间都可能存在着联系，各自不仅以对象元独立的绝对计数时间体系而存在着，而且又是发挥元外场作用的“吸引子”。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即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能孤立地存在，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不同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即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必然与周围事物和现象发生关系，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存在和发展。事物之间的联系还具有客观性，即它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有联系的事物在世界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整个世界就是由各种事物和现象相互联系构成的统一整体，每一具体事物都是世界普遍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或环节。在本书的研究理路中，蝴蝶效应就是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形象代名词，无论是空间角度的北美洲龙卷风和南美洲蝴蝶，还是时间角度的未来和过去，都在其解释力的投射范畴之内。

第二，作为混沌学理论的一个概念，蝴蝶效应是对初始值或初始条件极为敏感的形象化术语，也是非线性系统在一定条件（可称为“临界性条件”或“阈值条件”）下出现混沌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蝴蝶效应指涉的是一种混沌或混沌现象。所谓“混沌”（chaos），是指发生在确定性系统中的、貌似随机的不规则运动；也就是说，一个确定性理论描述的系统在初始条件下是混沌的，是在不准确或者说是不精确中产生的，什么样的结果都可能产生。依据蝴蝶效应所界定的理论范畴，非线性系统内部是诸多因素的交叉耦合作用机制，正是由于这种机制，才导致复杂系统对初始值的敏感性（即蝴蝶效应），导致作为非线性系统的复杂系统在临界性条件下呈现混沌现象或混沌性行为。研究表明，混沌实际上是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固有特性，是非线性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和实际工程技术问题中混沌无处不在。从洛伦茨第一次发现混沌现象至今，对于混沌的研究一直为科学家、社会学家、人文学家等所关注。研究混沌，其实就是发现事物无序状态中的有序特征（非混沌）。这里牵涉到逻辑演绎系统和断层之间的选择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蝴蝶效应实质就是一种方法论，它承认系统的边界，意图立足于宇宙无限论来探讨宇宙的有限性。

以上两点正是我们关注蝴蝶效应的意义所在，它们构成了本研究展开立论的基石。

一

首先考察本研究中作为初始条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我们有必要先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这一概念作一简单溯源。“后现代主义”并非土生土长于北美，相反，它是欧洲大陆的养子，以德、法血统为主：法国人极大地、极其充分地发展了后现代主义，而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为主的德国哲学家则是后现代主义的最终促成者。作为一个语词概念，“后现代主义”发轫于20世纪30、40年代。根据1977年德国学者昆勒（Michael Köhler）在《后现代主义：一个概念史的考察》一文中所作的考证，1934年，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在其著作《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最早使用了“后现代主义”一词，用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所发生的逆动。1942年，“后现代”术语又出现于费茨（Dudley Fitts）的著作《当代拉美诗歌选》中。1947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著的《历史研究》中再次出现“后现代主义”这个词，用以标志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与壮大。1959至1960年间，美国文学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和拉文（H. Lavine）首次在论辩中使用“后现代”这一概念。1981年，法国《世界报》向其晨报读者宣布：“有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祟。”不过，原初的“后现代主义”都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意指伟大的现代主义的倒退。首次从肯定意义角度明确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应该是哈桑（Ihab Hassan）和菲德勒（Leslie Fiedler）等人。就思想谱系而言，后现代主义并非完全是独创性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众多不同、经常处于冲突之间的各种思想倾向混合、融汇，例如菲德勒就将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激进的文化潮流，诸如后人道主义、后男权、后英雄、后白种人等融为一体。综合而言，后现代主义谱系挪用、改造和超越了法国结构主义、浪漫主义、现象学、虚无主义、平民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无政府主义等，具有这些思想先驱的各种特性。

原初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文学化的，即只是局限于文学艺术层面。例如1964年，美国诗人杰瑞尔（L. Jeryl）在一篇评论洛威尔（Robert Lowell）的诗集《威利爵爷的城堡》的文章中，使用“后现代”这一术语来“概括包括洛威尔的诗作在内的那一文学运动的特征”。到20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向全世界蔓延，并且从狭窄的文学墙围中走出，成为一种产生广泛而全面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Bell（1976）从文化角度看待后现代主义，视之为必然发生的后现代性文化；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86）则将之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认为正是这种“文化逻辑”导致了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转向。1979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出版《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一书（1996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对于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扩散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利奥塔在该书中“极其完整而丰富地描绘了有关当代叙事分析的传统”，将后现代主义与知识批判和反基础主义等同起来，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正式进入哲学论坛的前台，“在整个哲学研究的范围发出一种相当孤绝而奇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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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利奥塔、罗蒂（Richard Rorty）等哲学家发起有关“什么是启蒙”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大讨论，促使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向更深层次拓展。纵观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史，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和哲学构成了后现代主义加以探析与诠释的三大主要层面。

后现代主义是在批判和超越西方哲学、反思和发展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浪潮中凸显出的一种全新的哲学思潮。它所称谓的“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抗”，而是一种“辩证性的反”，具有叛逆、抗拒和颠覆的意味，因此，“后现代”（postmodern）主要不是指“时代”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起源于对近现代一切理所当然的观点、学说、前提和终极真理的重新审视，立足于对现代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理性至上、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话语权威等传统思维的诘难与消解，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坏性、非同一性、开放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及多元性为基本特征，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的不可能性，并消解所有典章制度的合法性。概括地说，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持续不断的摧毁的否定性（与现代主义哲学的肯定、建设特征正好形成鲜明对照），“志在向一切人类迄今为止所认为究竟至极的东西进行挑战，志在摧毁传统封闭、简单、僵化的西方思维方式”（王治河1995），是所有后现代哲学共同拥有的特征。王治河（2006：1—30）形象地将此称为“流浪者的思维”，因为流浪者的流浪就是一个不断突破、摧毁界限的过程。

与现代主义追求理性、单一性和确定性的态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努力方向完全不同，后现代主义大胆解构“元话语”、“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外在权威和专制，敢于冲破旧范式，不断地追求创新；它拥有自由的共同立场，对科学和技术理性进行质疑，对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进行批判，消解了传统哲学认识论中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征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1）怀疑和否定的思维特征。后现代主义是传统话语断裂的产物，不再假定有一个绝对支点可以使真理和秩序合法化，而是对一切合法性的基础加以质疑，从而消解和摧毁人们对元话语的信任感，使得自启蒙时代的理性统摄宇宙的奢望成为不可能。

（2）取消判断的价值取向。后现代赋予不同话语以平等的权力，要求取消深度模式中潜藏的价值判断，恢复价值的平面性。中心的消解与价值的平面化，使人与世界的超验纽带断裂，人终于脱离超验观念而坠入精神虚无之中。

（3）非中心化和反基础的结构策略。后现代对持续运用二元对立逻辑追求确定性非常反感，对本质与现象、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真理与谬误间非此即彼的确定性重新加以严正拷问，旨在通过强调差异和流动而取代对中心和基础的迷恋。

（4）多元的方法论。后现代强调文本的多义性和解释的无限性，宣称所有方法都有局限性，提倡采用任何方法，容纳一切思想，摆脱僵化的形式理性，从而建立一个开放、多元的方法群落。

后现代主义具有各种倾向与流派，可以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Featherstone 1988：207）。迄今，后现代主义并未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完整框架，并分裂为以下几种存在形态：

（1）激进后现代主义。主要特征表现为对现代主义的否定性，侧重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对旧事物的摧毁，因而带有明显的否定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代表人物有福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费耶阿本德（P. Feyerabend）等。

（2）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大特征在于其建设性，即在面对现代主义危机时，积极寻求解决方法，希望能够重新建构世界“蓝图”，重新建构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该哲学带有更强的建设性、积极性和乐观性，摆脱了激进后现代主义的否定、虚无、悲观等困境。代表人物有罗蒂、霍伊（David C. Hoy）、格里芬（David R. Griffin）等。

（3）庸俗后现代主义。根本出发点是对激进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两种形态的简单化理解，即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抽掉后现代主义的底蕴，仅仅抓住其某些表面特征，以偏概全，并视其为本质；视后现代的策略为目的；用单一的原因解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及其理论内容。代表人物是杰姆逊。

王治河（1995）曾经这样评论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事实上，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与评价从来就没有统一过，长期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涉及的所有领域都存在着争议，关于概念界定的论战也从未停止过，正如昆勒所说：“人们至今对什么是‘后现代’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转引自王潮1996：141）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由后现代主义内涵和外延的复杂性、多元性所致，而且还在于后现代主义仍处在发展之中，具有不稳定性和变异性。

但是，作为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无论是激进的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都以其所倡导的批判性、复杂性、创造性、多元性、关爱性、超越性等可贵学术精神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席卷了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哲学、艺术、文学、宗教、建筑、教育等在内的众多研究领域，“在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这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之后最深刻的一次精神革命、思想革命和生活革命”（高宣扬2005：2）。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思潮，还不如说是一场知识观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它“以其创造性和批判性相结合的精神，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迅速传布，而且也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影响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品味风格。不管人们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什么样的不同态度，后现代主义确实已经全面冲击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以及生活的结构，特别是影响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风格，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有关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各种重大问题”（高宣扬2005：2）。

二

再来考察本研究中作为输出端的词典的概念及其功用。

所谓“词典”，顾名思义，就是收录“词”的“典”。具体来说，词典是“汇集词语（含词语的组合或词语的某些成分）、加以分别处理、提供一定数量信息、并按一定方式编排的工具书”（黄建华2001：2），或者是“汇集语言里的词语，按一定方式编排，逐条加以释义或提供有关信息的辞书”（《辞海》1999年版），或如Hartmann和James（2000：52）所说，是“通过一套普遍接受的查询系统而提供语言与（或）百科信息的一种典型参考书”。

就其实质而言，词典是与书目、百科全书、年鉴、便览、传记资料、索引、连续出版物、手册、名录、地理资料、政府文献与视听资料相并列的13种工具书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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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美国学者卡茨（William A. Katz）在其所著《参考工作导论》（Introduction to Reference Work
 ）中所称谓的“资料型工具书”，即提供用户所需要查考的资料。再具体一点，词典又与字典、百科全书等共同构成“词语性工具书”或“辞书型工具书”这一类，即“以词语为收录单位，反映词语的概念、意义及有关的知识内容，主要用于查考词语及其名物的有关知识”（詹德优1994：36）。这一定义实际上界定出各种词典所能提供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信息或知识，即语言信息与专科信息：前者是针对“能指”（语言符号）而提供的信息，后者则是针对“所指”（所指之物）而提供的信息，分别以语文词典与专科词典为代表，综合性词典则是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个角度来说，词典本质上就是连接读者与各类知识信息的桥梁，“读者既可从词典中学到语言知识，又可以汲取各种专科知识”（黄建华2001：5）。

不同类型的词典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信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信息需求为功用。黄建华（2001：5—6）参考法国拉鲁斯出版社主编杜布瓦兄弟（J. Dubois & C. Dubois）的意见，将词典的功用粗略划分为四种，即：

（1）帮助读者领会、译述、书写另一种语言，或同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群交流，这是双语词典或多语词典的功用；

（2）帮助读者凭自己已掌握的普通词语去理解专门术语、科技词语等，这是各种专科词典的功用；

（3）通过提供有关语义、句法、形态或语音的信息，帮助读者熟练掌握语言的表达方法，提高语文水平，这是单语语文词典的功用；

（4）在词条中提供各种知识，帮助读者扩展认识领域或增加知识的深度，这是各类百科词典和百科全书的功用。

这是从宏观视角对词典功用所作的定位，实际上在微观视角，细分的各种具体类型的词典都有着不同的具体功用。甚至于纵观恢宏的世界词典编纂史，我们都可以对词典功用作一细分，即（郑述谱2005：21—22）：

（1）史前词典（proto-dictionaries）时期：主要功用是解释生词。例如，公元前25世纪苏美尔地区、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的“难词注释”；“词表”就是对某些作品和作家难词难句注释的汇编，典型的有公元前10世纪的“古文献词汇汇编”，公元前5世纪的“荷马史诗词汇汇编”等。

（2）词典发展初期：主要功用是研究许多民族都有的不同于口语的标准语。例如，6至8世纪的“梵语单语词典”、10世纪的“古希腊语词典”等；稍晚些出现的消极型翻译词典，即用本族语解释外族语的词典，例如11世纪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典”；随后又出现的积极型翻译词典，即源语为本族语的词典，例如16世纪的“法语-拉丁语词典”、18世纪的“俄语-拉丁语-希腊语词典”等。

（3）词典发达时期：主要功用是描写和规范语言的词汇，提高社会的语言修养，典型代表就是语词词典，它们大都由国家科学院和语文团体编纂，例如克鲁斯卡科学院编纂的《意大利语词典》（1612）、俄国科学院编纂的《俄语词典》（1789—1794）等。

（4）词典现当代时期：为词汇学、构词学、修辞学、语言史等语言学科研究收集、加工语料而生成的词典，典型的如语源词典、历史词典、频率词典、倒排词典、亲属语词典、作家语言词典等。

Urbanek（1996）把存在于人类之外（outside the human being）的语言模式粗略概括为三种，即“文本”（text）、“语法”（grammar）与“词典”（dictionary）。可见，词典实质上就是人类语言的词典，与人类社会共存共进：一方面，词典记载着人类语言的基本内容（例如语词的意义、用法、聚合和组合关系、修辞色彩、文化内涵等），作为一种语言二合体，既抽象描写“语言”（langue）中的形式与意义，也具体呈现“言语”（parole）性质的单个话语在现实中的具象表征，在文本与语法的接口或分界区发挥着功能，并尽力把文本与语法进行有机整合；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化产品，词典因其所具有的标准性、规范性与权威性而成为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语言的典范与法规，它不仅可以用某民族语言记录下该民族的物质与精神历史，因而成为人们解读历史、认识世界的一扇窗，还可以用某民族语言对另一民族语言进行阐释，因而成为不同语言文化沟通的桥梁。总之，词典是一种工具书，记录的是语言，描写的是语言中与语词相关的各类信息，从编纂者与出版者自主定位的目的与宗旨出发，以迎合、满足社会中不同类型的语词信息需求为终极旨归；词典还是一种文化产品，记录着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史，架设着一座不同语言文化间交流的桥梁，并成为推广民族语言、传播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有效工具。

三

研究范式是常规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比照这一概念再纵向反察词典研究史，可以严格地说，迄今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词典研究范式，充其量只能概述为研究“进路”（approach）。这里我借用“范式”这一科学哲学概念，一方面意指人们思考和研究词典与词典编纂问题的内在思想与逻辑思路，另一方面也竭力放大并凸显词典理论研究与探索的轨迹与理路。按照这一理念，如果粗线条地加以勾勒，迄今的词典研究范式可大致归整为传统观、语篇观、交际观与认知观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之间也存在着不严格的“替代性”和“不可通约性”，基本符合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概念。

本研究无意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范式演进之间硬性打上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的烙印，初衷只是在于尽可能地呈现词典范式在尽可能多的维度或语境下更新换代或演进的事实，尽可能地推衍其间清晰可见的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轨迹与驱动力量，并以此为理据推断词典范式在21世纪可能表征的新型存在样态与发展路径。有趣的是，这一点倒是符合部分后现代主义者的因果观——否认因果力量和因果关系的存在，在他们的术语中，因果关系就是一种“暴虐”。尽管如此，以下几点因素或现象的存在与凸显，又为两者间蝴蝶效应的作用预示或寄存了一种可能性（姑且不敢说必然性），权作其间关系的可能接口。

1．主体性质完全重叠

这里的“性质”是指两者共同所指或归向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

首先验证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

作为一场极端个性化的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人文社会科学，并且正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在20世纪末的发展趋势及其全球化过程，使得后现代主义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声势。就其本质而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文化现象或思想潮流，其波及面极广，如罗斯诺（Pauline Rosenan）（1998：5）所说：“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不管它们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社会的，都无一例外。”然而就影响重点而言，后现代主义更多地局限在当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恰如罗斯诺（1998：1）所比拟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究其原因，人们可能更多地持有这么一种约定俗成的假定，即“在两个领域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差别”（罗斯诺1998：251）。

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与互动，不仅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更确切地说，“一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正在对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的世界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思考”（罗斯诺1998：2—3）。后现代主义虽然形成不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力量，但作为一股文化思潮，它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一些新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并且呈现为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即多是否定性的、消极性的与破坏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积极性的与建设性的。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之构成要素的核心部位，并意欲从根本上消解这一核心。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特点有助于强化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功能。

其次探证词典文本或词典编纂行为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

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产品或文化现象，词典（编纂）天生就不是经院中隔离社会作用的纯粹心智之术，而词典经典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和各种文化权力聚合的场域，正如黄建华（2001：6）所说：“词典作为文化产品，也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是受一定社会条件制约，同时也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状况的。”首先，词典的产生、发展都和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为此，黄建华（2001：6—7）列举出几个带有普遍性的例证：（1）古代识字的人并不多，拥有的文字材料很少，并不产生查阅词典的需要，因此无论在哪个社会，在历史上，词典的出现总比一般书籍晚得多；（2）社会中的古籍愈积愈多，产生“通古”的需要，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交往日增，便产生了交流的需要——最初的词典大体由于客观存在这两种需要才应运而生；（3）许多社会都经历过从分裂到渐趋统一的时期，这时候，民族共同语获得很大的发展，于是产生了民族语言规范化的迫切要求，由此便开始出现规范性的详解词典；（4）近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的知识总量大大增加，“名”与“物”的词典开始分家；（5）现代社会文化知识大大普及，因此可到达广大读者手里的中小型词典，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在激增。

黄建华（2001：8）进一步指出：“词典的编纂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为此，黄（2001：8—9）又列举出几个带有普遍性的事例：（1）词汇的变化发展（新词产生、旧词消亡、词义演变等）是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状况的，因此某一时期的词典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该时期社会的某些情况；（2）词典史上划时代的鸿篇巨著多半都是在社会较为稳定的时期编纂的；（3）词典的编纂、印制、装帧技术以及出版周期、发行数量、种类多寡等等，不消说是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

作为反哺，词典理所当然地承担着作为一种特定学科范式所规约的社会作用。例如，邹酆（2004：4—7）对此作出了归纳：（1）巩固皇权国基。辞书对语言文字的整理规范，有利于皇权与国家基础的稳定与巩固；（2）统一规范语言文字，方便社会交际。向社会提供统一规范的语言文字，是辞书的首要职责；（3）收纳方言、俚语，展现民俗。辞书通异语，定民志，能够展现特定时代的民族气质、文化心理与风土习俗；（4）传播名物知识。收集名物字词，传播名物知识，是自古代以来辞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5）方便语言教学。辞书自发轫起就是作为文字教学工具使用的，我国最早的字表就是为学童识字而编纂的；（6）辅助笔耕。辞书能够提供大量丰富的词汇，供诗文作者用字遣句时选用；（7）振兴民族文化。辞书记录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以入典字词展现民族精神与文化风貌，是辞书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释疑解惑也是与振兴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8）识古垂后，功在永世。储存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的辞书不仅利于当世，而且功在后代，亦即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垂范后世。

不过，词典文本或词典编纂行为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应该典型地体现在它的社会意识形态性。社会意识形态泛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概念、观点等的总和，它产生于并反映一定的社会存在，具有社会动力学意义，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就本质而言，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着一定社会存在的审美价值，每一个民族和族群都会在自己的文化艺术中融入强烈的族群认同和审美价值。从这一本质出发，虽然语言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但在当下社会，它仍然是维护国家利益、为国家服务的一种有力工具；而作为以收录语言为主、以文化工具型商品形象而立世的词典，其社会意识形态性更是呈现为一种显性特征。这在词典学共同体已是共识，例如黄建华（2001：9）指出：“既然词典与社会的关系如此密切，词典也就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不可排除的关系。”邹酆（2004：254）也认为：“任何辞书的编纂，都是从特定的目的出发，都必然要涉及特定的意识形态。”事实上，纵观历史，历代辞书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承载着不同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而诞生并存在的。例如，许慎公开申明其编纂《说文解字》就是为了“解经”与“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康熙字典》则明确宣布自己的编纂目的在于“承学稽古”、“昭同文之治”；《辞源》的编纂旨在让国民“可以展卷即得”“国之政教礼俗”；法国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18世纪启蒙思想推动下而编纂的《百科全书》（L' Encyclopédie
 ），则成为唯物主义的战斗武器。

哲学思想与文化思潮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涵之一。事实上，纵观世界词典发展史，恰如人文社会科学在20世纪承接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的深度冲击一般，词典文本、词典编纂与词典发展历来深受所处时代（期）的主流哲学思想与文化思潮的影响，正如黄建华（2001：9）所言：“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想对词典的编纂宗旨、词典的总体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我国《说文解字》产生于东汉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上有所发展的时期，当时“孔儒之学”已经作为一种道德观念与哲学思想而正式提出，并贵居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与善政标准（即“仁政”），尊经、读经、解经是社会主旋律，且形成了古文经学派。正是在“孔儒之学”这一时代主流哲学文化思潮影响下，《说文解字》的宗旨与体例“所包含的宇宙观及其构拟的世界模式，是东汉经师的见解”，“所建立的部首，从‘一’部开头，体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的意义……最后归结到‘亥’部，体现‘亥而生子，复从一起’的意义”。这就是说，《说文解字》曲折地反映了我国汉代古文经学家的道德观念与哲学思想（黄建华2001：9—10）。国外也不乏其例：在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儿（RenéDescartes）科学哲学思潮影响下，16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科学院，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科学院（1582年）、法国巴黎科学院（1635年）、西班牙马德里科学院（1713年）、丹麦哥本哈根科学院（1742年）、葡萄牙里斯本科学院（1779年）、俄国莫斯科科学院（178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科学院（1786年）等，负责编纂“科学院词典”，以维持或获得语言的“净化、稳定、辉煌”；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推动下，狄德罗编纂出版《百科全书》，其成为唯物主义的战斗武器。1863—1872年编纂出版的《法语词典》（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又名《利特雷词典》）更是一个典型。其时，一方面正值生物进化论盛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震惊了整个西方学术界，主编利特雷（Émile Littré）加强了该词典中历史主义思想的表现，为语词寻找历史根据，竭力做足词源功夫；另一方面又值实证主义思潮冲击欧洲，风靡法国，利特雷本人就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的弟子，他力图反映语词的当代用法，在该词典中努力为每一个词义寻找实际用法的根据。通过这些现实的事例不难看出，“时代的哲学观念对词典编纂的发展很有影响”（郑述谱2005：22）。

社会科学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目标对象，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本研究在这里验证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文本或词典编纂行为在社会科学属性方面的交叉与叠合，一方面暗合了后现代社会科学家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即社会世界具有复杂性与纷繁性（蝴蝶效应正是世界万物存在普遍联系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并不刻意把玩人文社会科学偏好的主体性和思辨性，而旨在把结论建立在理性和此类或彼类证据的基础之上，接受并承担社会科学应该担当的对其“文本-事件”所负的责任。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文本或词典编纂行为在社会科学范畴内亲近与互动，是不可避免的，符合当下时代的精神特征与氛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现实基础是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计算机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不但破碎了旧有的知识体系，也变革了传统的知识处理方式；词典以描写并传递语词或百科知识为中心，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其编纂理念、出版方式切合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基因也是现实使然。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商业领域的运作方式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文化行为，因此，具有精神与物质双重产品属性的词典在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势必受到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词典开始围绕自身产品的“可消费性”来组织生产，原先从编纂、出版到发行所遵循的种种规则，均被新的词典生产系统与传播模式所取代，即体现出词典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不仅是词典范式自身的格局发生了变化，编纂者的创造心态、出版者的运作理念、词典文本的审美特征、读者的阅读及审美取向等，都势必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2．时间步调几近一致

推断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文本或词典编纂行为间可能存在的蝴蝶效应，时间步调显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本研究在这里立足时空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与比照，并非着意规避关公战秦琼的时空错位之谬，而是揭示出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文本范式演变两者在特定历史阶段如影随形的一段真实发展状况：后现代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发轫、发展与高潮阶段，正是词典文本范式发生历史上最大程度变革与演进的时期。

前面已经就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历史进行了简要溯源与回顾，这里我们再开列一份时间清单：作为一个语词概念，“后现代主义”发轫于20世纪30、40年代；在随后的50、60年代，后现代主义概念在文学活动中被经常使用，处于缓慢成长状态；到70、80年代，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向全世界蔓延，并且从狭窄的文学围墙中走出，成为一种产生广泛而全面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1979年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对于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扩散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并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正式进入哲学论坛的前台；在80年代，福柯、哈贝马斯、利奥塔、罗蒂等哲学家发起有关“什么是启蒙”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大讨论，促使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向更深层次拓展；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后现代消费文化作为一种全球性大众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开始渗透到我国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引起各种文化创作的社会价值、审美趣味、作品形式等发生根本变化。

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词典编纂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料考证，早在3,000多年前人类便开始编纂字典或词典。在中东，用来解释苏美尔语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Sumerian-Akkadian）词典——《苏美尔语词汇表》（Sumerian Lexical Lists
 ）据考证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在中国，从《尔雅》算起，也已有2,200年左右的历史；在西欧，虽然英语词典的编纂起步较晚，但即便是从《莱登词集》（The Leiden Glossary
 ）算起，也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史前词典（proto-dictionaries）与发展初期词典一般都是源于识字的需求而编纂的，功能极为单一，多以“字汇集”（glossai）或“词汇表”命名。例如，我国商周时期编写的《史籀篇》是见诸历史的最早的一部字汇集，它根据青铜器上出现的铸刻文字整理而成，用来教学童识字；秦朝时期出现的《仓颉篇》、西汉时期出现的《急就篇》等，也都是为了识字启蒙及书写标准的需要而编写的。西方也大抵如此。希腊早期词典主要是针对某个作家（尤其是荷马）作品中的疑难词语编纂而成，以便加以诠释或注释，供人求识。例如，公元前3世纪，希腊诗人（科斯岛的）菲勒塔斯（Philetas of Cos）为珍奇的诗歌用语编译了一部字汇表；1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文法家哈尔伯克拉提昂（Valerius Harpocration）编纂了一部词典，收录阿提卡（Attica，古希腊雅典城邦）演说家的用语。即便是1604年考德里（Robert Cawdrey）编纂的第一本英语词典——《字母排表》（A Table Alphabeticall
 ），也明确表明其宗旨是帮助女士（ladies）、妇人（gentlewomen）及无技能之人（unskillful persons）认识英语中的日常难词（hard usual English words）。

在结构与内容层面，史前词典甚至发展初期的词典都比较简单浅显，概括明了：收词量不大，多为难词或古词，例如1431年编纂的俄语《文献难词诠释》只有61个词，考德里的《字母排表》也只有120页，收录了2,543个词条；没有严格的编排格式，或者编排混乱，字母顺序编排法尚没有得到严格遵循；释义方法单一、不科学。单语词典通常是用较为浅显的词语加以诠释，注明该难词的意义，例如《说文解字》：


见，视也。

期，会也。



双语词典则是极为粗疏的“一对一”译法，例如编纂于8世纪初的《赖谢瑙词集》（The Reichenau Glosses
 ）将所有内容简单地分为两栏，左栏为通俗拉丁语词目，右栏则为罗曼语译文（转引自黄建华，陈楚祥2001：3）：


Galea Helme

Minas Manatces

Sagma Soma Vel Sella



到发达时期，现代词典范式已经成形。这其中，《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功勋卓著。该词典由约翰逊（Samuel Johnson）于1755年编纂完成，为近现代词典奠定了许多范例。例如，收词量大幅增加，不再只收录疑难词语，更关注日常词语；首度大量引用文学书证来说明或阐发词义；按时间顺序排列义项，为后来词典编纂的历史原则打下了基础；加强了词条内涵建设，提供拼写形式、发音、词源、文法、上下文用法、惯用语句等多样信息（参见网络与书编辑部2005：14）。以此词典所构建的词典范式为基础，现代词典不断修订补充，改进完善，推陈出新，日臻系统与科学。例如，1911年由福勒兄弟（H. W. Fowler & F. G. Fowler）编纂出版的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就多有创新，拓宽了现代词典范式的疆域：只收录现代英语词汇，一般不收录废弃或生僻词汇；所提供例证不一定出自名家作品，即使是出自名家作品，在词典中也不注明出处；义项排列并非严格按照历史原则，也经常依据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或各义项的出现频率和重要性；词源信息简明扼要地列在词条末尾；大量收录常用复合词、短语和习惯用法，这对读者而言甚为有益。

然而，针对词典范式的地层式分布进行剖析与考察后不难发现，在游走漫长发展史的进程中，词典范式以博物馆文化所具有的考古式历史形态而不断亲历演变，承受转换，但是使其发生深刻演进而步入当代词典发展时期的当属教学词典学（pedagogical lexicography）的兴起。推动这次新型范式革命的是一些长期从事英语教育事业的教师。1935年，英国人韦斯特（Michael P. West）吸收“基本英语”理论、阅读方法论、词汇控制理论等学术思想精髓，编纂出版了《新方法英语词典》（New Method English Dictionary
 ），从而开创了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或英语教学型词典（专门供以英语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使用）的先河，成为词典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为这次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应推在日本工作的两位英语教育专家帕尔默（H. E. Palmer）与霍恩比（A. S. Hornby）。帕尔默是日本“英语教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于1938年编纂出版了A Grammar of English Words
 。该词典虽然只收录了1,000个词条，但详细列出各个词目的各种用法，从正音、辨义、搭配到句型变化等都有说明；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它首次标注了动词句型和名词的可数性。1942年，霍恩比、盖滕比（E. V. Gatenby）与韦克菲尔德（H. Wakefield）三人吸收日本的英语教学成果与经验编纂出版了Idiomatic and Syntactic English Dictionary
 ，标志着英语教学词典的最终发轫。该词典的出版受到了社会的极大欢迎。194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其版权买下，更名为A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出版发行；1952年，又更名为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并于1963年出版第二版；1974年出版第三版时，又加上Oxford一词，成为《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英语教学词典的成长阶段可以说是以该词典雄霸英语界30年为标志的。直到1978年，P. 普罗克特（Paul Procter）主编出版《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才结束《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一统天下的局面，由此进入教学词典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各路英语教学词典品牌纷纷加入，推出大量质量优、原创性高、友好性强的英语教学词典。1995年，英语教学词典的竞争与创新可谓达到了高潮，《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五版、《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三版、《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第二版与《剑桥国际英语词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几乎在同一时段推向了市场，异彩纷呈。各路英语教学词典品牌的竞争使得教学词典日益创新，在编排方式上更为科学，同时也促成了当代词典范式的同化与稳定，从而进入了欣欣向荣、有序深化的成熟发展时期。

纵观这一段词典发展史，在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及语言学、教育学、认知科学、文艺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理论换代更新所产生的影响下，词典范式经受的变革最为显著，无论是在类型学、编纂法还是在词汇描述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陆谷孙，王馥芳2006b）。更为重要的是，词典范式跳脱单纯的内容与信息呈现，逐渐关注用户维度的习得能力、认知特征、情感反应与审美情趣，以及社会维度的社会态度、社会取向与社会接受等。值得注意的是，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比照，两者萌芽、兴起与发展的时间步调几近一致，相映成趣。不过正如本节前面所交代的，我们在这里匹配其间的时间进程，并非“拉郎配”，而是旨在探索这一泛文化语境、洞悉当代词典范式的演进精神，并期望理性地对词典范式的未来走向进行前瞻性研究与规划。

3．运动精神基本切合

如果说时间步调的一致性为两者间蝴蝶效应的产生营建了可能的历史语境，社会科学属性的归向创生了可能的匹配基因，那么，两者运动精神的基本切合则展示了可能的互动样态。“所有学科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摈弃常规性的、学院式的话语方式，他们偏爱大胆的、煽动性的讲话方式，喜欢作风、风格和表现中的朝气蓬勃、引人入胜的因素。后现代主义自身的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确实部分地体现了这些特性的一个功能。”（罗斯诺1998：7）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矛头指向是，革除文化等级秩序，打破少数文化寡头垄断文化资源的局面，以重新分配社会文化资本，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瓦解精英主义的权威，降低知识分子为人类代言的愿望。与现代主义崇尚二元对立、理性至上、话语权威等传统完全悖逆，后现代主义大胆解构“元话语”、“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外在权威和专制，敢于冲破旧范式，不断地追求创新。这与当代词典范式演进样态的内在理念与革命精神基本切合，即大胆解构现代主义语境下生成的结构主义词典范式，深度冲击自身传统观念的藩篱：摧毁传统、封闭、简单、僵化的传统词典思维方式，追求非理性、多元性、差异性；倡导多角度、多背景的词典表征，彰显语言系统的原生态特征；反对并消解（编纂者的）权威和“开发”中心地位，主张（编纂者与用户间的）平等对话，建立以人（用户）为本的认知、情感与审美机制，并以此创新性地开发词典；打破形而上、静止、割裂社会的纯粹性词典编纂生态，主动反映社会态度、社会取向与社会接受等方面的动向。

从根本上来说，词典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演进一方面反映出词典研究主体在知识更新与理论发展潮流中的顺应与焦虑，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在理性探索与实际编纂过程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时，进行深刻反思和抉择的结果。

四

在漫长的三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实践中的词典范式日臻成熟与系统：结构上，昔日单一、单维的直线状原始架构已经发展为今天交错、多维的立体状现代架构；内容上，昔日内容简单、功能单一的词汇对照表形态也成长为今天内容丰富、功能齐全的实用工具书形态。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词典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又向来缺乏深度理性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也因此这门学科一直难以成熟起来。以教学词典学为例。虽然教学词典范式迄今已历经70年左右的改进与完善，并独领现当代词典风潮，但它的整个发展进程似乎都笼罩在不限章法的“虚无”和“错乱”、“偶然”和“即兴”的“混沌”样态中，除了不少的经验总结外，鲜有人探索、揭示并描写其无序演进状态下的理性精神与有序机制，并结合时代特征进一步地对词典范式的未来走向与模式进行前瞻性的学理定位与规划，进而指导当下与未来的词典编纂实践。

丰富而深刻的词典编纂实践活动，尽管只是自发而混沌的，对于理论词典学的发展而言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条件与际遇，因为科学允许本质的、自发的东西以最大的自由起作用。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应该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与点评，主动、积极并深入地认识这一混沌的社会现象，否则就会如温奇（Peter Winch）（2004：16）所说的那样，“系统地低估了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先天的’（a priori）东西的作用”。然后，基于此形成对该现象本质的哲学阐释与应用。阐释既是解读，也是对解读的发展，与描述密切相关，是对被描述的视觉形象的理性分析和阐发。这是社会现象研究的重要环节。从现象（形成认识论）到本质（形成本体论），这是任何社会现象研究的根本路径，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一般社会现象之性质”（温奇2004：44），而“去理解一般意义上社会现象的本性，去阐释‘生活形式’的概念，恰恰就是认识论的目的”（温奇2004：43）。这一过程很重要，它本身就属于哲学。温奇（2004：20）认为：“科学哲学的原动力来自于哲学，而不是来自于科学。而且它的目标也不仅是否定性的，即去清除知识道路上的障碍，而是肯定性的，即增加对关涉到可理解性概念中的东西的哲学理解。”现代词典学之于教学词典范式的发展与成熟，期待的是透过现象对其本质进行深度分析与阐释的哲学关怀。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研究设定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范式演进的相遇，不管其接口是否理性与合法，在终极意义上寻求的只是对词典范式演进现象的理性梳理与描写；我们只是定位后现代主义精神，在后现代议程范围内对词典历时演变发展中的“变革”进行观察与审视，而不是将其作为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进行论证。事实上，词典范式的研究范式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时恰好是背离的。例如，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允许读者去建立某个元叙述或者为知识确立某个新根据”（罗斯诺1998：35），而当代词典研究恰好就是要在读者或用户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再如，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作者制作文本，引导其出版，然后就悄然隐退了，作者允许文本去过它自己的独立生活而不具备去规定它的特殊权力，从而解除了作者作为“意义的决定者”的特殊权威。对于词典文本而言，此时不是意义的决定问题；作为一本设定宗旨、目的与对象的词典，其作者（编纂者）决定的是所设定对象的需求，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强调理性的力量与哲学关怀的必要性。将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词典范式演进并列，与其说是依赖于机遇的法则安排，不如说是深不可测的理性存在使然，是在整体上难以达到的秩序的有限部分。现当代词典范式的深刻变化并非只是词典范式摆锤的常规摆动，完全否定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词典范式演进这一社会科学的影响将是一个错误，“因为纵使后现代主义只是强化了已经产生实际效果的那些倾向，但是它会把那个摆锤的弧度进一步推向超乎寻常的程度；那样就有可能——只是可能——拓宽社会科学的视野”（罗斯诺1998：276）。这正是本研究的宗旨所在。

注释


1
 　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为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所作的“序”。


2
 　此分类根据美国出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第一章

编纂者建构的规范与权威神坛

——传统词典范式的“现代性”特质透视





学术共同体通常认为，现代主义是指西方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场文化运动，肇始于19世纪中叶，延续发展到20世纪中叶，是西方现代社会内在危机的表现。作为一场全球性、消解性、批判性的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进行激烈批判的精神——后现代主义首先就意味着对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摈弃，竭力从各个角度揭示现代性自身存在的矛盾与缺陷。

就语源来看，“现代性”一词至少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当时编纂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已经收录了modernity一词，意指“现时代”。后现代主义者通常按照时间标尺把社会形态分成三种：前现代（1450年前）、现代（1450年至1960年）与后现代（1960年后）。这样，通常所说的“现代”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从发轫、发展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正是现代性理念得以实现和展示的过程。可见，现代性的真正出发点是起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时，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领域实现变革，获得了巨大进步；与此相适应，在文化领域，资产阶级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严格来说，现代主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性；本研究依据自身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粗糙而简单地将两者同源等同），成为资本主义各国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作为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脱出来的进步力量进入历史的”（罗斯诺1998：4），是对前现代主义神圣文化的反叛。它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并由此建构理论和学说。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人道主义（提倡人道，反对神道，用人取代神）和理性主义：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善与完善，相信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现代性的基本表现是：追求数学的精确、明晰和统一，追求形而上学绝对化、合理化和工具理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几乎成为西方哲学、史学、美学、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热点问题，吸引了众多思想家的注意力。现代性的特质有很多，以下三个方面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

（1）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起在科学和理性基础之上所建构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对于现代哲学，其采取的是二元对立或二元论的研究方法，主张在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经验与先验、一与多、真与假的范畴之间建立起具有等级价值的观点。然而，人的存在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本来具有自我统一性的人却被有意地进行了二元分割，把各具特征、独一无二的人固化成一个个僵硬的机械体。

（2）理性至上的逻辑标准。理性主义是在以追求绝对真理、承认同一性、崇尚整体性为宗旨的近代哲学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它认定理性是人的本质，人类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因而要求建立起理性法庭，视理性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在现代主义者眼中，理性是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因而必须提倡理性，主张用理性战胜无理性、非理性和反理性。但是，现代主义哲学的理性逻辑只适用于僵死的物体，而对于有生命的人而言，如果为理性主义所主张的逻辑的、静态的、几何的方法所操控，就将会有改变其全部本质的危险。而且，因为缺少或忽视了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关注，目标研究就失去了它厚重的人文基础和真实的生活内涵，失去了它本来应当具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意义。

（3）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科学技术自启蒙运动以来，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运用科学和科学方法成为人们探求真理的最佳途径，最终催生了以科学权威和文化霸权为特征的科学主义。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又是知识合法性的衡量尺度，唯有进入科学之域，知识才具备合理性并获得合法性。现代性正是以科学主义为价值取向，视科学为最可靠的知识形态和最完善的研究方式，并将科学方法泛化，普遍地引向存在的各个领域。然而，科学主义具有严重的机械论倾向，片面强调人的工具性，贬损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忽视了对人生命意义的重视、对人价值内涵的关怀和对人灵魂情境的关注，致使功利主义恶性膨胀。

传统词典范式正是发展并成熟于现代主义这场文化运动在西方社会盛行的时期，不管它是否承袭了后者的张力，但“规则必定具有社会的框架”（温奇2004：34），传统词典范式培育并展现出清晰可见的“现代性”特质。例如，坚持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词典编纂者以自我为中心，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抛却用户群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视其为一个统一的、僵硬的机械体，最终使得词典编纂与研究深深地陷入了简单、重复而整齐划一的认识论窠臼，总是局限在较为肤浅的知识传递层次。再如，坚持唯理性思维，对词典用户这类人的认识也是理性至上，把他们作为一个无人性的存在去了解、认识和研究，严重忽略了他们非理性的一面，对他们的情感、意志、价值、人格、信仰等缺乏必要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理性思维方式对人的知、情、意进行割裂式处理与研究，这就使得身为人文社会范畴的词典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呈现出畸形状态，甚至变态地发展。具体地说，传统词典范式的“现代性”特质体现在三个维度，本篇据此分别详解：

（1）坚持教条主义（dogmatism）的词典观；

（2）坚持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语言观；

（3）坚持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方法论。

在展开叙述之前，本研究有必要在这里就一些概念进行简要的界说，以免因交代不清或叙述不详而引疑致误。首先是“（词典）范式”一词。“范式”（paradigm）是从希腊词汇paradeiknunai派生而来的，意为“并排体现”（show side by side）。对范式的研究，始自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一书。根据库恩的解释，范式预设了在某一时间内固定而自身不再被问题化的一种概念框架，是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的集合体，它们支配着学科发展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解决问题的方式。范式之于学科本身而言具有根本意义，每一解释，甚至每一研究，总是在相应的范式理论指导之下。波塞尔（H. Poser）（2002：118）指出：“没有范式，便没有科学，因为范式是理论化了的坐标或罗盘。以此坐标为基底，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归类与规范化。”在波塞尔（2002：119）看来，“范式决定了我们的着眼点，决定着哪些问题是允许提出的，同时决定着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与手段。”本研究所称谓的“词典范式”正是以此概念为基础，指称特定时期内词典文本固化而成的、特定的学理思维与方法论体系，它们在问题选择、假设建立、方法运用和理论形成上具有一致性。

其次是“传统（词典范式）”一词。词典学共同体习惯按历史区间把词典学笼统地划分为“传统词典学”与“现代词典学”。本研究基本遵从这一惯例，但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传统词典学”中的“传统”与“现代词典学”中的“现代”并非韦伯（Max Weber）从历史社会学角度所划分的“传统”与“现代”范畴（这两者互为正反面）。恰恰相反，本研究所称谓的“传统（词典范式）”反而正是指称在韦伯所谓的“现代”时期所孕育并完善的词典范式。而且，“现代词典学”之“现代”亦非“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之“现代”，而是作为“传统（词典学）”之历时对立面而存在的；在本研究中，更准确地说，它实际上正是指称“当代词典学”。

最后是与“后现代”相关联的一些语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一个社会概念，大多指一种社会历史状况；“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则多为一个文化概念，是对某一时代精神状态、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文化形式的看法与表现。学术共同体普遍认为，“后现代”的“后”并不简单地指示线性时间关系，并非像竹竿一样，前面一节是“现代”，后面接着的一节则是“后现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曾经说过，一部作品一旦是后现代的，那它就是现代的，即后现代的目标不是现代，而是现代的初期。学术共同体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后现代是针对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进行的反思，是对现代性的扬弃。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一种思潮，它竭尽全力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后现代不是一个与现代迥然不同的新时代，而是现代性中的一个侧面、一种成分或一声音调。

一

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根本意义上讲，教条主义就是指称一种“僵化”的态度，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或辩证观照，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理念、原则或概念来处理问题。教条主义的外在表现主要是：要么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僵化地对待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例如某种理论、观点、教义乃至只言片语）；要么是用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僵化地规定和剪裁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实践。反映在词典观的定位与执行上，现代性词典范式有两大教条主义倾向：

首先，机械地坚持词典是语言词汇宝库或集合的概念，认定词典编纂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只能涉及语言本身，而不必考虑世界知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其他因素。其典型的表现是，传统词典学或现代性词典范式将词汇知识与世界／事实知识对立起来，语文词典只收录语词，而不收录或不重视收录百科词汇。

何谓词典？词典是“汇集语言里的词语，主要解释词语的概念、意义及其用法，并按一定方式编排，以便查阅的工具书”（詹德优1994：179）。在我国语文中，词典与字典是存在区别的。字典是“汇集单字，主要解释字的形体、读音、含义及其用法，并按一定方式编排，以便查阅的工具书”（詹德优1994：179）。例如，东汉许慎所编作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而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尔雅》则是我国第一部词典，两者不能混淆或替换。但是，无论是字典还是词典，都是词语性工具书，是用来解释字或语词的。西方语文一般并不作字与词的区分，因而在字面上没有“字典”和“词典”的区别，都统称为dictionary。据考证，英语中dictionary一词源自拉丁文dictionarium，表示“字或词的手册（manual of words）”。该词的使用始于1225年，指一些拉丁词表；1538年，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编写了拉丁语-英语词典Dictionary，但后来出版时又更名为Bibliotheca Eliotae
 ；1623年，科克拉姆（Henry Cockeram）编纂出版《英语词典》（The English Dictionarie
 ），首次正式以dictionary命名英语词典。可见，就内涵分析，无论是“词典”还是“dictionary”，其概念意蕴都集中在语言中的词语上。

现代性词典范式显然僵化地理解了词典的这一概念意蕴，奉行“词语”和“事实”分开的原则，认为普通语文词典只能收录普通语词，而不能收录百科性词条，因为释“名”就是提供有关“指物符号”的信息，这理应是语文词典的任务，而释“物”就是对“所指之物”的解说，则理应是百科全书的任务。这突出地反映在英国词典范式中，因为英国词典的传统特色之一就是只收录语词而不收录百科性词条。这一传统显然滥觞于1755年约翰逊编纂出版的《英语词典》，1933年面世的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
 ）强化了这一传统，而其后无数以“牛津”冠名的大大小小的词典，则几乎都是这一传统的具体体现。例如，1944年由奥尼恩斯（T. C. Onions）主持修订的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比母本流行更广，被喻为“一把打开英语宝库的钥匙”，它侧重于词义解释而坚持不予收录人名、地名等百科性词条；1911年福勒兄弟编纂完成的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也同样如此。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原则的制约力有所削弱，语文词典正在逐渐淡化词汇知识与百科信息的界限。1998年由皮尔索尔（Judy Pearsall）与汉克斯（Patrick Hanks）主编出版的《新牛津英语词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可以算是突破这一原则的典型代表，它收录了1.2万个百科词条，包括4,500多个地名，4,000多个人名和约3,000个其他专名。尤其难得的是，这些条目不仅提供基本信息，例如人物的姓名、国籍、生卒年等，还简要介绍一些相关情况，例如人物生平等。但问题的关键是，这其中的动力基本是源于满足用户／读者对于知识信息所表现出的自然的、无差异性的（不管是语文性的还是百科性的）需求，是出于“友好”（user-friendly）的目的，而实非教条主义词典观的理性转变。美国词典范式在这一原则上的时时松动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美国词典编纂向来有重视百科性信息的传统。例如，1975年由斯坦（Jess Stein）主持修订问世的The Random House College Dictionary
 收录人名、地名近15,000条；1988年弗莱克斯纳（S. B. Flexner）主编出版的《兰登书屋英语大词典》（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大量收录百科信息词条，包括人名、地名、事件、名著、剧本、诗歌、歌剧、名画物品等，并配有地图；1992年出版面世的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中的百科性词条也占据了相当比重。然而，1961年戈夫（Philip Babcock Gove）主编出版的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虽然坚持发扬一百多年前韦氏倡导的“描述活的语言”的精神，但却“背离了美国词典编纂重视百科性信息的传统，将人名、地名等百科词条全数删除，希望与解释名物、传递知识的百科全书划清界限”（网络与书编辑部2005：69）。即便是1995年第十版的《韦氏大学词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虽然贵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词典之一，但也并不收录百科词条，只是将人名、地名等作为附录放置于词典后部。总之，词汇知识与世界知识之间的人为对立，无论是英国词典范式传统特色之余的松动，还是美国词典范式传统特色之余的归附，都反映出学界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词典观，构成了传统词典范式的一个重要“现代性”特质。

其次，现代性词典范式机械地坚持词典是提供历史词汇、供人查阅求解的概念，认定词典文本是语言的权威，一方面应该着眼于词汇使用的传统与规则，强调词汇纵向的历时（diachronic）意涵，另一方面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即如果词典收录某个词，就是向世界或世人表明语言已经认可了这个词的合法地位，因此，词典编纂从根本上应该采取较为纯粹的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而不是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路径。

规定主义与描写主义的范式取向之争是现当代词典编纂与研究中的一个惯常问题，也是一个深层次的、难以一刀两断的纠结问题。但毫无疑问，对规定主义的坚守是传统词典范式重要的“现代性”特质之一。追本溯源，规定主义与描写主义是语言研究中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分别由规定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与描写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所代表。就内容而言，规定主义关心和制定被认为是最标准的语言规则，把与其规则相悖的语言用法一概看作是语言蜕变，而描写主义则强调客观地记录和分析语言现实，重视语言的个性和特性。在规定主义看来，语言学所起的应该是“法律”的作用，它必须制定“标准语言”的规则以说明并决定哪是对的，哪是错的，而且设法保证大家都要按这一规则去使用所制定的纯洁而标准的语言；规则就是“法律”，一经制定就不能改变。

规定主义语言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一部语言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同地方语言之间争夺统治地位的竞争构成了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文化潜流，成为近代历史进程中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因此，人类语言的标准化活动始终起始于某种有意识的规划，德国社会学家Elias（1939）将之描述为人类“文明化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英格兰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在1660年则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标准，语言就会被认为处于伯克（Peter Burke）（2007：125）所说的“野蛮的状态中”。文明意味着遵守行为规范，其中当然包括遵守语言的行为规范。就具体目的而言，语言的标准化有着双重性：一是为了实用，即方便地区之间的交流，二是为了得到尊重，即让语言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尊严（伯克2007：125）。

对于近代欧洲而言，第二种目的占据了主流。伯克（2007：126）认为，一种语言要想获得高贵地位，它必须是稳定的。“不稳定焦虑症”是这一目的的典型社会反应。英国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公开表示，他完全不喜欢“我们所说的话总在发生变化”这一状态，希望“将它永远地固定下来”。语言的标准化显然有助于语言获得跨越时间的稳定性，而获得稳定性的愿望正成了17至18世纪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科学院的又一重要原因之一（参见“引子”）。这些科学院成立后负责编纂科学院词典，其目的正是为了帮助维持或获得语言的“净化、稳定、辉煌”（西班牙科学院为自己提出的座右铭），来参与甚至左右语言的标准化进程。例如，1694年的《法兰西科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鲜明地规定了标准的法语拼写法。

语言尤其是地方语言要想更加统一、获得更高贵的地位，还必须是纯洁的，即必须进行语言净化，清除那些被认为是不纯洁的词汇、句法和发音等。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说，纯洁社会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正是由此生发了对语言的纯洁性要求及“对玷污的焦虑”与“语言的仇外心理”。具体而言，纵观近代早期的欧洲发展史，提倡语言净化至少是出于以下三类原因（伯克2007：203—204）：首先，在道德层面上语言必须是纯净的，而不能出现“说脏话”的现象；其次，在社会层面上，语言也必须是纯净的，即必须遵守上层社会的用法；最后，在今天所谓的“种族”层面上，语言同样必须是纯净的，即必须使用本民族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外族的表达方式。在英国，人们更多的是担心外国语言近些年来的入侵伤害了英语的纯洁性。例如，德莱顿明确表示他反对有些人“把英语过多地与法语相混合，从而败坏了英语的习惯用法”；剑桥大学教授奇克（John Cheke）则力倡他所说的那种“干净而纯正”的英语，“切勿同其他语言混合和混淆”。

不管怎么说，人们为语言的净化付出了各种积极努力。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成立秕糠学会，旨在支持本国语言改革家本博（Pietro Bembo）提出的“最纯正、最洁净和最清晰的”语言风格；法兰西科学院则以秕糠学会为榜样，将自己的职能表述为“将垃圾语言清除干净”；在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等号召人们“让英语变得更加高雅和完美”，皇家学会则于17世纪末设立了一个“改善英语”的委员会，其中的历史学家斯普拉特（Thomas Sprat）主张仿照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建立英语科学院，以帮助确立英语文体的纯洁和规范（参见伯克2007：140—141）。除了指望通过“委员会”或“科学院”等机构来制造效用外，“词典”在这一过程中挺身而出，成了一把异常便利与锐利的工具或武器。著名的《法兰西科学院词典》（1694年）与约翰逊博士编纂的划时代巨著《英语词典》（1755年）便是这一事业过程中的两个杰出代表。《法兰西科学院词典》在序言中明确宣布，编写这部词典的目的是为法语提供一个“保持纯洁”的机会。为了维持道德层面的语言纯净，它坚决不收录那些“骂人的词汇或不得体的用语”；为了维持社会层面的语言纯净，它一般不收录方言、外来词汇、工匠使用的专业术语等。约翰逊则坚持认为，自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复辟以来，英语一直在受到威胁（Johnson 1971：32），因此他的《英语词典》“不仅是一本工具书，也是为了‘完美我们的语言’而作的一次精心的努力”（伯克2007：141），是保持英语“纯洁性”的更宏大事业中的一部分。

语言的标准化运动使得标准语言与大众的、地区性的和方言的文化慢慢拉开了距离，并逐步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其使用者高居普通民众之上。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其内容也不再集中于书面语言，同样影响到了口语。到18世纪中叶，正音运动开始。在英格兰，英语口语的标准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口音越来越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而“使用‘标准的发音’一直是维持或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一种策略”（伯克2007：42）。1764年，约翰斯顿（William Johnston）编纂出版了A Pronouncing and Spelling Dictionary
 ，说明如何正确发音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关注。1791年，沃克（John Walker）在其编纂的A Critical Pronouncing Dictionary
 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说法，坚持认为伦敦发音是“最正确”的。这强化了英国标准音RP（Received Pronunciation）的至尊正统地位，而土语、混合语、地域方言、克里奥尔语、洋泾浜语等变体语言则被认为是劣等的，越来越受到排斥。

不难看出，在语言标准化潮流中，词典一直充当运动的先锋；反过来，也催生了词典范式的规定主义取向，因为要推动语言标准化进程，词典自身必须首先是语言规定主义的践行者，是典型的“标准”。正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词典高举规定主义旗帜而“逐渐扮演起作为一种立法机构的角色，从中可以得到与‘坏’用法相对的‘好’用法的标准”（Leech 1974：204），或者“（双语词典）可以用来证明语词X翻译成语词Y的正当性”（Wittgenstein 1953：I, 265），最终树立起语言交际活动中的语言最高权威形象。美国著名语言学家Bloomfield明确指出，词典是语言正确性的标准，是实现语言标准化的手段（转引自胡开宝2005：83）。在《语言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一书中，Bloomfield（1914）强调了语言活动中语法和词典的权威性力量，并着重指出：





作为书面语言，标准语言受有关正确性固定标准的制约：优秀作家不运用的便是错误的。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向那些学会地方方言的人们教授标准语言的必要性，人们编写语言的语法描述和词汇总结，即词典。这样，我们最终达到了正确性的标准。





词典编纂者的语言权威或最优掌握者地位则进一步强化了词典的权威形象，使词典最优地反映出社会意志与社会规约。欧洲国家的近代语文词典，无论是意大利的还是法兰西的，都是学院里的院士们经年累月、皓首穷经编纂而成的。这些编纂者所具有的现实的语言权威，自然地在词典文本上得到了延伸与继承。

N. E. Osselton（1983：17）指出，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是词典编纂事业的转折点，词典编纂理念发生了四大重要变化：

（1）词典成为语言完整性的一种学术性记录；

（2）编纂方式演进为归纳型，即基于或源于真实语料；

（3）大量采用文学语言素材而非以往的科技素材（the technical language）；

（4）词典开始发挥权威性或规范性功能（authoritarian or normative function）。

这一归纳比较准确，但第四点变化无疑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词典范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意志与科学技术而固化出一种“现代性”特质，一种机械而僵化的教条主义词典观。

二

结构主义发轫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有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而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去探索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即结构）被表达出来的。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高潮，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场思想方法上的深刻革命，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改变着人们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常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思想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研究领域，其开山鼻祖就是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对其加以发展与深化。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理念与方法上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对立，主要内容包括：

（1）强调语言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历史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它们的历时比较，而忽视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其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结构主义则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认为语言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此语言学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观点出发，力图研究联结诸要素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也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这是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

（2）强调语言深层体系的重要性。索绪尔将语言深层体系即“语言”与具体语言行为即“言语”区别开来，认为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语言的个人声音表达；人在语言中生存和创造，人具有构造语言的天赋，言语则是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冰峰，语言是支撑它的冰山。索绪尔认为，语言要优于言语，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从这一思想划分出发，结构主义强调分析结构的方法，认定语言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应该是立足于语言，寻找语言间相互关系的结构体系。

（3）强调语言系统的共时性。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既然如此，该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就应该是相互联系、共同生存的，也就是说，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本质上是共时性的。索绪尔为此提出一种与共时性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以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索绪尔看来，研究语言的共时性结构属性比研究语言的历时性结构更为重要。

（4）强调语言基于符号系统的意义。索绪尔区分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认为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这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但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更重视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语言，其意义的构成又依赖于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而不依赖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为此，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系统地比较词汇以进行语义分析。
1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反映在语言观的定位与执行上，近现代词典形成了具有以下特性的现代性结构主义范式：

首先，重视语言深层系统的静态性与整体性语言描写，而失却了动态性与社会性语言层面的描写。结构主义中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是：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内在性原则，认为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即语言结构具有封闭性，它不与外界实体事物发生关系，因而对语言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近现代词典范式所收录语言正是解构了言语体系之后的形而上的纯粹的语言：孤立，静态，脱离了历史与文化体系的自显性客体，标榜规范，悬置了真正语言的原初本性与生命特征，清晰地打上了人类整饰的烙印。这构成了传统词典范式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特质。渗透在词典范式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中，其具体表现有很多层面，例如：


重视自造例，而不重视从鲜活语料中选取自然例
 。所谓自造例，是指词典编纂者凭空造就的（concocted）或经过人为编辑与加工后配设的例证。如果说在语料库诞生及应用于词典编纂之前，选取自然例受着客观科学技术条件的制约，那么这其后词典学界仍然保持着改写（造）例证的传统，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自造例与自然例的选择并非一个个人喜好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次的语言观问题。自造例作为一种语言语句，已经被剥离了原先使用时的具体语境，孤立而静态，在本质上成为语言知识的表征，这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偏重的第一性的“语言”。史前词典、发展初期乃至发达时期的词典，因为受着客观技术条件的制约，很少配设例证，即便配设，也基本采用自造例。然而，语料库兴起后的词典尤其是学习型词典，部分采用自造例依旧呈现为一种常态，那就值得深思。例如1988年弗莱克斯纳主编出版的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虽然例证丰富，但大半都是自造例。再如《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的第一版基本都是采用自造例；1987年的第二版新增（或新换）了很多来源于“朗文引文语料库”（Longman Citation Corpus）中的自然例，但并没有完全更换，仍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自造例；1995年的第三版虽然更换了大部分例证，但这些例证从语料库中选取出来后很多都经过了“部分修改”，甚至还保留了部分自造例。《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也是如此，初期版本中的例证基本都是自编的，后来逐渐开始使用语料库，然而即便是在1995年的第五版中，仍然保留有相当部分的自造例。


不重视方言词、俚语、粗俗语、禁忌语等具有典型社会性标记的词汇，也不重视口语、语用说明等具有典型个人性与交际性的语料或规则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语言是封闭性的结构系统，因此语言研究应该注重寻求语言间相互关系的结构体系，而避免使用关注社会与历史层面的东西。结构主义的这一理念强化了传统词典范式素有的重规范词汇轻变体语词、重书面语轻口语、重抽象语法轻用法规则的传统，这显然有助于着力进行语言深层系统的静态性与整体性描写，也有助于维持语言的纯洁性。然而，它失却了语言鲜活的、体现动态性与社会性的那一面，因而它对语言的描写是残缺的，不但无助于词典用户对语言进行系统的认知，而且无助于他们进行实际的语言学习与交际。体现语言动态性与社会性的“言语”是人运用个体机能的行为，是创造的产物，是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因此，关注言语就是关注交际需求与创造性的交际能力，就是关注话语生成与创造性的词汇能力。

其次，强化词义的分化现象，割断了词汇之间、词义之间的天然联系。如果说按人为的排检顺序排列词条切断了词汇与语义之间的天然联系，是一种追求排检便利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而“结构主义方法论将词看作封闭、自足的体系，这又将词形和词义之间的天然联系割裂了”（赵彦春2003：80）。传统词典范式着意于词义的分化描写，根本没有注意到揭示或表现词汇得以构成或派生的结构规则。然而从学习者词汇能力角度而言，词典必须“展示词汇生成和演化的规则（语言知识本身就是规则的集合），既能解释证实的词汇，又能使学习者领悟或产出潜在的词汇”（赵彦春2003：81）。另一方面，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结构是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的；就词汇关系而言，词与词之间是彼此割裂的，对词的处理体现为孤立性而非联结性。而事实上，自然语言中的词汇是以许多甚至是以无限的方式互相联系的。深受这种结构主义思想影响的解码词典一般忽视描写自然语言的词汇关系，把自然语义场中词与词之间的各种关系割裂开来，这往往给人一种错觉：所谓词典不过就是词表，每个词附有一个或多个词义，即词典就是罗列杂物或物品的单子。这不自觉地给词典用户的语言学习与使用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三，侧重对词目的释义，而不关注词目所附着的句法与语法信息。在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要素中，词汇和语法构成了语言的内部结构：词汇是基本构件，语法则是将这些构件组合起来的黏合剂。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但其立足点是抽象的、普遍性的句法，词汇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然而，“词汇是最精密的语法”（Halliday 1961），语言的语法特征都是附着于词汇的，因而结构主义语言学人为地将本来浑然一体的词汇与语法对立与分裂开来。近现代词典深受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将语法与词汇对立，很少兼顾语法信息与句法信息，从而构成了传统词典范式重要的“现代性”特质之一。事实上，这一特质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词典时期与词典发展初期，当时词典编纂与使用的最大目的只是为了解释难词，句法与语法信息并不必要；即便在词典的发达时期，以正字、正音、正义为核心宗旨的规定主义的盛行又制约了句法与语法信息的开发与利用。正是在这些历史背景中滋生并哺育了词典范式先天性的“解码”功能。

如果说早期词典的解码特性是源于特定历史环境与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制约，近现代词典仍然继承这一基因，并把句法与语法信息当作一种包袱，堂而皇之地扔给了新生的“学习型”或“教学型”词典，则就很难将该特性与结构主义思潮划清干系，虽然对于（纸质）词典而言，空间制约是一个时刻存在的客观因素。也就是说，近现代词典范式对句法信息与语法信息的淡漠深层次上是源于结构主义语言理念的偏解，视语法与词汇为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面，并不重视语法信息与句法信息在语言中的地位。1982年赛克斯（J. B. Sykes）主编再版的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它甚至放弃了大型语文词典通过例证来揭示句法与语法信息的传统，基本不设例证或整句例证。1998年皮尔索尔与汉克斯主编出版的《新牛津英语词典》则是一个极好的反例，它提供了类似教学型词典配备的详细语法与句法信息，并采用简明易懂的表征方式，尽量避免使用语法术语和缩略语。同为大型语文词典，《新牛津英语词典》的案例生动地表明，传统词典范式漠视句法与语法信息的“解码”特质根本上是源于语言理念问题。语言学习与使用离不开句法与语法信息，否则就脱离了语言使用的实际，抛弃了正确表达指称内容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对此，赵彦春（2003：9）认为：“传统词典以解码为己任，只要精确地描写词义就够了。对已经习得了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或词汇能力的词典使用者（尤其对外族人）来讲，语法信息并不重要；但对于还不具备该能力的学习者，尤其是外语学习者来说，不注重语法信息的词典就无法使词典使用者进行有效的学习和编码。”

第四，侧重于语言的共时性结构描写，排斥历时性。结构主义坚持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的特点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是纯粹的相互关联的结构，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恰恰就是符号的组合关系，因此，语言学就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也就是对语言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与此理论原则相适配，结构主义坚持语言的共时性结构属性分析研究，认为这要比语言的历时性研究更为重要。深受这一原则影响的传统词典范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对立起来，将其定性为不能相容的二元关系。更为普遍的是，传统词典范式坚持共时性而排斥历时性，正如赵彦春（2003：73）所说：“迄今为止，除以历史原则编纂的词典以外，大多是静态的、共时的描述。”

传统词典范式共时性特质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义项排列的词频原则。义项排列是语词义项体系的完整体现，合理的义项排列是对客观存在的语词意义进行准确、完整概括的结果。历史原则、逻辑原则与词频原则是义项排列的三大主要方式。历史原则是指按照语词意义在历史进程中产生并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义项排列；逻辑原则是指按照语词意义间存在的逻辑关系（联系）进行义项排列。这两种方式都在相当程度上顾及到义项之间的天然语义联系及语义演变的客观规律，即从本义派生出引申义，再由引申义各自向外扩展，然后形成义群，最终建构完整的语义体系；这样，语词意义的发展面貌得以有条不紊、清晰明了地呈现，有助于词典用户抓取词义标本及其演变脉络，从而更透彻地理解语词的新近意义。词频原则是指按照语词意义的使用频率（如常用、不常用、罕用等）进行义项排列。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因为它需要以大规模的频率统计为前提。

不过，词频原则体现了传统词典范式的共时性思维，它打破了各义项之间的天然联系，并不利于词典用户深度把握与习得词义。然而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结构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现代科学技术支撑下词频原则频繁地使用于词典编纂，遂成传统词典范式重要的“现代性”特质之一。例如，1963年美国著名词典编纂家C. L. 巴恩哈特（Clarence L. Barnhart）与R. K. 巴恩哈特（Robert K. Barnhart）编纂出版的The World Book Dictionary
 、1964年出版的Funk & Wagnalls New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66年斯坦主编的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都采用词频原则把最常用的意义排在前面。特别典型的是，1982年赛克斯主编再版的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彻底放弃其前身采用的严格的历史原则，而完全采用词频原则来处理所有的多义词，而其前身正是1933年编纂问世、以权威著称的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第五，重视采用意义成分分析法的释义方式，无法说明与描写语词的动态语义属性。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共时性，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呈静态，认定并追求语言基于概念所拥有的各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二元对立关系。表现在意义问题上，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在根本上是一种符号系统，某个语词意义的构成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其他符号而不是与其他事物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属于整个语言系统中的一部分。传统词典范式贯彻了这一意义理念，认为人类的认知结构中存在着语言共性，词汇作为语言基本意义单位的载体，正是这些语言共性的藏身之所，因此每一个语词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特征”，通过对词义的分解就可以得出这些特征，并根据这些共有的区别性特征去解析其他同类语词。因此，传统词典释义关注并着力呈现被释义词所指称的概念特征或概念标本，意在通过系统对比揭示和解析语义。就分析方法而言，这就是典型的“意义成分分析法”，极好地体认并表现出了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就哲学层面解读，这一方式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充分必要条件”一脉相承，即用语言符号所指的集合特征来描述其概念范畴，如果某一个体具有符合这些集合特征的因子，那么它就可以归属于这个概念范畴。为此，章宜华（2002：18）指出：“在传统的词典释义中，概念范畴就是建立在这种‘充分必要条件’上的。”

并非所有的语词都能厘析出严格、确定的二元性概念特征，因此这种结构主义的释义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局限于亲属、动物、家具和颜色等几类常见词。更为重要的是，“成分分析并不能说明动态的语义属性”（赵彦春2003：44），因此，这种释义方式“只适于孤立的、静态的词义，不能揭示词的语法信息和多维的动态特征”（赵彦春2003：45）。概念层面上的词汇释义是一种静态化的语言处理方式，它剥离并独立于语境之外，因而一般只适用于消极型的解码词典，以帮助用户进行阅读理解等解码型语言活动，而不能有效地帮助或指导用户从事实际的言语交际活动。例如：



afflictive
 afflicting; distressing. adj
 .


affix
 attach; fasten. v
 .


afforestation
 act or practice of afforesting. n
 .



这些词条出自1948年英国大学出版社（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出版的学习型词典《桑戴克英语词典》（Thorndike English Dictionary
 ），该词典是《桑戴克高级词典》（Thorndike Senior Dictionary
 ）（1941）的英国版。虽然贵为“学习型词典”，但因为早期学习型词典大多是大词典的缩略本，这些词条只是以可替换性方式揭示出词目所指的概念范畴，供用户比较理解，并不能帮助他们交际使用。语言的意义只能在使用中得以实现，“如果我们总是把词典作为语言的标本集，不涉及具体的使用，不提示语词在有关语境中意义的潜值（meaning potential）和潜在使用方法，词典使用者在这些释义面前就会茫然不知所措，甚至造成使用错误”（章宜华2002：85）。科学有效的词典释义不仅要系统描写语词可能的意义特征集，还要揭示该语词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必须认知和掌握的各种语境条件，主要包括指称语境与语用语境：前者是词目正确表达指称内容所具备的语法信息与句法结构，它是释义的基础，只有揭示词目的不同句法结构与语法信息，才能区分不同的义项；后者是词目得体使用所必须承载的语用规则、社会规范与文化制约。

三

作为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科学主义发端于19世纪末，因其将科学方法论标榜为研究方法而得名。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反相成，主张把自然科学奉为哲学的基础与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科学主义有一个强有力的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具体而言，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认识世界与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

以此科学观为基础，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它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哲学不能从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而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

（3）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其全部断言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例如：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诸多此类的缺陷，科学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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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作为一种理智现象及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科学主义在现代西方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盛行一时，影响极为深刻，意义深远，与人本主义共同构成了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两根主线。科学主义的流行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人们据此认为，只有科学才提供客观知识，人文学科只能为人们提供情感慰藉。反映在方法论的定位与执行上，现代性词典范式有两大科学主义倾向：

首先，忽视词义的人文性，词义表征程式化。“意义（词义）问题是词典研究的核心问题”（陈伟2007：36）。因此，词典编纂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释义，无论是词典的宏观结构还是微观结构，其基本目的都是揭示词义内容或者帮助表征词义。不过，“词典囿于自身范式的局限性，主要只处理词汇的概念意义这一层面，而很少涉及其他层面的意义”（陈伟2007：38）。这就是说，词条的定义主要是由概念意义构成的，概念意义是词典释义的基础，也是历代词典编纂工作者的努力所在。传统词典范式对概念意义的追求，本质上反映出科学主义的思维，认为意义是“独立于现实或想象世界可能存在的任何事态，独立于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可能知道的该事态的任何信息”（Taylor 1989：81），因而离散而静态，亘古不变。为此，传统词典范式的释义同样反映出科学主义的思维，大多追求客观、“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而又程式化的数理逻辑形式，以使释义更趋精确、规范和科学，从而让不同背景的词典编纂者获得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准则。意义成分分析法正是表现这一科学主义释义思维的典型。

然而，“语言是人文活动”（Bolinger 1968：177），不是自然科学现象。语言不仅反映并表现着外部世界，还与社会现实有着关联，而且它关联着人类的心智，依赖于人类的主观体验与知觉。语言的人文性反映了语言的社会规约属性与人类的语言认知规律，剥离了人文性的语言是无法想象的。Kramsch（1993：8）在谈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就指出：“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的，它不应该被看作是脱离文化的语码。”对于语言的意义，刘宓庆（2001：98）认为，意义是语言人文性的一个最主要基点，或者说，“意义具有彻底的人文性”，它不仅与人的生活必不可分，具有充分的社会性，也与人的观念紧密相连，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意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维实体，概念意义只是对客观事物的高度概括和反映，是意义的基本内容；虽然概念意义很重要，是人类交际赖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但是，即便掌握了一个语词的概念意义，也不能说明它就能被正确而得体地使用，人们还必须把握该语词的意向性、文化内涵、审美品性及各种交际意义（例如象征意义、联想意义、情感意义、比喻意义、文体意义、兆示意义等）。事实上，意义的人文性决定其内容是开放的，会随着社会与人类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词典范式的科学主义意义观（着眼于概念意义）及其方法论（程式化的去语境释义）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用任何科学手段来测定意义形形色色的色调”，“我们甚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一个词的一项意义作出精确的科学描写，找出不同语境对它的成分影响的等差率”（刘宓庆2001：98）。德国数学家与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甚至认为，对于词典最看重的语词最根本的概念意义，我们无法划分出一个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无法给其下一个泾渭分明的定义（转引自刘宓庆2001：98—99）。

其次，以编纂者为中心主体而拒绝用户主体，丧失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科学主义思潮最重要的负面影响就是造成了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人文主义是在对人性的探究与思索中逐渐形成的，其内在本质是对人灵魂的塑造和对理性精神的培养，倡导一种在“善”之普遍性原则指导下的生活。人文主义关注人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强调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人文”概念。“人文”之“人”，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现实的人”，其“文”则是“现实的人”的文化与精神生活。人文主义在精神生活的层面上关注和推动了人和文化的发展，从而给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注入了更加完整、更加深刻的意义。传统词典范式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多地忽略了词典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而必须承载的人文精神。概括来说，传统词典范式人文精神的缺失体现在两个维度：表层与深层。

从表层上看，传统词典范式一切从词典编纂者主体出发来构建微观结构、宏观结构及其内容与内容表征方式，而不在意实际、真正地掌握词典用户的具体需求与需求特征。“词典用户的词汇需求是一切词典产生与评价的终极标准”（Hartmann 2001：80），然而词典编纂者把握这一“需求”却基本是通过内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来实现的，即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或直觉经验及变化，来决定目标词典用户的意指词条内容与表征方式。“辞书编纂的中心问题是对使用者的需求要有敏锐的预计”（徐时仪1995），这“预计”二字就是传统词典范式了解并把握用户需求的核心内涵。但是，再敏锐的“预计”需求也不能代表来自用户自身的“实际”需求，它只能是一种“推定需求”（putative needs）。正是依赖这种“推定需求”而进行词典操控，词典用户实际上成了词典编纂者“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Wiegand 1977：59，转引自Hartmann 2001：80）。事实上，传统词典范式正是将用户需求静态化，大都没有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将用户需求进行层次划分、区别处理。例如：（1）在收词方面，词典编纂者没有使用系统而科学的收词规范与标准来加以控制，更不具体调查研究哪些语词对本词典的目标用户而言是几乎接触不到的生僻词，哪些词义是难以理解的，而只是凭借自身经验进行“难”与“易”、“适”与“悖”的主观选择；（2）在释义方面，不实际调查研究目标用户是否能够辨析原义与今义的区别，是否应该注明意义相同或相反的词目，以便他们理解掌握；（3）在例证方面，编纂者依靠自身直觉进行取舍，而非根据目标用户的性格特点和文化程度，结合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实际，满足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4）在检索性方面（这虽然是词典区别于其他读物的重要标志之一），纵观词典史，成人词典与儿童词典的处理方式基本是相同的，然而，这两类人群的检索需求真的是一致的吗？编排体系也是如此，各类词典基本都沿袭了相同的编排方式，但是，不同目的、不同类型的用户难道真的都有着相同的需求与使用习惯吗？这在一定程度上比词典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词典内容能否很方便、快捷地为用户所利用与掌握。这涉及词典的社会效能问题。词典编纂者根据主观经验而推定用户的需求，因此总是在词典前件材料（front matter）或后件材料（back matter）中不遗余力地向用户介绍如何使用本词典，然而用户是否会去认真阅读并领会这些介绍，这又构成了其他问题。例如语法代码问题，早先学习型词典的语法代码分类非常细致，但是抽象繁杂，词典用户使用词典时在代码认知上就显得勉为其难；更为重要的是，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词典用户在使用词典前很少会去认真阅读那些有关语法代码的介绍。在这种情况下，词典用户使用词典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的学习型词典都将语法代码进行了简化，但词典用户的反应如何？其使用效果如何？简化什么、如何简化才既符合语法理性又符合用户的认知习得机制？这些问题可能是经验主义的内省法所无法真正解决的。

从深层上看，传统词典范式始终局限于词典工具论的狭隘思维，认为词典只是供人们检索、查阅的工具书，基本忽略了词典用户词汇能力与主体意志的培育与发展。人文主义的主旨就是认识、分析和探究人的本性，最终实现对人理性（精神生活层面）的教化和培养。这应该是人文主义思潮的终极目标，也是与科学主义最本质的区别。传统词典范式在方法论上一直没有摆脱工具论的束缚，认为词典只是就语言问题提供答案、供人们检索查阅的工具，或者说，词典只是汇集语言中词汇的单子或手册，因而单纯地着眼于汇聚、解释、概括和呈现语言知识或语言信息，忽视了用户主体和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关注所提供语言知识是如何为词典用户获得的，不关注用户在使用词典过程中是否能够或如何实现词汇能力与主体意志的培养。例如，传统词典无法向用户传授目标语在对世界进行划分和归类方面与母语的系统差异、无法向用户传输目标语特有的认知框架等。更为糟糕的是，传统词典对词汇能力的忽视甚至会成为制约用户学习进步的消极因素，如结构主义方法论造成的过度归并和过度分化等问题使用户很难习得词汇中的默认、继承等特征，也难以形成有效的“词汇-语义网络”（赵彦春2003）。近年来，人们又将研究视角转向了语言中的词汇-语义链（lexical-semantic link）与语义变化的机制，深入到语言习得触发（language triggers）的内部结构，具体探讨如何将该类结构纳入到词典学的认知理论体系，从而根据触发条件和触发参数来改进或促进词典编纂工作。这就是词典范式的“认知观”。赵彦春（2003：1—2）对词典研究的认知理论与认知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





认知词典学是以语言学习者，特别是外语学习者为中心、为服务对象的新型的词典学范式。它以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理论依据，借鉴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习得规律对词汇进行符合学习者认知规律的处理，以使学习者在学习或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取得增效性。所以，认知词典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使学习者扩大词汇量，而是使其全面提高词汇能力。





词典范式的认知观是在批评和继承传统词典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词汇中蕴含着人类语言生成、使用以及学习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规律。这显然不同于以往任何词典范式的目的与取向。不过，这一认知观尚处于理论研讨阶段，自身并未形成严整、可行的理论体系，未能和谐地融汇到元词典学理论体系中。但是，词典范式的认知观显然准确地指出了词典范式回归用户主体、展现人文世界、弘扬人文精神的终极方向。追逐“以人为本”理念，彰显用户主体和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终极意义上实现用户词汇能力与主体意志的培育与发展，这是传统词典范式超越自身、实现革命性转变的唯一路径。

四

传统词典范式脱胎于理性和启蒙精神浸润的现代主义，带有浓厚的现代性特质。归整后可以看出，传统词典范式的现代性表现出两大核心内容：一是机械而静态化的语言描写，二是自我且割裂化的人文情怀。因为前者，传统词典范式游离于僵化的规范思维，失却了语言的生命性与社会性；因为后者，传统词典范式又挑起狭隘的词典编纂者大旗，既遮蔽了人文社科应持的基本人文关怀和人文价值，又因为专注于人的非理性因素而割裂了用户主体知、情、意层面的能力发展。这两者合力祭拜起以编纂者为中心的规范与权威神坛，主导着传统词典的编纂与研究、发轫与发展。

显然，传统词典范式需要创新，需要变革，否则就无法适时（时代特点）、适理（学理特征）地发展，求得新的生命花期。“观念和处境（context）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关系”（温奇2004：117），也就是说，观念无法从它们生存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表明了一部分人对于现代性的失望，认为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相反地，它变成了奴役、压迫和压制的根源（例如奴役思想、压制创新）。因此，后现代主义拒绝被现代性所看重的事物，诸如权威、规则、崇高、真理、正题、圆满等；拒斥各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并竭力深入到现代性的核心，试图从根本上加以肢解；试图在现代性范式之外确立自身，提倡在现代性之外的自我论证和自我创新。在这种语境下，传统词典范式也只能更新观念，突破传统理念、方法与秩序的禁锢与束缚，最终建构后现代的新词典主义。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比照传统词典范式的现代性，后现代的新词典主义具有两条根本原则：

一是本真、动态的语言描写。语言是有生命的，具有本真的原初本性；语言又是具有社会品性的，脱离不开现实的生活。所以，语言不可能是完全“纯粹”的，并在这种“纯粹”中寻找自身物质标准和独立性标准。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形式，传统词典范式“为语言而语言”的“纯粹性”是以秩序化、规律化、理想化为要求的，体现了以形式为核心的现代主义的理性法则。但是，这种对封闭“纯粹性”的追求、崇尚与坚持，在使用户变得冷漠、陌生和疏远的同时，也失却了语言的生命性与社会性，因此，对于语言及其意义的描写无法趋于全面与系统。温奇（2004：45）曾经指出：“所谓意义范畴之类的东西，其含义逻辑地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词典范式除了揭示表层的概念意义外，还必须进行句法分析，旨在揭示“特定语境中的句法结构，以决定及测定‘意义＋意向’及其表达式的适应性”（刘宓庆2001：107），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揭示包括语境、意向、文化内涵、审美取向等在内的多维深层含义。

二是广博、厚重的人文情怀。词典编纂与研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和文化现象，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社会品性和文化品性。因此，词典范式必须克服现代性的科学主义，积极谋求科学与人文的平等对话与融合，从而建构起以用户为中心的主体平台，既关注他们的认知、情感与意志特征，更注重这三者在用户主体方面的协调与和谐发展。不容忽视的还有，这里的“人文情怀”不是狭隘的，并非现代主义所推崇的超出一般公众所能理解、一切以审美自律性为要求的“精英主义”，而是广博的，是面向语言所无法脱离的普罗大众的。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本篇在这里列举传统词典范式的“罪过”且彰显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照耀与渗透，并非意味着生硬地全盘否定传统词典范式。正如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真正失败或走向穷途末路，仅仅意味着现代性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大量余地一样。事实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不仅共存在、互作用，而且具有内在的不同时性。我们彰显后现代主义精神，旨在以此为视角对传统词典范式进行实质性的重新界定和革新，并在传统词典范式之外确立自身。但是，这并非要根据自身的标准去摧毁并完全抛弃传统词典范式，而是去思考它，解构它，改造它，并最终完善它。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离开传统词典范式，任何新词典学范式根本无所附丽，传统词典范式的很多重要构件与理念必须从“传统”中游离出来，从而成为新构词典学范式的核心和基础。

注释


1
 　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7895.htm，2015年11月4日）。


2
 　本部分内容参见天涯问答（http://wenda.tianya.cn）。


第二章

认知主体的出场

——词典用户回归而建构的后现代人本理念





自笛卡儿以来，“主体”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导话题之一。在现代主义者看来，主体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它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人本主义者的化身。这一理念构成了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一切现代思想观念都是以独立的主体为前提的。由此，近代哲学理论立足于主客二分的基础开始建立，并以追求确定性为终极目标。依据该理论体系，主体以客体的存在为前提，“主体的存在意味着世界被一分为二地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同时赋予一方以高于另一方的权力或权威，并由此确立了一个权力等级系统”（张国清1998：121）。后现代主义颠覆了这一思想，反对主客二分的主体性思想，认为“今天的主体已经丧失了肯定的、积极的、主动的意义”（张国清1998：121），因而可以被抹去。从根本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主体观宣告了主体的没落及其责任的消解。

后现代主义的主体观很快辐射并渗透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导致包括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领域在内的学术范式的震荡甚至革命。传统文学书写与研究活动坚持封闭语言系统的“文本中心论”，认为文学作品是由作家独自创作出来的，因此过分关注了“作者－文本”的关系，坚持作者是文本的主宰，是文本内容的最后决定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文本，而几乎屏蔽了作为接受者的读者的势能。张国清（1998：150）将此理念关系精准地梳理为：“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三维关系中，作者是中心，文本是这一中心的体现或实现，读者则是这一中心的边缘。”事实上，处于这一三维关系链上的作者，不仅是一个存在个体，“还是一个‘维度’，一个心境，一个功能原理，一个信息源，一个模型，一个为某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观念、强权和权威（著作）提供的手段”（Rosenau 1992：30）。也正是以此为基础，传统文学书写与研究创建了自身的现代主义范式。然而，文学作品是为读者的阅读而创作的，因此作品的意义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接受才能显现出来，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也只有在读者的阅读中才能实现。而且，缺失了读者的理解和参与，文学作品的功能无从发挥——表现失去了表达对象，文学也失去了传递者；未经读者阅读、审美的作品文本只不过是一堆印刷纸张，一种可能被发现的、认识意义上的存在。从读者角度来说，在后现代境况中，人们并非像现代科学的启蒙设计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追求真理或知识而阅读和写作的。相反，人们是为了获得体验的愉悦而阅读的。因此，缺失了读者参与的文学书写与研究范式，“在传统意义上，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书写与读解之间，便无法完成一个互相增长、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张国清1998：151）。

在后现代主义主体观的辐射下，后现代文本的地位被重新解读，“也具有一种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它独立于作者，并且不装出一种客观的立场”（罗斯诺1998：35）。这意味着，在文学书写与研究范式中，作者地位与重要性被削弱甚至被取消。解构或抛弃了作者角色，一个空缺随之出现，文本和读者则弥补了这个空缺，正如Barthes（1977：148）所说：“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戏剧性地变更了作者、文本和读者的传统角色”（罗斯诺1998：34），加强了文本和读者的重要性。更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者就是从读者角度出发来处理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即“在作者、读者和文本的三维关系中，后现代主义者让读者进入游戏核心舞台，使之成为其中的主角，并且让他取得了空前的自主权”（张国清1998：152）。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读者不再是一个被教化或被逗乐的消极主体，他被授予了某种自由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文本以意义而不必计较任何后果或责任。

后现代主义主体观的形成与日臻完善有着多种理论和思潮的推动与支撑。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崛起的“接受理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1967年，姚斯（H. R. Jauss）发表了论文《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宣告接受理论正式诞生。之后，姚斯接连出版了《走向接受美学》和《审美经验和文学阐释学》等著作，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关于接受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渊源与内容而言，接受理论主要立足于现象学和阐释学，包括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创立的“接受美学”与70年代美国形成的具有本土特色的“读者反应批评”，并在这两个流派的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下，在世界范围内将读者中心论推向了高潮。作为西方20世纪重要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思潮，接受理论揭开了文学研究的接受之维，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在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理解上第一次将读者纳入了文学功能的空间。接受理论的实践意义就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影响研究，将学术目光从文本中心转变为对鲜活接受者的关注，注重从接受者的角度进行逆向思考，重视接受者对于作品意义构建的作用，探索接受者在接受影响时的主动行为与心理参与。接受理论首次将接受者纳入到文学本体的构成体系，具有重要的文学本体论意义；它注重人类文化的对话交流和视野融合，建构起一种更富有人文科学特点、更具主观精神的研究范式。

一

上一章讨论到，传统词典范式发展并成熟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时期，培育并展现出清晰可见的“现代性”特质，具体体现为教条主义的词典观、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这其中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坚持封闭语言系统的“文本中心论”，以词典编纂者为中心，忽视了读者（用户）的价值，丧失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词典编纂者在书写或编纂词典文本时完全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抛却用户群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视其为一个统一、僵硬的机械体，严重忽略用户富有情感、意志、价值、人格、信仰等非理性的一面，最终使得词典编纂与研究深深地陷入了简单、重复而整齐划一的认识论窠臼，总是局限在较为肤浅的知识传递层次。具体而言，其实际表现主要有：

（1）编纂宗旨与编纂目的模糊，缺乏明确定位。词典一般都在前件材料中写明编纂的宗旨与目的，从而确定基于词典用户需求的词典性质、读者对象及规模等参数，并最终反馈到实际的词典微观结构、中观结构、宏观结构、正文内容及内容表征方式等各个层面。但是，传统词典对词典用户实际、真实的词汇需求的把握主要依靠内省法预计或推定，正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夸克（Randolph Quirk）在1978年朗文公司出版的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的序言中所说：“编写词典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敏锐地预计词典使用者的种种需要。”这种主观认定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更失却了明确的信息需求指标。例如，某英汉学生词典这样简单化地表明其编纂宗旨或目的：“本词典内容囊括了中学、大学英语学习需掌握的所有单词、词组。学习英语，从中学到大学词典只需一册。”某汉语成语词典则是这样写的：“这是一部适合广大师生和普通读者使用的中型成语词典，条目齐备，功能丰富，图文并茂。全面修订后的最新修订版，更好地满足了读者查考的需求。”显然，这样的宗旨或目的无法保证词典范式各层面呈现的针对性、实用性与科学性。

（2）面向对象（读者群）混沌，不单一，不明确，不具体。因而，词典编纂者的编纂活动失却了理性的人本关怀目标，只是一味强调收词数量的巨大，强调信息内容的广博，强调功能维度的繁多，臆想单本词典能够提供全方位的语言服务。例如，某英汉词典这样在前件材料中揭示其面对的读者群：“根据学生学习需要，英汉收词11,000余条，派生词、复合词12,000余条，能够满足读者英语学习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词典一般是不会考虑具体某层次学生的认知能力、外语习得特点等深层次因素，例如词义的取舍与排列次序是否符合特定学生群体在特定领域中使用时词义的出现率，是否适切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因而不会考虑是否要将特定用户群体颇感费解的词语进行特殊化处理。

（3）过分侧重词义知识，对语法特点、语体特征、词语搭配知识、文化内涵方面的语法与用法知识不太重视；侧重词目的概念义，忽视文化义、引申义、内涵义、附加义等；侧重词目的语言认知信息，而忽略了交际使用信息，等等。

（4）忽视体例编排与检索方式对于不同用户群的差异性需求。检索性是词典区别于其他文本读物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纵观词典史，成人词典与儿童词典的检索性处理向来都是基本相同的。几乎没有人反思过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用户群体对词典检索性的要求或使用习惯真的是完全一致吗？编排体系也是如此，各类词典基本都沿袭相同的编排方式。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比词典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词典内容能否很方便、快捷地为用户所利用与掌握。这涉及词典的社会效能问题。词典编纂者根据主观经验而推定用户的需求，然后在词典前件材料或后件材料中不遗余力地向用户介绍如何使用本词典，例如“词典使用指南”或“How to use the Dictionary（本词典使用方法）”、“本词典使用的略语”或“Symbols used in the Dictionary（本词典使用的符号说明）”或“Short forms and labels（缩略语和说明性略语）”、“Pronunciation table（读音表）”、“Grammar codes and patterns（语法代号和模式）”，甚至“怎样利用词典学习美式英语”等。然而，用户是否会去认真阅读并领会这些介绍呢？这些说明是否简明扼要，便于读者记忆从而最终便于词典使用呢？这些似乎都是可以经过推断、却因没有实际研究而缺失真实答案的问题。例如语法代码问题。早先学习型词典的语法代码分类非常细致，但是抽象繁杂，用户使用词典时在代码认知上就显得勉为其难。更为重要的是，后来有人作了调查，发现词典用户在使用词典前，几乎很少有人去认真阅读那些有关语法代码的介绍。在这种情况下，词典的社会效能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的学习型词典都将语法代码进行了简化，但词典用户的反应如何？其使用效果如何？简化什么、如何简化才能既符合语法理性又符合词典用户的认知习得机制？这些问题可能是经验主义的内省法所无法真正解决的。

（5）版面是否新颖，编排是否醒目，重点信息是否清晰，能否在情感上有利于用户的知识学习和记忆？这些都是传统词典在编纂过程中忽略而依靠直觉或约定俗成方式处理的问题。

事实上，传统词典范式正是将用户群体的需求静态化，没有系统地、针对性地将用户需求进行层次划分，予以区别处理。例如一些词典宣称：“编委会由语言学、辞书学的专家学者和语文教师（外语教师）组成，他们参与过多部辞书的编写，有较丰富的辞书编纂经验。”正是这些学者的经验操纵着词典编纂的整个环节。例如，在收词方面，词典编纂者没有使用系统而科学的收词规范与标准来加以控制，更没有具体调查研究哪些语词对本词典的目标用户而言几乎是接触不到的生僻词，哪些词义是难以理解的，而只是凭借自身经验进行“难”与“易”、“适”与“悖”的主观选择。在释义方面，词典编纂者没有实际调查、研究目标用户是否能够辨析原义与今义的区别，是否应该注明意义相同或意义相反的词目，以便他们理解掌握。在例证方面，词典编纂者同样依靠自身的直觉进行取舍，而非根据目标用户的性格特点和文化程度，结合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实际，满足他们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等。

当代词典范式的编纂与研究活动显然走出了传统词典范式的现代性主体观思维，开始紧紧围绕着词典用户这一认知主体来进行针对词典及词典问题的反思与探讨，并据此诉诸词典编纂实践，积极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掀开了词典编纂与研究的后现代性人本策略的帷幕。正如Hartmann和James（2000：F18）所言：“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用户有着不同的词典使用目的，因此词典能够，也应该对此作出回应。”“用户视角”（User's Perspective）理论的发轫与发展是当代词典范式实现围绕“读者”这一主体变革的一个里程碑。所谓“用户视角”，就是“立足于用户角度而进行词典学研究的方法”，具体包括“用户的身份、背景、经历，对工具书和熟练查询所需策略的熟悉程度，专门指导是否能够培养并提高查询技巧等”（Hartmann & James 2000：152）。站在用户角度，词典编纂与研究不再像现代主义一样通过寻求并立足于编纂者真实的编纂意图，去审视该意图或动机与“词典文本”的契合度，而是积极寻找并评判“词典文本”与用户“真实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当下，以词典用户为中心的后现代人本理念已经得到词典学界的认同，并围绕着“用户”这一回归的认知主体系统而有效地开展词典编纂与研究活动。

二

“立足于词典用户”进行词典编纂与研究的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美国词典学家C. L. 巴恩哈特可能是开展词典用户研究的拓荒者。1960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召开的主题为“词典学问题”（Problems in Lexicography）的大会上，巴恩哈特报告了他早在1955年为了编纂商务单语词典，针对近100所美国高校、5万多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1962年，该报告以《商务单语词典编纂中的种种问题》（Problems in editing commercial monolingual dictionaries）一文的形式发表。巴恩哈特的研究宣告了“用户”这一角色在词典理论与实践舞台上的正式出场。

然而遗憾的是，巴恩哈特的开拓性研究并没有立即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响应，自此后到整个70年代，词典用户研究只是零零散散，偶尔为之，除了Quirk（1973）、Tomaszczyk（1979）等的研究之外，难见其他。这期间，1977年，德国词典学家维甘德（Herbert Ernst Wiegand）提出建立“词典用户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dictionary user）的设想，开始站在学科角度系统整合并建构基于用户的词典学研究。

从80年代开始，词典用户研究才真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0年8月，“应用语言学与词典编纂国际暑期讲习班”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召开，其中心议题就是研究如何摆脱传统的词典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1983年，英国词典学家哈特曼（R. R. K. Hartmann）在其主编的Lexic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一书中正式提出“用户视角”这一学术研究理念，从而标志着词典研究范式最终走出以“编纂者”为中心的学术窠臼，步入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动态轨道。自此，“（词典研究的）趋势正在从静态分类系统转向对真实交际障碍中真实用户进行真实词典查询的动态观察”（Tono 1989：197—198）。这之后，针对词典用户开展的各类调查研究日趋增多，所涉领域日益扩大，研究方法也越来越科学、完备。伴随着这些研究，产生了大量调查论文或报告，以及几部主题著作，主要有：Atkins（1998）主编的《使用词典：针对语言学习者与翻译人员而开展的词典使用研究》（Using Dictionaries: Studies of Dictionary Use by Language Learners and Translators
 ），Nesi（2000）撰写的《EFL词典的使用与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EFL Dictionaries
 ），Tono（2001）撰写的《外语学习情境中的词典使用研究》（Research on Dictionary Use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Welker（2010）撰写的《词典使用：实证研究概览》（Dictionary Use: A General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等。

针对词典用户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实证方法（当然也有少部分理论探讨），其中Welker（2010）的研究最有代表性，收录了迄今为止作者所能收集到的世界范围内词典使用的实证研究案例，“旨在告诉学生及研究人员，在词典使用实证研究领域内已经作了哪些研究，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难点在哪里，已经获得了什么样的研究结果”（Welker 2010：3）。Welker借用Hulstijn和Atkins（1998）的研究成果，将词典使用实证研究概括整合为6大主题：（1）词典用户的态度、需求、习惯与喜好；（2）文本或单词理解；（3）文本或单词产出；（4）词汇学习；（5）不同语言活动中的词典使用效果；（6）词典技能教学。同时，Welker将研究类型细分为：（1）词典用户的现状（例如词典的拥有情况）、态度、想法与意见问卷调查（或访谈）；（2）词典实际使用情况研究；（3）词典使用效果研究；（4）专门主题与专门词典使用研究；（5）电子词典使用情况调查；（6）词典使用教学效果研究。此外，Welker将词典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归纳为：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实录法（protocols）、测试与实验法、记录文件法（log files）、词典使用情境法（dictionary use scenario）等。

这里，我们简要概述一下迄今为止词典用户研究领域的主要发现，以观其貌：

1．词典用户的态度、需求、习惯与喜好

调查发现，词典用户在词典使用过程中呈现出特定的取向、偏好与习惯（Tomaszczyk 1979；Béjoint 1981；Battenburg 1989；Atkins & Varantola 1997；Harvey & Yuill 1997；Li 1998；陈伟，王维波2005）。例如，寮菲（2000）调查发现，我国英语专业在校大学生通常拥有2本词典（47.8％）或3本词典（23.6％）；孟臻和苏磊（2003）的调查则显示，非英语专业在校大学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就使用的词典类型而言，方丽等（2000）的调查表明，中国大学生喜爱的词典类型依次是：“英汉多功能词典”（76％）、“英汉双解词典”（55％）、“英汉词典”（47％）、“英英词典”（22％）；阚怀未和王颖（2003）针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词典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英语专业学生最喜欢使用“英汉双解词典”，占92％，其次是“电子词典”，占34％，最后是“英英词典”，占27％。阚怀未和王颖（2003）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学生对英语权威词典的认识非常有限，主要集中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系列（90％）与《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系列（81％）的双解词典；Li（1998）的研究则发现，女生的外语水平通常比男生要高，而她们使用词典的频率也比男生要高得多。

研究人员（Tomaszczyk 1979；Hartmann 1983b；Atkins & Varantola 1997）还调查发现，英语学习者使用词典涉及听、说、读、写等不同学习活动，但主要用于读、写等书面语活动，而很少用于说与听。例如Béjoint（1981）研究指出，学习者主要在解码型语言活动中使用词典，具体排序是：翻译（外语翻译为母语）、阅读、写作、翻译（母语翻译为外语）等。在中国语境下，寮菲（2000）的调查显示，促使我国英语专业在校大学生使用较高频率查询词典的语言活动分别是：阅读、翻译、写文章、做作业、上课等；阚怀未和王颖（2003）的调查结果则分别是：阅读（79％）、写作（63％）、翻译（58％）、做练习（50％）。不过，这一取向并非一成不变，根据Nesi（1999）的调查，学生在第一年的学习过程中，主要在书面语的解码活动中使用单语学习词典，而很少用于编码活动，但是到了第三年，这一偏好已经发生改变，用在解码活动与编码活动中的几率大抵相当。陈伟、王维波（2005）调查统计发现，英语专业学生与非英语专业学生在使用汉英词典进行学习的任务中，取向是一致的，即都以“英语写作”（前者占91％，后者占88％）与“汉英翻译”（前者占96％，后者占93％）为主要运用领域，他们指出，这与作为内向型汉英学习词典的定位与性质基本一致。

就具体的词典使用目的而言，研究发现，词典主要被用来查询意义、拼写、搭配、语法等语言信息，而较少用于查询发音、标注和词源等（Tomaszczyk 1979；Béjoint 1981；Battenburg 1989；Atkins & Varantola 1997）。中国语境下的状况基本类似，寮菲（2000）的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利用词典查询的主要信息分别是：生词、拼读、用法、搭配、释义、拼写、辨义等；阚怀未、王颖（2003）的调查结果则依次是：词义（80％）、搭配用法（65％）、语用与文化信息（41％）、读音（32％）、句型（23％）等。陈伟、王维波（2005）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在使用汉英词典获取的语言信息方面，“对等词”无疑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英语专业学生，还是非英语专业学生，比例都达到了100％，“语法信息”、“语用信息”与“文化内涵”也占了相当的比重；不过，非英语专业学生对“文化内涵”的需求（62％）则要明显高于英语专业学生的需求（25％）。

另外，调查还了解到用户在词典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很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例如，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词典使用不足（under-use）的问题，必须鼓励他们充分利用词典（Ervin 1979；Béjoint 1981；Katamine 1989）；译者在使用双语词典进行外语-母语方向的翻译活动时，有着明显的“第一对等词倾向”（Tono 1989；Li 1998）；用户很少阅读词典前件材料中的“使用说明”或后件材料中的“附录”（孟臻，苏磊2003）。

2．词典对于文本或单词理解的效用

前面的调查已经显示，文本或单词的理解是词典使用最为集中的语言活动（Tomaszczyk 1979；Béjoint 1981；Hartmann 1983b；Atkins & Varantola 1997；寮菲2000；阚怀未，王颖2003）。词典是处理语词“意义”的工具书，查询词典当然有助于理解文本或单词，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Tono（1989）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以日本中学生为受试者，考察双语词典的使用对阅读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阅读时使用词典的效果确实要比没有使用词典的效果好。Laufer和Melamed（1994）针对76名中学生与46名大学生进行了实验研究，旨在调查单语词典、双语词典与双解词典的使用对于文本理解的不同效果。结果显示，双解词典对文本理解的效果要显著高于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而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受试者英语水平越低，双解词典对于文本理解的效果越好。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好的双解词典适合于各种类型的EFL学习者。Hayati和Mohammadi（2005）的研究结果则与此相反，他们通过实验考察了双语词典与单语词典对EFL学习者进行阅读理解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双语词典比单语词典更能提高阅读理解活动的效果。Bogaards（2002）通过实验研究了单语词典在外语-母语方向翻译活动（本质上属于文本或单词理解的语言活动）中的作用，结果显示，使用词典对于翻译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也有完全相反的发现。例如，Bensoussan等（1984）以1,501个EFL学习者作为受试者进行了三段独立研究（不使用词典、使用单语词典或使用双语词典），要求他们阅读一至多篇课文，然后完成针对课文内容设计的多项选择题。结果显示，词典使用与阅读成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即词典使用在提高阅读效果上并没有显著意义。Knight（1994）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Nesi和Meara（1991）则以研究生为主要受试者展开了两段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或不使用词典对阅读效果并没有显著影响，相反，使用词典因为花费了太多时间，受试者的阅读成绩反而有所下降。

3．词典对于文本或单词产出的效用

与文本或单词理解的情况类似，对于词典在文本或单词产出中的作用，学术共同体也是意见不一。例如，Laufer和Melamed（1994）研究发现，双语词典与双解词典比单语词典对于写作活动更为有益。McCreary和Dolezal（1999）的调查结果表明，《新牛津美语词典》（The 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
 ）的微观结构设计与收词范围比较合理，因而更加有助于学生的文本或单词产出；《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
 ）则因为是面向非母语学习者编纂的，在难词收录方面存在着问题，不太适合文本或单词产出。然而，East（2006）通过实验发现，使用词典与不使用词典对写作活动并没有显著影响；虽然学习者在写作时使用词典比不使用词典显得更有信心，但也因为消耗更多时间而影响了写作质量。他在结论中指出，在进行写作活动时是否使用词典，学习者自己要权衡利弊。

Bogaards（1991）研究了双语词典与单语词典对母语-外语方向翻译活动（本质上属于文本或单词产出的语言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使用词典时的翻译实践效果要明显好于不使用词典的效果，而使用双语词典的翻译实践效果又要明显好于使用单语词典的效果。Livbjerg和Mees（2003）的研究结论则完全相反。他们通过实验研究了是否使用词典对丹麦语（母语）-英语（外语）方向翻译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15次词典查询中，只有66次产生影响，而在这66次产生影响的查询中有40次并没有真正提高译文质量，5次甚至使得译文更加糟糕，9次只是简单的拼写纠正。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词典对母语-外语方向的翻译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

4．词典对于词汇学习的效用

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学习或记忆新信息而执行的有目的的行为与思维，它直接影响到语言学习的有效性。研究者（O'Malley & Chamot 1990）认为，词汇学习策略分为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两个层次，词典使用分属于认知策略。然而就具体方法类型而言，即词典使用是词汇学习的直接法还是伴随法，学术共同体迄今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Nation（1990）、Ellis（1997）、Nagy（2002）、Parry（1991）等认为，查询词典与做各种词汇练习一样，是一种有意识的词汇学习策略，理应归结为直接法。Hulstijn（1992, 1997）则提出了不同观点，将词典使用归结为一种伴随法，认为它是影响伴随性词汇习得（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的因素之一。他的观点得到了Nagy等（1984）的支持。

不管如何，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同，词典使用是一种不可忽视、有益于词汇学习的认知策略（Scholfield 1999）。Ahmed（1989）调查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英语学习者后发现，尽管不同水平层次的学习者查询词典的场合与方式不一样，但词典使用确实有着积极意义。Grabe和Stoller（1997）也指出，系统、得当地使用双语词典对词汇学习有着积极意义，大量使用词典能够使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掌握新单词。研究者还发现，词典使用可能更加有助于提高词汇习得的深度与质量。吴霞和王蔷（1998）的研究表明，查询词典对掌握词汇知识的质量有较大帮助：词典不但提供语词的全面信息，如发音、用法、意义等，而且通过例证提供语词的典型用法；学习者可以从词典中得到关于语词精炼、准确的理解。Stahl和Fairbanks（1986）分析了大约70个有关词汇学习指导的研究调查后发现，对二语学习者来说，提供详细的释义与语境信息对词汇教学的质量很有效果，而词典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Parry（1991）、Luppescu和Day（1993）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董燕萍（2001）通过实验研究增加词典查询对交际教学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交际教学法直接学习的基础上增加词典查询有助于学习者产出词汇。Scholfield（1999）研究发现，除了能够帮助获取准确信息外，在信息加工（如阅读、写作）过程中使用词典还有助于强化记忆。Cohen（1990）、Ellis（1997）、Schmitt和McCarthy（1997）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学习词典中使用插图、真人朗读的例证、关键词等，具有词汇记忆策略的功能，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词汇记忆。

5．不同语言活动中的词典效用

（1）词典与翻译

词典对于翻译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单就生词的翻译质量而言，不查词典理应比查询了词典的翻译质量更差。这一观点为很多研究结果所证实。例如Krings（1986）运用有声思维方法对德国大学高年级法语学生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词典使用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是否利用双语词典直接影响到翻译质量；Li（1998）对中国学生在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词典使用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73％的查询是有效的，使用词典确实有助于提高翻译的准确度（英汉方向）；Laufer（1993）则发现，只有提供具备丰富词语信息的词典才能在翻译活动中发挥出积极作用，否则，单个的释义或单个的例证对翻译而言，并没有显著意义。

（2）词典与阅读

阅读是词典使用率较高的语言活动。一般研究认为，在阅读过程中使用词典肯定有助于学习者对阅读材料的理解（Tono 1989）。Summers（1988）的研究就证明，在阅读过程中使用词典的学生比不使用词典的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材料中的语词。Grabe和Stoller（1997）进行了一项为期5个月的个案研究，考察学习者在只查阅双语词典而没有任何其他指导的条件下的报纸阅读效果。结果发现，词典使用对于阅读特别有用，因为词典能够从思想上给学习者以有价值的“精确性定位”（accuracy anchor），从而增强了继续阅读的信心。Luppescu和Day（1993）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尽管使用词典降低了阅读速度，但却给成年学习者提供了“精确性支持”（accuracy support），从而有助于理解。然而，更多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词典对于阅读的这一正面效应，要么认为两者并没有明显影响（Bensoussan et al. 1984；Nesi & Meara 1994），要么认为词典使用只能给阅读过程带来负面效应（Padron& Waxman 1988），例如破坏阅读过程的流畅性（Hosenfeld 1977）等。不过，正如Scholfield（1999）所说，我们并不能据此就断定阅读过程中的词典使用是一种“糟糕的策略”；“成功的阅读者并非从来不查词典……而只是在有效策略都失败之后再查阅词典”（Hosenfeld 1977）。

（3）词典与写作

词典使用对于写作的积极效果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产生。首先，使用双语词典可能并不有利于甚至会妨碍外语写作（Ard 1982）。其次，单语词典必须要有较为完备的产出信息或产出机制，否则作用不大，甚至很容易导致写作错误。例如，Huang（1985）、Nesi和Meara（1994）等的研究结果表明，缺失了语词的语体信息、同义词信息、搭配信息、语法信息等的词典，会直接造成学生在写作时犯错。Harvey和Yuill（1997）则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指定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使用《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结果发现，学生的写作成绩明显提高。他们分析，该词典中的“自然语言释义”、“选自语料库的例证”及“同义词”可能发挥了作用。不过，这一结果并未在Laufer（1992）那里得到证明，她的实验表明，对于外语写作而言，词典中的自造例要比自然例更为有用。White和Arndt（1991）的实证研究则建议，在写作过程的最后一稿时使用词典可以有效解决某些词汇问题，从而提升写作的质量。

6．词典使用策略教学的必要性

学术共同体研究发现，词典使用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使用者在查询词典时表现出不同的方法、目的、偏好与习惯，因而教给他们适当的词典使用策略有助于他们改进外语学习效果。研究（Battenburg 1989；Luppescu & Day 1993；Chi 1998；Scholfield 1999；董燕萍2001）结果显示，学生大都缺乏基本的词典使用策略，因而词典使用的有效性并不高，最终影响到外语学习的效果。Ahmed（1989）调查发现，善于使用学习策略的人也善于使用词典；几乎不用任何学习策略的人也一般不查词典。这一结论得到了Politzer和McGroarty（1985）、Porte（1988）等研究人员的支持。因此，通过有效的词典教学或训练来提高学生的词典使用技能与策略，就显得非常必要。Allen（1983/2002）在探讨非母语英语课程中词汇教学技巧的问题时指出，高级词汇教学阶段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词汇的能力，“词典因此变得尤为重要”，“必须首先教会高级学习者好好使用词典”。Oxford和Scarcella（1994）研究指出，对词汇学习而言，教给学生一些明示策略（explicit strategies）至关重要，这其中就包括词典使用策略。Luppescu和Day（1993）针对293名日本大学生的研究证明，词典使用在提高学生词汇学习效果的同时，也会造成一定困惑，因此学习者需要接受系统的词典使用策略培训。Scholfield（1999）在肯定词典使用这一学习策略的积极效应时呼吁：“为了使学习高效，学习者需要提高词典使用技能，不能让这方面的策略能力‘僵化’（fossilize）。”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共识：词典使用是外语学习能力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词典教学或训练应该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外语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中。

一系列词典用户实证研究的大规模开展，展现了“（词典研究的）趋势正在从静态分类系统转向对真实交际障碍中真实用户进行真实词典查询的动态观察”（Tono 1989：197—198）。这标志着词典研究范式走出了传统上以“编纂者”为中心的学术窠臼，步入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动态轨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范式的改变，其成果也逐步在词典编纂实践中得到明确应用与体现。客观地说，这一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推动了现代词典尤其是学习或教学词典的发展进程。

三

“所有词典归根结底由词典用户的词汇需求（lexical needs）驱动并加以评判。”（Hartmann 1983a：9）无论是词典编纂与研究，还是词典出版与销售，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不同用户的实际需求。“用户视角”无疑标志着词典研究范式的突破与创新，它将词典用户这一“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隆重引进，慎重赋予其词典选择和决策的操控权力。这一方面是客观、理性的学术精神使然，另一方面更是向认知主体的必然回归，体现出科学人文关怀的终极精神。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些现代经典词典的具体“特色”，探寻“用户视角”下现代词典的演变内容与趋势。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五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一、收词全面的同时大量增收新词、文化条目和专业词汇：

1）收录单词、短语和释义共计230,000余条，并提供18,000个同义、反义和相关词，例证多达165,000条，与上一版相比均有大幅增加。除核心词汇外，还涵盖大量反映语言动态的新词，如botnet（僵尸网络），carbon footprint（碳足迹），chick flick（小妞电影），podcast（播客）等。

2）增收各种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条目，以便在辅助语言学习的同时帮助读者解读英美文化，如blaxploitation（黑人剥削电影），Keystone Cops（启斯东警察，无能警察），Man Booker Prize（曼氏布克奖），Red Nose Day（红鼻子日）等。

3）纳入许多科技、经济等领域的专业词汇，如googlewhack（谷歌纯命中），interactive whiteboard（交互式电子白板），poison pill（毒丸计划），pyramid selling（金字塔式销售）等，使得词典适用性更加广泛。

二、各种助力英语学习的专栏设置更加实用详尽，编排方式更加人性化：

1）扩充“词语辨析”（THESAURUS）和“语法”（GRAMMAR）专栏，解释更加详尽，编排更加合理。如change词条下的词语辨析专栏，给出了alter、adjust、transform等11个与“改变”有关的同义词之间的区别，并按照改变程度不同将11个词分为两大类进行讲解，让辨析的脉络更加清晰。

2）增设“词语搭配”（COLLOCATIONS）专栏，详解词语之间的搭配用法，并辅以丰富例证，丰富读者的语言表达，有助于加强口语、写作等多种技能。如accident词条下的词语搭配专栏，列明了accident与各种形容词、动词、名词的搭配用法，并用大量例句加以说明。

3）增设“语体”（REGISTER）专栏，为读者解析英语词汇的使用语境，指导如何得体地加以运用。如alien词条下的语体专栏，提示该词用于正式语境，在日常英语中一般用foreigner，但后者有贬义色彩或显得不友好，因此，人们实际上常用短语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第二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编写思路新颖，旨在帮助学习者使用地道英语流利表达思想，有别于以释义为主要目的的传统英语词典。它通过关键词把表达相同思想、概念或属于同一语义范围的单词和短语编排在一起，各个单词或短语提供简洁的释义、详尽的用法搭配和丰富的例证以提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和适用语境，帮助学习者精确选择合适的表达法。经全面修订的第二版继承了第一版的编写宗旨及特色，并在以下几方面有创新：

★检索方式全新设计，所有单词、短语按字母顺序编织成检索表，标明其所属关键词并置于书后，可像查询普通释义词那样方便简捷，便于教师和学生查证没有把握的单词或短语是否正确，以及其含义是否完全与自己想的一致。

★关键词由1,052个精简为866个，按语义对单词和短语的编排组合更合理、清晰，通过精简关键词，简化查询系统，使查找能表达某一意思的单词或短语更方便快捷。

★直接从最新口语和书面语料库中选择例证，更新量达60％以上，保证了语料的“鲜活”；常用搭配和语法结构着重标示，用法一目了然。

★“使用指南”彩色印刷，让读者轻松领略本词典的妙用。

《剑桥美国英语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根据1亿词次的“剑桥国际语料库”编写而成。

★收录美国英语单词和短语40,000余条，兼收英国英语和加拿大英语的重要单词和词义。

★英语释义用2,000个常用单词撰写，简明易懂。

★“引导词”帮助读者迅速找到所查之义。

★“语言描述”详解英语语法、词汇、拼写及发音方面的难点和重点。

★“用法说明”有的放矢地提供单词的用法信息。

★“习语索引”列出正文中出现的所有习语，方便读者查找。

《新编英汉袖珍词典》（修订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是一部“学习型的便携式词典”，是外教社专为广大中学生、大学生和英语爱好者编写的一本“得心应手”的英汉袖珍词典。

★收词条20,000条，连同派生词、短语、习语，共收词近30,000条；

★所收词汇涵盖大中小学、公共英语、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词汇，以及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托福、雅思、GRE等考试中的核心词汇；

★根据词汇表的使用频率标明最常用词2,000个，次常用词3,000个及常用词3,000个；

★设置［构词法］专栏，重点介绍常用词缀与词根，帮助读者掌握基本的构词知识；

★设置［联想词］专栏，通过联想和归纳，把意义相关的词汇集中在一起，便于学习与记忆；

★提供词汇最基本的句法特征和语体信息；

★提供丰富的习语和固定搭配；

★书后配有《常用英美人名表》等附录7种。

《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一部真正的多功能词典，专门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特殊需要编写而成：

★融合当今英语教学的最新成果和词典编纂最新理论；

★收词约6万条，兼收语文和百科知识词汇；

★汇集了22类信息，能满足英语学习者多方面需求；

★释义详尽，例证丰富；

★新设搭配、用法说明、语言摘记等栏目，对词的用法详加解释和辨析；

★新设近义词、反义词、派生词和其他参见栏目，并提供同类词、相关词，揭示词的关系，触类旁通；

★提供丰富的百科信息，帮助读者克服英语学习中的知识障碍；

★突出交际功能，利于培养英语应用能力。





分析这些现代词典所标榜的“特色”，它们所强调的“用户视角”可以大抵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而这正代表了现代词典的主要演变内容与趋势：

（1）现代词典一般都放弃传统词典孤立地解释“词义”的做法，而是将“释义”、“惯用法说明”、“用法举例”等多维并举。

（2）努力汇集语词的各类知识信息，以满足语言学习者多方面的需求，尤其通过设置多种“学习专栏”，让语词知识更加详尽、实用。

（3）重视词典交际功能的开发，通过提供语词在交际中恰当得体的表达方式，来解决用户在现实交际过程中遇到的交际困难，从而培养他们的外语应用能力。

（4）检索方式、编排方式等更加人性化，尤其是“引导词”的运用，能够帮助用户迅速定位所要查检的词义，方便简捷。

如果认真考察现代词典的这些演变内容与趋势就会发现，其中所关涉的“用户视角”可能并非那么全面与深刻，有浮于机械性物表之嫌。

传统主体观强调“确定的、实质性的自我”，主体把“存在的理念强加于生成的事实之上”（Booth 1985：132—133）。在传统词典范式中，立足于编纂者这一主体和词典文本的复杂关系，用户始终处于接受的一端，他们的存在或参与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被动地甚至虔诚地接受编纂者主体为其准备的信息，而不是对整个沟通（communication）过程作出严肃、积极的贡献。这凸显出一个现象学原理，即文本与其实际读者这一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强调两者之间的沟通。在现代词典当下的这些演变内容与趋势中，用户主体实际上还是处于一种信息“接受”状态，并没有深刻地与词典文本发生沟通或交互作用。

或者说，这一演变状态仍然没有跳出自词典发轫伊始基于工具性功能而固化形成的词典范式思维：词典只是供人们检索、查阅的参考工具书。为这一范式织茧筑篱的是语言研究的本体主义，它把语言系统视为一个封闭的自足性符号体系，因而词典只是一个个独立的、分开查询的词条的拼凑与组合，是静态语言信息的静态自我呈现。从20世纪50年代始，这一词典范式受到了来自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冲击，词典研究开始运用科学的功能主义的、非纯粹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观察语言与语言问题，从而实现了两次范式转换。首先是“语篇观”（Frawley 1989）的出现，即主张将词典视作语篇，用语篇的组织原则来重新处理词典的设计、编纂、使用和评估。这一研究新范式注重从整体而不是局部来考察词典的编纂与使用，从而将词典和词典学问题放置到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中，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结构主义的，并没有消除传统观的任何盲区。其次是“交际观”（雍和明2003）的跟进，即将词典视为编者和用户之间进行言语交际的媒介或者相互作用的一个信息交流与传输系统，从而试图从语言交际和言语产出与接受的角度来探讨编者、词典和用户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而，纵观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用户”这一角色并没有得到深刻重视，甚至有被遗弃或轻视的迹象：传统观应和着语言本体主义的信仰节拍，在理论构建层面基本就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经验与感性认识的不断积累和顺承，将功能、社会尤其是词典用户这一认知主体深藏积压并置若罔闻；语篇观强调词典文本的整体属性对于词典用户信息获取的关照能力，虽然用户主体形象开始模糊浮现，但仍未出场；交际观构建的间接交际模式让用户主体得以明确出场，然而因其交际构架只能维持在语言系统中，交际地位也总是不平等的，编者享有绝对话语霸权，用户事实上处于被动地位，沦落在一个自闭自解的“交际”沉思中。

“用户视角”将词典研究的视角聚焦到用户身上，关心用户的主观需求与能动作用，这是大众人道主义的觉醒。但是，当下的“用户视角”把认识或考察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对用户“查询需求”的调查与“查询技巧”的研究上，以满足用户的实际信息需求与提高他们的词典使用技能为旨归。这一主旨实际上只是揭示出用户主体基于信息实体的“显性需求”，并没有实质性地切入到用户这一认知主体的内在接受或学习机理（即“隐性需求”）之中。词典自身体现为静态、被动、实现元语言功能的阐释文本，其终极社会地位、社会价值与社会功能却是依赖并体现于人（词典用户）的主动语言行为（即词典消费）之中。这就是说，一本词典只有经过用户的消费接受，才能形成审美对象并最终实现自身作为词典的价值。因此，词典学在其科学化进程中必然需要这种研究人的行为。只有实质性地切入到用户这一认知主体的内在接受行为或学习机理，才能实现词典范式的真正主体回归。

“认知观”（赵彦春2003）的词典研究范式直接而突出地将其他范式所冰封雪藏或蒙头遮面的词典认知主体——用户——彻底推向了前台，使我们得以走向人类语言活动的思维深处，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探寻词典及词典使用问题。认知观是词典研究范式的必然转向。这是与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理论思潮紧密关联的，其中接受反应文论与后现代教育思想是关键。“虽然作者、文本和读者的被改变了的境况对于建构一门后现代社会科学而言，好像不会立即显出特殊的关联，但是它们确实为认真地重建社会分析铺设了阶梯。”（罗斯诺1998：36）

后现代主义特质的接受理论明确地把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楔子般钉入到接受与生产的发展之中，强调读者的审美需求对作者创作的介入和影响。这极大改变了文学、文本的创作与研究理路，重构了其创作与研究范式。在接受反应文论看来，作品文本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才会产生反应，如果不对阅读过程及其读者加以分析，阅读反应是很难被描述的。因此，接受反应文论认为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读者的主观意识处于决定性地位，即认识或解释的着眼点建立在读者的主观性认知图式上。立足于词典角度来说，接受研究应该从接受者的角度进行反向考察，竭力探索词典使用者在接受词典文本知识影响的基础上，如何理解、阐释文本，如何将词典文本自在的信息呈现变为能动的信息内化，从而使传统词典观模式变为复杂的思维网络，将词典文本信息的终点变为新认知活动的起点，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观只注重机械提供信息的思维模式，并形成注重研究读者本体的学术思维。

词典是一种一直发挥着典范性教导或教学功能的工具，探讨词典研究范式的归向就无法回避当今教育思想的影响与渗透。当今教育思想正得后现代主义风气之先。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理解当今社会文化趋向的方式，它正日益渗透到各种学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当中。事实上，后现代教育思想已经构建完成。根据后现代教育思想，教育过程不是传递已知，而是探索未知；现代教育领域线性、序列性、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应该让位于更为复杂、多元、不可测的网络。这种网络是一种转变性网络，它将超越稳定性以激发内在于不稳定性之中的创造性潜能，把学生训练成为知识的积极创造者，而不是预定真理的被动接受者。这一知识探索过程构建出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即学生可能对教师权威“延缓不信任”（但并非彻底否定其权威性），因为教学过程主要是学生通过自主活动对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以学生的理解、醒悟和经验积累为中心任务。

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树立学生个性和多元智能发展的理念，重视学生在主动获得知识经验、主动探究和发现新问题的同时，突出意义建构或不同意义的创生。这是对启蒙运动以来以教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的质疑与解构，消除了教师的权威性与神圣性，将主导教育任务的立足点落到了“人”（学生）的身上。从教育教学角度来说，这是人本主义的最终回归；教育就是一项帮助“人”成长、发展的事业，所有的教育措施都应该是为了“人”的发展，应该以“人”的发展为基准。这一后现代教育思想让词典研究范式获得了一个新的审视视角，即后现代性审视视角。从此视角反察，20世纪70、80年代词典研究范式最终颠覆了千百年来以编者为中心的遗风，逆反转向以词典用户为中心的轨道，也绝非是一个历史性的学术偶然。加克（1981：102）的一段话也许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现代教学词典学的理论家们说，必须使普通词典学的理论适应于编写教学词典的需要。可是，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研究的是一个较为稳固的客体：它的对象不是迅速变化的技术或者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具有身心特点的人，这些特点的改变则相当缓慢。”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接受反应文论立足于文本阅读，还是后现代教育思想立足于语言教学，都正好切入并归结到一个焦点，即认知主体（用户或读者）。在词典与词典学领域，词典是阅读文本，用户查询词典的过程就是他们进行文本阅读的认知过程；而且，词典用户不同于一般文本读者，他们无疑都带着特定的知识需求或行动意向。因此，词典研究无法回避用户这一认知主体“期待视野”（决定词典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诱惑和“接受屏幕”（由用户的主体条件、心理结构及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困扰。回归认知主体必然是一种以多元模式和发展眼光进行词典研究的有效而科学的当代视域。

用户使用词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户进行语言学习与信息加工的认知过程。这就决定了滞留在用户浅层次显性需求层面的“用户视角”研究只是面向用户中心的不彻底转变，必须走向基于人类大脑语言学习的认知习得层面，以实现“用户视角”的隐性需求。认知研究范式才是关于人类行为研究的真正的科学研究范式。这就促使词典研究必然与认知科学紧密结合而最终归向一种认知范式，即“认知观”：“以认知科学为取向、语言学习为目的、词汇能力为归宿”（赵彦春2003：ii）。认知是人类语言的基础，传统观、语篇观抑或交际观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能够涉足这一基础，因而未能深入语言习得触发的内部结构，并将该类结构纳入到词典学的认知理论体系，从而根据触发条件和触发参数改进或促进词典编纂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赵彦春（2003：5）呼吁：“词典学的认知方法应矫正传统词典学的不当之处，以满足外语或二语学习者的需要。”在批评和继承以往任何词典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认知观顺应现代语言研究的潮流，以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以及第一、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论依据，强调以语言学习者，特别是外语学习者为中心与服务对象，因而在方法论上重视研究词汇中蕴含的人类语言生成、使用与学习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规律，在目的论上不仅仅局限于扩大词典用户的词汇量，而以全面提高他们的词汇能力为旨归。无论用户的词典查询行为是被理解为接受反应文论视角的“文本阅读”，还是拟作后现代教育视角的“教学过程”，词典研究范式归向认知观都有着两点根本的、必须加以肯定的认识：

（1）词典查询是一种语言活动，它离不开人类（用户）大脑的运作。

语言是人类的语言。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理性，即大脑神经网络中寄存着语言信息系统的生理特征。这就是说，大脑是心理语言活动的物质基础，语言信息的加工处理都是在大脑中进行的。所以，要深层次了解人类语言活动的机理，就必然要切入研究大脑和语言关系的神经认知语言学范畴。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大脑中枢神经处理语言信息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能力，这本质上就是对生物大脑语言能力、语言能力运用的研究。另一方面，语言并非一种纯粹客观的现象，它与人的心智互相依存，因此，要深层次了解人类语言活动的机理还必须与语言所赖以存在的心智联系在一起。这就又切入到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认知心理学是以信息加工观点为核心的心理学，其实质在于主张研究认知活动本身的结构和过程，并把这些心理过程看作信息加工过程，其核心在于揭示认知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即信息是如何获得、贮存、加工和使用的。

可见，要深层次了解人类语言活动的机理就必然要走上认知取向的研究范式。事实上，认知过程是天生的心理活动，是大脑理智地认识事物和获取知识的行为和能力。按照认知语言学经验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语言既是一种认知活动，又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活动。所谓的语言认知，就是指人在特定语言环境中有目的地处理语言信息的过程，既包括生成和理解话语的过程，也包括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仅需要利用一定的策略，表现出人类心理活动的智慧性，而且还需要进行信息整合，表现出人类心理活动的能动性。对于词典研究而言，要从根本上关心词典用户的信息需求、接受与处理，就必须深入他们生成和使用语言的认知机制，然后以此为根据构建词典的内容与结构，以便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的语言知识需求，增强他们的语言处理技能，提高他们的词汇认知能力。

（2）语言产生于大脑与客观世界的交互过程中，词典范式必须能够建构起“心灵－语言－世界”的桥梁。

语言到底存在于怎样的场所？这是关于语言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结构存在的问题。从语言的心理属性角度说，语言是人类心灵思维的工具。另一方面，语言又根植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经验之中；这一经验是人类在对自己生活的客观世界不断进行观察和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建构而成的，它在本质上是客观世界与人类心灵互动的结果，反映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所以，语言是一种心智符号，它以特定的方式与人类心灵和人类生存的外部世界处于一种共生状态中。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语言结构角度对语言的这一属性作进一步分析与解释。人类的语言在结构上对应于概念结构、客观世界、知识系统等范畴。概念结构是人类认知系统的基础，人类认识自身及世界离不开概念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抽象能力与想象能力）。概念系统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语言；虽然概念有着自身的结构方式，但是它的存在和发展与语言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共生关系。客观世界具体表现为各种实体及其属性。虽然客观世界独立于人的主观认识之外，但是对客观世界的描写和刻画离不开人类的概念系统，因为人类总是用自己所熟悉的概念去理解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各种实体。这样，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就通过概念结构与客观世界建立起一种映射关系。知识系统是人类认知经验的集合，它涉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分类、人类对客观世界实体的认识、人类对实体属性的认识、实体与实体之间关系的认识等范畴。知识系统的表述同样离不开语言，语言的表达和理解也必须依赖于知识系统的支持。

可见，语言产生于大脑与客观世界的交互过程中。因此，人类的语言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大脑中的语言中枢对语言材料进行系统、周密的组织安排的复杂心理过程，这是普通语言学的原则所无法圆满解释的；要对这一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只能采用认知的范式。依赖于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合，从心理角度来考察语言使用并试图解释语言形式的认知动因，注重研究语言活动的心理过程，包括人们习得和使用语言必须具备的潜在知识和能力、语言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及其所涉及的心理基础等，正是语言学认知研究范式的要义。一个词典范式只有搭建起一座沟通“心灵－语言－世界”的桥梁，重新复写语言与大脑、客观世界的关系，才能进入用户内在的语言认知机制。以心理词库为例。心理学研究表明，自然语言心理表征的重要成分之一就是心理词库，它以一定的结构形式和特有的方式存储在人的大脑之中，以语言符号编码，以言语形式输出；而自然词汇产生于一定的语言和社会环境，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自然规律，从而构成了词汇内部的系统关系。心理词库中的认知语义结构与词语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因此词典范式对心理词库的呈现实质上就是对词汇心理认知和习得过程的描写，这对于自然语言的解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的心灵和人类生存的外部世界都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关，认知对人的世界经验的形成具有组织作用。词典研究走出用户信息接受的初级状态（显性需求），最终归向用户信息接受的高级状态（隐性需求），体现出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在理解人类概念结构方面的统合。这一研究范式在转向用户中心的同时更凸显了词典本身的教学功能。作为语言学认知研究范式的开拓者与推动者，Chomsky（1986）曾经针对词典的教学功能提出了三个加以检验的基本问题：

（1）词典如何整合外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

（2）词典如何帮助外语学习者把语言知识付诸实践？

（3）词典如何有利于语言知识的习得（acquisition）或学习（learning）？

这可能是词典研究认知范式思想的最早体现。近年来，在词典编纂的实践领域，很多以“认知”为导向的新型词典类型不断涌现，例如《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Longman Language Activator
 ）等联想生成词典、《柯乐曼半双语词典》（Kernerman Semi
 bilingual Dictionaries
 ）等半双解词典。这些来自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验证与确认，预示着词典研究认知范式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

博姆（David Bohm）曾经这样说道：





在整个世界秩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这种秩序将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就如同现代秩序与中世纪秩序有天壤之别一样。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前现代秩序中去，我们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起一个后现代世界。（转引自格里芬1995：75）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作者消亡是一个趋势。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即便否认作者具有制约文本的能力，削弱作者的权威地位与重要性，作者仍将存在，只是以一种被改变了的、受贬抑的方式存在。

词典研究范式的认知观集中体现在《认知词典学探索》（赵彦春2003）一书中。该书以认知规律为切入点对词典学范式进行了探索，初步构拟了认知词典学的理论框架：微观上强调词典用户的词汇推理能力，即用户回溯词汇生成和使用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宏观上探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以便能够以普遍的认知规律指导认知学习词典的编纂。具体来说，《认知词典学探索》试图探索并解答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如何将词典编纂研究纳入一个内涵更大的认知理论体系？

（2）认知词典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对外语教学有何意义？

（3）“心理词典”是怎样组织的，它对认知学习词典的编纂有何启示？

（4）如何根据认知规律和特点在认知学习词典中处理词汇？

无可否认，这一探索是在批判和继承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跨学科探索，揭开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处女地：一方面要对结构主义方法论进行批判和继承；另一方面更要秉承语言学、语言习得等相关理论的关照，结合词典学与认知科学进行跨学科探索与构建。这一视角是词典学领域的新突破，对词典学的理论和实践范式将产生巨大的解构和重构作用。

以所谓的“学习词典”为例。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的学习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第一次严格地将外语学习者界定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当时桑戴克（E. L. Thorndike）首次将学习心理学的原则应用到词典编纂中；到了70、80年代，学习词典得到了繁荣发展，其标记性成果就是OALD（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系列产品；当代词典（学）更是掀起了一场“学习性质”的革命，不仅大量的学习型或教学型词典（例如“朗文”与“牛津”系列学习词典）相继涌现，而且一些消极型或专科词典（例如“柯林斯”系列专科词典）也在不断增强自身的学习功能。学习词典不仅提供系统的语法知识，而且释义明白易懂、实用有效；“语法信息和动态的释义方式可以说是学习词典的区别性特征”（赵彦春2003）。然而，对于学习词典而言，已有的约定俗成的词典规则或现象，则有待立足于认知视角，作出前瞻性或后顾性研究、审察并最终解构。例如，学习词典声称其具有认知功能，如“设置［联想词］专栏，通过联想和归纳，把意义相关的词汇集中在一起，便于学习与记忆”，这种认知功能有着充分的现实性吗？学习词典通常指出学习者惯常的错误用法，这有着多大程度上的认知可解性？学习词典努力以充足的学习材料满足外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语言学习的认知规律呢？作为教学词典，词典的整体设计、正文与体例如何处理才符合语言教学的认知原则与目标呢？等等。

词典研究范式的认知归向迎合了当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潮流。著名认知语言学家Lakoff（1987）在其扛鼎之作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的前言中宣称：“我们正处在思维研究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关键是要纠正我们两千年来关于思维的错误观念。”“目前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的认知研究其实也意味着一次对语言和语言研究观念上的革命。”（束定芳2003）认知语言学采取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理念，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展现出语言实践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拟想的人（an idealized man）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自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兴起以来，认知语言学一直处于语言研究的前沿，体现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向度，从其发展趋势上看，它将成为21世纪重要的语言学研究领域。词典研究认知范式的现有理论体系还不清晰、完整，但是，“用户”和“认知”这两个概念自进入词典学的学术研究范畴中，就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既有因果联系的一致性，又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对立性。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词典研究主题的变奏和理论格局的重组必将发生，从而最终完成词典研究范式的革命性转变。

另外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认知词典学探索》一书于2003年出版面世后，反响微乎其微。笔者通过网络检索只发现有很少几篇文章进行了引用或评荐，甚至没有予以助力的研究。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仿佛成了与公众毫不相干的书斋式的梦呓。后现代文化研究的一大倾向就是批判权力话语对边缘文化的压制，让各种闻所未闻的弱势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新生知识从稚嫩走向成熟。学科要发展，范式的更新升级当然是关键，但同样也离不开大众的人文关怀与呵护。顺应传统或主流可以立业，关爱创新或边缘文化也能够让我们在相应视野、思维与价值观的转换中完成边际人身份的建构。
1



注释


1
 　本部分内容具体参见陈伟，张柏然．认知观：词典范式的归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0）。


第三章

反对方法的方法论

——词典教学思想的凸显与后现代教学理念的契合





相对于认知视角词典范式所具备的系统与深刻内涵来说，现代学习或教学词典所表现出的认知精神显然还较为肤浅，有些表征或理念可能还需要作前瞻性或后顾性研究、审察并最终解构。但是，毋庸置疑，现代学习型或教学型词典所展现出的教学功能是史无前例的，是迄今为止人类词典面向用户的最彻底转向。

传统的词典观以编纂者为中心，强调词典文本的规定性和规范性。词典的用户视角则是以词典用户——读者为中心，强调读者的参与作用。读者的认知参与，正是词典用户视角理念的精髓。对于编纂者来说，词典是一个阐释文本，旨在完成元语言功能；而对于读者来说，他的认知参与则以词典的引发为一个条件。

词典用户的词典查询过程旨在完成对意义的认定与构建。根据接受反应文论，用户自然能动地参与到词典文本的符码意指和意义生成过程，从而完成意义构建的一极；另一极则存在于词典文本自身的意义呈现，即这一意义认定还需要借助文本系统的启发性功能得以实现。与实际的言语行为不同的是，词典文本把具有偶发性和复杂性的言语行为表述为归化了的语言自指性结构。这一结构（词典文本）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语言教学活动的实施场所，为了实现先天的元语言功能，其势必要像教师一样，对用户的参与进行引发。词典文本对读者的启发性正是由词典文本系统自身提供，换句话说，词典文本系统担负着阅读导向的作用。当然，与实际教学活动不一样，这里既要考虑到信息内容，也同样要考虑到教学心理机制，这样才能起到与实际教学活动相当的作用。实际交流是两个人的心智活动，教师想方设法启发学生进入习得机制，把知识传输给学生；词典文本只能把这一认知活动隐含在自身的文本系统中，这就需要词典文本系统本身必须具有一种隐含的认知机制。词典认知功能的实现则体现在词典的消费过程中。这一消费过程实际上就是用户的阅读过程，即用户心智活动与词典文本的链接与互动。词典文本只有通过用户的阅读才能实现其实有价值，因此反向分析，词典文本则需要包含实现其价值的条件，从而引导读者去集成语词单位的意义。

消解话语霸权，推崇开放性、平等性对话，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教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以往的教学方法论及其研究中，教师完全以一种权威的方式出现在学生面前，学校教育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教师手中。就教学方法论而言，教师或是完全左右教学过程，或是利用各种先入为主的暗示引导学生，与学生保持一种观察与被观察、控制与被控制、主动与被动的单向关系。就教学研究而言，其似乎缺乏一种真实性，往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学生这一真实主体，而是研究者头脑中预设或创造出来的“学生”，这就使得教育研究成果不能有力地指导教学实践。显然，研究者和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的不平等、封闭式关系是根本原因。研究者和教师高高在上，忽视学生主体的主观需求与客观能力，双方不是平等的，根本没有进行对话、交流的可能。平等对话世界是对人的自由创造性的强调。对话世界强调真理本质上是自由的，强调认识主体在对话中的主动介入。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强调的就是一种主体的参与和体验。如果没有平等的对话，学生主体的真实态度与体验是无法被研究者与教师真正理解的。词典的用户视角冲击了传统的词典思维方式，契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教育理念，将人们从“先验的、自明的、绝对的”传统词典思维中解放出来，这无疑开启了词典编纂与研究的新视角。

呼唤语言学习的实际主体——读者或用户的回归，强调他们自身的认知主动性，现代词典文本把具有偶发性和复杂性的言语行为转化为语言自指性结构，努力以一种不加修饰的描写手段，在客观、真实地展现语言本真状态的同时，模拟实际、自然的教学活动，以构建一种教学心理机制，从而发挥一个真正教学活动的作用。这一反对方法的方法论思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教学论角度对传统词典范式的一个重大冲击与改变。下面，我们将立足于词典编纂的实际，对词典范式的历时演变作一个考察。具体地，针对词典发展进程中由于教学功能的凸显而衍生的词典范式转变进行综观与梳理，探讨后现代语境下词典教学功能与词典范式演变的关系以及具体特征。

词典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迄今已有逾3,000年的历史。在游走这段漫长发展史的过程中，词典无疑也承受了巨大的范式转换和演变。词典范式是一种具有考古式意义的博物馆文化，因此，我们如果将当代词典进行基于范式的地层分布剖析，可分明窥见史前词典所残留的历史足迹和历史记忆，当然也更会惊诧于其间所呈现的历史进步。不严格地说，词典范式的演变可大抵归结为以下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词典出版媒质和载体的发展，二是词典教学功能的凸显。前者导致了词典范式外在创生构体的演变，张柏然（2000：F11）将之具体概括为“四个阶段三次转换”：第一阶段是以“手”与“纸”为工具的手工书写阶段；第二阶段是“火”与“铅”为特色的印刷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光”与“电”为标志的计算机时代；第四阶段是以“网”与“天”为特征的网络时代。促成这一类演变的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学科疆域，极大地丰富了词典学的研究内容，造就了词典范式的革命性转变。后者导致了词典范式内在精神理念的演变，而其触发动力则来源于后现代思潮发生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认知科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科发展与理论更新。

一

雍和明（2003：4）综合Barnhart（1962）、Zgusta（1971）、Hartmann（1987）、Béjoint（1994）等世界知名词典学家的主要观点，将词典功能归纳为三种：教导功能、描写功能与意识功能。从词典的社会使用角度来说，词典的教导功能无疑是最为根本的，它充分发挥典范性教导作用，提供语词意义和用法指南，改善文化内与文化间语言交际的质量和水平。剖析词典史不难发现，它从来不是就语言问题提供答案的工具，即便是在工具观范式风行之时，也一直发挥着典范性的教导或教学作用。成形词典产生以前的辞书以及第一批词典，主要就是教学词典或教学材料。以16世纪处于黎明时期的欧洲词典（学）为例，词典首先是学习、掌握一门外语（拉丁语或其他外语）的工具与指南，担负着教育、教学的任务：讲解使人困惑不解的词语，教授青年一代（同样包括成年人）文明语言（在中世纪的欧洲为拉丁语、希腊语、古斯拉夫语）。加克（1981）对欧洲早期教学词典分析研究后指出：“实际上不能说教学词典是普通词典的分蘖，恰好相反，普通词典是在教学词典编纂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加克认为，从理论语言学角度来说，教学词典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年轻学科，但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来说，教学词典学在词典学中即使不是最古老的，也是颇为古老的一个学科。列宁一直强调词典在教学论方面的作用，认为词典不仅是一本查考资料的参考书，更是一种有助于人们接受教育并促使其语言形成的工具书（转引自加克1981）。词典的教学性质尤其体现在双语词典类型上。黄建华、陈楚祥（2001：10）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的双语词典已负有教学方面的任务，也就是说大都以供学习者使用为宗旨。”Takeda（1998）也通过研究表明，双语词典早在15世纪就与语言教学紧密相连。作为外语学习的一种重要工具而出现的双语词典，一直在责无旁贷地从语言能力、文化能力、社交能力等各个层面发挥着典范的教导作用。

词典在精神理念上从昔日形态最原始、功能最单一的词汇表或对照表发展为今天内容丰富、功能齐全的实用工具书，无疑是与语言学理论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分不开的。语言学理论从以往注重语言内在系统和结构的研究发展到今天重视语言内容（语义）及其使用（语用）的研究，其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外语的教学，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受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的、为现代语言教学服务的词典的编纂。当代词典（学）更是掀起了一场“教学性质”的革命，不仅大量教学型词典（例如“朗文”与“牛津”系列教学词典）相继涌现，而且大型普通语言类查考词典（例如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融汇了大量详细的语言知识与百科信息，是教学词典与查考词典的结合）与专科词典（例如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编译出版、克拉普（James E. Clapp）主编的《兰登书屋袖珍英汉法律词典》，不但运用丰富例证说明术语的实际应用，而且附有常用搭配帮助用户掌握具体的用法习惯），也纷纷突破传统词典的范式制约，增强了自身的教学功能。

事实上，词典教学功能的凸显正在促进词典范式发生深刻的演变，在精神上具体体现为对教学语境的模拟与教学机制的复制。这种精神一方面渗透在词典的微观与宏观结构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教学功能为灵魂的词典新类型。下面我们从这两种方式分别入手，具体透视词典范式演变所彰显的精神内涵。

二

1．词典与外语学习研究

在有关外语学习的研究中，“词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子。了解这一因子在外语学习研究中的角色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词典与外语学习的内在关联性。

1.1　词典与词汇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学习或记忆新信息而运用的有目的的行为与思维（Richards & Nunan 1990）。学习策略直接影响到语言学习的有效性。O'Malley和Chamot（1990）将词汇学习策略分为两个层次：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前者又分为制订计划、自我评估、自我检查与选择性分配注意力四种，后者分为死记硬背策略、分类策略、上下文策略、查词典策略、猜测策略、做练习策略与联想意向策略七种。

作为认知策略之一的词典使用，在外语学习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吴霞和王蔷（1998）通过问卷调查和词汇测试练习，研究了非英语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学习词汇的策略及其对词汇知识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所有的认知策略都较多地被学生使用，但查词典策略是其中频率最低的一种。除了学习态度外，在学习效果方面，学生乃至研究人员一直推崇上下文策略，而不看重查词典策略；前者被证明是词汇学习最为有效的策略。Ahmed（1989）针对好学生与差学生的词汇学习方法所作的调查研究表明，好学生倾向于在上下文中学习词汇。

然而并不能就据此否定查词典策略的意义。Ahmed（1989）调查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英语学习者后发现，尽管不同水平层次的学习者查询词典的场合与方式不一样，但词典使用确实有着积极的意义。他还发现，善于使用学习策略的人，也善于使用词典；几乎不用任何学习策略的人，也一般不查词典。这一结论得到了Politzer和McGroarty（1985）、Porte（1988）等研究者的支持。Scholfield（1999）肯定了查词典策略的积极效应并指出：“为了获得有效的学习，学习者需要提高词典使用技能，不能让这方面的策略能力‘僵化’（fossilize）。”

1.2　词典使用：词汇学习的直接法还是伴随法

根据二语词汇习得理论，词汇学习可以分为两种方法：直接法与伴随法。Nation（1990）认为，词汇习得的直接法是指学习者做一些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词汇上的活动或练习；伴随法指学习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尤其是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上，而不需要对词汇进行专门学习便可习得词汇。那么，词典使用是词汇学习的一种直接法还是伴随法呢？迄今，学术界有着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Nation（1990）、Ellis（1997）、Nagy（2002）、Parry（1991）等研究者认为，查询词典与做各种词汇练习一样，是一种有意识的词汇学习策略，理应归结为直接法。Hulstijn（1992）提出了不同观点，将影响伴随性词汇习得的因素总结为：（1）对新词汇语义的拓展深度；（2）对新词汇注意力的多少；（3）读者词汇能力的高低；（4）对词典的运用；（5）新词汇旁注的提供；（6）单词的频率。由此可见，Hulstijn（1992, 1997）是将词典使用归结为一种“间接的词汇学习”或“伴随性词汇习得”。他的观点得到了Nagy等（1984）的支持。

实际上，词典使用属于直接法还是伴随法，这取决于学习者的使用目的与使用情境。但是，不同使用方法中的词典对学习者起到的词汇学习效果并不一致。董燕萍（2001）通过实验研究增加词典查询对交际教学法的影响。她发现，在交际教学法直接学习的基础上增加词典查询有助于学习者提高词汇产出能力。她还发现，增加了词典查询的直接学习在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身上没有起作用，而在二年级学生身上就起了作用。她认为其中原因在于：（1）一年级学生还不明确什么样的词需要查询词典；（2）还不会很好地使用词典；（3）还没有养成自觉学习、自觉查词典的好习惯。

2．词典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不管词典使用是词汇学习的直接法还是伴随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属于一种有意识的认知学习策略。那么，这种认知策略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根据现有的实证研究，词典使用对于词汇学习的积极作用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助于独立的词汇学习。这是词典最基本的物质价值：通过使用词典，学习者可以自主地进行词汇学习。Allen（1983）探讨了非母语英语课程中词汇教学的技巧问题。他认为，高级词汇教学阶段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词汇的能力，而“词典因此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必须首先教会高级学习者好好使用词典”。Grabe和Stoller（1997）也研究指出，系统、得当地使用双语词典对词汇学习有着积极意义，大量使用词典能够使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掌握新单词。

其次，有助于提高词汇学习的精确性。Grabe和Stoller（1997）进行了一项为期5个月的个案研究，考察学习者在只查阅双语词典而没有任何其他指导条件下的报纸阅读效果。结果发现，词典使用对于阅读特别有用，因为词典从思想上给学习者以有价值的“精确定位”（accuracy anchor），而且增强了继续阅读的信心。这与Luppescu和Day（1993）所得出的“双语词典对词汇习得有着潜在影响（potential effectiveness）”的结论类似：词典确实有助于词汇的习得，尽管使用词典降低了阅读速度……对成年学习者来说，准确知道一个词的意义有时非常重要，词典正好提供了这一“精确性支持”（accuracy support）。

第三，有助于提高词汇学习的质量。Nation（1990）、Laufer（1998）等认为，词汇的发展不只是一个数量问题，还包括深化词汇知识深度或质量的问题；习得词汇知识不只是熟悉词形与标记，还要熟悉各种意义、句法特征、语义特征和组合关系。吴霞和王蔷（1998）的研究证明，查词典对掌握词汇知识的质量有较大帮助：词典不但提供语词的全面信息，如发音、用法、意义等，而且通过例证提供语词的典型用法；学习者可以从词典中得到关于语词的精炼、准确的理解。Stahl和Fairbanks（1986）分析了大约70个有关词汇学习指导的研究调查后发现，对二语学习者来说，提供详细的释义与语境信息（definitional and contextual information）对词汇教学质量的提升很有效果，而词典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Parry（1991）、Luppescu和Day（1993）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第四，有助于增强学习者对词汇的记忆。研究界普遍认为，除了能够帮助获取准确信息外，信息加工（如阅读、写作等）过程中的词典使用还有助于强化记忆（Scholfield 1999）。Bogaards（1991）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学习者使用单语词典比使用双语词典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加工深度比后者大，因而更有助于记忆。有些研究者（Pressley et al. 1982；Cohen 1990；Ellis 1997；Schmitt & McCarthy 1997）还利用二语词汇研究成果，证明了在学习词典中使用插图、真人朗读的例证、关键词等特殊词汇记忆策略同样有助于增强使用者对词汇的记忆。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被一些电子词典加以利用。

3．词典在不同外语学习任务中的效用

毫无疑问，词典使用是一种有意识的学习策略，尽管目前对于“这一有意识的策略研究得却非常少”（Scholfield 1999）。研究者（Tomaszczyk 1979；Béjoint 1981；Hartmann 1983b；Battenburg 1989；Atkins & Varantola 1997）发现，英语学习者对词典的使用涉及听、说、读、写等不同学习活动，但主要用于读、写等书面语活动，而很少用于说与听。例如Béjoint（1981）研究指出，学习者主要在解码型语言活动中使用词典，具体排序是：翻译（外语翻译为母语）、阅读、写作、翻译（母语翻译为外语）等。Hartmann（1983b）也得出了非常近似的结论，他发现，双语词典主要用于翻译活动，其次是阅读与写作。

在不同的外语学习任务中，词典使用有着不同的作用与效应。但是对于这些作用或效应，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的定论。

3.1　词典与翻译

学习者在翻译过程中离不开词典等参考工具。Newmark（1998）指出：“双语词典是翻译者的一个首要工具；一个翻译者在碰到疑难时如果不查询词典，他要么是自大（arrogant），要么是无知（ignorant），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词典对于翻译的作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查询生词，那么生词的翻译质量理应比查询了词典的翻译质量更差。这一观点为相当多的研究结果所证实。例如Krings（1986）运用有声思维的方法，对德国大学高年级法语学生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词典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是否利用双语词典直接影响到翻译的质量。Li（1998）对中国学生在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词典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她发现，73％的查询是有效的，使用词典确实有助于提高翻译的准确度。不过也有例外的观点。例如Bensoussan等（1984）研究发现，在限时翻译测试中，词典使用者并不比没有使用词典的人表现好。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词典查询时间是一个重要变量。

客观地说，词典使用并不是翻译质量的必要条件，这里还牵涉到词典使用的策略等关键因素。例如Mansoor-ul-Haq和Ahmad（2010）研究了巴基斯坦医学院校中学生的翻译活动与词典意识问题，发现医学专业学生在使用词典时并不注重自身的语言需求，而只是将词典当作一种信息工具。这样的词典使用习惯显然并不利于优质翻译的产生。

3.2　词典与阅读

阅读是使用词典频率较高的语言活动，但词典使用与阅读效果之间却一直存在着争议。一般认为，词典使用有助于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Tono 1989）。Summers（1988）的研究也证明，在阅读过程中使用词典的学生比不使用词典的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材料中的语词。

更多研究得出的是相反结论。Bensoussan等（1984）通过实验考察了词典在外语阅读理解测试活动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是否使用词典对学生的阅读测试成绩并没有明显的影响。Nesi和Meara（1991）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除了徒然增加完成测试的时间外，学生不管是使用单语词典，还是双语词典，或者是两者兼用，其效果都与不使用词典一样，对阅读理解测验的成绩并不产生什么影响。Padron和Waxman（1988）针对西班牙语学习者的调查，甚至得出了词典只能在阅读中产生负面效应的结论。这与Hosenfeld（1977）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即阅读中使用词典只能破坏阅读过程的流畅性。

我们必须肯定的是，阅读过程中使用词典是一种策略，而且“我们不能据此就断定这是一种糟糕策略”（Scholfield 1999）。因为接受型词汇策略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学习者各种各样的猜词策略上（Nagy 2002），阅读过程中的词典使用显然就与这一策略相背。但是，并不能据此就断定词典对于阅读理解一无所用。Hosenfeld（1977）曾经这样指出：“成功的阅读者并非从来不查词典……而只是在有效策略都失败之后再查阅词典。”也许这一观点比较中肯。

3.3　词典与写作

外语写作牵涉到产出型词汇策略研究。不过，迄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学习者会在什么时候使用词典（Scholfield 1999）。Katamine（1989）通过实验发现，为了解决写作困惑而要求使用词典的受试者也只是适当加以使用。这说明，写作过程中存在着词典使用不足（under-use）的问题。这一结论得到了Ervin（1979）、Béjoint（1981）等的支持。

对于词典之于写作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观点。Harvey和Yuill（1997）做过一个实验，在指定学生在写作中使用《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之后，学生的写作成绩明显提高。他们分析，这可能是因为该类型词典中的“自然语言释义”、“选自语料库的例证”以及“词条中的同义词”发挥了作用。Laufer（1992）的实验也证明，词典对于外语写作是有帮助的。不过，与Harvey和Yuill的结论相反的是，她认为自造例比自然例更有利于学习者的外语写作。

另一观点认为，词典对外语写作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词典存在着缺陷。例如Nesi和Meara（1994）研究发现，学生在写作中犯错的那些词语，词典中都没有详细、可用的语体、搭配及意义方面的信息。Huang（1985）在分析了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的错误后发现，词典缺乏那些出错语词在同义词、语法信息等方面的内容。更有研究者认为，使用双语词典有时不但不有利于外语写作，甚至会妨碍写作。例如Ard（1982）就发现，学生写作过程中所犯语词方面的错误，可能是所使用的双语词典造成的。Scholfield（1999）也指出，写作过程中使用词典会完全破坏语言产出的流畅性。

凡事必有利有弊，关键在于如何利用。White和Arndt（1991）建议，词典应该在写作最后一稿时使用，以解决相关词汇问题。显然，词典使用策略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三

语言教学是一门系统科学，有着自身的教学环境、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也有着适合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方法。与其他学科或母语教学相比，外语教学更是有着特殊的本质特征和教学规律。束定芳、庄智象（1996：9）曾经就此指出：“从外语教学涉及的因素来看，外语教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立体的系统工程。”Nation（1990）认为，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而言，对词汇的系统化及理论化的研究是必要的，其原因之一是通过对词汇的大量研究可以使我们的教学以有用的词汇及有用的词汇学习技能为方向，从而保证学生的学习成效；原因之二是教师及学习者都把词汇学习看作语言学习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词典的教学特性而言，其有自身的特殊格调。正如加克（1981：85）所说：“从分析词语形成、词语对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词语固有的叙述类型本身可以看出，词典属于教学论之列，因此它具有教育性作品的全部基本特征，不过，这种特征在词典中具有其独特的反映。”词典查询过程是一个意义构建过程，除了需要用户自然能动地参与到词典文本的符码意指和意义生成中外，还需要词典文本自身的意义呈现与智力引发。这样，词典文本必须跳脱静态实体的传统本性，积极对语言教学语境进行模拟，以期最佳地迎合语言教学规律，从而构建意义并实现最优的词典教学效果。

1．句子释义

在教育学范畴中，教师的教学语言是教学工作中的一种基本工具，有着特殊的作用。教师的语言艺术不但决定着所传授知识能否被学生理解与吸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学生课堂上的脑力劳动效率。现代词典在进行释义和用法说明时力求模拟课堂上的教师语言，大胆采用讲解型或描述式语言。这方面以“柯林斯系列英语词典”为代表。1987年，辛克莱（John Sinclair）主编的Collins COBUILD Dictionary
 问世，它首创“句子释义”。这种讲解型释义方式使学习者仿佛置身课堂聆听老师的讲解辅导，不但亲切、自然，而且释义内容也易于理解、接受；同时，句子所营造出的语境也有利于体现词的用法与语法特性，学习者对词性、名词的数与格、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性等都会产生直接感受。这种释义方式迎合了教师的教学语言特性，能够发挥出无声教师的教学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它对教师备课特别有用，备受教师们的喜爱。

2．讲解语言简洁

教师的教学语言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有着自身的特色，首先便是简洁明了、浅显易懂。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使学生很好地理解掌握新知识，才能学得会、记得牢。反之，学生听起来就会糊里糊涂，费劲费时，从而达不到教学目的。现代词典最初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大量采用间接、复杂的句型编号和字母代码。这以英国学生词典为典型，例如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LDOCE）
 第一版对单词语法特征的标示采用的就是一套庞大的代码符号体系。这种方法难免存在任意性，而且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会给学习者带来理解和记忆上的困难。从教学效果来说，这是教学语言晦涩、含糊的问题。近年来，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学生词典在单词句法特征方面的标注由间接转为直接（使用术语或词性首字母缩略词及其组合形式），这样更加简洁明了，篇幅更为紧凑，更有助于具有一定语法知识的学习者掌握词典体系。例如，LDOCE第二版大幅度简化语法代码体系，如将大部分字母和数字代码改换为更明白易懂的缩略符号和代码；第三版则在继续删减的同时，将某些缩略符号和代码彻底还原为更为一目了然的文字表述。

3．开辟语法或用法提示专栏

每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特殊的语言组织规律，这种规律就是语言的语法与用法。不同国别或民族的人在出生后都预制了自己国别或民族的语法模块，因此很难体悟其他语言的语法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专门讲授语词语法或用法的必要性。现代词典尤其是教学型词典，都逐渐开始注重语词用法或语法信息的专门讲解。这以牛津英语系列词典最为典型。以韦迈尔（Sally Wehmeier）主编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为例。该词典不但继承了前五版完善的语法信息、语域及修辞信息标注，而且在第五版“study pages”中的用法说明、关联词语介绍等基础上新增“new words”项，着力介绍现代英语新词的构成方式，为学习者掌握、了解新词提供了一把钥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牛津大学英语词典》（The Oxford American College Dictionary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面向21世纪推出的首部大学版英语词典，它提供了数以百计的“惯用法说明”栏。LDOCE第一版紧效其后，依据由语法学家夸克主持、伦敦大学完成的著名的“英语用法调查”，开始在一些词条末尾附加“用法说明”。“柯林斯”系列词典对用法信息的讲解也十分精细，它们设立“用法专栏”，对于应该特别提醒学习者注意的词语用法特点给予重要提示；或者言简意赅地对词义容易混淆的词进行辨析；或者对交际中特别重要的用法作简洁说明。它们还设立“语言提示”栏，把英语标点符号以及语法术语的内容和用法要点加以归纳，放置在相应词条的下面，并配以丰富、实用的例证。剑桥英语词典也不甘示弱，1995年出版的《剑桥国际英语词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就提供了100多条“语言说明”（Language Portraits），对语法、词汇、标点符号、风格等进行了详细说明，俨然一套教师讲课的范本。尤其难得的是，马克斯韦尔（Kerry Maxwell）主编的《剑桥国际英语成语词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Idiom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甚至对常用成语也给出了用法说明。《美国大学词典》（The American College Dictionary
 ）传统上只采用标注和短语说明，现在也逐渐采用“用法说明”栏，对有争议的用法进行讨论，详细说明相关历史背景、词语使用语境以及社会各界和不同使用群体对有关词语的评价等；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甚至组织了由社会各界名流组成的用法评议委员会。

4．设置引导词

近年来，外语教学理论逐渐实现了从教师主导向学生主导的转向。这样，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作用更突出体现在引导功能上。词典文本囿于自身条件的制约，动态引导能力的低下一直阻碍教学工具功能的发挥。现代词典大胆创新，以增设“引导词”等为手段，打破了传统词典在这一领域的瓶颈。例如P. 普罗克特主编的《剑桥国际英语词典》由享誉世界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依据多达一亿单词的语料库并采用最新电脑技术编纂而成，它首创在词条中设置“导向词”（guide word），即为多义词的每个义项提供一个引导词，这样读者不但检索便捷，而且能够准确找到词义。LDOCE第三版则使用了“语义界标”（signpost），即能够概括或标示某义项释义的一个单词或短语，将它醒目地放置在相应义项的前面作为该义项的识别标志，以指导学习者检索。《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则增设“检索捷径”（short cut），旨在引导学习者在长词条中尽快找到所需义项。《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设立概念来引导新词，即每个概念词下都有若干个划分得更小、更具体的概念，并用标有数字顺序的菜单显示出这些概念的意义。《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则把多义词每个义项的意义都概括性地罗列在词条开端，这样令学习者一目了然，查找有关义项时更方便、准确，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

5．语言信息图像化

插图是词典经常采用的一种直观释义方法，是词典条目文字的形象化展示。从教学效果来说，成功的插图不但能够表达出文字释义无法解释清楚的意义，而且可以使词典版式不至于单调枯燥，从而活跃了教学气氛，使得教学过程生动有趣。现代词典中对插图的使用日趋广泛，大多数普通语文性词典都会使用插图，这已成了英语词典界的新趋势（参见陈燕1997）。

传统英语词典插图用得并不多，只是到了20世纪，英美各类英语词典才开始大量使用插图。美国大学词典传统上就有设置插图的做法，例如1913年的Funk & Wagnall's New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就有7,000多幅线条图和全页插图，1955年的Webster's New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附有约3,000幅线条图，后在1973年版中又加入了32幅彩色插页。近年来，美国大学词典的插图更多更广，例如1969年的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就设置了数千幅黑白插图，而《韦氏大学词典》的第十版则又比第九版增加了100余幅。英国词典传统上基本没有插图，目的是为了节约篇幅。但是现代英国词典一反传统，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插图。例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从1948年第一版起就采用了插图，以后每版的插图数量逐渐增加，到第五版已经增加到1,700幅，除此之外还有16幅地理、文化方面的分类彩图。《牛津大学英语词典》配备了1,000幅插图或照片。《剑桥国际英语词典》则图文并茂，提供了2,000多幅精美插图。《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三版与《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还采用了相当数量的彩色插图。《朗文袖珍英汉双解活用词典》（最新版）（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则设置了16个主题的插页彩图。大量插图更多地出现在初级语言词典中，这是因为形象活泼的插图迎合了青少年学习者的阅读心理，能够引起他们视觉上的注意，从而刺激阅读欲望。例如，普罗克特（Astrid Proctor）主编的《PONS小学生英语词典》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德国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克莱特出版社引进，并于2002年出版。该词典从英美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单词和词组中精选了700余个词条，配上原汁原味的例句和生动的画面，使学生从语言和视觉上都感受到真实地道的英语。尤其特别的是，该词典构思新颖，编排独特，以主题为线索，有利于学生产生联想。它以孩子的口气讲述了一个典型的英美家庭一年中的生活经历，共分16个主题，每个主题的单词均按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学生学完一个主题之后，能了解到关于这个主题的几乎所有日常活动和表达方法，并促进学生对相关英美文化的了解。

在我国，英汉词典附设插图的很少，大型词典如《英华大词典》《远东英汉大辞典》《英汉大词典》，中型词典如《汉英词典》《新英汉词典》等，均未配置插图。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生硬地用文字来解释那些用文字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的词，教学效果毕竟不好。吴莹主持修订的《新英汉词典》（世纪版）配设插图300余幅，“目的主要是帮助阐明释义，使相关词目或义项能‘一目了然’”（见该词典“前言”）。这在我国大陆编纂的英汉词典中或许属于首创。张柏然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更是跨出了一大步，它收录了1,000幅线描插图，作为释义在形象上的展示与辅助。

6．揭示错误表达形式

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事实上，学习过程就是一个“尝试-错误”的过程，人们就是在不断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学习的。Brown（1994）曾经指出：“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而且，如果他们不通过犯错误，而是通过从错误的各种反馈中获益，他们的学习进程还会缓慢。”语言学习也是如此。语言学研究表明，外语学习中所犯的错误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由于母语干扰引起的，有的是由于目的语内部结构复杂致使学习者不能很好地了解目的语规则而引起的，有的是由于学习者不了解目的语交际文化而出现了语用错误。这些错误，只有经过教师的明确指正，学习者才有可能改正。

正是迎合这一教学理念，现代词典开始借鉴一语习得、二语习得等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错误分析”、“策略分析”等理论与方法，相应地采用一些手段来帮助语言学习者尽可能少地减少语言错误的出现率，主要就是在学习者易犯错误的词项后开列出典型的错误表达形式，包括用法、搭配、同义反复、文化联想错误等。这一具有针对性的手段将起到对症下药的作用，让学习者不但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从而避免类似错误的再犯。例如，《朗文简明英语联想活用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重要帮助”（Essential Help Boxes）栏中对英语学习中的常犯错误提供预警及相关信息。《Peter Collin英语学习词典》（双语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专为中等程度的英语学习者设计编写，它特别提示出常见的错误用法，以帮助学习者避免，从而迅速轻松地提高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厄当（L. Urdang）主编的《柯林斯英语词典》（21世纪版）（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21st century edition) ）在用法说明上坚持描写主义为主、规范主义为辅的原则，除了给出目前大多数人主张的用法外，还就错用和混用现象举例，并加以简要说明和纠正。《剑桥国际英语词典》则刊登并注明了与16种语言相关的“假朋友”（false friend），即两种不同语言中词形或发音非常相似但实际词义并不相同的词。具体说来，该词典把16种语言中容易和英语相混淆的词制成16张“假朋友表”，分插于词典中，旨在防止英语学习者在碰到某些英语单词时望文生义，与自己母语中的相应词联系或等同起来。而由江希和编著的《当代英美语惯用法词典》（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 American Usag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则联系中国人学英语的实际，对易犯的、有共性的错误未雨绸缪地指出应注意之处。

7．附设练习题

在教学课程论中，及时、适量的配套练习不仅有助于强化学习者对新授知识的理解与接受，更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融会贯通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现代语言词典尤其是教学型词典，正是迎合了教学过程的这一程序与特点，开始有意识地设置一些针对性的练习，以充分发挥词典教学工具的作用。例如根据Collins COBUILD Student's Usage
 编译而成的《外教社·柯林斯初级英语用法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是专为中学生及其他具有初、中级水平的英语学习者编写的。它在详细讲解英语单词或词组的用法时，设置了类型多样的练习，并附有练习答案。这样，该词典就既可用于课堂练习，也可供自学者参考查阅。《朗文袖珍英汉双解活用词典》（最新版）在根据16个主题配设插页彩图的同时，设置了相关的练习，以便提高学习者的应用能力。《PONS小学生英语词典》不仅提供了教学指南和教学安排，并附有适量思考题，既可供教师课堂使用，也可供学习者自学。马克斯韦尔编著的《剑桥国际英语成语词典》收录了当代英语中最常用的成语7,000余条；它在词条结构上按主题分类列出常用成语，同时设置练习以帮助学习者理解和使用。

四

外语教学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认知心理活动，正因为如此，外语教学法历史上每一轮的理论思潮都是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词典文本只有通过用户的阅读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用户的阅读行为体现在隐含用户角色与词典文本系统的互动关系上。词典文本为了践行必要的阅读启发功能，就必须复制现实的教学心理机制，以形成内在的、迎合用户主体认知习得机制及符合教学规律的启发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一种教学工具的作用。现代词典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采取积极的编纂手段，在词典微观与宏观结构中有效地复制外语教学与习得的特点和规律，旨在真正实现词典作为语言教学桥梁的价值。

1．控制词汇（controlled vocabulary）

语言学界的词汇控制（vocabulary control）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英语教学领域兴起的。正如著名词典学家Cowie（1999：15）所说：“词汇控制研究衍生于教学的需要。”词汇控制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客观量化方法，即依据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以桑戴克为代表；二是主观分析方法，即对词汇进行分类并依据词汇系统的层级结构进行分析，以韦斯特、帕尔默和霍恩比为代表。

帕尔默最早提出了范畴释义（category definition）问题，从而揭开了词汇控制研究的序幕。他的理论初衷是，词汇选择和分级理论表明，外国学生学习英语应该分阶段学习并掌握基本词汇，应该缩小所接触的词汇量和词汇范围。这符合Nation（1990，2001）所提出的词汇习得负担的一般原则：一个词所代表的模式和知识越为读者熟悉，习得负担就越轻。Rosch等（1976）也指出，基本范畴词在指称事物时非常有用，而且人们在指称事物时更习惯于使用基本范畴的词汇。词汇控制运动的研究成果是大量的分级词表，这些词表被用来指导教材的编写，进行分级教学，并在外语教学的实际中反复加以验证、调整和完善。词汇控制研究以及相关的教学研究成果，为基于教学功能的词典编纂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与推广。

韦斯特于1953年编写的A 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就是以词汇的使用频率统计为基础的。韦斯特意识到，使用频率不是确定词汇教学优先顺序的唯一标准，要想建立科学的、符合外语教学先后顺序规律的词汇表，应考虑以下因素：

（1）用于定义和构词的价值的大小；

（2）文体中性的程度；

（3）可得性，即大脑激活的速度；

（4）学习的难易程度。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标准与认知语言学中对基本范畴等级词汇与非基本范畴词汇的区分标准是一致的。用于定义其他词和用于构词的价值大，是基本词汇的主要特点。文体中性程度越高，词形就越简单。第（3）和第（4）种因素是判断词汇范畴等级的心理标准，即大脑激活的速度越快、习得越早、越容易掌握的，越可能是基本范畴词。关于词汇等级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问题的研究可以在认知语言学词汇理论指导下进行。

后来，Cowie（1999：113—114）对LDOCE第一版中的例证进行了研究。他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道：“尽管该词典中有的例证较长，并有时会出现人工雕琢的痕迹，但这绝非是利用控制词汇的必然结果。”Cowie（1999：135）认为：“如果真实例证（authentic examples）中有的词语偏难，甚至比词目更难，这也不利于学习者的学习使用。”正因为如此，Cowie指出，无论词典中的例证出自何处，都必须适应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必须彰显“易学易用”（user-friendliness）的特点。

从根本上说，词典编纂利用词汇控制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外语直接教学法机制”的形成，有助于减轻学习者的外语学习负担，加强学习的认知可解性，以及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自主性（参见陈伟2006c）。

现代词典的一大特征正是以词汇控制理论为依据，利用最常用的2,000、2,500或3,000词的控制词汇进行释义与例证编写。1935年，韦斯特与文幼章（J. G. Endicott）编纂出版的《新方法英语词典》，用1,490个英语单词成功解释了23,898个条目，开创了利用控制词汇进行词典释义的先河。自此之后，包括“朗文”、“牛津”、“柯林斯”等知名品牌在内的词典纷纷效仿，从而掀起了控制词汇释义的热潮。例如，LDOCE第一、二、三版都将例证和释义单词数量控制在精心挑选的2,000个最常用词汇，并努力确保所使用的意义也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这一原则使得词条定义简明、清晰，更易于学习者理解和接受，从而激发出他们的学习热情。《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五版利用常用的3,500个单词释义，而第六版则降至3,000词，而且包括派生词在内。《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的2002版也仅用了2,500个常用词汇。Rosch等（1976）指出，基本词汇在指称事物时非常有用，因为人们在指称事物时更习惯于使用基本词汇。现代词典对于控制词汇的重视与运用，使讲解更为清楚易懂，实现了词典作为教学工具的最佳效果。

2．原型式释义撰写与义项配列

英语中的词语多义现象非常普遍，这正是词典进行义项排列的逻辑前提。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认为，同一语词的那些相关意义都有着某种抽象的东西，但这种抽象的东西似乎又不可言说，无法判别。这一理念由此抹杀了各语义之间的深层关系，使我们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注意到这种语言使用中的多义现象是以某个语义原型为基础的。词典释义与义项排列的“原型”理念与实践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按照心智科学的界定，词汇知识在永久记忆中被称为心理词汇（mental lexicon）。认知语言学则研究证明，心理词汇的组织不像传统词典那样按字母（汉语词典还按部首或笔画）顺序排列，而是一个按意义组织起来的庞大的发散状网络。在该网络的一词多义平面上，一个词构成一个词义范畴，并呈现出家族相似性结构，即在所有相关词义中，有一个是更为中心的核心意义，因而成为其他词义的原型，其他词义都是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或辐射出来的，从而形成了词义的辐射范畴。这就是原型范畴理论的思想。

原型理论的实质就是人们在解释某种概念范畴时将属于这个范畴的某个典型个体视为原型，并根据该原型的总体概念特征，去认识和把握这类现象中其他个体的特征。一般来说，原型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认知模型（perceptual models），即事物和事件可被感知的性能特征；命题模型（propositional models），即不是直观的但可通过分析、推理得出的意义特征。

根据该理论，词的意义不能以一个事物成为范畴成员所必须满足的必要与充分条件来决定，而是由心理过程即原型来决定的；原型是一个概念范畴中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成员；一个词的意义可反映为一组双向对分特征（binary features），这些特征的每个个体都不一定是“必需”的，其特征集也不一定是“足够”的，但一个语词包含的这些特征越多，它就越接近其概念范畴的原型，反之就是非原型成员。从人的认知可解性角度来说，原型范畴的语词属于基本范畴的词汇，在日常语言中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根据Brown（1958）的研究，当人们在交流中使用事物的名称时，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使用事物范畴的紧凑形式，即基本范畴的名称，而非复杂的特有或变体名称。Rosch等（1976）则指出，基本范畴词是最先被幼儿习得的指称事物的命名性词语，在指称事物中非常有用，而且人们在指称事物时更习惯用基本范畴的词语。

原型范畴理论展现出语言的自然属性，反映了人类的认知规律，体现出义项排列顺序与空间结构的有机关联性。词典如果能对人类这一认知规律进行最大限度的复写，必然会消除学习者对于语词意义的神秘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把握其中的有机关系，从而加深理解、提高学习效率。

现代词典抓住了这一要义，大胆创新，构建了新世纪语言词典的编纂新模式，即基于原型理论的释义撰写与义项排列方式。传统词典释义的理念是，语义就是使语句所表达的命题成真的充分必要条件，即“真值条件”。但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概念结构和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直接关系；词义范畴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其内部各成员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现代词典学家充分利用语料库技术，首先确定每个单词的一个或多个核心意义，然后再撰写释义，较为客观、科学地复写出人类心理词汇的这一特点。《新牛津英语词典》在这方面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正如该词典在“前言”所说：“（该词典）最突出的是强调用法和语义的‘中心和典型性’，以区别于传统的‘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现代词典努力构建的认知释义机制是人类认知心理机制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因此有助于有效地建构词典的启发机制。

词典的义项排列历来是困扰词典学家的问题：有些词典着眼于历史，从最早的意义历数，势必造成废旧义、古义、罕见义满天飞，而活泼的常用义却被掩藏其间；有些词典按词义的逻辑关系排列，例如《桑戴克英语词典》，不论词性，一个义群接着一个义群，没有特征地堆砌在一起，给学习者带来极大不便；有些词典则着眼于当代，例如《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根据词频统计，从最常用的意义布设，把来源不一的词义杂陈在一起，割断了词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脉络。

《新牛津英语词典》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为指导，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向世人昭示了新世纪英语词典编写的新模式。它创建的原型式义项排列方式克服了以上缺陷，其具体做法是：义项排列首先考虑词性，最主要的词性排在前面，次要的排在后面；然后，再列出词目的典型义或焦点义，随后列出由典型义演变而来的若干次要意义，次要意义则按照使用频率的高低再排序。

这种义项排列方式，既方便学习者检索，又显示出词义之间的有机联系，还突出了使用频率。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种义项排列方式体现出了人类心理词汇的规律与特点，学习者查阅词典时可通过联想在头脑中对所查语词构建起一个意象图式，据此图式，他们可以推断出所查语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意义，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认知效果。由张柏然担纲主编、南京大学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开发编纂的《综合英汉大词典》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国自主研编的最大型的英汉词典，它同样采用了原型式释义撰写与义项排列方式。这在我国英汉词典编纂历史上可能也是首次。

当然，原型理论最初是用来解释自然事物的，后来被引入到认知语言学和语义学领域，用于精细地研究自然语义的形成与分解。从词典范式角度来说，这种释义方式虽然完整、准确，但可能过于繁琐，并不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词典范式要想充分发挥原型理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语料库所提供的大量语料来分析和研究基于原型理论的词典释义撰写与义项排列，无疑是一种更为客观、更为科学也更为有效的方法。

3．构建联想与记忆机制

联想与记忆是人类认知过程中非常关键且非常活跃的一个维度。这也是启示教学法（suggestopedia）发轫与发展的基本动因之一。启示教学法立足于神经生理学的原理，通过启发学生，激活他们身上各种受到抑制的能力，以实现“快乐与容易相结合的原则”、“有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原则”、“启示交往（suggestive interaction）的原则”，让学生在接受启示后充分发挥潜在力量，从而更快、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构建必要的联想与记忆机制，是词典彰显教学功能、复制教学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机制的建构至少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认知心理学意义：

（1）人类大脑的心理词典与语言词汇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但是，心理词典中的语词通过语义关系在语义范畴网络中相互连接，而常规词典中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单词却犹如一盘散沙，缺乏一条主线把它们联结成一个有机体。联想与记忆机制就宛如一条主线或词汇链，把词典中那些相互割裂的单词内部关系重新连接起来。

（2）根据语言习得研究的“加工层次理论”，信息加工的层次越深，学习者习得词汇所需要付出的认知努力就越小。联想与记忆机制是对相关语词作出的深层次意义描写与诠释，有助于学习者的语言记忆与认知保留。

体现在教学效果上，词典联想与记忆机制的构建至少能够发挥出三个方面的作用：

（1）能够激发学习者基于词语系统、语义及词语组合的联想，使词语教学更具内省性（introspection）和系统性，并与学习者内部词汇系统构建的步调保持一致，从而促进他们心理词典的建构与完善。

（2）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提出的大学英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以英语为工具交流信息”。这说明，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以英语为工具进行思想交流。词典的联想与记忆机制迎合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方向，有助于学习者拓展联想、发散记忆、活学活用，从而最优地实现英语学习目的。

（3）语言与思维是相互作用的过程，词典的联想与记忆机制不但能够促进词语教学多向度目标（涵盖语音、语义和词语结构等诸方面）的实现，而且也提高了学习者的联想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创造能力。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联想与记忆是相互关联的两个认知环节：联想是记忆活动的基础，人们的回忆通常以联想形式出现，因此联想能够促进记忆。这进一步增强了词典联想与记忆机制构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注重词汇的联想与记忆已经成为现代词典走向实用、高效的一个重要趋势。词典联想机制的构建主要是以提供词语联想信息的方式实现，包括同义词、反义词、对应词和上下义关系词信息等。例如，Random House Webster'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提供了实用详尽的同族相关词，并举例对它们的用法进行比较，这样学习者不但能够掌握同族词间的用法区别，从而避免犯一些常见错误，而且有助于记忆单词。《英汉多功能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建宏出版社）则充分利用多种手段，例如提供上下义关系、同义词（组）、反义词（组）、开辟“相关用语”栏目、认识同音词等，尽量弥补被字母顺序编排所割裂的系统联系，以方便学习者联想与记忆。《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五版也提供了大量“关联词信息”，以提高学习者的习得效果。《外教社·柯林斯初级英语用法词典》（SFLEP·Collins Student's Usag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通过对单词、词组、同义词及易混词进行分组、比较，以帮助记忆。《朗文简明英语联想活用词典》（Longman Essential Activator
 ）构建联想与记忆机制的方式很新颖，它通过“重要帮助”栏对英语学习中的常犯错误提供预警及相关信息，从正反两方面帮助学习者联想与记忆。值得指出的是，中型语文词典有着设立同义词辨析栏或提供相应反义词信息的传统，但现在的趋势是，很多大型语文词典也开始以不同手段提供语词的联想与记忆信息。

五

词典类型是词典体系的外在构架，也是词典精神的外在呈现。词典教学功能凸显的极致便是以教学功能为灵魂的词典新类型的诞生。现代词典在其发展进程中，相继创造出很多迎合教学功能、符合教学认知规律的新型词典。

1．类义词典

词典由于本身的固有特性，所收录的语词各自处于分割状态，即便是本来互相关联的意义关系也被疏隔瓦解。然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心理词汇的组织结构中，语词的接点与接点之间是通过语义关系而相互连接的一个网络。这就是说，词典的结构组织不符合人类的认知特点，因而并不有助于人类的语言习得。如果词典能够复制心理词汇的组织结构，把分散的意义关系串联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显然能够有益于学习者从整体上全面掌握语词知识，从而增强学习效率。

德国学者特里尔（J. Trier）为解释词义关系和语义结构问题提出了“语义场理论”，这为类义词典这一崭新词典类型的最终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852年，英国医生罗热（P. M. Roget）编纂出版Roget's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该词典一反词目按字母顺序编排的常规方法，而是按其所表达的概念归类。Roget受当时哲学观念的影响，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分为六大类，大类之下再分为若干小类，小类又再细分为上千个小类，然后把意义相近的词语归并在一个中心词下，词语不加释义。这种方法更加符合人类头脑的思维结构，有助于为所要表达的概念找出合适的词语，对从事写作的人大有助益。该词典问世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人们对这种类义词典加以改进，增加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语索引，并对分类方法进行改进，以更加便于查检。近年来，类义词典不仅数量大幅增加，而且信息也日趋丰富，以Roget词典的现代版本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
 为例，其最新的第六版（2001）收词量已达300,000，共分为1,075类。更为可喜的是，类义词典在范式上也经常更新，例如有的把中心词按字母顺序排列，以便更加符合学习者的使用习惯，这以迄今收词量（100,000）最大的Synonym Finder
 （英国版更名为Longman Synonym Dictionary
 ）为典型；也有的为类义词加上释义，例如《朗文多功能分类词典》（Longman Lexicon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其他比较有名的类义词典还有The Word Finder、Longma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Usage
 及各类同义词词典或词林。在我国，庄智象教授编著的《简明汉英分类表达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分类合理，编排科学。该词典按照汉语功能／意念（表达）分类编排，共收录汉-英功能／意念项600余个，各个义项均用英汉双语给出释义，并提供大量实用例句；同时，它还附有按照汉语拼音及笔画检索的词语索引，能够帮助学习者依据汉语类别查找到相应英语表达及用法与例句。

2．联想词典

前面已经论述了词典构建联想与记忆机制在认知心理学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对词典教学活动所能产生的积极效果。人们对这种机制关注到极致，便导致了联想词典的产生。《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Longman Language Activator
 ）是世界第一部联想生成表达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引进该词典的第一版（2006年该社再次引进出版全新的第二版），其独特的创新性与实用性立即受到了广大英语学习者的欢迎。该词典采用语义组和字母顺序相结合的方法，将1,052个关键（概念）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其余2.3万个与关键词相关的词和短语则按照思想、概念或语义范围编成语义组，并为各个单词或短语提供简洁的释义、详尽的用法搭配和丰富的例证，以提示其间的细微差别和适用语境，从而帮助学习者精确选择合适的表达法。经全面修订的第二版除继承了第一版的编写宗旨及特色外，全新设计了检索方式，将所有单词与短语按字母顺序编成检索表，标明其所属关键词并置于书后，以便学习者查证没有把握的单词或短语是否正确，或者验证其含义是否完全与自己所想的一致。联想词典是语言学研究的结晶，它为我们提供了词汇教学的许多主线，必将成为教学词典的一种发展方向。其他比较有特色的联想词典还有《牛津英语联想词典》（英语版）（Oxford Learner's Wordfinder Dictionary
 ）（商务印书馆）、《牛津英汉双解联想词典》（Oxford Learner's Wordfinder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商务印书馆）、《关联词语小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等。

3．半双解词典

词典肩负有教育与教学功能，这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孰优孰劣，谁能更好地担纲并践行语言教学工具的职能与作用，一直是相关业界研究与争论的热点。无论是在翻译教学法盛行时期，还是在交际教学法等现代外语教学法兴起的今天，双语词典一直是最受欢迎、最为流行的查询工具，是绝大多数学习者的优先选择。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实验等手段发现了一些“奥秘”，即学习者使用单语词典所遭遇的一些“问题”，例如释义语言比较复杂，学习者存在着认知困难，因而不得不大量查询释义用词；在外语学习者意识中，如果不能把所查词汇与母语中某个词汇“对等”起来，就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这一外语词汇，等等。但是在理论研究人员与外语教师眼中，单语词典更值得推崇，因为它符合外语直接教学法的机制，可以培养学习者运用外语思维的能力与习惯，从而抓住了外语教学的本质。反而，双语词典有着太多的缺陷，有些对外语学习者来说甚至是有害的，例如对孤立词目及其对等词的偏重，会让学习者养成一个恶习，即总是把所学的每一个新单词与母语挂钩，从而形成外语学习的一道“翻译障碍”（translation barrier）；对等词的简单罗列会向学习者传达并强化一个错误观念，即不同语言的语词间总是存在着一对一的完全等值关系，这就阻碍了学习者的外语内化过程（internalization），等等。

由此可见，相对于语言教学与学习而言，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都各有利弊。如果能够整合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各自的优点，扬弃各自的弊端，显然能够更好地发挥词典作为一种语言教学工具的作用与功能。正是为了迎合语言教学的特点与需求，一种新型词典范式——半双解词典——应运而生，它构建出一种全新的词条结构与意义表征方式：以外语原版词典为核心，充分保留原语词典的释义、语法说明、语用说明、例证、派生构词情况以及习惯性短语等内容，但将原语释义翻译成目的语。这样，就既兼顾了单语词典的长处，又能发挥出双语词典的优势，同时肩负起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的双重教学功能，是“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的完美嫁接”（Raudaskoski 2002）。

半双解词典由以色列Kernerman出版公司首创。1986年，该公司依据霍恩比的Oxford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编纂出版了第一部半双解词典——Oxford Student's Dictionary for Hebrew Speakers
 。这部词典出版后，立即在以色列词典市场引起了轰动；之后，Kernerman出版公司积极与其他国家的出版公司合作，相继开发出近30种的半双解英语学习词典，分别针对以阿拉伯语、法语、泰语等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受到相关国家词典用户的热烈欢迎。在中国，Kernerman出版公司早在1991年就与我国的科学出版社合作，开发出版了第一本针对以汉语为母语者的半双解英语学习词典——《哈拉普英语学习词典》（Harrap's English Dictionary for Speakers of Chinese
 ）。1997年，该公司与我国台湾的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了另一部汉语版的半双解词典——《书林易解英语词典》（Bookm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Speakers of Chinese
 ），并于2000年推出了修订版。2005年，Kernerman出版公司又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开发出《半双解英汉词典》。

4．正误词典

前面“错误表达形式”部分阐述了现代词典引进错误表达形式的理念、功用与方式。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词典学家就开始关注错误信息的提示对于语言学习的积极意义，并大胆利用词典工具把这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正误词典的编纂。1980年，Tracey编纂出版Correcting Common Errors in English
 一书。该词典收录2,000多个词条，每一词条先给出释义，然后举例说明学习者如何错误使用该词，并提供正确例句。编者在“前言”中声明，该词典旨在帮助学习者克服英语使用过程中的常犯错误，自觉从正误句的对比中领悟犯错机理，进而掌握正确的用法。1987年，Heaton和Turton合作编纂出版Longman Dictionary of Common Errors
 。该词典首先找出学习者通常会出错的词与词组，然后用浅显的语言简略解释问题之所在，并提供能够避免或改正某一特定错误所需的可能信息。1996年，该词典修订重版，用“注释”更为清楚地对每一错误进行解释，并从“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中选取真实例句说明正确用法。

现代技术对这一词典新范式的演变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学习者书面语或口语素材组成的语言学习者语料库，不仅使教师了解到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也为学者编纂学习者常犯错误词典提供了有力证据。近年来，这类词典数量逐年增加，例如《英语正误辨析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常用词语误用评改词典》（上海大学出版社）、《学生英语正误词典》（山西教育出版社）等。值得指出的是，正误词典的编纂者多为教学一线的语言教师，他们经验丰富，对学生的出错内容与特点较为熟悉。例如《常见英语错误例解词典》（Cassell Guide to Common Errors in English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者Harry Blamires多年来专门研究英语语法，该书就是根据其收集的大量英语病句编纂而成的。

5．图解词典

陈燕（1997）研究指出，近年来英语词典界出现的一个趋势就是纯图解词典的风行。词典配设插图并非新近之举，1656年布朗特（Thomas Blount）编纂的Glossographia
 可算是第一部附有插图的英语词典；1850年奥格尔维（John Ogilvie）编纂的The Imperi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则标志着插图开始在词典中占据显要位置。从词典附设插图到纯图解词典的流行，完全凸显出图形之于文字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教学效果。图解词典充分利用图形的视觉效果，能够把音、形、义结合起来，达到更全面、更快捷地解惑释疑的目的。而且，图解词典的阅读功能超于查检功能，其读者对象多为中小学生，趣味盎然、形象逼真的图形符合青少年学习者的阅读心理，能够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从而促进知识的获取。从认知角度来说，一方面，图解词典的图形比抽象的文字描述更为一目了然，一般不容易产生误解，能够简化学习者的思维过程；另一方面，图形的辐射性又能够把因按字母（或形）排序而处于割断状态的相关词汇重新衔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语义相关的词汇链，这不但加强了习得的认知可解性，而且充分提高了教学效能。

图解词典在现代词典家族中数量逐年增加，其中著名的有德国杜登出版社出版的《杜登图解词典》（The Duden Pictorial Dictionary
 ），它按照内容分类，采用图文对照方式，以手绘图为大量表示实物和行为的词汇进行释义。196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The Oxford Illustrated Dictionary
 这样的专门图解词典，并于1975年进行修订，附有约4,000幅精美的彩色图表。在我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英汉音标图释词典》非常富有特色。它贯彻幼儿英语“语音先行、口语先行、音标助识”的理念，利用独特直观的实物图和对比图，将形象识图与拼读识音融为一体，不但能够使儿童始终保持旺盛的英语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也有益于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帮助他们实现语音标准化并掌握标准的英语口语。近年来出版的图解词典很多，例如《图解式英汉学习词典》（外文出版社）、《现代儿童图解英汉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十一世纪英汉学生图解词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牛津英语图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

六

就学理而言，词典与外语教学机理相通，效用交错。词典学研究范式“用户视角”的确立与转变，是词典教学功能凸显的学理前提。这对提高用户素质，确立词典为用户服务的观念，改进词典编纂质量，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总体来说，作为教学工具的词典文本系统是一个二维复合体：一维是外在的信息内容（具体实体），一维是内在的启发机制（抽象策略）。词典文本系统是由从具体的言语行为中选取的材料构成的，由这些词典文本化的材料构成的文本系统提供给读者一个建构语词单位对应物的策略，该策略铺设了一条传达文本内容的通路，它的运作体现在它对读者阅读行为的启发和影响上。它可以激活读者理解和生成意义的能力。读者利用词条中符号或符号链之间的意指关系在其思维中指认与构建对应物。通过词典阐释（教学）模式，在读者的积极参与下，词典教学活动就此完成了它的使命。

后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偏爱对于主体的重建。在以消解传统、解构中心为主旨的后现代思潮冲击下，以教学功能凸显为标志的词典范式演变，在本质上昭示了以客观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为根基的主流语言学的局限性，而彰显了本体与认知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即一种体现为教与学的认知主体关系。这种类型的范式演变从理论意识上实际高举起三面旗帜：

（1）本体理论层面，面向用户的彻底转向；

（2）方法论层面，引导用户进入语言认知机制；

（3）目的论层面，全面提高用户的词汇能力。

总之，在教学功能的影响下，词典范式从本性的学习功能逐步走向自显的学习机制，越来越趋向教学的认知过程，趋向学习者的学习机制。但是客观地说，当前的词典编纂实践对认知理念的贯彻还比较粗糙，大多流于教学功能的简单整合；尤为重要的是，相应的理论研究更缺乏力度与深度，尚不能发挥出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词汇能力是语言能力的基础，因而词汇学习应是外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目的是发展学习者的二语词汇能力”（Widdowson 1992）。故此，现代词典的编纂与研究应该积极利用当前的高新科技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深入语言的教学与习得机制，并加以借鉴与应用，以增强词典用户以词汇能力为中心的学习意识，将词典功能从本性的教学功能发展为一个自显的教学认知系统，从而完成彻底的认知范式转变。对于外语教学而言，如何迎合词典使用者自主的词汇学习需求与策略，从学理上给予指导与纠正，则是其未来研究的必然路向。


第四章

规范理性的陨落

——词典知识面向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





词典是提供语词语言知识或百科知识的工具书，本章有必要从“知识”入手进行后现代主义视角的思考，切入点就是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反基础主义，因为反基础主义的对象就是知识。

反基础主义针对的是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所谓基础主义，泛指主张一切人类知识和文化必须有某种可靠理论基础的学说，这种基础通常是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意义的观念或概念构成。按照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1992）的界定，基础主义意指这样一种基本信念：存在着或者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这一对“基础”的信念，本质上就是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显然，对于哲学家而言，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基础是什么，并用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这种发现基础的要求。正是这一为知识大厦寻找绝对不可动摇之基的信念，首先受到反基础主义的攻击，被反基础主义认为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而应当摒弃。绝对的基础／真理，或者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反基础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这些绝对性东西的寻求，而承认我们此时此地得到的或合理地期望拥有的东西。反基础主义是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是“信息社会”即后工业化社会的产物，以信息膨胀、知识爆炸为主要特征。面对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新信息和新知识，人们往往陷入各种困惑之中，以前认为确定的东西在新知识、新信息面前，都变得不确定，于是再没有人妄图去建立一个“总体知识”，从而追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重构一种新的知识范式。

传统词典学（理论）对“知识”的理念是形而上学的，脱离实体的意识范畴，强调用孤立、静止、表面、割裂的方法去看待、研究语言知识。这一理念本质上是基础主义的，认为语言知识是恒常的、绝对的、超历史的，具有终极性规范价值，从而在表征方法论上简单、僵化而粗暴，只关心语符自身（结构、句法等），关心意义的静态历史赋予，而悬挂话语者和非语言的实在，忽略意义的动态历史生成，包括话语者通过颠覆文本而实现的意义再创造。纵观并审察现代词典学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现代词典范式貌似“混沌”的演变状态下始终刻画有一条清晰的走向轨迹或精神主线，即解构传统形而上语言的收录，回归语言的本真状态。语言是社会的反映，因而理论上是动态的，所以，现代词典这种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反基础主义的特征，是对传统词典学寻求“基础”的规范信念的颠覆，从而全方位、多角度、多背景地看待并体认语言及语言内部各成分之间，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人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以战略性的高度审视并践行其解词释义的基本功能，竭力彰显语言系统的原生态特征。

一

在世界人类思想史中，语言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作为人类文明产物的词典，它处理的是就是语言，具体地说，是选录语言中的词汇并提供一定数量信息的“书”。词汇是关于语言的事实，因而词典对词汇的认识和描写本质上就是对语言的认识和描写。这样，词典面向语言本真的趋同程度实际上就成了考量词典范式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参数。

那么，人类语言具有什么样的本真呢？对于人类语言而言，这种本真应该是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综合渗透。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与全民“经营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效方式，人类语言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如卡西尔（E. Cassirer）（2006：164）所说：“可以规约到一种为自然所种植在一切生物之中的基本本能中去。”这符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他在《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中就指出，人类语言是一个一般的、自然的禀赋。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2011：418）则认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下面，我们从语言体系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中去寻找答案，因为洪堡特（2011）正是在论及语言创造性时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从而表明了他对语言本质的思想；索绪尔（1980）也正是在深入探讨语言本质特征时，作出了相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分：“语言”是长久的，是在各种各样言语行为中界限明确的实体，个人无法加以创造或改变，只有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才是完整的，反映了语言社会性的一面；“言语”是暂时的，是言语器官发出的一定声音与意义的结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活动，因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现象，反映了语言个性化的一面。这一区分体现了语言主观和客观二维的本真特征：语言不仅是抽象、稳定的静态系统，更是具体、变化的动态具象。按照洪堡特（2011：138）的说法，这是一种深含在语言原初本性之上的“不可变更的二元性”。事实上，运动特性是语言本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索绪尔将其比喻为“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语音、词义与语法形式正是在演变中书写着语言的历史延续性。卡西尔（2006：169）也指出：“语言并没有超时间的存在，它不属于永恒的相的领域。变——语音的、类比的、语意的变化——是语言的一个根本要素。”正是借以“言语”维度所蕴含的运动特性的张力，语言本真无法规避社会、文化、历史、认知等归属“言语”维度的因素，体现出社区变异性、生成系统性（包含独立性与创造性）、社会交际性与人类独有性等重要特性。可见，真正成熟的词典范式必须全面体现“语言”和“言语”二维的语言属性。这是语言层面的学理要求。

然而，传统词典（学）研究一直坚持现代主义的语言本体观，因而在方法论上始终没有摆脱工具论的束缚，认为词典只是汇集语言中词汇的清单或手册。具体而言，它主要只是就语词进行释义，以满足读者对生词理解的需要，其特征是：释义“静态化”或“去语境化”；词法、语法、语用等信息量小；坚持形式主义的可替换性释义原则或充分必要条件原则；共时与历时对立；词汇知识与世界知识对立；用字母顺序的排检方式切断了词汇／语义之间的天然联系；义项划分、配例等大都依靠编纂者的直觉、人为语言等（赵彦春2003：15）。立足语言本质分析，传统词典编纂仅被认为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因而词典范式偏离了语言的本真状态，只涉及“语言”本身，而几乎规避了“言语”层面的因素，其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为：

（1）坚持语言研究的规定主义而排斥语言的社区变异性，因此片面追求纯净单一的共时态语言，排斥语言变体，这就无法反映语言系统的真正面貌；

（2）机械、零散的语词描写无法反映语言的生成系统性，因而制约了建立在语义、句法、词汇等独立范畴基础之上的语言创造性能力的发展；

（3）注重语言的静态描写而忽视语言的社会交际性，不讲语义，不讲社会功用，因而不利于用户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4）坚持“文本中心论”而无视语言的人类独有性，忽视本体和认知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因而不能体现用户的主观需求与能动作用，也无法切入用户的内在认知学习机理。

总之，在传统词典范式或研究中，词典所处理的语言是规避了言语体系之后的形而上语言：孤立、静态、自显性客体、标榜规范，悬置了真正语言的自然本性与生命特征，因而清晰地打上了人类整饰的烙印。正因为如此，比尔斯（Ambrose Bierce）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词典只是一种恶意的文字工具，不但阻碍了语言的发展，也使得语言刻板而缺乏弹性（转引自Algeo 1995：xix）。现代词典实现向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在方法论上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这主要是语料库的利用，例如《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就是根据世界著名的三大语料库之一“COBUILD英语语料库”（The Bank of English）编写的系列工具书之一，其例词和例句均取材于“COBUILD英语语料库”，因而语料地道实用，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出当代英语的知识面貌。从内在精神角度来说，这一回归迎合了语言系统的本真机制。下面我们逐项作一阐释。

二

作为知识载体的语言是复杂而动态的，其作用存在于人们对它的认知与赋值中，“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语言）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许国璋1997：17）。传统词典学与现代词典学之间的表征差异根本上就源于人们语言观的不同：驱动前者的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聚焦于语言内部关系，而驱动后者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则从语言外部关系着眼，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按照前者的观点，语言学研究不必讲语义，也不必讲社会功用，只注重语言形式的描写，研究语言形式的分类和分布。这一取向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成为一种传统，布龙菲尔德另辟蹊径，把索绪尔以前考察历史演变的传统语言研究转为某一种语言的静态研究（尤其是音系的描写），把语言的形式和语义分别开来，“仿佛语言学的研究，根据定义和传统就应该离开社会似的”（许国璋1997：90）。这一理念的严谨性和准确性虽然前所未有，但是对语言的社会功能却置之不顾，忽略了社会功能同样是语言的本真特性之一。这就决定了，“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是语言研究的正常发展，是语言学的正常发展”（许国璋1997：91）。按照该观点，语言具有演变的特性，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共变现象，即语言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会产生变异。正如Bernhardi（1805：48）所说：“语言源于智能，在时间中演化，直至形成。”Hogg和Denison（2006）在其著作《英语语言史》中，分析了这种语言发生演变或变异的原因，大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语言有着自己动态的内部结构，可能因为内部原因而变化，造成语言或变体，或分离，或亲近；其次，因新旧语言的适应性需求而造成变化；第三，语言也可能因为人们学习不当而发生变化，最终给语言带来“潜在的深层次”（substratum）影响；第四，因为人口流动或社会优势（social prestige）因素造成语言接触而导致语言变化，说话者也可能刻意模仿或习得“好的”语言特性。当然，大部分语言的时空变化源于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根源还是语言结构与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的交互关系。

正是在演变过程中，语言在现实中实际上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呈现出社区变异的本性。洪堡特（2011：295）对此这样说道：“实际上，语言总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而且只以最个别化的形象即方言土语的形式出现。”但是，传统语言学研究局限于语言内部关系，坚持索绪尔提出的历时、共时二元对立论，认为“语言学理论所要关心的是一个拟想的说话人兼听话人，他所处社团的言语是纯之又纯的”（Chomsky 1965：3），因此语言是理想的、单一的、纯净的（除方言以外）。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说，纯洁社会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由此生发了语言的纯洁性要求及“对玷污的焦虑”与“语言的仇外心理”。佛罗伦萨的秕糠学会与英国皇家学会设立的“改善英语”委员会，可以算是为了“让我们的语言更加完美”、“将垃圾语言清除干净”而精心努力的典型代表。在这一语境下，英国标准音RP历来至尊正统，备受敬重，而土语、混合语、地域方言、克里奥耳语、洋泾浜语等变体语言则被认为是劣等的，不值得重视。

但是，“时间是瞬息即逝的，语言是不断发展和变异的，纯净单一的共时态只能是心理现实（一种拟想），不可能是客观存在”（许国璋1997：35）。纯洁、标准的语言与大众的、地区性的、方言的文化间始终保持着距离，并不利于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取消了这种偏见，开始重视语言变体，RP不再君临天下，而域外英语也不再因不属正宗而自惭；“标准与不标准”的问题已逐渐被“适宜与不适宜”所取代，侮辱性的“洋泾浜”这一术语也开始遭人厌恶。

社会语言学家在历时与共时研究之间提出了一个中间概念，认为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共变现象，即语言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会产生变异，即“语言变异”。他们指出，语言不是单一的，它具有变异性，可以因地、因时不同而不同，也可以因地域、阶级、阶层、性别、年龄、态度而变异。一般来说，语言变体大抵指称以下几个分类：标准变体（standard variety）、地区变体（regional variety）、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功能变体（functional variety）等。“标准变体”是官方的、文学的、教育的语言，它是一种超地区的交际手段，由于权力分配而获得合法地位，并具有较高威望，成为民族的一种凝聚力量，因而也称为民族语或标准语；“地区变体”是语言归因在地理上的差异，通常也称为方言；“社会方言”是指由于归属的社会群体不同而产生的具有不同群体或阶级特征的语言（class-specific speech），在语音、语法、语汇系统的使用上具有一些异于其他群体或阶级的特征，这一具有阶级特征的语言与语言的全民性并行不悖，后者指语言属于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而不属于哪一个群体或阶级所独有；“功能变体”是一种说话风格，根据说话的内容、方式、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最终由说话的环境所决定，亦称为语域（register），包括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话语风格（style of discourse）三个种类。“话语范围”是按照话题而区分的变体；“话语方式”是按照媒介而区分的变体，包括口语体与书面体；“话语风格”是按照说话人的态度而区分的变体，可分为两类，即说话人本身的社交身份（social role）与社交态度（social attitude），后者又通常区分为“商量的”、“随便的”、“亲密的”、“正式的”、“呆板的”五种。

许国璋（1997：33）曾说：“在历史上，语言被认为是自然成长的社会现象。”语言变异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由此而产生的语言异体都应予平等对待；英国英语应予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异体英语也应予尊重。当然，对各种语言异体的尊重也与各个民族国家的自身主观努力分不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甘愿让自己的文化永远处于一种外来文化的牢笼之中，美国正是脱离了英国的统治而发展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语言；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在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语言的特点与优势。可见，这里涉及一个殖民与反殖民抗争的问题。不管如何，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给语言及语言研究带来了新气息，“‘规范性’、‘标准化’、‘纯洁化’等观念已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窒息性的、不利于发展的观念，多保存——或者说容忍——一些变体，只会带来多姿多彩”（许国璋1997：87）。这一研究理念也冲击着传统的词典范式。传统词典坚持语言研究的规定主义，认为词典应该“制定被认为是最佳或最正确用法的规则”，把与其规则相悖的语言及用法一概看作是语言蜕变。这样，语言变体向来被排斥在词典之外，因而无法反映语言系统的真正面貌。法兰西科学院编纂的《法兰西科学院词典》（1694）与约翰逊编纂的《英语词典》（1755）是语言“纯洁性”事业的两个典型代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对此曾经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视语言变体为“人类原罪”的思想只是一种“迷信般的恐惧”。

当代词典实现了向语言变异性的回归，既描写“标准变体”，也体现“地区变体”、“社会方言”与“功能变体”。例如，《牛津英语词典》原来只收英国英语而冷落美国英语，1989年新版的《牛津英语词典补编》（A Supplement to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开始收录美国英语及其他英语变体。《简明牛津英语词典》（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是老牌英国词典，在英国一直享有很高声誉，它从初版到第七版主要收录英国英语，从第八版起则开始增收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英语词语，如澳洲英语、新西兰英语、南非英语等。《新牛津英语词典》则通过“牛津阅读计划”（The Oxford Reading Programme）的书证语料库，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0多位专家，阅读用加拿大英语、美国英语、加勒比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澳洲英语和新西兰英语等各种英语变体撰写的专业和非专业文献，撷取了1.1万条反映这些地区语言特征的英语词目，以确保这本词典在充分描写英国英语的同时能全面反映出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的真实使用情况。1979年出版的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打破学习型和参考型词典的界限，既关注英格兰英语，又顾及包括苏格兰英语、爱尔兰英语、加拿大英语、澳洲英语、加勒比英语、印度英语、东非英语、南非英语、西非英语等在内的地区英语。1983年出版的《钱伯斯20世纪英语词典》（Chambers'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也收录了大量异体词，尤以外来词和苏格兰词汇居多。《剑桥国际英语词典》更是英语变体的“家园”，尤为全面地反映了美国英语和澳洲英语。不仅如此，它还把地区变体英语当作一个完整体系对待：语音方面，兼注英音、美音；词形方面，凡是美国、澳洲的独特拼法都和英国拼法对照列出；词汇及用法方面，凡是美国、澳洲的特殊词汇及用法均和英国英语对照列出。我国当代词典也呈现出这种趋势，例如董世祁主编的《新简明英汉辞典》（1979）增收了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国家使用的英语，尤其注重收录加拿大英语；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则广收澳洲等国家或地区的英语。各种变体英语的提供，不仅反映了相关民族发展具有自己特色英语的史况，也展现了各自英语语言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进行语言选择，即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作出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或语码混合（code-mixing）。我们相信，当代英语词典将最终涵盖世界主要（甚至所有）英语变体，真正展现语言自然而本真的体系状态。

三

人类语言是一个生成系统，既具有独立性（autonomy），又具有创造性。所谓“独立性”，是指语言能力包括语义、句法、语音三个部分，它们彼此独立，不受其他系统的影响。例如印欧语系中的性的范畴；在句法里，也有很多范畴自成体系，不能根据意义来决定使用哪些范畴，例如英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具有范畴区别，我们却不能根据谓语的意义而决定使用哪一种范畴。所谓“创造性”，是指人的大脑里不仅储存有一些日常套话，更有一个由规则所组成的语言系统，人可以根据说话的需要用规则产生句子，即如乔姆斯基所说，用有限的手段生成无限的句子。尽管语言知识庞杂繁多，但它们实质上是受规则支配的，并且视语义、句法、语音等成分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则。因此，语言研究的任务不在于去收集人们所讲的各种各样的语言素材，而在于去发现这些规则，并使之条理化而触发人类的语言能力。按照生成语言学理论，它所研究的并非句子本身，而是那些促使我们生成或理解句子的能力。显然，这种语言能力应该来自语义、句法与语音各自的独立范畴。

根据语言的生成系统特征，语言的各个层面结构包括音素、音节、语素、词、句子、篇章等，都分别具有创造性能力。对于词语层面而言，新词既是语言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言创造性的产物，而百科词汇则是语言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语言规则角度来说，语言是语法化的词汇，语词的语法使用规则正是语言创造性的基本动力。另外，正是在践行创造性的过程中，人类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那样的语言错误。当代词典立足语言的生成系统特性实现了向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

1．开放收录新词

显语言中既包括相对稳定的部分，也包括相对活跃的部分。新词就是其中相对活跃的部分，是词汇大树枝端的嫩芽。大千世界，新生事物日新月异，新词新语也是层出不穷。不断淘汰旧词语，又不断产生新词语，这反映了词汇发展中新陈代谢的规律，也是语言变动不居而大体持衡的特性使然。就效用而言，新词都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价值，更因为具有新颖性而使得整个语言系统始终保持着新颖色彩。这一作用是非常特别的，正如于根元（1996）所说：“语言系统在运动中一定要保持丰富的色彩，所以要不断显现新颖色彩、外来色彩、现代色彩等，为我们的语言提供营养，满足我们交际的需要。”

传统词典抱守18、19世纪英语文坛的趋古文风及梦求跨越时空稳定性而罹患的“不稳定焦虑症”，向来排斥新词新语。美国词典学家韦伯斯特（Noah Webster）打破这一条框，大胆在词典中收编新词，认为吸收新词新语是理所当然。他于1789年在《英语论评》（Dissertation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写道：“我乃新国新民，文艺与科学，无不具有新思想，接触之部族，又都为欧人所未知，执是数因，新词新语之入美国语者必矣。”他还尊重印第安人的语言，认为从他们的语言中吸收新词新语是件很自然的事。当代词典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逐渐放开了新词的收录及收录量，在学理收录原则内不再保守。例如，《牛津简明英语词典》从初版到第七版拒收新词，之后各版开始大量增收，第九版（1995）增收了7,000多个新词新义，特别是科技词汇和源于北美的新词，第十版（1999）更是在第九版基础上增加了约11％的新词，主要是科技词汇；《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收录了2,000余条新词新义；《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1989）增收新词5,000个，同时在网上征集新词，以备彻底修订；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于1976年出版6,000新词补充本，1983年出版9,000新词补充本，1986年出版12,000新词补充本；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第二版（1988）的31万收词量中就有5万是新词；The 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第二版（1975）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新”，大量收录了新词新义；The World Book Dictionary
 特别注重收录当今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新词；《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
 ）第二版（1995）增加新词新义约4,000个；《英华大词典》第二版（1984）广收新词；《英汉大词典》及时吸收新词，其《补编》（1999）收录了80年代后出现的英语新词；《新英汉词典》（世纪版）（2000）的一项重要特点就是尽量收入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新词、新义、新用法，正如其主编在“前言”中所说：“（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新词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最能反映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新英和大辞典》一直是最为权威的英日词典，小稻义男主编的第五版（1980）广收新词；松田德一郎主编的《研究社英和大众词典》（1984）同样广收新词，包括各种专业用语、缩略语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被冠为“五大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剑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与《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其各自的新版本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增收新词新义，成为每一版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的重要特色之一。例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其2000年版比1995年版就多增收4,500个新词新义。

2．语文与百科词条兼收

传统词典学奉行“词语”和“事实”分开原则，即认为普通语文词典只能收录普通语词，而不能收百科词条。其认定原理在于，释“名”就是提供有关“指物符号”的信息，因而是语文词典的任务；释“物”就是对“所指之物”的解说，因而则是百科全书的任务（黄建华2001）。英国词典传统上都严格遵循这条规则。当代词典的一个重要趋势正是逐渐削弱这条规则的制约力，淡化语文与百科信息的界限。这不仅迎合了语言的生成系统特征，因为百科词汇同样是语言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使用者角度来说，也符合词典查询时百科与语文信息无差异性需求的自然状态，满足了读者需求。

《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可以算是突破这一规则的典型代表，它收录了5.2万条科技词汇（特别包括一般词典不予收录的动物、植物名称）和1.2万个百科词条，包括4,500多个地名，4,000多个人名和约3,000个其他专名。尤其难得的是，这些条目不仅提供基本信息（例如人物的姓名、国籍、生卒年等），还简要介绍一些相关情况（例如人物生平历史等），远远超过同类的其他英语词典。《兰登书屋英语大词典》第二版（1988）大量收录了实用百科信息，包括人名、地名、事件、名著、剧本、诗歌、歌剧、名画等名称，并配有地图。《世界图书大辞典》把《世界图书百科全书》中出现的词汇都收录进去。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第三版（1992）中的百科词条占据了相当比重。《兰登书屋韦氏大学词典》第二版（1975）与Chambers'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nage
 （1983）也都是语词与百科兼收。1979年出版的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为了在学习型与参考型这两大领地的中间地带寻找空隙，多列词条，广收百科词项。在词项选择上，它大胆地选录了各学科（包括非人文学科）的术语，以满足现代社会里各行各业的参考需要。厄当主编的《柯林斯英语词典》（21世纪版）所收多字词独立条目大多数都是百科性的，是传统英语词典所不愿收的；其广泛收录科技词汇，并收录人名、地名共约14,000条，每条后面还要作简介，无论是数量还是处理方法都超过美国同类的大学词典。

在我国词典中，董世祁主编的《新简明英汉辞典》（1979）兼收语词和百科性词条，并对百科性词条附简要说明；《英华大词典》第二版（1984）广收百科性词条，并一律按字母顺序排在词典正文中；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兼收语词和百科词条，外来语、古今人名、重要地名、缩略语等都照收不误；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兼收语词和百科词条。在日本词典中，《新英和大辞典》（1980）兼收语词和百科词条，并为动物、植物等名称提供拉丁语学名，在人名、地名等后作简要介绍；《研究社英和大众词典》（1984）兼收语词和百科词条，广收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团体名、历史事件等。

最为突出的是，“五大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各自的新版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这一特点，即兼收语文词汇和百科词汇，例如《麦克米伦当代英语词典》（1979）收录人名、地名，并一律排列在正文中；《美国传统学生词典》（1986）收录人名、地名，也一律按字母顺序排在正文中。另外，20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更是犹如一部词典新类型，它注重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相结合，因而将英语学习词典和百科全书功能合而为一，增收了1.5万条百科词目，受到了外语界专家学者的广泛赞誉。

3．全面描写语词语法

语词的语法使用规则是语言生成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语言创造性的核心动力，正如许国璋（1997：436）所说：“语言之有语法，语法之有制约作用，是语言本身所决定的。”语法是线性序列，是制约序列中的单位——词——与词关系规则的总和，是连词成句的根本条件；凡是句子就有语法，就有为语言社团所共同接受的语法规则。语法也是语词形成或表达意义的根本条件，“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法中的地位”，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2012：59）这一著名命题正强调了语法规则对日常语言中语词意义的决定性作用。

通晓一门语言不仅意味着知道词汇意义及其读音，而且也要熟悉与词汇有关的语法规则。18、19世纪词典编纂者出于正字和规范语言的需要，只是注重词的形态和概念义的描写，对语法规则的描写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忽略，例如约翰逊编纂的《英语词典》，对语法的描述几乎是空白。进入20世纪后，这一状况逐渐发生巨大改变。在耶斯佩森（O. Jespersen）、帕尔默等英语语法大家的研究成果及英语教学实践需求的推动下，霍恩比在第一代《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首先大规模地系统引进语法知识，如不规则动词分词形式、否定句转变规则、疑问句转变规则、副词接语、名词单复数、动词类型等，从而开创了在词典中系统介绍语法知识的先河，这对以后的词典尤其是教学词典产生了深刻影响。《朗文当代英语词典》三代系列词典以其翔实、系统的语法标注和用法说明而深受学习者喜爱，三代词典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一段由复杂抽象到简单明了的过程：第一代语法标注用的是由字母和数字组合的代码，读者必须参阅词典最后一页的代码表才能得知代码的含义；第二代对语法提供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改进和发展，取消了抽象的代码，换成方括号中直观的提示；第三代（1995）更是进一步取消obj., v-ing
 等语法符号，直截了当地以句型提示用法，使读者一目了然。《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第二版（1995）也在正文右边设置“外加栏”，提供各个义项的详细语法信息和搭配结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台湾建宏出版社于1997年联合推出的《英汉多功能词典》首次在通用双语词典中较为系统地提供“词语搭配”，用中文标注和类似第三代朗文词典的句型提示提供语法、语义信息，并采用为数众多的“用法说明”和“参考”来揭示英汉语言文化的差异。

事实上，语法信息迄今已经成为教学词典的区别性特征，教学词典也因此越来越具备语法教科书的功能。经过多次简化演进，教学词典对语法信息的处理更为详尽、周全，语法标示和句型日趋成熟，并形成了稳定模式，从而标志着语言达到了高度的形式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语法信息提供的历时演进中，词典的描写主义语法取向逐渐获得了巨大话语权，以逻辑作为标准的规定主义语法取向受到了限制。历史上的规定主义语法取向出于匡谬正俗的动机，并因少数语法学家规定太死，逐渐不合时宜，甚至为后人诟病。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61）为词典的描写主义语法取向开立了先例，之后很多词典纷纷效仿。当前，词典编纂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淡化对现代语法描写主义与规定主义的对立；不过，描写主义取向还是占据上风，这符合语言的自然属性。

除了教学词典外，普通语文词典逐渐全面描写语法信息，则成了当代词典彰显语言生成系统特性、回归语言本真状态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以《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最为典型，英国词典学家Hartmann（2001：76）曾经指出：“一些英国学习词典的特色正在被本族语词典吸收过来，例如《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该词典是一本供本族人使用的大型单卷本英语词典，它吸收英语教学词典的特色，一反为本族人编写词典不提供详细语法信息的传统，充分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技术，针对本族人所遇到的问题提供较为详细、准确的语法信息，并使用简明的表示方式，尽量避免使用语法术语或缩略语，以便词典使用者学习。这是向学习词典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尤其重要的是，该词典注重提供词的搭配信息，它借助语料库提供了大量常用的词语搭配信息，并把它们都用黑体字标出，有的列在释义之前，有的出现在例句中，便于学习者学习和模仿。该词典遵从当代英语实际，采用描写原则，它在“前言”中论及了增加语法信息的原因：一是语法教学在英国及其他地区越来越受到重视，二是语言学家注意到，词义是和语词的搭配及句法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4．进行错误分析

人们在学习掌握语言系统规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语言错误。事实上，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尝试-错误”过程，人们就是在不断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学习的。语言学研究表明，虽然外语学习中所犯的错误各种各样，但其中87％都是在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规则加以内在化处理时产生的。这反映了在语言系统生成性观照下进行规则学习的特征，同时告诉我们，只要教师加以明确指正，学习者就有可能改正这些错误。

正是迎合这一语言特性，当代词典开始借鉴母语与二语习得等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错误分析”、“策略分析”等理论与方法，有针对性地在学习者易犯错误的词项后开列出典型的错误表达形式，包括用法、搭配、同义反复、文化联想错误等，让学习者不但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从而避免类似语言错误的再犯。例如，《朗文简明英语联想活用词典》在“重要帮助”栏中对英语学习中的常犯错误提供预警及相关信息；《Peter Collin英语学习词典》（双语版）特别提示出常见用法错误；《柯林斯英语词典》（21世纪版）在用法说明上就错用和混用现象举例，并加以简要说明和纠正；《剑桥国际英语词典》则刊登并注明了与16种语言相关的“假朋友”（false friend），即两种不同语言中词形或发音非常相似但实际词义并不相同的词，防止英语学习者在碰到某些英语单词时望文生义，与自己母语中的相应词联系或等同起来。

除了引进错误表达形式外，当代词典学家还充分发挥错误信息提示对于语言规则学习的积极意义，开始编纂完整的正误词典。例如，1980年Tracey编纂出版的Correcting Common Errors in English
 收录2,000多个词条，每一词条先给出释义，然后举例说明学习者如何错误使用该词，并提供正确例句。编者在“前言”中声明，该词典旨在帮助学习者克服英语使用过程中的常犯错误，自觉从正误句的对比中领悟犯错机理，并进而掌握正确用法。1987年Heaton和Turton编纂出版的Longman Dictionary of Common Errors
 首先找出学习者通常会出错的词与词组，然后用浅显语言简略解释出错原因，并提供能够避免或改正某一特定错误所需的可能信息。1996年该词典修订重版，用“注释”更为清楚地对每一错误进行解释，并从“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中选取真实例句说明正确用法。现代科学技术对正误词典的发轫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充分利用囊括学习者书面语或口语素材的语言语料库，为编纂这一新型词典提供了有力证据。近年来，这类词典数量逐年增加，例如《英语正误辨析词典》《常用词语误用评改词典》《学生英语正误词典》等。值得指出的是，正误词典的编纂者多为教学一线的语言教师，他们经验丰富，对学生的出错内容与特点较为熟悉。例如《常见英语错误例解词典》（Cassell Guide to Common Errors in English）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者Harry Blamires多年来专门研究英语语法，该书就是他用收集来的大量英语病句编纂而成的。

四

Hall（1964：5）认为：“语言是人类凭借惯常使用的口耳相传的任意符号来进行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一套规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结构是语言的外部形式，而功能则是结构的用途，功能与结构紧密联系。交际性则是语言重要的功能之一，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金岳霖（1983）明确指出：“语言本来是有交通性的，不然不称其为语言。”事实上，语言不仅是各个民族和国家传递和交流科学、文化、知识、经验的重要手段，其自身的发展也实现于交际过程，正如索绪尔（1980：287）所说：“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

传统词典（学）坚持索绪尔、布龙菲尔德和乔姆斯基着重语言内向研究的理论走向，注重语言的静态描写，即重点描写语言形式的分类和分布，而把语言的形式和语义分别开来，不讲语义，不讲社会功用，“仿佛语言学的研究，根据定义和传统就应该离开社会似的”（许国璋1997：90）。Halliday（1978）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乔姆斯基只是在书房里研究语言，其研究对象是一个只在对语法学家说话的人，而不是在社会中与普通人说话的人。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的社会功能是语言的本真之一，乔姆斯基的避繁就简是哲学上简化主义（reductionism）的表现。而且，依据海姆斯（D. Hymes）“交际能力”的概念，成功的交际不仅需要渗透在语言形式上的语言能力，也需要语用能力。这两种能力并不相同，前者关涉语言使用的正确性，而后者则聚焦语言使用的得体性。现代语言学研究表明，正确使用语言并非语言学习者必须掌握的全部语言技能，得体使用语言也是语言能力的基本要求，是人类“交际能力”中的一项标准。从交际角度看，“得体”甚至比“正确”更重要，因为后者只是语言内部的词汇和语法问题，而前者则是语言运用中涉及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问题。然而外语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倾向就是在这两种能力之间画上等号，而且语言得体性的习得与教会学生理解和分析规范语句同样有着差异，语言得体性是与对语言的态度、价值、动机及对语言的特征、用途结成一体的，是与对语言和其他语码关系的能力和态度结成一体的，它是在社会中习得的，需要教育或培养。当代词典逐渐向语言的社会交际性回归，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旨在加强对用户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1．增加语用素材

日本学者东信行（1981）认为，语用学与词典的区别之一是：“语用论所关心的是包括非语言知识在内的、并使对话得以成立的那些条件的一般原则，词典则是把一个一个的单词作为中心，从而究明其特性。”这个判断有失偏颇，词典既要反映词语的语用特性，也要反映词语的语用规则。现在，词语语用规则在国外最新出版的语言教学词典中得到高度重视。人们在使用外语时，往往由于不了解外语词语的语用规则而出现语用失误，影响交际效果。事实上，语用学的兴起使得词典学家的兴趣彻底集中到了语言的得体性上。

传统英语词典最多只是以标签形式标明部分词语的语域（register）。《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一版较早开始提供一些语用信息，第二版则是英语词典编纂史上第一部全方位引入新兴语用学研究成果、大规模融汇语用信息的词典。词典正文前有利奇（G. Leech）和托马斯（J. Thomas）共同撰写的“语言学与词典”序文，声明语用学对于外语学习、外语教学以及外语学习词典编纂及其重要。它除了在正文中插入20项“语言注释”（language notes）、阐述在语言运用中如何做到得体外，还利用标示、“用法说明”栏、释义以及例证语境来揭示语用信息。其第三版作出了更为完善的努力，大大扩大了提供语用知识的手段。之后，《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与《剑桥国际英语词典》也积极尝试，前者更是将词典编纂中的语用学原则发挥到极限：其每一词条、每一词条中的每一项释义都是该词条或释义的最佳语用说明，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语用原则对词典编纂的巨大影响；它的句子释义方式所构建的语境和词义的统一体为每个义项描述出一个整体意境，在语境和词义之间没有脱节现象，让读者犹如置身其中，因而缩短了词典概念意义与现实语境意义之间的距离，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跨文化交际中可能产生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当代词典扩大了展现语用知识和技能的方式，通过语域标签（register label）、用法说明（usage）、语言说明（language note）、词语条目内的注释（notes）与例句（examples）来介绍语用知识。例如《朗文简明英语联想活用词典》开辟“核心交际”（essential communication）栏，以实际语境为基础，提供语用信息及多样的交际用语选择。《朗文袖珍英汉双解活用词典》（最新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通过“用法”（usage）、“有用句型”（useful patterns）与“学习提示”（study notes），提供词语使用的全面信息。《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五版在第四版基础上，将词语“用法说明”（notes on study）增加到230条，由韦迈尔（Sally Wehmeier）主编的第六版（2000）又增加了提供语用文化信息的“帮助信息”（help notes）栏。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各版（1969，1982，1992）由一百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用法评定委员会”对用法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归纳汇总，用百分比的方式呈现并撰写用法专栏，后版对前版进行重新评定并进行修改，同时增加用法。《美国大学词典》（1947）在战后不久出版，声誉极高，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重点介绍语词的用法，对词汇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用法，特别是对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不同之处，都进行了说明和辨别。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台湾建宏出版社于1997年推出的《英汉多功能词典》也提供了为数众多的“用法说明”与“参考”以揭示英汉语言文化间的差异，而《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所提供的语用信息则已经接近国外英语单语学习词典的量。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我们希望这里的“语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隐喻，泛指语言的实际使用状况。这一理念倒是迎合了西方后现代批评的重要特征，它正是将知识的合法化乃至意义的确定性都纳入到语用学的分析架构，比较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也在谈论语用，并视之为其“交往理论”立论的基石。本研究在这里期盼扩大“语用”的实际应用能力及范围，这既是对语言的社会功能尤其是交际功能的重视，也是基于词典作为一种特殊教学文本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发挥的越来越大功用这一角度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说，下一部分探讨的对口语素材的重视，本质上也应该是一种“语用”思维。

2．增加口语素材

“语言是一种任意（人为）的声音符号系统，社会集团的成员凭借它以自身全部的文化方式相互影响。”（Trager 1949：12）口语性是语言的本质特点，也是语言社会交际性的具体体现。当前，语言教学越来越重视学习者交际技能的培养，口语的地位因此得到空前提高。当代词典也开始并逐渐增强口语描写的力度，以帮助用户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与交际能力。例如，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8）大量收录口语（用词），特别是俚语、俗语，甚至是脏话（four-letter words）；Chambers'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3）大量收录口语用词，包括俗语、粗语等。口语描写趋势在教学词典中更为突出。例如，《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三版（1995）比前版篇幅增加了约五分之一，主要就是由于加强了对词语口语信息的描写：不仅提供大量口语实例，而且在某些词条下专门设置“口头表达语”（spoken phrase）栏，提供该词常用的口语表达，以期学习者在了解和掌握这些自然、地道表达语的过程中，提高语言交际能力。作为一本面向我国初级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词典，《中国初中英语学习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口语特色较为典型，它采用了大量的对话例证，不仅能让学生接触到地道的英语口语，学习到鲜活的语言，而且为他们在课堂或课余进行口语训练提供了条件，使其能够较为便利地利用该词典开展英语口头表达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实践活动。教学词典进行口语描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利用口语或对话例证，根据霍庆文（2004）的统计，“五大高阶英语学习词典”中“典型的口语例证占了9％—25％”。

语料库技术是词典编纂走向客观、进行科学语言描写的一个重要前提，也同样为词典大幅度增加口语素材提供了便利。《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三版就全面使用了有着1,000万词的“口语语料库”（Spoken Corpus）。该语料库于1993年完成，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口语语料库，完全由真实、自然的言谈（speech）组成，以英美两国英语为主，兼顾其他语域变体。需要指出的是，口语活泼流变，缺乏规范性，描写难度很大；而且口语的适境性很强，语义极为动态，变化规律也很难把握。鉴于目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家对口语研究的理论深度并不充分，当代词典（学）如何科学地利用口语素材更深刻地回归语言的社会交际性，使用诸如场景标示语等手段，从而增强口语的描写力度，尚需要深入研究与探讨。

五

按照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语言不再被认为是可以独立生长的一种生物机体，而是产生于使用这一语言的各群体的共同智慧。这一群体只能是人类，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许国璋1997：17）。动物虽然也有各自的交际系统，但与人类语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桂诗春1988：236—238）：

（1）在神经生理基础方面，只有人类才具有一套完整的发音器官和专门的肌肉系统，以及指挥发音器官快速而有机地协同动作的神经中枢；

（2）在社会基础方面，人类的言语行为能够适应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的需要，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

（3）在抽象思维方面，人类语言具有置换作用，这是人类利用语言进行抽象思维的开始，也是人类文化传递的基本条件；

（4）在指称对象的特殊信息方面，人类不但可以使用符号进行指称，而且可以用它来传递关于指称对象的特殊信息。

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也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属性。Sapir（1921：14）据此这样说道：“语言是一种通过意志力而产生的符号来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完全属于人类的、非本能的方法。”洪堡特（2011：144）在论及人类语言种属特性这一基本问题时也指出，语言是普遍自然的、人类独有的能力，是内部存在的官能。

语言的人类独有性说明，语言事实上就是一种人学语言，对语言的研究也就是对人性的研究。就词典或词典范式而言，人（用户）的认知作用是一个跳脱不开的参数，因为用户使用词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户进行语言学习与信息加工的认知过程。Chomsky（1986）针对词典教学功能提出了三个需要加以检验的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了词典研究聚焦人的认知作用的思想：

（1）词典如何整合外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

（2）词典如何帮助外语学习者把语言知识付诸实践？

（3）词典如何有利于语言知识的习得（acquisition）或学习（learning）？

认知产生语言，所谓“心生而言立”；语言本身也具有认知习得规律。词典主要处理的是语词意义，而“意义是一种认知现象，因此最终必须从认知角度进行分析”（Langacker 1989）。当代词典范式跳出了传统词典研究“文本中心论”与“编纂者中心论”的藩篱，以“用户视角”的理论形态实现了向语言的人类独有性的回归，归向了用户信息接受的内在认知特征，注重用户的主观需求与能动作用：它一方面考察用户的“查询需求”与“查询技巧”，一方面开始实质性地切入到用户这一认知主体的内在接受或学习机理层面（陈伟，张柏然2007a），体现出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在理解人类概念结构方面的统合。在具体方法论层面，当代词典营建了两个重要趋势（具体参见陈伟，张柏然2007b），这里作一概述。

1．构建认知机制

词典文本只有通过用户的阅读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用户的阅读行为体现在隐含用户角色与词典文本系统的互动关系上。因此，当代词典为了践行必要的阅读启发功能，采取积极的编纂手段，在词典微观与宏观结构中有效地复制外语教学与习得的特点和规律，以形成内在的、迎合用户主体认知习得机制及符合教学规律的启发机制，从而真正实现词典作为语言教学桥梁的价值。主要手段有：

（1）利用控制词汇，旨在减轻学习者的外语学习负担，加强学习的认知可解性，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自主性；

（2）施行原型式义项排列，有助于使学习者更好地把握词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和脉络，从而提高学习过程中的理解与利用效率；

（3）构建联想与记忆机制，旨在把词典中那些相互割裂的词汇内部关系重新连接起来，有助于学习者的语言记忆与认知保留，也有助于与学习者内部词汇系统构成的步调保持一致，从而促进他们心理词典的建构与完善，同时能够激发学习者基于词语系统、语义及词语组合进行联想，使得词典查询更具内省性（introspection），迎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方向。

2．编创认知型词典

词典类型是词典体系的外在构架，也是词典精神的外在呈现。当代词典在其发展进程中，相继编纂创造出很多迎合教学功能、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新型词典，典型的有“类义词典”、“联想词典”、“半双解词典”、“图解词典”等。

束定芳（2003）指出：“目前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的认知研究其实也意味着一次对语言和语言研究观念上的革命。”当代词典范式面向语言人类独有性的回归，实现了词典研究基于语言观念的一场革命，在本质上昭示了以客观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为根基的主流语言学的局限性，而彰显了本体与认知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本来，语言就是“一种自然物质，是人类思想的组成成分”（Chomsky 2004：1）。词典的未来发展应该以此为基础，积极利用当前高新科技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深入语言的教学与习得机制，将词典功能从本性的教学功能发展为一个自显的教学认知系统，从而彻底、系统地完成认知性范式转变。

六

当代词典在后现代思潮中推进范式革命，秉承后现代主义追求“非理性”、大胆解构“元话语”等精神内涵，却最终实现了向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这绝非是一个学术性的历史讽刺，恰恰相反，这一特征包含并体现出语言的原初本性，既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的理性尊重，也反映了人们对语言学习的理性重构。词典范式回归语言自然，走向自由灵动、激发本性，其主旨可能更在于促使词典功能趋近语言学习的真谛，即还“本”求“真”：从平实、自然的语料中谛视真实语言的灵动、舒展和充盈，从能动、认知的官能中体悟语言学习的参数、密码和机制。不能忽视的是，词典范式能否尽善尽美地实现向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离不开现代科技的贡献。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并结合时代特点与需求，对语言本真状态下的词典范式进行理性、前瞻性的研究与规划，是词典学研究面临的时代课题。


第五章

解释的多元化与深刻化

——词典学兴起的“多维释义”理论与认知释义机制





词典是按照一定的次序编列语词，并对其分别加以解释的工具书，最终实现释疑、解惑的功能。可见，释义正是词典的核心工作。从释义出发，我们有必要立足于释义学作一些思考与探索，并延伸至在释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成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哲学学派——解释学（hermeneutics）。释义学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经存在，主要探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等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学说是一个典型，其中已经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文本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对释义学的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释义学问题。总体来说，18世纪以前的释义学注重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多从实用性出发，以弄清作品文本或词句的确切含义。1954年，“解释学”一词首次出现在丹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的著作中，而将解释学发展成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则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生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哲学学科层面上的解释学本质上就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一种哲学思潮：广义上它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狭义上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和学派。

20世纪60、70年代，解释学得到了广泛程度的发展，而这一时期正是后现代思潮在西方风起云涌之时。王治河（2006：191）认为，这到底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我们可以见仁见智，但“大量的事实表明，解释学在20世纪60、70年代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向——后现代转向”，自此，解释学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解释学的学科范式，而“嬗变成后现代解释学”（王治河2006： 191—192），从传统上作为一种处理文学、法学和神学文本的学说走向了一种更为宽广的哲学领地。对于传统解释学而言，不管后现代解释学是否构成了一种彻底性的颠覆，其挑战的确是全方位的。王治河（2006：192）将之概括为五大内容：（1）对传统解释主体的消解；（2）对传统解释对象的改造；（3）为“成见”正名；（4）对传统解释目的的否定；（5）对传统真理观的批判。传统词典学释义理念与模式是建立在释义学基础上的，据古希腊文献记载，中古世纪出版的拉丁文词典／字书多为解释《圣经》和古典作品之用，尽管其语词释义非常不足。从20世纪70、80年代起，这一理念与模式显然有了较为深刻的演进，我们这里就立足于传统解释学尤其是后现代解释学层面，对这一演进的内在精神作一诠释。这一诠释也许并非学理性、自足性的界定与构建，只是从哲学解释学角度对词典释义理念与模式演进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从方法论、宗旨与目的到语言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等，逐一作反思性审视。在逻辑思辨的层次上探求知识体系可能存在的各种先在现象，是任何理论范式构建的前期工作。

一

释义学，顾名思义，“（意）义”是目标，是作用的客体，所以要研究“释义”，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意）义”，其特殊性在哪里。其实，意义领域是人的认知中特有的世界，“人是通过对事物和世界的意义的理解来对待事物和世界的”（秦光涛1998）。意义在人类生活、交往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类交往的纽带，文化传播的桥梁，自我理解的媒介”（刘安刚1998：1）。事实上，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意义与之息息相关，须臾不可或缺，“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秦光涛1998）。正因为如此，意义问题成为人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如波兰哲学家沙夫（Adam Schaff）（1979）所说：“关于意义的问题，的确是今天最重要的和在哲学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西方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自此，“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徐友渔等1996）。反过来表述，意义问题由此占据了语言研究的核心位置，“语言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对意义本质的看法以及意义研究的方法”（束定芳2003）。然而问题是，“意义”是一个抽象、难以明确定义的复杂概念，为此，西方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们也提出了层出不穷、内容各异的意义观念与意义理论，从而制约或影响着包括词典学在内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分支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论。

Barnhart（1962）、Quirk（1973）、Tomaszczyk（1979）的研究表明，意义问题同样是词典研究的核心问题。“词义是词典编纂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Zgusta 1988），词典编纂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释义。如果从功能角度来说，词典的教导功能，即“提供语词意义和用法指南”（雍和明2003：4），一直是它主要的、最具实用意义的功能。然而，受语言本体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传统词典释义在原则上是以理解为目的的，在方法论上则注重对词目词的形式与概念作出解释和说明—所谓词典释义，就是解释语词的概念，不管语词的其他属性，也一般不涉及词的义素分解与语用说明。这里从哲学角度作个解释。从柏拉图（Plato）、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米尔（Mill）、到前期的维特根斯坦、罗素（Russell）都认为，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即语言形式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是一种直接的指称关系。在语言哲学史上，这一观点被称为“指称论”。然而，该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它只是孤立地、静止地分析语词的意义，把内涵和外延机械地等同起来，没有注意考察人们在使用语言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意义多维性和变异性”（章宜华2002：6）。同义释义／对释法就是该理念下的一种典型传统词典释义方法。所谓同义释义法，就是指用一个或数个同义词对词位进行释义，例如：



tell
 v.t.
 to count, to utter, to narrate


edgy
 adj
 . nervous, worried


or else
 conj
 ., adv
 . otherwise, if not



这种释义显然遮蔽了不同语词之间的意义差异，更在本质上抛弃了语词意义的模糊性和流变性。而对于双语词典而言，传统词典学通常将其释义简化成寻找词目词的概念对译，只关注被释义词的概念特征，而忽略其他属性。然而，归属于两种不同语言中的语词，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因而很难具有完全一一对应的语义关系，总是存在着历史义、隐含义、文化义等的差异。例如：


landlord n
 . 地主



显然，landlord的词义与“地主”在汉语中的文化内涵有着明显差异。

二

鉴于意义的复杂性，传统词典释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其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忽视了言语活动的双向性，未能揭示出意义表象的多维性。

1．言语活动的双向性

语言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符号体系，语词意义的理解涉及语言与人、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各种关系。话语的意义就隐含在这些关系中，而词义的理解应该根据语境和句子的宏观意义来实现。

首先，语词与其指称的外部世界之间的认知关系是双向的。语词的意义就蕴含在这双向活动之中。人们在社会交际中使用语言要遵循语词的基本意义和使用规则，而人们理解话语的现实意义时，则要考虑许多非语言因素。因此，非语言因素参与了语词现实意义的形成和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词典语料时，要善于把握言语的双向活动，通过对语料中具体话语的分析，揭示词目词的非语言意义成分”（章宜华2002：26）。

其次，话语与意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说话人在构造话语前，必须首先形成表达某一命题思想的意图，这是意义形成的先决条件。语词或话语具有意义二重性，既有基本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理解语词现实意义形成的语言环境，对于揭示语词的语用附加意义是十分有益的。因此，“词典编纂者就要善于通过原始语料片段来观察语词的语用特征，努力在释义中揭示和表述语用信息，指出语词潜在的现实意义”（章宜华2002：29）。

第三，语词的使用离不开语境。语境包含一个重要因素，即选择语言表达式的条件，它直接受对话双方背景信息与时空环境的影响；而语词也会对使用语境作出限制。不同的语言团体，有着不同的语言变体以适应不同的语域范围，而具有一定语域的语词就要求有相应的使用语境。所以，“语域对讲话人选用语词和话语的情景都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新型学习词典就要对这些限制规则和条件作出提示”（章宜华1999）。

2．意义表象的多维性

语言是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由两个子系统构成：形式和内容。在自然交际中，语言符号不但要与其指称对象发生关系，还要与使用人和同一语言系统的其他语言符号发生关系。意义表象的多维性，主要受以下几个关系对的影响：意义与指称、意义与概念、意义与使用者、意义与文化、意义与语法、意义与系统关系等。

语言符号都有所指和所指意义。然而，由于指称具有多样性，指称意义具有现实性，这就使得意义与指称之间的对应关系复杂起来：相同的所指并不足以表明有相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也并不意味着其所指必须相同。

概念是释义的基础，词的释义主要是由概念意义构成的，所以词典中的词被看作为语言的标本和典范，是稳定不变的。然而概念也是客观事物属性的概括或反映，而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身的认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有所变化，因而反映客观事物性质的概念意义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词典释义不仅要反映静态的语义成分，还要注意揭示动态的语义成分；不仅要全面揭示和表述词的意义，还要考虑概念意义之外的许多意义成分，包括各种聚合、组合以及语法和语用规则”（章宜华2002：37）。

一个语言团体的文化生活决定了其语言的构造特点，他们所构造的特有的符号往往会在另一种文化中形成空缺，如果注意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交流困难。同一个意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语义变体。因此，“若不能揭示出语义变体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和使用语言”（章宜华2001b）。

语义场内的系统语义关系通常是在自然语言交际中形成的，它通常把一种语言词汇中具有某些相同义素的词聚合在一起。所以借助语义网络释义既可以使释文简洁明了，也有利于读者综合了解词义。然而，词典的词目顺序排列把自然语义场割裂开来，使“我们有必要建立有效的释义模式和完整的参见体系，把同一义场的语言单位重新联系起来”（章宜华2002：55）。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界开始打破纯粹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定势，开始用科学的、功能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观察、研究语言及语言问题。在这种环境下，词典学研究者也大胆吸收、借鉴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在深入批判和改进传统释义的基础上，对词典释义的现代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研究。“多维释义”理论（multidimensional definition）（章宜华1998, 1999, 2001a, 2001b, 2002；章宜华，黄建华2000a，2000b，2001；章宜华，黄群英2000）就是这一潮流中最有代表性的新型释义理论之一。

语言系统反映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单从某一方面试图解决意义的全部问题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作为词典编纂者，“需要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意义理论”（章宜华2002：13）。“多维释义”理论认同并顺应了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并通过对这些意义理论的研究和分析，肯定了它们的合理因素（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现象），即都从某一方面反映了意义的现实问题。“多维释义”理论先验地把自己的理论根基追溯至意义的哲学基础，但并没有徘徊于意义各派的家史与纷争之中，而是把重点倾斜到“对词典研究和编纂最具意义的一些方面”（章宜华2002：3）。根据“多维释义”理论，语言是从多方面表达意义的，意义的表象是多维的，既有指称意义，也有表达意义、功用意义、系统关系意义等，因此，“词典释义就要综合考虑这些意义理论，以便较全面地揭示词义”（章宜华，黄建华2000a）。“多维释义”理论奠基于多维的理论基础之上，不但理智地为自己在科学的殿堂中立足，采集到一块垫脚石，并且培育了自身理论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价值。

三

无论是古典解释学、现代解释学还是后现代解释学，它与词典释义显然不在完全相同的学术／学问路径上，至少前者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核心在于解答对于一个给定文本的有效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当然，按照局部或特殊解释学的观点，只有某些特殊的文本，诸如《圣经》《汉谟拉比法典》《荷马史诗》等，才能成为解释学的对象），而后者只是定位在单个语词信息的提供与解释上。不过，按照施莱尔马赫所创建的普遍解释学，解释学不应该约束自身的解释对象，而应转变成为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文本解释的普遍方法论。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对此的解释是，施莱尔马赫要“摆脱所有内容上的特殊性，在一种甚至不为思想怎样流传的方式（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口头的，是用陌生的语言还是用自己同时代的语言）所影响的方法统一性中寻求诠释学的统一性”（Gadamer 1982）。而按照伽达默尔自己对传统解释对象的改造，文本几乎是覆盖一切的，泛指在任何时空中存在的能指系统，“理解的对象不仅渗透到了人类世界的一切方面，它在科学范围内也有独立的意义”，对文本的理解构成了“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伽达默尔1987：49）。解释学由此走出了特殊文本解释的樊篱，由局部或特殊解释学转变为一般或普遍解释学，由具体的解释规则和解释技术上升为解释方法论。可见，本书这里将两者连接起来进行阐释，旨在发掘词典释义发展进程中所渗透的解释学方法论精神。

从传统解释学到后现代解释学，解释主体——人的态度是一个重大理念，从而牵引了解释方法论的演进。传统解释学强调解释主体——自我的主动性和决定性，“对解释主体——人的推崇是传统解释学的一个主旋律，这与传统解释学所产生的时代（近代）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浪潮是合拍的”（王治河2006：192）。施莱尔马赫十分强调“自我”这个绝对精神主体在人类文化中的创造作用，第一次明确肯定了读者主观性的参与在理解过程中的积极意义，把读者的主观性确立为理解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为后来的解释学从“作者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作了必要铺垫。狄尔泰则强调人对一切历史文本的“理解”，在他那里，理解不过是生命的自我认识。狄尔泰认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基本的纽带是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心理结构或普遍意识，它充当自觉能力的基础，从而与其他人神会”（王治河2006：193）。后现代解释学将一切都统一到解释，解释既是认识的又是本体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它消除了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传统对立。后现代解释学对传统的“自我”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既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自我”，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性，抽象的人的“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除了德里达站在一种激进的后现代立场对“自我”概念和人的概念采取一种彻底的摈弃态度（在他看来，人仅仅是无限的语言游戏中的一个词［term］）之外，后现代解释学实际上要求人们重新审视自我，按照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原则，将人非中心化、功能化。对话理论构成了后现代解释学的重要理论内容，而对话则首先涉及并强调人的主体性参与及其自由创造性，无论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还是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还是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后现代解释学都重视认识主体在解释中的主动介入。这一理念与当代词典学的释义精神有着鲜明的映照。

章宜华（2002：146）认为：“语义的表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问题，词典释义应该从多角度、多层面揭示语词的意义。”然而在传统词典学看来，被释义词是语言的一个单子，释义就是用元语言把这个单子的意义表征出来，即将其固有的语言属性进行表述：对单语词典而言，就是揭示被释义词的概念特征，而双语词典则是寻找目标语的概念等值词。当代词典学释义走出了这一封闭而静态的释义套路，将人这一认知主体纳入释义系统，认为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大脑中的反映，语言认知过程中的心理图式就是心理表征，而存储语言知识的地方就是心理词库。因此，如果词典释义能够符合人们心理表征中的认知语义结构，就能最有效地触发心理词典的语义网络、最大限度地发挥学习者的语言认知潜能，从而大大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事实上，“当代词典学的重要理念之一就表现为对心理词库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描写”（Lender 1991）。对于词典释义而言，引进、利用并体现语言认知理论，毫无疑义将是一场范式的革命过程。

章宜华（2002：14）指出：“在词典学中，理论学派主张以认知的方法结合人们在使用和理解语言时的认知过程和内在语言的组织结构，即心理表征，来描写词的概念结构或语义结构，以构建新的释义模型。”概念范畴化是当代词典学释义认知方法论的一个切入点，“认知理论告诉我们，语言是人大脑中内在化的语法程序系统，要有效地解词释义，就必须了解这一认知系统的结构和构造成分，通过科学地处理概念范畴来实现精确释义”（章宜华2002：23）。

概念范畴化，就是把客观世界的物质或事物按类或范畴进行排列、认识或记忆，它是人类的一种重要认知方法。经典的概念范畴化理论源自亚里士多德哲学理论的“充分必要条件”，即用语言符号所指的集合特征来描述其概念范畴。20世纪60年代初期，理论语言学家从语音学家那里得到启示，认识到语词的概念也是由可以分解的、更小的成分构成的，从而把“成分分析法”引入语词释义，以更有效地揭示语词的“充分必要条件”。“成分分析法”一度得到词典学家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大多数词难以用概念范畴释义，所以难以应用到词典释义的实际操作中来。其实，人的认知活动并不要求所有所指对象都必须具有共同特征，每一个所指对象只要与其他一些所指对象有着某些相同点就足够了。在这样的理念下，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家族相似论”。70年代，Rosch又在“家族相似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原型理论”。“原型理论”的实质就是在解释某种现象时将属于这类现象的某个典型个体视为原型，并在认识这个原型总体特征的基础上，把握这类现象中的其他个体，从而达到释义的目的。根据现代认知科学发展起来的“原型理论”，“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表述和分解语义”（章宜华，黄建华2001）。到90年代，一些语言学家（Wierzbicka 1996）又开始批驳这些观点。他们一方面认为原型在解释词义方面能弥补充分必要条件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认为家族相似性学说是错误的（Wierzbicka 1996），因而反对用该理论来解释原型，试图把原型从“家族相似论”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建立一种基于原子分解和语义“不变量”的“原型理论”。这就要求词典学家在释义中要敢于揭示和表述词义的“不变量”，避免使用一些像“等等”、“或者”、“通常”、“尤其是”等模棱两可的语言（Wierzbicka 1996）。

不管怎么说，“范畴化理论不可避免地都要归结到词汇意义理论上来”（章宜华，黄建华2000a）。基于对语言认知理论的研习与批判，“多维释义”理论切入到词典使用者的心理认知与习得过程中，体现出新型释义范式基于语言认知与语言能力的本体论认识及表现手段。在“多维释义”理论（章宜华2002）看来，释义就是对概念的科学处理，而概念则主要指“能充当语言表达式意义的心理表征”（参见Fauconnier & Turner 1998），形态、句法等规则是语义表达式的心理表征，原型交际模式是这些表征的具体体现。所谓心理表征，就是语言认知过程中的心理图式。Jackendoff（1985）指出，语义的心理表征形式就是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它通过两种方式与语言系统相联系：第一，概念结构对应于语义结构，由一系列语用规则加以连接；第二，对应规则直接在句法结构与概念结构之间进行匹配，语义结构包含在概念结构之中。Katz和Fodor（1963）认为，大抵来说，语言知识描述的目的就是描写心理表征中表层结构与语词意义之间存在的映射关系（mapping），而且，语义应该由一组不同于句法结构的语言描述形式来表达：用作句子分析的叫作“语义表征式”（semantic representation）或“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用于词项分析的叫作“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Chomsky（1986）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词项的语义特征在词典释义中的重要性，并且更为具体。他认为，词库应该为每个单一词条提供抽象的音系形式及相关的所有语义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小品词等结构中心成分的选择性特征，而这些选择性特征也体现在语词与其他词汇单位的组配关系或搭配结构中。

可见，语词的意义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而意义表征则是一种多维的认知语义结构，该结构是靠一系列的规则系统来表征的，如语音构成规则、句法构成规则、用法约定规则等。这就必须应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观察语词的言语活动，从而揭示人的语言认知、习得机制和语言交际机制。

以上是针对单语词典而言的，而对于涉及跨语言认知机制的双语词典，情况是怎样的呢？传统上，双语词典所谓的释义就是“译”，而不在“释”。从立足于人这一主体的认知理念角度来说，双语词典释义不同于传统的“译”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寻求对等词，而不同于单语词典的地方则在于前者必须准确把握所涉外语的词目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并进行跨语言、跨图式的认知转换。可见，心理表征、语义特征同样是双语词典释义的中心概念，只不过，双语词典释义可以从“交际模式”角度切入。所谓交际模式，就是语词意义在特定交际环境中所形成的特定语言和概念图式，它（们）反映为一种习惯表述模式。语词的意义功能就蕴含在语言的交际模式中。交际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个人交际模式，即因使用者个体差异，诸如不同身份背景、不同情感、不同交际目的等，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语词使用方式和意义表述方式；社会交际模式，即由各类个人交际模式所共同呈现出的语词使用或意义表述方式，它又叫“原型交际模式”，反映的是社会交际形态及语言、概念和文化图式。

语言学家从原型交际模式出发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为双语词典释义或“译”义的认知方法论建构奠定了基础。Fillmore（1982）认为，原型交际模式可以反映为两种：第一，概念或语义框架（frame）。框架可以是任意概念系统，这些概念在框架内按一定的方式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如果要理解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概念，就必须理解整个系统；如果要介绍任何一个概念，所有的概念都会呈现出来。语义框架是对包含各种论元、支撑词和其他概念角色的语境以图式形式进行表述。第二，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即原型的理想描述模型，其价值在于它对我们生活的经历和行为方式作了高度的概括，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一个简约而理想的认知框架。Lakoff（1987）对这种理想认知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指出：“每一个理想认知模型都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整体，都要应用到四类不同的构建原则：命题结构、意象-图式结构、隐喻映射与转喻映射。”他认为，每一种理想认知模型在使用中都要构建出一个心理空间，心理空间理论就是模拟心理表征中的概念结构或语义结构。当然，承接原型理论的经典定义，交际模式在同一类别范畴中也有典型或非典型之分，如果在目的语中没有典型原型，便可以使用非典型模式或原型变体，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办法进行信息补偿。

根据“多维释义”理论（章宜华2001a, 2001b, 2002），词典释义就是建立在以意义为基础的原型交际模式上，而双语词典释义或“译”义本质上则是基于跨语言交际模式的处理和转换。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当代词典学的释义立足于人这一主体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认知探索与实践。例如，为了提高词典用户的认知解码效率，最终提高他（她）们的词典学习效果，现代英语学习词典都力求把释义用词限定在一定数量的常用词范围内，如《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一版）和《剑桥国际英语词典》（1995）的释义用词均限定在2,000个常用词范围之内，《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第二版）的释义用词为2,500个，而《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五版）（1995）的释义用词则为3,500个。这些释义用词大多属于基本等级范畴词，非常容易被识读、认知和理解。

再如义项的排列方法问题。传统语文词典尤其是大型语文词典，例如《牛津英语词典》、Chambers'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等，大多遵循历史发展原则进行义项排列，即按照词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义项。这种方式不但割裂了词典义项间的内在关系，而且因为词目的废弃义和常用义都排列在一起，词典用户很不方便查找到一个词目的当前常用义。当代学习词典更多地采用频率原则或逻辑联系原则进行义项排列。相对于历史发展原则，这两种方法更符合词典用户的认知模式。建立在大型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基础上的频率原则，即按照义项出现的频率高低来进行义项排列，符合词典用户的认知规律，能够方便词典用户借助已有的知识理解释义并提高检索速度，或者通过激活相关知识而加深对义项的理解。《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三版）、《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第七版）等当代著名英语词典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义项排列的。逻辑联系原则则是把本义排列在前面，转义按与本义的语义密切程度依次排列。这样，围绕着中心义项，整个义项排列试图复现人类大脑中心理词库的语义辐射网络，从而体现出语义基于原型范畴（中心义项）向外扩展而形成放射结构的原型交际模式精神。这一排列方法关注到同一词目各义项间的内在联系，展现了词目各义项间通过隐喻和转喻而进行的发展，有助于词典用户提高词目检索的效率，更有利于他们的词汇认知习得。例如：



head
 noun


1
 the part of your body above your neck 头


2
 -headed
 having the type of head mentioned 有…的头


3
 a person's mind, brain or mental ability 头脑；才智


4
 the top, front or most important part 上端；前端；首要部分


5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a group of people 负责人


6
 (also head teacher
 )the teacher in charge of a school 校长


7
 heads the side of a coin with the head of a person on it（硬币上有人头像的）正面


8
 the white mass of small bubbles on the top of a glass of beer（杯中啤酒上面的）泡沫


9 a head
 the height or length of one head 一个头的高度或长度


10
 the part of a machine for playing tapes or videos (a tape/video recorder
 ) that touches the tape and changes the electronic signal into sounds and／or pictures（录音机或录像机的）磁头

选自《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无论如何，立足于人这一认知主体，积极构建认知释义机制，顾及人对语义概念的认知理解与认知习得，从《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建立的语义认知网络，到《柯林斯COBUILD英语学习词典》利用自然语言释义而对人的认知特征的迎合，以及其他更多的当代英语学习词典利用核心词或引导词揭示意义的网络关系，当代英语词典都体现出了解释学审视人类自我的精神。

四

语境概念最早由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利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提出，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或者语言性语境和社会性语境。语境概念的发现、挖掘与拓展也改变了人们传统上对语言及语言符号的认知与解释，它一方面使得多义的语言符号趋向单义，另一方面又使得语言符号拓展扩容，增生出所谓的“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语境意义的介入能够掩盖语言符号自身所具有的意义而成为交际的主要信息，从而从根本上控制着交际者对语言符号的选用（即具体的语言表征方式）与解释（基于语境的合法理解与反馈）。

解释学在语境层面上有着一个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从解释目的角度来说，传统解释学的目的是要为确定解释的普遍有效性提供一个为历史确定性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旨在避免任意的主观冲动与怀疑。从这一目的出发，传统解释学追求对文本的终极、唯一、确定和统一的意义的寻找与判定，即对万事万物的意义给予一个完全且总括的说明，甚至探究能适用于一切真理及整个世界的统一性。这一目的规避了意义生成所承载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动态影响，反映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企图。而在后现代解释学看来，这种对一般原理的追求是形而上学的假设，因而其致力于对这种普遍真理、方法及自我确信的形而上学假设的抨击，认为形而上学的所谓普遍真理不过是一种未加解释的偏见而已。而德里达则将这一理念推向了极致，认为解释就是“游戏”，是开放的，从而赋予了后现代解释学以开放性、无终止性的基本特征，旨在强调任何解释都不是唯一的、最后的解释。语境概念在后现代解释学中发挥出了至高无上的作用，事实上，后现代解释学用来解体“自我”的重型武器就是“语境主义”（contexualism），正如霍埃（D. C. Hoy）所说：“在任何情况下，自我的问题似乎总是语境化了的。……至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我们个人的本质问题则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显然，这一极端化的语境主义会将意义的确定与理解拖向虚无主义的境地，造成交际实践与研究的困难。

故此，本章在这里将传统解释学与后现代解释学的理念融合起来进行解读。后现代解释学对确定真理采取的是一种否定态度，它寻求的是开放特性，将理解看作是一种对话，厌恶对对话中对立面的轻视和压制，视对话理论为赖以生存的依据之一。从对话理论可以看出，后现代解释学强调人的自由创造性，重视认识主体在解释中的主动介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解释学形成了呼应，因为施莱尔马赫不仅重视语法和语义的解释，同样强调认知主体心理的解释在理解过程中的必要性。早期诠释学关注语义学规则，侧重于对文本的语言学、语义学分析，就方法论而言，它是独立于语境的（decontextual）。但是，语境的影响力是无法消解的，一旦回避了语言本身的流动性和多义性、语言运用中的个体差异性等因素，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有可能产生某种谬误，很难真正理解和正确解读文本，并把握作者的原意。这是单一的语义学分析必然带来的问题或局限。施莱尔马赫为此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学解释的规则。按照他的观念，把握作者原意的关键是重建作者的语境，只有从作者的语境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解读文本，而语言不过是思想的表达方式，作者个性化思想的形成和表达主要受其所处社会历史情境的影响。这样，作者语境的重建实际上就转化为作者历史情境的重建。可见，无论是传统解释学还是后现代解释学，语境在不同角度或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重视和应用，这显然是解释学的本体诉求。解释学实际上就是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而理解过程中误解普遍存在，其根源就在于文本作者和读者在时间、语言、历史背景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他们各自个性化的存在。因此，语境是意义解读与诠释的重要条件，它本身甚至就是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词典学向来规避语境或语用意义，事实上，词典意义传统上是作为语用意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词典意义是词语在词典中被阐释的意义，语用意义则是词语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意义。传统的词典释义视语词为孤立的语言符号，因而只是在概念的层面上处理语言，却不提示语词在有关语境中的潜值和潜在的使用方法。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可能造成词典使用者对语词意义的定势认知，而忽略了语词可能存在的意义潜能，因为词的任何释义表征都不能包含该词在不同现实世界语境中所能具有的全部繁杂而细微的信息内容；另一方面因为孤立的语言符号事实上并没有明确或固定的意义，语词的特定意义体现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所以词典使用者在这些静态而终极性的释义面前大都会茫然和不知所措，甚至造成使用错误。语境对于词义有着制约作用，词义的选择必须与语境相符，否则就会出现用词不当的现象。语境对于词义还具有显现功能，对多义项词义人们往往很难加以认知与把握，但在具体语境中任何一个单一义项都能够得到具体显现与确定，从而使用者可以轻易地加以体会与辨析。借助语境，词义可以被曲解或产生歧义，从而形成一种特定的修辞格，最终使得语言产生积极而生动的表达效果。王德春（1983：32）对双关语义进行研究后指出：“如果离开了言语环境，就将失去双关妙语的作用，显示不出强烈的修辞效果。双关如此，比喻、排比等等修辞格也一样，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很难说比喻得恰当不恰当，排比得适当不适当，很难说它们的修辞效果如何。”一言以蔽之，语境因素对传统词典释义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在词典释义中仍然沿袭传统的方法，把词典中的词看作是语言的标本，只注意其抽象性和概括性，完全不顾其潜在的使用规则或使用语境，那么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词义”（章宜华1999）。

语言的意义只能在使用中得以实现，这得到了当代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的有力支撑。“使用论”意义观认为，语词的意义取决于它们的使用效果或实际功用（Wittgenstein 1953）。Sellars（1963）认为，描述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要描述该语词在语言中的具体使用，即它在一定语言规则支配下所起的作用。“使用论”对新时期的词典编纂与研究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与指导价值。20世纪60年代以来描写词典学（descriptive lexicography）的兴起便是证明。语词的意义只能在词的使用过程中得以实现，使用规则对释义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对语词进行释义时不但要描写其语义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注意揭示和表述能把语词应用于语言中的各种规则”（章宜华2002：10）。情景语义学则认为，语词的意义并非指语义特征，而是指对情景特征的陈述。词的句法和搭配结构应该融入到真实的语言环境中，抽象的情景概念有助于在词典中建立语词的潜在使用情景。

正是在对传统释义批判与理性思辨的基础上，“多维释义”理论构建出具有多维性的释义方法与结构，体现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发生论本质或价值。正如章宜华（2002：86—87）所说：“消极型词典的释义方式是无法适应语言学习者需要的。……对学习型词典要采用积极型释义，对被释义词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语义表述，包括词的使用方法、使用语域、句法结构、搭配关系和语用规则。”法国的雷伊（Alain Rey）、雷伊-德博夫（Josette ReyDebove）、鲍狄埃（Bernard Pottier）等词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不同词典的释义方式都作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章宜华教授在这些专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法语主流词典，对积极型词典的释义方法与结构作了详细、深入的探讨，并总结出八种主要的释义方式和释义结构，即义素分析释义、形态-语义释义、实质性释义、关系释义、元语言释义、形式转换释义、原型释义与指物释义（章宜华2001a, 2001b；章宜华2002：64—85）。这八种主要释义方式和释义结构，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揭示出语词间细微的意义差别或联系，而且符合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认知学习规律，是“多维释义”理论建构的有力保障。

总体来说，“多维释义”理论所构建的释义原则与方法基于以下两种关系：

首先是系统关系。词与词之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系统关系。“系统关系在词与词之间构织了一个语义网络，这个网络的每一个节点都蕴含着各种意义关系。”（章宜华2002：176）“多维释义”理论重点设置的关系包括蕴含关系（包括上下义关系、交叉关系）、同义关系（包括指称辨析法、义项标识辨析法、变体标识辨析法、蕴含辨析法）、反义关系、派生关系与原型关系。充分利用这些系统关系进行词典释义，不但易于揭示出语词语义之间细微的区别性特征，更切合心理词库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学习者的认知习得。

其次是语境关系。在词典释义中，语境一般是通过搭配关系来表达的。理论上，一个词的词义可以通过不同的词汇搭配无限改变，每一种搭配都能够突出该词的某一语义特征，同时淡化或隐去其他的语义特征。可见，词汇的搭配关系对词义的影响是很大的。“传统词典一般回避搭配问题，而现代学习词典则应该在释义中以适当的方式反映这些规则。”（章宜华2002：195）“多维释义”理论根据Jackendoff的优先规则，按照与动词的“亲疏关系”把搭配成分划分为固有搭配、特别搭配、期望搭配、优先搭配、可能搭配、自由搭配与排斥搭配七种，并切实落实在词典释义中。Cruse把语词搭配功能称为“语义调节”，并指出“语义调节引起的词义变化是连续而不稳定的”（Cruse 1986）。这实际上从侧面证明了“多维释义”理论在释义中揭示语境关系的价值。

基于以上关系，“多维释义”理论归纳出积极型学习词典的动词释义特征（章宜华2002：132）：

（1）三分结构：释义语法条件的揭示、概念意义成分的表述与附加意义成分的标注；

（2）替换原则：释文与被释义词的句法功能或结构相对应，这样，释文与被释义词替换时，句子的句法结构和意义基本不变；

（3）离散型解述：为了确保释义的可替换性，保证释文与被释义词的句法功能相一致，释义大多只能由一个或多个同义或近义的结构短语或解释性短语构成，且前后或中间插入若干括注，把释文切割成若干片段；

（4）充分必要条件：释义或释文要提供构成词义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以便读者能从同一范畴的词中把释义词与其他词区别开来。

与传统词典释义相比，“多维释义”理论构建的释义特征有如下优势：

（1）运用句法结构和搭配结构，提供动词的使用规则，指明谓词与谓项之间的关系，使词典具有能产性，例如：



bear
 verb
 1
 [T] (used with can/could
 in negative sentences or in questions) to be able to accept and deal with sth unpleasant 2
 [T] not bear sth/doing sth
 to not be suitable for sth; to not allow sth


blanch
 verb
 1
 [I] (written
 ) blanch
 (at sth
 ) to become pale because you are shocked or frightened 2
 [T] to prepare food, especially vegetables, by putting it into boiling water for a short time

选自《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2）采用注释、用法说明、例证等辅助释义形式，有利于揭示词的语用和语义附加意义与区别特征，对词目释义起到必要的补充说明作用，因而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词义，并得体地使用外语，例如：



hear
 verb
 [T] (used about a judge, a court, etc) to listen to the evidence in a trial in order to make a decision about it: Your case will be heard this afternoon
 .


lie
 verb
 [I] to be in or move into a flat or horizontal position (so that you are not standing or sitting): He lay on the sofa and went to sleep
 .→ Remember that lie
 cannot be used with an object. If you put an object in a flat position you lay
 it down.

选自《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3）使用一定数量的基础词汇释义，使释文通俗易懂，例如：



lie detector
 noun
 [C] a piece of equipment that can show if a person is telling the truth or not


liquidate
 verb
 [T] to close a business because it has no money left

选自《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五

词典释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词典使用者的外语或语言学习提供帮助。传统词典释义没有考虑自然语言释义的构造成分及其特征，只对语词的概念作了简单的解释，这远远满足不了语言学习者的需要。另外，传统词典释义不符合学习者的认知学习特点。存储在他们大脑中的词汇知识可以看作是心理词库，像词典一样组织和存贮接收到的知识信息。所以，词典释义就要切合学习者的认知特征和需求，以构建一个动态的语义网络。“多维释义”理论克服了传统释义单一效用的缺陷，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释义价值的“多维性”，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综合揭示语词各个层面的意义，不但提供语词认知方面的信息，而且提供语词在实际运用中的语用信息和语用规则，从而满足读者实际使用语言的需求。

（2）释义使用的是完整的自然语句，反映出被释义词完整的句法结构、搭配成分和搭配关系。这不但有利于激活、发展学习者的语言语感，而且有利于他们抽象出语词必要的知识信息和规则特征，从而提高自主学习、综合运用的能力。

（3）充分利用语词的系统关系进行释义，不但使释文简单、易懂，而且能有效建立起科学的动态语义网络系统。这种释义模拟了本族语者的心理词典，切合了学习者的认知学习机制，有利于增强学习者的词汇能力。

“多维释义”理论立足于各种意义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跳出了传统词典释义的方法论窠臼，构建出了现代词典释义的新范式，从而把词典释义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不仅是词典释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架起了词典研究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必将促进现代词典学在新世纪科学、系统的发展。不管如何，词典学的“多维释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解释学的发展精神，无论是在传统解释学还是后现代解释学中，“以人为本”与“语境主义”都是两大核心理念。这两大理念也正是未来词典学释义走向多元化与深刻化的路径与驱动力，值得我们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探究与建构。


第六章

突破时空的制约

——专科或术语词典范式的理性反思与建构





概念是知识或思想的基本单元，是人们在一定阶段认识的总结或认识成果的结晶。任何科学研究的成果，都要以概念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所有的科学概念都是通过名称来表示的。所谓“名称”，就是科学概念的外部语言形式，即术语。可见，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从概念的知识本性出发，术语可以界定为科学技术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术语的集合映照的是特定的科学技术领域知识，两者借以概念的结点而相互关联。

基于知识体系，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呈现出观念的分野。现代主义知识观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主义知识观，寻求知识的普遍性、确定性与绝对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是建立在对现代知识观批判的基础上的。在包括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主义对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会导致知识的权威化和等级化，而对理性的片面理解和滥用，则会导致对科学知识的迷信和绝望，以及科学研究人文性格的损失。对比现代主义知识观，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呈现出以下特点
1

 ：（1）从静态、稳定的知识观到动态、生成的知识观。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知识是人们在某一阶段的认识成果，因而知识的本质是生成的，不可能完全“中立”或“确定”，需要得到不断的检验、发展与更新。知识就是不断生成与建构的“文本”。（2）从普遍的知识观到情境的知识观。现代知识的普遍性建立在“普遍的可证实性”与“普遍的可接纳性”两个概念之上，而后现代知识观则采用“情境性”来代替这种“普遍性”。依据情境性知识观，任何知识只是把握认识对象性质与关系的假设，永远有待进一步修正与完善，而唯有通过长期的亲身实践，人们才会领悟到这些情境性知识的存在和本质的内涵。（3）由积累性知识观到批判性知识观。从知识增长方式和机制的角度来说，积累性是现代知识增长的方式，后现代主义则主张知识不是积累起来的，而是批判的结果；前者的道路是唯一的，后者的道路是多样的。（4）从公共性知识观到个体性知识观。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既是公众的又是个人的，既离不开个体的交往实践活动，也离不开个体的人格特征。因此，知识的公共性是相对的，个体性则是绝对的，一切都必须通过个体知识的作用表现出来。

专科词典（或术语词典）是汇集或解释某一门类学科或某个领域的专业词语、专名和术语的词典。与语文词典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专科词典提供的不是词义，而是“知识”。因此，专科词典的核心是汇集各科知识的百科词典，依据的是知识的部门分类，各类知识的关系是在人类知识总汇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顺应语文词典大幅度发展的趋势，当代专科词典范式也发生了巨大演变。本章立足于现代主义知识观与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分野，对当代专科词典范式进行理性反思，尝试建构并描述当代专科词典范式与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特征之间内在的链接与互动机制。

一

工具书的产生与发展基于人们对特定知识或信息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及计算机技术在全球的逐渐普及，科技词汇的增加呈现出日益迅猛的趋势。这一趋势使得工具书尤其是专科词典的发展也更为迅速，出版、制作了大量标志着当今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新水平的新品种，并开发了新型的工具书载体，例如文摘版《读者期刊文献指南》、缩微版《英国传记档案》、《二十世纪录像百科全书》、“威尔逊光盘”（由J. J. 威尔逊主编的系列英语学习光盘材料）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下的社会信息化与信息社会化，显然使得人们对特定知识或信息的需要更趋于复杂化，因而用以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也不得不随之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都认为，知识信息化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作为以提供知识信息为核心任务的专科词典，其范式的变革与发展显然是受时代与社会语境影响的结果。

传统词典学奉行将“词语”和“事实”分开的原则，即严格区别语文信息和百科信息，这进而导致了语文词典和百科（专科）词典的严格区分：语文词典只能收录语言信息，而不能收录百科信息，反之亦然。其认定原理在于，释“名”就是提供有关“指物符号”的信息，因而是语文词典的任务；释“物”就是对“所指之物”的解说，因而则是包括百科全书各科目在内的专科词典的任务。这一原则形成了特定的词典学传统。例如，英国词典传统上都严格遵循这条原则，其语文词典传统上是把百科信息严格排除在外的。但是，后来由于受美国综合性词典（generalpurpose dictionary）对语文信息和百科信息兼收并蓄这一做法的影响，英国词典开始放弃其单纯的语文性传统而逐步增加百科信息的收入。对此，法国词典学家Béjoint（1994）是这样解释的：“这是因为，对于手头其他资料不多的大众来说，百科信息是他们所需要的。”据说，美国词典编纂家一直在努力编纂百科综合性词典，进一步强化语文信息和百科信息的融合与共存。事实上，21世纪的今天，不但是美国，就是其他国家的综合性词典也日益呈现百科性趋势——削弱传统原则的制约力，淡化语文与百科信息的界限，已经成为当代词典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也是如此，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就是一本兼顾百科知识的语文性词典，按其主编的说法，是力争“一书多用”。显然，这一趋势迎合了语言的生成系统特征，因为百科词汇同样是语言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使用者角度来说，也符合词典查询时百科与语文信息无差异性需求的自然状态，增强了读者的信息满足感。

这是语文词典的发展状况，那么，同时代的专科词典发展状况又如何呢？最近几十年来，专科词典无疑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历时变化。例如，琢行（1989）考察了我国自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共40年间的双语词典状况后发现，前30年的双语专科词典基本上都是“词汇对照表型”（即词条本身仅由源语词目及其在译语中的对应词语组成），既不对作为指物符号的词语本身作进一步说明（有些仅作词类属性标示），也不对词语所指之物作足可揭示其含义的诠释；但是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双语专科词典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型，例如详解专科词典、双解专科词典、图解专科词典等。琢行（1989）认为：“这标志着我国的双语专科词典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外的专科词典状况其实也大抵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专科词典范式的演变显然不能与英语单语学习词典同日而语，它缺乏后者的深度发展，呈现出混沌态势，更缺乏后者的理性与系统性。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其演变特征，我们便不难发现，专科词典范式显然也在努力突破传统词典学原则的制约，竭力迎合时代与社会的规约，而这首先被突破的原则，恰恰就是传统词典学所严格奉行的“词语”和“事实”或语文信息和百科信息分开的原则。也就是说，专科词典也在逐渐增强自身的释“名”功能。这显然是受到了教学词典新范式的影响。事实上，学界已经开始了以教学为视角的专科词典学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就是Fuertes-Olivera和Arribas-Baño编写的《教学专科词典学：英语-西班牙语商务词典的意义表征》（Pedagogical Specialized Lexicography: The Representation of Meaning in English and Spanish Business Dictionaries
 ）。该书是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自1999年开始推出的“Terminology and Lexicography Research and Practice”系列丛书中的第11本，于2008年出版发行。我们这里首先对这本书作个详细介绍，以期管窥专科词典学可能的发展状况与发展理念。该书共有六个章节：

第一章“介绍”，详细讲述了本书写作的背景、目的、材料、方法及梗概。具体来说，这一章揭示出了全书旨在讨论的四个问题：（1）商务词典如何在宏观、中观与微观结构中处理意义表征问题？（2）哪一种模式更适合商务英语和／或西班牙语学生的接受、产出与翻译任务？（3）是否可能将英语单语学习词典的部分编纂方法、实践与理论取向运用于LSP（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专用语言）词典？（4）是否能将商务英语单语教学词典的编纂方法、原则与实践应用到类似的西班牙语词典中？

第二章“商务词典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结构”，首先介绍了宏观、中观与微观结构三个概念，分析了三者间相互关联的方法，同时分析了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宏观、中观与微观结构不同构成的可能性；接着着重研究了所调查的商务词典处理意义表征方面的三个基本词典学问题，即同音（或同形）异义性、词条构成与多义性。Fuertes-Olivera和Arribas-Baño（2008：135）指出：“对商务词典宏观、微观与中观结构的研究表明，这三个元素（同义性、多义性与词条构成）一直没有为LSP词典学所重视。”他们的研究显示，现有的LSP理论词典学都基本缺失了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只有少数学者，例如Bergenholtz等（2009）、Bergenholtz和Tarp（1995）等，认同LSP词典学必须更新理论基础，而方法论就是借鉴普通语文词典中教学词典学所采取的方法。具体对于同义性，本章指出，LSP理论与实践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现有词典基本无助于学生、译者等用户理解商务领域的各种概念关系，所以编纂者应该竭力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为旨归，按照词目的不同语法范畴对同形异义性的词条进行处理。对于词条构成，本章则认为，词典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词条，从教学角度来说，除了有助于加快查询过程外别无益处，反而带来更多负面作用，例如更难揭示语域的概念结构等；再者，单语商务词典倾向于采用分析型结构，而双语商务词典则倾向于采用综合型结构，从教学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对于用户在执行解码任务时是有益的，但在执行编码任务时则帮助甚少，因为这拆散了复杂术语天然的主题分类。对于多义性，本章发现，所调查的商务词典都倾向于采取传统方法表征信息，揭示的明示信息（例如释义与对等词）明显多于隐含信息（例如例证）。事实上，这些词典并不重视隐含信息的表征，这无疑降低了其教学价值。当然，本章也指出，一些现代专科词典已经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教学论倾向，例如使用数字而不是字母来标注义项顺序等。然而，这些改进或变化显然不是广泛的。本章总结认为，商务词典完全有可能提高其教学功能，方法就是更为系统、更为一致地处理好义项区分（sense differentiation）与义项排序（sense ordering）问题。

第三、四、五章分别针对商务词典微观结构处理意义表征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具体分析与研究。

第三章“商务词典的释义”，调查了部分单语词典所采用的不同类型的释义方法，并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LSP词典中的意义表征必须迎合作为教学工具的词典的使用，因为词典已经成为二语学习者的一件不可或缺的查考工具。词典的这一崭新角色必然对LSP词典的释义风格产生冲击。为此，本章调查了单语商务词典所使用的不同释义风格：术语型、百科型与语义型，并分析它们如何处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释义。数据显示，三种不同类型的释义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术语型释义也并非更准确、更充分；百科型释义一般不为教学型词典所用（大概因为它们只传达事实信息，而不传达概念知识），百科型释义与纯粹概念型释义也并无太大差异；语义型释义近年来已经成为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认知机制与意义处理构建出新的释义程式。正是基于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本章认为，LSP词典应该采用更为简单的释义风格，以期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编码与解码任务。然而调查显示，现有的商务词典大多一味采用传统的释义风格而忽略了用户这一主体，所提供的概念信息极为不足，学生使用起来很困难，也很复杂。为此，本章建议，由于COBUILD的释义程式简洁明了，交际信息量大，融合了语言与情境因素（成分），因此LSP词典可以有意识地采用这一释义程式，这有助于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句法与搭配信息，能够给特殊语言学生以更多的帮助。本章强调指出，单语LSP词典应该采用有助于学习者进行编码与解码的释义风格。

第四章“商务词典的对等”，以双语词典为研究对象，首先回顾并评析了翻译与双语词典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然后描写了“对等”的概念与思想，最后针对积极型与消极型双语词典处理对等问题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数据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本章认为，LSP词典学中的对等概念涉及两个根深蒂固的信条：一是语际间的文化趋同（proximity）或差异，二是词典所涉领域中民族传统的存在或缺失。例如，在商务或经济领域就有着两股对立的力量：一股关注民族传统，因而强调差异的重要性；一股促进全球化与统一性。本章研究发现，关于对等问题，现有的双语商务词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教学词典学的部分原则，例如提供对等词在词汇具体化定夺中的语境，但是远没有触及教学词典学中的一些重要教义，例如没有一部词典在进行积极型意义处理时采用“解释原则”（explanatory principle），而是倾向于采用双语词典学的传统方法，即翻译原则（translation principle），而非执行认知取向。总之，从教学词典学角度来看，现有双语商务词典最主要的缺陷之一就是对对等词没有进行意义消歧（meaning discrimination），没有应用双语词典学的原型理论；即便作了意义消歧处理，消歧的手段也不系统、不一致。所谓意义消歧，是一种元语言工具（meta-linguistic device），旨在揭示意义部分对等的对等词间的语义或语体差异，从而有助于词典学习者挑选出语义与语用最适合交际语境的对等词。对于词典的意义消歧而言，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何时使用意义消歧手段；二是使用何种意义消歧手段；三是在何种语言（母语还是外语）中进行意义消歧。学界普遍认为，对于积极型词典而言进行意义消歧是必要的，对于消极型词典而言没有必要，而本章则研究指出，进行意义消歧对于消极型词典而言有时同样必要，特别是当词头是多义词或有着很多相互关联的不同义项的时候。最后，本章揭示了意义消歧的八种主要手段：标点、释义、同义词、例证、语法范畴、用法标注、使用语境与百科信息。

第五章“商务词典的例证”，研究了例证在商务词典中的重要性。例证不仅能够揭示出词目词的语法、用法、意义、搭配等信息，而且将词目置于特定的时空语境之中，有助于更新词目词潜在的语义、语法、语用等信息。本章首先为词典学中的“例证”概念作出了一个操作性定义，然后针对所调查的商务词典中的例证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研究，并针对结果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现有词典中能够将词目词语境化的例证的比例仍然相当低：百科词典根本不使用例证，而绝大多数词典根本不关注“符号分类”（semiotaxis）概念，例证选配非常不系统。尽管现有的词典在竭力迎合学生与／或译者的需要，但是词条中的例证设置并不丰富，而且所配例证多半是自造例，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基于专门语料库选配的。更为重要的是，例证选配的取向各不相同，功能取向则几乎被完全忽略。为此作者建议LSP词典学应该逐步引进现代词典学原则，具体做到以下四点：（1）LSP词典应该建立词典例证的分类学，吸收教学词典学区分例证与引证（quotations）的做法；（2）应该区分以词组和／或分句为形式的“死例”与以句子为形式的“活例”；（3）应该系统使用标注例证及其顺序的印刷格式；（4）应该提升例证的使用层次，即例证应该迎合对等词的用法，例证能够用作对等词，例证在没有对等的情况下能够用作对等词的替换词。

第六章“结论”，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全书针对LSP词典的教学性所作的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第二部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部分指导意见，并特别讨论了双语商务词典的一种意义表征处理模型。该模型建议，双解商务词典应该采取单向取向（mono-directional orientation），因为它是以商务英语课程的西班牙语学生为目标对象的。

本书坚持认为，LSP词典学必须吸收教学词典学的部分内容到自身的编纂实践中，着力满足LSP用户对L1（First Language，第一语言）与／或L2（Second Language，第二语言）的概念与语言信息需求。为此，本书把词典用户分为五大类：专业人员、半专业人员、外行与初学者、笔译或口译等人员、LSP学生。为了满足这些人群不同的需求，教学专科词典应该遵守四条原则：（1）吸收并应用语言理论的新成果；（2）关注用户的需求；（3）利用语料库进行编纂；（4）简要介绍该词典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基于这一初衷，教学专科词典应该提供五大类信息：（1）新词新义；（2）旧词新义；（3）词汇间的形式关系（例如形态关系）与意义关系（有助于意义消歧、构造词汇语域）；（4）词汇分别在语法、搭配、语用与话语层次中的正确与适宜用法；（5）词汇的专业领域知识。依据这些理论铺垫，该书分别构建出教学型单语与双语LSP词典的意义表征模式。

单语LSP词典应该采用以下原则：（1）特别关注现有LSP文本中出现的所有词汇；（2）利用控制词汇构造释义模式；（3）提供语法信息；（4）认真处理搭配与同义词，以及发音与拼写规则；（5）依靠语料库语言学，使用电子处理方式；（6）简要介绍该词典所涉及的学科领域；（7）认清同音（或同形）异义性是建立术语集（表）的主要问题；（8）适当改进词条安排的标准，例如采用字母顺序编排法的同时采用分析型宏观结构及合理的参照系统；（9）强化明示信息的价值；（10）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释义；（11）选配例证和／或引证，具体说明用法，并为具体说明提供参照（这说明LSP例证应该阐明语词或词组的搭配、语体、句法、形态、文化、意识形态与概念特征）；（12）区分所用例证的不同类型。

双语LSP词典除了提供对等词外还应该采用以下原则：（1）既提供交际功能信息（包括语音、正字、形态、句法、语义与语用信息），也提供概念知识信息；（2）详细介绍该词典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并提供双语对照版；（3）消极型（passive）LSP词典的宏观结构采用分析型方法编排（词条采用严格的字母顺序编排法），积极型（active）LSP词典则采用综合型方法（词条顺序要么采用不严格的字母顺序法，要么根据需要安排字母顺序）；（4）内向型词典采用“解释原则”，即“释义（L2）+对等词”（COBUILD的释义风格是上佳选择），对等词注重语义与语用概念等值，并明示语义和／或语用等值的程度（例如完全等值、部分等值、零等值等），外向型词典采用“翻译原则”，只需要“对等词”，对等词注重语义与语用概念等值，使用意义消歧手段明示语义和／或语用等值的程度（例如完全等值、部分等值、零等值等），揭示具体语境中的特殊用法；（5）使用例证是意义表征的重要方法，按照“语义标准”（凸显词目的特殊意义或区别性意义）从语料库中选取，按例证中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顺序编排，在消极型词典中揭示语境变体的例证可以译为用户的母语（L1），积极型词典中的例证都需要译为外语（L2）。

可见，《教学专科词典学：英语-西班牙语商务词典的意义表征》构建出了一个标准的教学型专科词典的释义模式。显然，这一模式在实际的词典编纂实践中不可能被完全采用，这至少涉及两个原因：第一，大部分专科词汇的语言性信息的确单一；第二，词典的空间的确有限，并承受着来自商业因素的影响。但是，该书的研究对于专科词典学而言无疑是革命性的，彻底摧毁了传统词典学给语文信息与百科信息设置的壁垒，但又有着其学理的通融性：第一，专科词典收录并解释的词目词本质上确是指向“所指之物”，但其自身也确是“指物符号”，即是语言性的，因而必然在使用过程中获得了作为语言的质的规范性与规定性；第二，作为用户或学习者而言，查询词典时对百科信息与语文信息的需求是无差异的，了解、把握专科词汇的意义是一个要求或能力，借以语言方式（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正确、地道地使用它们则同样是一个要求或能力。双语专科词典则使词目词语文信息的提供更为必要。原理很简单，双语专科词典毕竟是以外语作为其中一个方向的语言，普通人通常并不完全具备这一外语能力，因而会在读音、不规则变化和构词等语言层面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帮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专业领域并非完全是普遍性的，概念是思维的最小单元，呈现出全人类性特征，但是名称则因语种的不同而不同，民族间、文化间存在着差异。Bergenholtz和Tarp（1995）曾就此进行过研究，认为在涉及文化依赖的词汇时，使用者的本族语就会影响到百科信息。他们为此将专业领域区别为两种，即文化依赖的专业领域与文化独立的专业领域。他们认为，对于文化依赖的专业领域，来自另一文化的使用者不仅需要了解专科信息，还需要将这些信息与其母语文化作出对比分析。因此，这就需要双语专科词典为词目词提供必需的文化背景信息。教学型专科词典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后现代主义动态、生成的知识观。借助“指物符号”的“所指之物”（信息）不可能永远如此静态、如此中立，也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生成的。“所指之物”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在“指物符号”的情境性中加以把握，通过考察“指物符号”的情境性挖掘“所指之物”的变化与发展，然后或修正、或完善。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教学专科词典学：英语-西班牙语商务词典的意义表征》构建的教学型专科词典释义模式在词典编纂实践中不可能被完全应用，但当代词典学显然在努力践行着教学词典学的一些理念与功能。例如，卢思源主编的《科技英语词语用法词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Usag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和短语的顺序排列，收录并详尽解释了科技英语词语403组，逾1,400个词条。每组词语的第一部分为辨析，阐明科技英语词汇的含义和用法，指出词语间的异同；第二部分为例句，选自英、美等国最新出版的书刊，内容丰富而典型，并全部被翻译成汉语，便于读者通过阅读和比较了解这些词语在当代科技英语中的正确运用。该书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专门论述EST（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技英语）常用词语的用法和词义区别的词典，能够给理工科的大学生和科技行业的工作人员在阅读英语科技书刊、撰写和翻译英语论文及科技报告时提供及时帮助。再如，克拉普主编的《兰登书屋袖珍英汉法律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收录了法律专业各方面术语，释义简要精当，同义异称、参见、比较条目均在定义之外注明。与一般英汉法律词典相比，该词典不是简单地将中文译名与英文术语并列，而是利用丰富的例证说明术语的实际应用。大量法律用语除给出定义外，还附有常用搭配（词组），以帮助读者掌握术语的具体用法习惯，也为起草、翻译文书等活动提供了范例与佐证。再如，全新的《布莱克法律词典》（第九版）（Black's Law Dictionary
 ，2009）经由全球知名的词典编辑专家Bryan. A. Garner重新编辑和整理，新收录了超过45,000条解释和3,000条摘自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权威著作的引文，新增2,500个词条，超过1,000个法律相关的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以及5,300多条单词的不同拼写方式和同义词，清晰标注被英、美裁判文书初次引用日期的精选法律术语，可以称得上是法律领域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同时，该新版词典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美200多名律师的协助，他们谨慎地评审了词条的定义，使其为法律专业人士提供更权威、专业的内容。

二

根据传统词典学的界定，专科词典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只收录属于某一专科范围内的语词。这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的语词或“名词”（这不同于语法学中的“名词”）又叫术语（terminology），是用来表达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一门研究全民语言词汇中专业术语规律的语言学科便是术语学。具体来说，术语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专业术语的理论、实践和方法。因为术语表达的是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术语学具体研究概念的成分和结构、概念的特征、概念的定义方法、概念的交叉关系及概念体系等问题。西方是传统术语学理论的发源地。英国术语学家Sager（1990：3）曾经解释过英语词汇terminology（术语，术语学）的三个不同含义，我们由此可以加深对“术语／术语学”的理解：第一，表示专业术语工作的实践和方法，即研究怎样收集各种术语，怎样描述这些形式各异的术语，怎样表示这些术语；第二，表示研究专业术语的理论，即研究术语的性质、术语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术语的定义原则等理论问题；第三，表示某个领域中专业词汇的总体，即某个领域中全部术语或专业概念的语言表达的集合。

根据Sager的解释，术语作为科学概念的载体，本质上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或者说，术语反映的是人类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这样说，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术语。由此出发，术语学本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研究，探讨的是术语与科学概念所依附的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术语的研究水平，则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知识积累和科学进步的程度。这就使开展术语学研究获得了充分的必要性，促使我们努力把以语言教学与使用为中心的应用语言学研究同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密切联系起来。

纵观专科词典学或术语学史，术语在传统上一直被看作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失却时空的差异。这一理念显然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术语名称或含义的演变其实映照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或发展状况。一个新科学概念的产生，一个旧科学概念的消亡，都是通过术语来展现的，而科学技术显然有着时空差异性。这从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就可以看出。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产生了以“蒸汽机”等为代表的一批科技术语；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产生了以“电磁学”、“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原理”等为代表的一批科技术语；20世纪以来，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产生了以“放射性”、“相对论”、“量子理论”等为代表的一批经典科技术语。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断地催生出新的学科、新的概念、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也就相应不断地产生出大量的专业术语。这是基于“时”的差异而导致的术语演变。基于“空”即地域的不同，术语也常常会产生分歧。我国海峡两岸对许多术语的翻译就存在着很大差异，尤其是那些新学科里的术语。例如classical mechanics，大陆称为“经典力学”，台湾称为“古典力学”；而laser在大陆称为“激光”，在台湾则称为“雷射”。跨国度、跨民族、跨文化间的地域差异，对术语而言则更是一个宏大的变异参数。具体而言，术语的时空变异可能是由于定名方法的不一致，或是遣词用字的习惯不同，或是各行各业的惯用状况不同，或是传播与翻译方法间的差异而产生的。

不同时空下术语的变异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科技术语状况的混乱、不统一，最终给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带来不便，甚至是损失。例如，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对统一科技术语提出了迫切要求，如果没有统一和规范化的术语，计算机技术在对语言文字进行信息处理时将会困难重重。再如，近年来在生产、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由于术语的内涵不一、理解不同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事例时有发生。在当下的信息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给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术语使用不规范，承载的信息就会失真，从而导致信息传播的误导与失败，给社会生活造成重大损失。可见，审定、统一、规范科学技术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和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图书和教材的编纂出版、文献的检索、科技情报的传递、贸易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以看出，科技术语的统一、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或从学科角度来说，现代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志。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近年来术语研究成为当代语言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动力正源于术语的规范性与统一性在当今世界的重要作用。那么，如何提高现代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水平呢？本章认为，这首先要从学理上突破传统术语研究共时、静态或僵化的时空观，既要加强对术语基于符号与内涵演变的动态描写，也要重视并发挥术语在揭示知识本体的同时作为思想和认识交际工具的功能。要做到这些，切实把握术语与符号学（semiotics）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切入点：术语是一种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约定性符号，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它就是语言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这一定位一方面反映出术语学在人类现代知识总体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则把术语学的研究中心从传统的概念目标转向语言目标，以探索传统术语学可能未触及的若干层面的术语使用问题。国外词典学界通常按照“语言功能”的不同把词典分为“专用语言词典”和“普通语言词典”两种，其中，包括传统意义上以收录术语为中心任务的专科词典在内的专用语言词典首先被认为是语言词典，其次才是学科知识词典。这一分类显然有着其学理的充分性与解释性。从“语言”这个视角出发，本章上一节的研究聚焦于术语的语言性教学与使用，Neilson（1994）将双语专科词典的功能定位为“帮助读者翻译、写作和理解”，主张提供充分而详尽的语言信息，包括术语使用、个性化词语搭配等，以满足本领域业内人士交流的需要，因此该节的研究获得了现实动力与理论归因。这一节我们则努力立足于术语作为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角度，彰显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对于术语交际功能的意义。Neilson（1994）认为双语专科词典不应仅是消极地提供对等的译名，更重要的目的应该是解决跨文化、跨语言交际中的专业语言障碍。

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既是公众的又是个人的，既离不开个体的交往实践活动，也离不开个体的人格特征。因此，知识的公共性是相对的，个体性则是绝对的，一切都必须通过个体知识的作用表现出来。这一公共知识观与个体知识观的区分与联系，突出了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在新时代的意义与作用。这是一个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专业领域人士的工作与交流都应该是信息化的、国际化的，其个体性知识本质上是公共知识的具体体现，因而需要公共知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跨文化、跨语言的“公共性”，否则就有可能妨碍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对于术语而言，这种跨文化、跨语言“公共性”的要求就是确保术语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与规范化，以促进国际范围内任何专业领域的有效交流与合作。这是术语统一与规范化的一个时代新要求：围绕着“国际化”概念展开，强调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利益、个体国际交流能力与国际规则知识的掌握与获取。对于一个特定国家或民族而言，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服务于该国家或民族的学术／教育“国际化”和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的一项具体举措。

这个视角下的术语统一与规范化解读可以与我国大学外语教学的改革联系起来。我国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由此出发，培养学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时所需要的英语沟通能力就成了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束定芳指出，“很多学校已经意识到，英语课程应该与专业课程结合，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使用英语的能力”（参见陈伟2013）。对于特定专业领域而言，大学英语教学的任务除了应该帮助学生用英语获得本专业领域的知识外，更应该帮助学生提高用英语进行本领域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在该能力要素中，统一、规范地掌握术语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这就对包括专科词典在内的教学工具提出了要求。

事实上，当代专科词典编纂实践一直在试图加强所收录术语的统一性与规范性。例如，克拉普主编的《兰登书屋袖珍英汉法律词典》没有仿照传统方法简单地将中文译名与英文术语并列，而是利用丰富的例证与常用搭配来说明并凸显术语的规范性使用情况。《布莱克法律词典》（第九版）为了确保法律术语的规范性，在编写过程中始终求助于全美200多名律师的支持与帮助，谨慎地评审词条定义。与单语专科词典相比，双语专科词典的术语规范化处理可能更为复杂：（1）不同专业领域内的现有术语，或不断涌现出的新术语，如果只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对译，就达不到把（新）术语所表达的（新）概念和（新）事物完全介绍给异国读者的目的；（2）这需要国际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任何单一国家的自我努力都是无效的。

与实践相比，国内外学术界与出版界进一步加强了对术语统一与规范化的理性研究工作，典型事例就是高密度地召开各个层次的术语（学）研讨会，以推动术语学的建设、发展与规范化工作。例如我国一直重视术语规范化建设，视之为发展科学技术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并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牵头成立了“中国术语学建设暨术语规范化”研讨会组委会，到2014年已经成功召开六届，极大地促进了术语学在我国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丰富了术语学学科范式。这些研讨会一方面深化了术语学研究的内涵，推动了术语基础理论、术语翻译、术语立法、术语政策、术语规范与审定、（双语或多语）术语库建设、术语教育、计算术语学、术语与知识工程等领域的前沿性建设；另一方面则积极拓展了术语学规范化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加强了语言学理论、外语教学、词典编纂、翻译实践等研究方向与术语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机制。

我们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国内外最近召开的几次术语研讨会。

2008年，“国际医学术语研讨会”
2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召开。这次研讨会有着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随着中医药日益走向世界，国际医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医药学的进展，中医药界与国际医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医学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对于促进医学发展及中外医学交流愈发重要，而中医药术语的规范化则是我国中医药实现现代化并走向世界的重要步骤。在这个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医学术语标准研发组织等机构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积极展开中医药学术语的标准化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全国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先后设立“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中医外科皮肤科肛肠科眼科耳鼻喉科骨伤科术语规范审定”等项目，规范公布了5,283个中医药基本术语，2,427个中医内妇儿科术语；圆满完成了《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学名词：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中英文名的审定，目前正在进行中医外科、肛肠科、皮肤、眼、骨伤、耳鼻喉等学科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工作。在这次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就中医药术语的特点及规范化目的与规范化原则、中医药术语英译的原则与策略、医学术语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极大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中医药学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2014年，第四届“术语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
3

 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来自俄罗斯、中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芬兰等国家约50名专家学者就“术语与认知”研究展开研讨。针对术语进行认知视角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认知是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作用于人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在心理学上，认知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加强认知视角的术语学研究，将人这一认知主体的信息需求特征与信息加工能力纳入到术语学的研究与实践中，这对传统术语学而言必然会带来革命性影响，并引发深刻的范式革命。例如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的孙淑芳从构词学视角分析了计算机术语的语义构成、形态构成、句法构成、借用外来词的构成方式等，尤其对计算机术语的隐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外部特征相似、功能相似以及认知隐喻等观点，这为汉语计算机术语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和丰富语料。在这次研讨会上，术语的哲学问题、术语编纂发展史、对比术语研究、术语研究的社会语言学问题等都受到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关注。

2008年，我国国家邮政局召开了“《邮政业术语》国家标准研讨会”
4

 。会议强调了邮政业术语标准对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其基础性作用，认为在目前邮政业各类市场主体众多、彼此概念不一致的情况下，开展邮政业术语标准的制定工作非常重要，希望国家标准能够及早出台。会议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该标准应主要界定邮政业中最基础的通用术语，以满足社会和用户的需要；二是术语的界定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到有所依据，但考虑到邮政业改革发展的现实情况，部分术语的界定也应有所突破，使其具有前瞻性；三是按照术语标准制定的准确性、适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对术语的整体结构作适当调整，避免循环定义和同语反复。这次会议认为，制定《邮政业术语》国家标准，规范全社会邮政业用语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国家邮政局将组织开展大量的调查和研讨工作，不断修改完善标准文稿，最终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2009年，“景颇语新词术语规范研讨会”
5

 在云南省芒市召开。从1998年开始，这一会议每年定期或不定期举行1—2次，至2009年已举行了15次，规范新词术语近5,000条。这次会议对2009年度收集整理的新词术语、还未收录到《汉景词典》《景汉词典》《景颇新词术语》中的新词和正在使用但存在疑问的词语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讨论。原计划规范443条新词术语，最后规范统一了650条。与会代表还就新词术语的翻译进行了理性探讨，认为新词术语应该尽量采用本民族的习惯法来翻译，力求通俗易懂。

不同时空使得同一概念的术语呈现出不同形式，或因所在学科不同而不同，例如vector在数学中是“向量”，在物理中则是“矢量”；或因译法的不同而不同，例如probability就有“概率”、“几率”、“或然率”等多种中文译法。不同概念的外文可以翻译为相同的中文，例如quality和mass的中文译文都是“质量”。同一概念甚至可以具有不同的中文及外文术语，例如“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和“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的概念完全相同。可见，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条件，由此也上升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战略问题。例如，我国海峡两岸科技术语有许多不统一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在科技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过程中，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征求港、台等地区科学家的意见，并审定出版名词术语的繁体字版，加强交流，以期实现术语的统一。

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问题非常复杂，需要调动全社会与国际的力量：既需要国家机器与国际社会的组织力量，也需要各行各业权威专家的协调与努力；既需要健全审定体制，不断完善术语的审定工作，也需要充分利用和参考国内外与术语有关的最新权威资料，例如著作、教材、词典、百科全书等；既需要结合术语审定工作的实践，逐步开展术语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从而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与术语相关的实践工作，也需要系统建设囊括各专业领域、高质量的术语库，做到融合单语术语词典与双语术语词典、专科词典与语文词典、描写词典与教学词典的不同功能，为各种文献的编制、检索和翻译提供服务，为国际联网服务，同样为名词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服务。

三

后现代主义起源于现代主义内部的一股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纯理性及功能主义的反叛，它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遵循人性经验的主导作用，强调时空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纵观当代专科词典的范式演变过程，无论是立足于术语的语言性而彰显术语的教学功能，还是立足于术语的交际性而强调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本质上都是在突破时空制约的前提下彰显人性的主导价值。这一角度也预示了专科词典或术语学未来发展的三个走向：

首先，专科词典将会与语文词典越来越趋同。Fuertes-Olivera和Arribas-Baño（2008：12）编写的《教学专科词典学：英语-西班牙语商务词典的意义表征》为此作了注脚：“英语单语学习词典一直走在词典研究与实践的前列，其词典策略与理论取向都是开拓性的，因此，将其实践、策略与理论基础应用到面向商务英语和／或西班牙语学习者的新型LSP单语与双语词典编纂中，就获得了可能性与适宜性。”践行语文词典甚至是教学词典的精神，在努力提供学科概念知识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强基于术语语言性的教学功能，当是专科词典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其次，借助新媒介与新技术，建立各专业领域在国际范围内的术语库，并存储于网络，从而推动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这一趋势一方面凸显了术语学在信息化时代作为一门融合语言学研究与科学技术现代化尤其是信息化社会进步性的基础学科和领先学科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后现代主义向来对新媒介、新技术与智能机器寄予厚望（参见利奥塔1996），新媒介与新技术的效果之一就在于人对社会文化、现实观念的转变。

再次，专科词典将会越来越趋于大众化。这里的“大众化”并非指所收录术语的内涵或内容，而是指术语使用或传播的方式。词典本质上是一种传媒方式，而传媒具有两种基本功能，即信息传递功能和娱乐功能。潘知常、林玮（2002：273）指出，大众传播的最大特点在于接受者是在自由状态下面对传媒；大众传播的本质除了指传播的覆盖面和受众的多层次外，更主要指受众对信息的可选择性、信息的丰富程度以及商品化的娱乐服务内容的提供。毫无疑问，在信息化、娱乐化、全球化时代，专科词典将会呈现出从以往严肃、清高的圣坛走向大众传媒化的发展趋势，成为我们社会中各种信息传播的一种基本媒介。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而兴起的阅读数字化潮流显然有助于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

注释


1
 　本部分内容参见百度文库《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huedXJbSSRH9Bqlc_GneiYOfE4eP0Qf4JVZhKNSvoFzIbJg6KVvVA5UaCa1qO-grWnW0Wd00AVQegvAqGBz6tUlJeDCWopx_G_oOCZIi，2013年1月23日）。


2
 　参见“2008国际医学术语研讨会在京召开”（http://news.pharmnet.com.cn/news/2008/02/20/222140.html，2008年2月20日）。


3
 　参见“术语研究成语言学热点问题”（http://www.cssn.cn/sjxz/zxdt/zxzx/201406/t20140618_1216347.shtml，2014年6月18日）。


4
 　参见“国家邮政局召开《邮政业术语》国家标准研讨会议”（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0806/t20080624_153376.html，2008年8月24日）。


5
 　参见“景颇语新词术语规范研讨会在芒市召开”（http://www.dhtjb.com/Html/2009111891157-1.html，2014年5月25日）。


第七章

建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领域

——词典评论范式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精神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撰写出版了《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 Body, Nature, and Place in a Hypermodern World
 ）一书，站在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精辟论述，特别批评了现代人对新技术的盲目崇拜，作者为此呼唤“真”的复兴，认为在批判现代性与解构主义中生长起来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有助于“真”的复兴。正是在这本书中，斯普瑞特奈克完整提出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后现代去中心、多元、普遍联系的思想与生态危机意识结合起来，“（本书）贯穿了一个追求‘真实’（the real）的想法，提出‘真实’则是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所看到的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包含了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整体”（斯普瑞特奈克2001：4）。生态后现代主义强调世界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活的生态系统，因此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主张彻底扬弃和批判机械主义自然观和二元论，极力以一种整体有机论和非二元论的生态方法看待人与自然、肉体与精神、自我与他人等方面的关系，并解决现代性危机，重建和谐世界。简单地说，它的价值理念是一种以整体思维为出发点、以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世界观，认为真正的时代精神应该是“生态的”。可见，生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本体论和崭新的生态世界观，凸显了生态哲学未来发展的总趋势。

词典评论活动（dictionary criticism）与词典理论研究是相伴相生的，“词典理论的研究最初正是从词典批评实践开始的”（魏向清2001）。词典评论与词典理论共同构成了词典学的核心内容。就本质属性而言，词典评论是理论词典学（academic lexicography）的一个分支，属于元词典学（meta-lexicography）范畴。“评论”或“批评”一词大多是与效果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但鉴于词典评论对象—词典产品身份与功能的复杂性，词典评论的实践效用和研究价值至少反映在以下三个层面（陈伟2003）：（1）介绍、推荐新辞书、好辞书；（2）评优揭劣，促进提高辞书编纂质量；（3）丰富、拓展元词典学理论。然而迄今为止，词典评论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仅仅在评论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或学科范式，词典评论学或批评学还没有真正建立。本章旨在从生态后现代主义视角，对词典评论范式的建构进行一些理性思考。词典就宛如一个“真实”的世界或生态系统，所以本章的研究更多地基于一种隐喻意义，以彰显词典评论活动中秉承生态后现代精神对于词典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意义。总体来说，摒弃传统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和二元论而采用整体思维的方法论，摒弃传统点评式、感想式的纠错正误而贯彻学科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这应该是任何“评论”或“批评”研究的现代科学趋向。

一

所谓评论，顾名思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活动，即“评”和“论”。词典评论中的“评”，就是针对对象词典在各个层面和结构上的体现作质量上的公允评估；“论”，“就是要从辞书学理论与多学科、多维视野角度，给所评提供立论根据与论证基础，并对其中某些理论问题，作适度的创新阐发”（邹酆1994）。高兴（1998）对此作过具体阐述：





光评不论，只就辞书谈辞书、就现象谈现象，文章就失去了意义上的普遍性，也就削弱了辞书评论的指导作用；无评空论，会使文章空洞无物，削弱说服力。所以二者不可偏颇。只有二者有机统一，才能全面提高辞书评论质量。





现行的词典评论活动，就其实践状况而言，不但产品（评论文章）的量大，评论的手段也多，范围也广。然而该状况的不成熟性就在于，这些评论大都“重实例，重描写，轻论说”（Chan& Taylor 2001），尽管评论活动非常频繁，但“一直困扰于个人偏见，而非长于客观标准的应用”（Hartmann 1996），“很少注重辞书评论深层次的方法和标准”（Jackson 2000），因而缺少评论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

科学理论范式的构建，必须基于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事实上，词典学界大都认为，词典评论活动目前这种表面繁荣、实质非理性的状态的产生，关键在于缺乏一套科学的评论方法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评论标准，正如Jackson（2000）所呼吁的：“辞书评论不仅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且方法论要明晰，标准要详尽。”然而本章认为，方法论只是价值理念的具体表征，构建科学的词典评论理论范式并形成有效的评论张力，从深层次的根源来讲还是在于从事词典评论活动所依据的价值理念。

前面已经提及，所谓的“评论”或“批评”一词根本上是与效果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效果”则是与特定的行为或认知主体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效果”，是“经过人的努力或某种作用而产生的原来希望的变化”（施光亨，王绍新2011：1168），或者说，效果指人实践的客观后果。可见，“效果”的发生至少涉及两类主体：第一，“效果”或行为的制造者，这是与“动机”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指人行动的主观愿望，任何行为都是由一定动机引起的，动机是效果的行动指导，效果则是动机的行动体现和检验根据；第二，“效果”的感受者，动机和效果理论上应该是统一的，但有时客观效果并不能完全反映动机，好的动机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可以从效果制造者的角度加以考量和评论，但更需要从效果的感受者或行为的社会接受者角度加以考量和评论。效果考量或评论所依赖的“主体”不同，就会形成评论实践的不同视角，最终形成评论实践的不同价值理念。该价值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评论实践的方法论。

传统的词典评论实践多采取点评式、感想式，意在纠错正误，其考量或评论所依赖的“主体”只是“效果”或行为的制造者—词典编纂者（及延伸的词典出版者）。事实上，传统的词典评论正是紧紧围绕着这一主体展开的，更多地彰显了词典编纂者的身份与作用。如果纵观词典的编纂过程，这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词典编纂犹如建设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编纂工作前的用户调查、市场调查、语料收集及编纂人员、编纂原则与体例的确定，还是编纂过程中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的建构与把控，抑或是编纂工作完成后的校对修改、出版发行、质量评估等，词典编纂者都是这个立体、多维过程的核心和动力源。词典编纂者总是在词典中对其主观的编纂动机及方法论作学术性描述，因此，围绕着词典编纂者而开展的词典评论实际上往往就是考察这一主体的动机与其行为方法—词典编纂方法及行为产品—同词典文本之间的切合度。尤其是词典文本，作为词典编纂者动机的呈现载体，毫无疑义地成为了以考量和评价“效果”为核心任务的词典评论活动的中心。这符合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因为“传统的社会科学家通过阅读以求发现作者的意图”（罗斯诺1998：56）。这个角度的评论有两点值得思考与质疑：第一，客观效果有时并不能完全反映动机，好的动机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第二，词典编纂者根据其自身的知识背景、学科素养、审美观念与价值判断，决定词典的宏观及微观结构、知识内容、表现形式等一切层面的问题，这一“效果”根本上是词典编纂者自身动机的验证与体验，而疏离于词典的真正接受者—读者的意识与特征。词典编纂者设定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是否能为词典读者所接受？词典编纂者意在提供的知识信息是否正是词典读者所真正需求的？词典编纂者设置的教学或认知机制是否符合词典读者的认知学习机制？这些都是立足于词典编纂者视角进行词典评论活动时不能回避并不得不填补其间差异的重要参数。

词典出版者有时也会成为一个不得不加以考量的主体参数。作为词典编纂者的延伸主体，词典出版者往往与词典编纂者被合二为一地视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参数考虑，然而事实是，词典编纂者与出版者有时并不能形成完全的统一，两者有着不同意见和理念并产生矛盾、最终影响词典进程的案例并不少见。词典编纂者多是某一语言或者某一专业领域的学者甚至是权威专家，他们的词典编纂动机或理念大多是学术考量型，因而更注重词典的知识权威性与学术厚重性。但是，词典出版者多是商业企业，他们的词典编纂或出版动机与理念大多是商业考量型，更多地注重词典出版的商业利润，从而强调词典编纂与出版的时间、成本与效益。2013年在我国接二连三发生的“问题字典”现象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1

 。

2013年，湖北省教育部门购买崇文书局出版的伪劣《学生新华字典》，并成功躲过各级部门的监管，发放到320万名湖北省中小学生手中，引起了社会的重大反响。该词典没有署名，差错连篇，是典型的“问题字典”。有词典专家抽取了该字典的检字表、附录和正文约十万字内容，发现编纂和校对质量极差，正文差错率超过万分之十五，总体差错率则高达万分之二十。例如，正文第10页，“把”字的例证“话把儿”写成了“活把儿”；正文第18页，“暴”字的例证中，“暴露”的“露”字缺失……同年5月5日，该“问题字典”被曝光后，湖北省各地开始回收并将其销毁，而其出版者湖北省崇文书局则被追究所有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有专家分析，这一“问题词典”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出版商处处节约成本，追求高额利润。例如，词典不署名是为了节约成本，如果署上主编的名字，则要付5％的版权费，合同总价如果为4,000万元，则需要付200万元版权费；再如，该“问题字典”实际上是以杨合鸣主编的《学生新华字典》为底本进行了一些修改而仓促印刷出版的，在编校环节也出现了很多差错，并将原来的双色版改为单色版，同时降低了纸张质量。这样处处节约的“问题字典”，制作成本最多每本2元钱，实际定价则是每本19.5元，而按照政府14元每本的统一采购价，每本获利就达12元，发行320万本就意味着将获利3,000万至4,000万元。

这里暂不论该事件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影响，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词典出版者因素在整个词典工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特定情境下，词典出版者的意见和理念可能会与词典编纂者无法统一，从而成为一对事实上的矛盾体，最终操纵着基于这一视角的整个词典评论活动。然而遗憾的是，即便是基于这一视角的词典评论活动，词典出版者因素也往往被忽视。如果再回归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即便是词典出版者能够与词典编纂者形成统一的意见与理念，他们的活动其实也无法穷尽词典系统工程的全部，他们也无法替代词典的终极接受者——词典用户。词典出版者的商业考量是否影响到词典作为“后世之师”的功能与价值？如何平衡词典出版者的利益追求与其应该担当的民族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词典出版者的利益追求与对词典读者的需求满足之间是否存在着一段可以调和与缓冲的空间？这些都是立足于词典出版者视角进行词典评论活动时所不能回避并不得不填补其间差异的重要参数。

上述聚焦于词典编纂者或词典出版者的评论实践活动，在失偏于词典编纂者或出版者主体的同时，其实又失偏于另外一个主体——作为词典评论活动主体的词典评论者自身！就现有的词典学文献来看，词典评论活动大多是由教师或词典学研究者来进行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学识或学术经验与判断进行评论，为了确保词典评论的客观性，大多坚持以文本为中心，集中对词典文本的编纂科学性与规范性进行评论，关注词典文本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他们作为词典评论者的身份表面上是基于其首要的词典读者身份，但在实际过程中，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到词典读者对象的代言人这一角色中。鉴于这种代言人身份只是这些词典评论者的主观定位或异化，因此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成为词典文本的理想使用者（能够透彻理解词典编纂者的编纂目的、动机与方法），要么成为词典文本的尖锐批评者或叛逆者（鉴于他们比普通词典读者拥有更为广博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识基础及批评能力）。显然，无论这些词典评论者如何理性代入，他们毕竟不是词典文本接受维度真正意义上的对象。这些词典评论者是否能够完全把握词典编纂者或词典出版者的实际动机与意图？词典评论者设定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是否真正代表了词典读者的实际需求？词典评论者的认知能力与认知要求是否能与词典的实际读者之间形成无缝匹配，其间是否存在着脱节与偏差？这些都是立足于词典评论者视角进行词典评论活动时所不能回避并不得不填补其间差异的重要参数。

“词典在其诞生的同时也就已经成了批评的目标。”（Hartmann 2001：47）这与词典文本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产品、社会产品与教育产品的身份是分不开的—词典评论活动无疑能够确保词典多重身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词典评论就是一种沟通词典活动与社会接受的中介性活动。纵观传统的词典评论史，其失偏于词典编纂者、词典出版者抑或词典评论者自身，被深深地烙上了坚持机械主义自然观和二元论的非整体思维的现代性特质。在现代性背景下，现代作者在社会里就是一名“立法者”，被假定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就对处于争论中的相互对立的观点作出选择而言，这些现代作者兼立法者是独断的”（罗斯诺1998：38），他们所选择的东西是“正确的和有约束力的”（Bauman 1987）；他们拥有优先接近真理、理性和科学知识的特权，他们的角色就是去教育读者，向读者灌输各种道德价值观念，或是启迪读者。生态后现代主义推崇的是整体有机论，其认识论基础是“整体性”，它意味着关系、完整，认为每一个显示出来的主体都是真实而广泛参与的；其哲学底蕴是以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为代表的过程哲学，认为宇宙没有“自包”的实体和自我，只有关系中的实体与自我，承认每一个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参见麦克丹尼尔2004）。在后现代性文本阅读中，将现代性文本阅读语境中被忽视的“读者”拉回到视野范围，就如罗斯诺（1998：36）所阐释的一样：





文本可以被理解成某个事件。读者既是一个行动者，又是一个接受者，既是一个参与着的观察者，又同时是一个观察着的参与者。通过以几乎一视同仁的态度把给予作者的重视（权力）重新分配给作者、读者和文本，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新的和更有趣的见解将会产生出来。





事实上，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读者被赋予了比作者更高的地位，因为“从读者出发的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意义不是源于一个文本（由作者创作）的制作，而是源于（读者）对它的接受”（罗斯诺1998：52）。

对读者与读者的阅读接受问题的关注，强调读者及其阅读接受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轫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接受美学理论的要旨。接受美学理论首次从本体论高度，向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理论提出了挑战，指出了后者的理论缺失。根据接受美学理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一元，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读者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接受美学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之一的德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转引自金元浦2002：9）。接受美学理论的独特研究视角及其合理性为文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视野，引发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范式的革命性转变，同时也对其他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词典学领域逐步形成的“用户视角”（Hartmann 2001），应该也是接受美学理论研究范式影响的结果。

所谓“用户视角”，实际上就是一种“读者意识”或“用户导向”，即将对读者的需求和读者的认知特征贯穿于整个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之中。从词典评论角度来说，就是立足于词典读者视角对词典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批评和阐释。“辞书的读者意识，就是指辞书和辞书工作者为读者服务的思想及其表现。”（张新华2002）这种为读者服务的思想及其表现显然是理性的：首先，词典读者是词典的目标接受者，他们的信息需求是开展词典编纂工作的起点，而他们进行词典阅读或使用的主动行为与心理参与则是词典编纂工作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起点；其次，词典读者也是词典价值与意义的寄附者，他们的信息满足程度及其自身素质与修养的提高是词典编纂工作服务于社会的终极要义。从这些角度来看，无论是词典编纂者、词典出版者还是词典评论者，他们都无法替代词典读者，脱离了词典读者的词典评论活动绝非真正意义上基于“动机”的“效果”考量与判断。

“从本质上说，有关文本、作者和读者的后现代变革的一些最重要的后果是方法论上的后果。”（罗斯诺1998：57）自“用户视角”发轫以来，词典评论活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评论的深度、域度及方法论视野都大大地得到了拓展。评论者在建立特定词典评论的标准时，有意识地强调读者意识，考察词典编纂者是否真正认识和把握了特定读者的需求与特征，并由此具体考量这种需求是否在词典中得到了满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同时还考量这种特点是如何在词典中具体表征的，这种特点与词典中的具体表征之间是否存在着差距。这种评论实践除了极大地增强了词典评论的效度和信度外，对于提高词典编纂质量、指导词典编纂实践都有着相当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词典评论活动还可以形成编纂者、出版者甚至评论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这不但有助于促进前三者任何一方积极寻求对读者的客观与理性认知，也有助于读者了解编纂者的目的与意图，从而正确地使用词典。

我们可以再深入地进行分析。从信息传递与接受角度来说，词典读者对信息的获取或接收（receive）只是一个机械的物理过程，对于学习者而言，心理接受（accept）才是最重要的，即所获取的词典文本信息必须得到内化，从而提升自己的认识能力与认知能力。这也是生态后现代主义内涵的重要体现。对于课程教学，生态后现代主义坚持知觉的生态理论，认为教育是要教我们如何靠自己的知觉系统来探索，而不是教我们如何在所谓社会知识的稻草垛里埋头研究。依据这一理念，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就需要关注环境中的信息结构，加强生成性思维。生成性思维是对我们的环境及我们在其中位置的一种感知，是一种在情境之中看待事物的活动，而不是纠缠于绞尽脑汁的抽象概念。生成性思维贯彻生态和整体的思想，重视建构学生的内心生态。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教学理念意味着教育范式的转变，在它看来，教育以一种文化所认可的对于现实、自然、人性本质等的理解为基础，如果这些基础变化了，那么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一切也将发生改变。

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词典尤其是学习词典的评论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道理很简单，对于学习词典的查询与阅读而言，评论活动不能只针对词典文本信息的获取或接收，还必须牵涉到一个学习机制的启动与迎合问题。然而，目前的学习词典只是着力于所谓学习信息的丰富提供，从而也引导了相应的词典评论的理念与路径。根据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知觉诉求，学习词典编纂实践中的语言材料和编纂方法应该注重建构学生的内心生态，而不是简单地增加各类相关的知识信息。当然，这并非要一味排斥各类知识信息的提供，很多信息尤其是学习者语料，例如口语信息、同义词信息等，对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简单易懂的语法代码、原型性的义项排列、完善的参见体系等，则是从学习机制层面加强了学生内心生态的建构。这一层面的研究应该是未来词典学发展的重点，对于词典评论而言，更需要依此建立系统的评论原则、评论标准与评论方法。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依此建立的词典评论体系不能重蹈传统词典评论的覆辙，再次变成词典评论者自己的主观臆想，而是需要得到科学实证研究的支持，依据科学研究的客观数据与结果进行该体系的解构与建构。例如，柯林斯学习词典采用完整的自然语句释义，独树一帜，被词典评论者赞誉为一种革命，然而有研究表明，这一释义方法对词典用户语言考试准确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意义。可见，主观臆断与科学研究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少差距或反差，如果不加以纠正，词典评论活动是无法做到客观有效的，词典评论活动的相应功能与价值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不仅如此，它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误导作用，在消极地影响词典学学科于科学的轨道上顺利发展的同时，更会消极地影响词典的读者或用户这一认知主体，伤害他们学识素养与认知能力的发展。

综合这一节的内容，传统的词典评论活动在价值理念上代表并追随的是一种分割的世界观，只认定词典编纂者的评论中心地位，而失约了真正的词典用户或读者。这可能源于一种偏见，或者说一种固定思维性质的“批判性眼光”（critical eyes）—因为词典编纂者造就了词典本身，批评的目光当然就应该落在这一主体上，从而分析或追究他们的对与错或优与劣！事实上，词典是供读者阅读与使用的，他们对待特定词典的态度，他们自身的品性与特定词典品性之间的切合度，才是最为根本的。

当然，这一理念并非要完全抛弃词典编纂者或作者，只是否认这一主体的意向完全地制约着文本的意义。在建构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他们只想削弱作者的权威，作者仍将生存下去，但却是以一种被改变了的、受贬抑的形式生存下去。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不想把读者塑造成一个作者（权威）的新核心”（罗斯诺1998：35）。他们给予作者这一身份一个新的名称，即“解释者”，他不是立法者，不提出普遍的真理主张，也不提供任何指令，而只是“扮演着一个附加的角色”（罗斯诺1998：44），勾画出各种选择，并以一个平等者的身份参与各种“公开的争论”（Bauman 1987：5—8）；解释者对不同社团内部存在的关于真理的不完全、种类繁多的论述进行调停，向生活在其他社团中的拥有不同真理观的人们解释和说明这些论述（Bauman 1987：191）；解释者“时刻提防着在沟通过程中对意义的扭曲”（Bauman 1987：5），但并不坚持此解释对彼解释具有任何优越性。这一解释者的身份基本适切于词典评论活动中的词典编纂者主体，他们仍然是词典评论活动中的重要主体，但不是中心；他们对词典文本及其编纂目的、编纂原则与编纂方法进行解释与说明，同时作为词典评论实践的首先受益者，不断强化自身作为知识提供主体的责任，对读者的健康成长负责，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传承负责。

“任何一个特殊的真理只有针对它得以构成的团体或社团的成员而言才是相关的、有效的。”（Fish 1989）传统的词典评论活动本质上潜在地贯穿了一种原子论的世界观，不强调整体性，因而失却了客观性与科学性。立足于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词典评论活动有必要纳入各方关涉主体，无论是词典编纂者、词典出版者或是词典评论者自身，都必须坚持读者的中心主体地位，从而构建一个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评论领域。

二

上一节从价值理念角度对词典的评论体系进行了分析与定位，这为词典评论的后现代生态主义精神奠定了逻辑基础，具有本体论意义。本节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词典评论的相应方法论问题。

我们有必要首先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方法论差异谈起。对于社会科学研究，20世纪初的孔德、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穆勒（John Muller）等都主张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主张“生命哲学-历史主义”的研究思路。按照这一思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在研究方法论时应该区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范畴：自然现象可以重复发生，缺少自由意志的支配，因而在方法论上可以进行量化；社会现象则不同，因为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社会的发展与人的主体意识无法分开，人类的历史不可重复，因而不可预言。狄尔泰据此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说明”，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应该是“解释”（参见张庆熊2004）。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哲学家温奇在其《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一书中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既要“说明”，又要“解释”或“理解”，因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在生活中进行理解的人及其相互关系，因而离开“解释”或“理解”是不行的。温奇（2004：2）反对“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之处。于是，必须要有某种标准才能度量这种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按照温奇的研究，“解释”不仅关系到某种说明的理论，还关系到遵循规则、标准等，而遵循规则、标准等又必然涉及生活形式、行为方式、社会体制、习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可见，“解释”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参见张庆熊2004）。

包括词典评论在内的词典学研究显然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前面已经提及，传统词典评论活动的特征就是Chan和Tayler（2001）所概括的“重实例，重描写，轻论说”，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说明”或“描述”的方法。毫无疑问，评论活动过程中离不开必要的说明或描述。美国当代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家巴雷特（Terry Barrett）在其著作《当代美术批评概论》（1994）中甚至将“描述”视作批评或评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它不是批评的序曲，而正是批评本身，它直接引出所要解释的环节，是解释的基础或前提。在实际操作中，描述是科学批评中貌似简单的基本手法，然而，作为批评的基础，描述必须具有准确性，否则以此为前提的所有阐释、评论与建构便会失却了可靠性。但问题的关键是，描述只是社会科学评论的基础，而不是主体——评论的核心工作在于“解释”。根据温奇（2004）的理念，解释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求或建构相应应该遵循的规则或标准。这反证了传统词典评论活动的方法论缺陷，即“一直困扰于个人偏见，而非长于客观标准的应用”（Hartmann 1996），或者“很少注重辞书评论深层次的方法和标准”（Jackson 2000）。可见，寻求或建构相应的标准是词典评论活动开展理性解释工作的基础。所谓“标准”，可以稍加宽泛地解释为评论工作的立论基础，即文章展开评论、判断优劣的依据和基石。可以这样说，立论基础是支撑评论性文章的骨架。一篇论证有力的文章，必然建立在坚实的立论基础上。反之，缺乏坚实的立论基础，即便罗列再多的实例进行“描述”或“说明”，说服力也不强。美国著名词典学家麦克米伦（Alexander MacMillan）曾经提出过词典评论的三个基本标准（参见Landau 1989）：（1）词典信息的（数）量；（2）词典信息的质（量）；（3）词典编纂的有效性。显然，这一原则标准较为宽泛，远远不能解决词典评论活动中的诸多具体问题。

这里，我们首先具体探讨词典评论活动中那些可供利用的标准或立论基础。

事实上词典学界都承认，在词典评论中，如果没有一套相对明确的评论标准，词典评论就难以做到客观公允，令人信服。为此，不少词典学研究者都针对词典评论提出了具体的标准（Steiner 1984；陈楚祥1994；章宜华，黄建华2000a）。这些标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进行词典评论的重要依据，即立论基础。实际上，词典评论中的立论基础很多，具有多维性。下面为了论说的方便，我们把评论对象看作一个自足系统，然后以此为切分点，把词典评论中可能存在的立论基础先分为评论对象外和评论对象内两大类，然后再作细分。

1．评论对象外

这主要包括以下三组层面：词典学理论和相关学科理论；既定标准和自拟标准；其他参照对象。

1.1　词典学理论和相关学科理论层面

1.1.1　词典学理论

词典学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任何词典的编纂都必须相对符合这套理论的规范和原则。以“供求解的双语词典”为例，其本质上有着以下特点（黄建华，陈楚祥1997）：

a．收词范围宜宽；

b．义项设立宜详；

c．词目释义宜简；

d．固定词组、短语收录宜广。

如果评论对象是这一类词典，我们就可以把上面四个特点作为立论基础，展开评论。先根据立论基础所设定的主题，如“收词范围”、“义项设立”、“词目释义”、“固定词组、短语的收录”等，从评论对象中找到评论的真实例条，然后比照以上特点，边评边论。这种评论方式能很好地做到“评”与“论”的有机结合，因而颇具论证力。

在当前词典评论活动中，依据词典学理论进行评论的实例居多。下面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体会一下这种方式在实际操作中的情况（吴建平1994）：





前文从理论上对双语词典的性质、释义（包括符号信息的内容、释义要求、释义常见方式、义项划分和排列等）、例证以及编纂宗旨问题作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现在，笔者拟据此来对照分析一下《语言大典》（王同亿主编，三环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下文简称《大典》），看看《大典》究竟能否作为汉英词典使用。





该评论先聚焦词典学相关理论，“对双语词典的性质、释义（包括符号信息的内容、释义要求、释义常见方式、义项划分和排列等）、例证以及编纂宗旨问题作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为下面将所评对象（《语言大典》）推至前台打下了“对照分析”的基础。

1.1.2　相关学科理论

词典学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和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如语义学、语用学、词汇学、修辞学、语法学、句法学、模糊语言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在词典编纂的实践历史中，由于合理地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词典事业的发展。如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词源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为语词的词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版的基础上编译了新版《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辞典》，充分利用了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在介绍语法规则、惯用法、词义辨析外，还提供了大量的语用知识，力图帮助学习者克服使用不得体的问题。

合理、科学、成熟地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来指导词典编纂，当然十分有益。然而，这对词典评论人员也提出了挑战：传统的评论方式可能已无能为力，他们必须了解甚至熟练驾驭相关学科的理论，否则“（某些评论）往往是隔靴搔痒，无法击中要害”（邹酆1994）。对于那些融合了相关学科的理论而不断涌现的词典新观念、新设计、新编法、新类型、新走向，我们在作评论时，既可以以词典学理论为立论基础，考察其在词典学框架内的应用是否合理、得当；也可以以相关学科理论为立论基础，考察其在评论对象中应用得是否合理、准确，是否经济、有效。

然而，迄今为止，以相关学科理论为立论基础的评论文章很是鲜见。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为“当今是知识信息猛增的科技时代，诸学科的相互渗透、融合与依赖，使任何一种学科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仰赖于多种相邻学科的养分输入。因此，多学科边缘观念，理应成为辞书评论考察辞书现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角度”（邹酆1994）。

1.2　既定标准和自拟标准层面

1.2.1　既定标准

前面已经提到，不少词典学研究者都针对词典评论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实际上，基于这些既定标准的评论文章，在现今各类词典评论中的分量较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能够评价各类词典或者词典某个层面的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既定标准时，要选择那些相对客观、全面的，既具科学性又具较强操作性的权威标准。如陈楚祥教授（1994）提出的评价语文词典（包括双语语文词典）的十个标准（即：宗旨是否明确、收词是否全面、立目是否合理、义项是否分明、释义是否精确、注释是否完备、术语是否标准、参见是否严密、例证是否典型、检索是否便捷）。在作评论时，就参照（比较）这些标准，检验研究评论对象的相应项目是否与标准相符。如有出入，找出典型的实例，然后细加剖析。只有这样，说理才能更加深入，评论也才能令人信服。例如：





词目的确立应有个基本原则，要规范。“任何一部词典词目的确立应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可随意而为……属于自由词组的原则上就不应列入词目。词典中占绝大多数的词目是作为词汇单位的词（包括复合词……），此外是一些构词能力强的词素（morpheme）。”（黄建华，陈楚祥1997：39—40）

词典收录的复合词必须是约定俗成的、固定的语词。……然而《大全》（指《日汉科技词汇大全》）却大量收录了不成为其词的“复合词”。（杨诎人2001）





这里，作者首先援引了黄建华与陈楚祥两位教授针对“词目的确立”所提出的观点与原则，作为立论的基础或标准；然后从评论对象的内容中搜寻反例，一一摆列分析。这样的论说有理有据，不容置辩。

1.2.2　自拟标准

这一方法与上一方法类似，只不过作为立论基础的标准是评论人员根据特定（特殊）的情境或实例自定的，而不是已有的。自拟的标准，一般都是评论人员在深入研究、分析了评论对象，并在摘录的实例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体会或经验内省形成的，所以通常针对性强，能做到论点和论据有机地结合。这一类文章为数不多，例如：





缺少注音。CNED（指《柯林斯最新英语词典》）对大多数词不注音，对少数“难词”用“重拼”的办法注音，如“diphtheria（diftheer-ree-a）”，“pejorative（pijjor-a-tiv）”等；对极个别的词指出与某词押韵，如“sleuth（rhymes with tooth）”等。这种办法对英国学生也许行得通，他们在发音上本来就困难不大，但中国学生在“dif-theer-ree-a”面前可能就束手无策了，用押韵法来念单词的诀窍也不容易无师自通。（周红红，周敬华2002）





这里，作者评论的出发点站在了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实际情况或可能状况方面，这完全是作者的主观感觉或经验体会，并不具有广泛性和约束力。然而，由于是针对某一特定（特殊）的情境或实例，往往能引起相应读者群的共鸣，因而也具有一定的论说力。这一方法论的缺点或弱点就是主观性强，可能不够客观或不够全面；同时也正因为是自拟的，可能缺少权威性，导致说服力相对较弱。

1.3　其他参照对象层面

“比较是人类研究事物、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许余龙1992）所谓比较，简单地说，就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项目放在同一个框架内作研究，以比较它们的性质并揭示它们的异同。在语言学研究中，比较的方法论意义极为重大。





如果说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的某种现象加以阐述的话，那么可以说语言学的所有分支都是某一种类型的比较，因为对某一语言现象的阐述总是要涉及和包含对这一现象中各种表现的比较分析。（Hartmann 1980）





可以这样说，没有比较的方法论，就没有今天发展相对完善、系统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词典评论亦是如此。Hartmann和James（2000）在谈到词典评论时认为，“（辞书评论）可能涉及对著作和／或其编者的历史背景的研究、把所评论的辞书内容与其同类产品进行详细的对比。”我们这里讨论的“其他参照对象”，实际上就是指同类的其他词典。

我们要注意，选择的参照对象必须与评论对象是同类的，对它们所作的描述或评价也必须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而且要具有对等性，即必须保证比较对象或从比较对象中选择的比较项目是可以比较的。这样才具有可比性，比较也才有意义，具有可行性。

在实际操作中，选择出的同类其他词典就是立论基础。我们可在宏观上把评论对象和参照对象作对照比较，详加评论。一般来说，这样做的可行性不强，因为若是把一篇评论整个儿地架构在另一部同类产品上，这另一部同类产品难道就是“真理”吗？评论的基础太弱，说服力就不会强。所以，两者的比较一般都运用于评论的过程中。剖析评论对象的实例时，再结合比较参照对象的相应实例，有评有论，有虚有实。这样既增强了评论的力度和深度，读者也有了感性认识，不至于如坠云里。

王宗炎教授是词典评论的大家。他的评论简洁明了，论说有力。现在我们引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评柯林斯最新英语词典〉》（王宗炎2001）中的某些部分，看看他是如何在评论过程中把评论对象和参照对象糅杂在一起加以评论的。





为了避免固陋偏执之病，下文在讨论《柯典》（指《柯林斯最新英语词典》）内容时，我们将罗列英美辞书的有关说法，以供参考。

……

8．放在than后的代词，应该用主格还是宾格呢？

a．My brother is younger than I.

b．My brother is younger than me.

《柯典》认为，在一般口语和书面语中，than都被视为介词，因此b式常见。按：OALD有“I'm older than her”，可见也认为than是介词。Longman D有“Paul is taller than me”，看法相同，但它也有“Paul is taller than I am”，那里than可不是介词，而是连词。





从该文不难看出，王教授认为，在评论中明示、比较同类的其他产品，有助于避免固陋偏执之病。事实上，再细阅王教授的其他评论性文章，这类方法的运用几乎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在词典评论中，能够娴熟地把评论对象与其他对象作比较，有助于提高评论活动的质量。

2．评论对象内

词典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编纂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严谨的系统工程，包含词典的编纂动机、适用对象、编纂宗旨、宏观和微观结构的构建等等一系列子系统。从系统的角度审视词典的编纂方针、大纲、体例所规定的质量要求，无疑是词典评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因为，词典在使用过程中实际体现出的质量往往很难与编者提出的编纂质量要求相一致。因此，“（这）就要求辞书评论应以辞书实际效用作为考评辞书质量的主视角”（邹酆1994）。这里，主要的立论基础一般有评论对象——词典文本——内自设的编纂宗旨、用法说明或凡例等。

2.1　自设的编纂宗旨

词典一般都在前件材料中写明编纂的宗旨。所以这一方法论，实际上就是以评论对象本身所确立的宗旨为立论基础，比较其性质、对象读者、规模的差异，以评论该对象在实际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中呈现的差异性和贴切性。当然，这一宗旨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在评论过程中，评论人员可就宗旨的全部或宗旨的某条（些）展开评论。例如：





解释不确和错误的条目比比皆是。《大典》（指《语言大典》）“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它收录的汉字约一万五千个，每个字都有古今义的详细解释”，“以其权威的定义，明确而详尽的解释，为每一个学汉语用汉语的人，提供标准的依据”。《大典》对这几句话兑现得怎样，看实例可明。（鲍克怡1993）





这里，作者就是先从《大典》的“序”中找到评论的靶子，然后搜寻实例，看兑现得怎样。以子之矛（具体的实例），攻子之盾（自设的编纂宗旨），这样的评论往往效果甚佳，颇有说服力。

2.2　用法说明或凡例

大凡词典都有用法说明或凡例。把评论对象的“用法说明”或“凡例”与其实际操作相比较，就可以看出编者的工作过程是否严谨。例如：





编排杂乱。《大全》（指《法汉科技词汇大全》）的“用法说明”交代：“词汇按法语字母顺序排列，复合词顺排”，如果能一以贯之，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体例。然而大量的词组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同时，有一些却又按中心词的字序安排。还有一些两处都出现，但注释却前后不一。（黄建华1994）





再如：





《用法》（指《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中词性标注前后矛盾现象较为多见，比如：“凡例”中明明写着“拟声词归入形容词”，但附录“现代汉语语法简表”却仍把拟声词列为独立的一类，而且正文中也时有出现。（王惠2000）





一本好的辞书或词典，其系统是前后统一、顺承的，不能出现矛盾现象。从词典评论的角度出发，抓住了这一矛盾现象，就是触及了其“硬伤”，很有论证力。

综上，我们制作成下面这张多维关系图，以直观显示词典评论中可能存在的立论基础：

[image: alt]


以上只是从一个相对静态的维度罗列或展示了词典评论活动中一些可供利用的标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其间并没有过多涉及词典的多方主体因素，对于词典评论实践来说，主体因素是关键操控参数。“我们理解社会现象涉及行为的动机（motives）和理由（reasons）的范畴。”（温奇2004：3）这在深层次上确立了行为主体在解释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可或缺。再进一步考虑，按照温奇（2004）的研究，“遵循规则”、“标准”等必然涉及“生活形式”、“行为方式”、“社会体制”、“习俗”、“习惯”、“文化传统”等，这又深入说明，行为主体参数是动态的，承受时空效应的影响。这（些）影响都会改变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词典评论当下所设定的标准。词典评论活动必须接受认知主体这一参数的操控，并顺应性地重构相应的评论标准，既考虑到不同主体因素的影响，更要体现出特定语境下那个（些）凸显的主体特征与诉求。

这既与词典所收录的语言的社会性相关，也与词典编纂与出版行为的社会性相关。“语言不只是单纯的声音和文字的集合，它是个系统。”（卡西尔2006：175）语言的中心特征之一就是它的社会性，只有从它所置于的更为一般的行为背景中观察，才能看到它的真相。语言的意义不仅仅是语符自身运作的结果，它还与世界紧密相连，传达了有关世界经验的真理。正如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2006：173）所说：“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既非直接透明的，也非客观上受控的，但却是这样的关系——没有它，自然语言就不可能存在。”后期的Wittgenstein（1953）在其语言分析哲学中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语言的社会性。他认为，语言总是与生活形式结合在一起，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与之相应的语言游戏，因此为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就要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的生活形式中去，用当事人自己的语言游戏来说明当事人自己对此的理解；语言游戏本身是动态的，游戏的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在语言游戏中遵循规则，也在语言游戏中改变规则。由此，我们在确定词典评论的相关标准时，根本上应该围绕着词典编纂与出版过程中不同的认知主体而展开，这正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与第一节形成了学理上的呼应。遗憾的是，这也正是我们当下词典评论活动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值得词典学界同仁深入研究。

三

所谓的生态观，实际上就是指以人为中心点追求系统内外环境达致平衡与统一的理念。生态观在其运作实践过程中至少需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1）追求内外环境的系统性考量。原因很简单，“社会生活的不同模式不仅仅‘重叠’，它们还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内在地相关联，以至我们不能在理解上把它们设想为互相孤立地存在着”（温奇2004：8），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体现，“后现代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系统性，从前彼此分割的文化、政府、经济以及生态系统等等，如今在彼此间获得了惊人的联系，一切的一切都统统联系在了一起”（温奇2004：8）。（2）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看待时空的影响。任何知识体系都是动态的、历史性的，而人们对待知识的观念同样是动态的、历史性的，因此，采用历史的眼光其实就是采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本质上是对事物基本发展规律的诉求：“时”代表时间以及时间的变化规律，“空”则代表空间以及空间的变化规律。历史的时空观当是知识体系生态理念的核心因素。

词典以收录知识体系为核心工作，针对其自身的研究则构成了另外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词典学。可见，采用历史的眼光辩证地从事词典评论活动应该是词典学生态后现代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即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词典文本进行评论与评价工作，并设定不同的词典评论原则、标准与方法论。历史是一个历时性动态的社会活动的总和，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特定的审美观、价值观，这些观点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和当时社会发展要求共同形成的一些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需求的变化，这些观念也会有所变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受到排斥的观念，或被人们视为不可接受的东西，到另一个时期又可能会成为人们所崇尚的观念，或受欢迎的东西。在许多情况下，有一些由于人们认识不清而被忽视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又会重新得到认识或重视；一时受批判的思想到了一定时候又可能成为指导性思想。对于词典评论而言，这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现象——人们的思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历史的发展状况反过来也会对人们的思想与认识状况产生影响。

我们首先以建国后成为我国词典发行经典的《新华字典》为例进行说明。《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自1953年起，历经几代、经由上百名专家学者十余次大规模的修订，重印两百多次，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出版史上发行量最高的字典。然而，FT中文网专栏作家、散文作家老愚在《〈新华字典〉：文化断裂的活化石》
2

 （2014）一文中谈论了自己对于《新华字典》在收词、释义、例证，特别是文化处理思维等方面的一些意见，他尤其强调了该字典的“封闭性”这一特征。该文中的某些观点虽有待商榷，但其强调的“封闭性”特征确实反映出当下很多词典在编纂理念、知识理念上的局限性，从而使得词典知识体系呈现出机械、僵化、生硬、不合时代潮流的面目。

“在任何时候，语言都是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能表明文化的变迁，虽然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反映。在这方面，借用外来词汇和用法的语言史是有启发意义的。”（伯克2007：1）对于词典评论而言，克服封闭性，采用历史的时空观，这可以有两个不同层面的解读：第一，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去分析、判断当下的词典编纂状况；第二，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顺应时空的差异开展评论工作。这两个层面必须结合起来，同时加以运作与考量，否则词典评论活动只会失却必要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2014年，知名文化学者王晓华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词典中的文明演进》
3

 的文章，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词典在这一讨论范畴的经典案例。王晓华先从这样一个故事入手。有个西方留学生翻开汉语词典，看到有关“猪”的词条时感到非常震惊：短短几十个字的解释大部分都在强调其用途，如“肉可食”、“皮可以制革”、“鬃可制刷子和做其他工业原料”等。为此，该留学生还发了一通感慨：词典的编纂者只注重动物的实用价值，丝毫不顾及它们自身的意义和尊严，缺乏必要的生态意识。王晓华为此回想起自己在20年前曾经发出过的类似的感慨。1992年，他在翻阅旧版《新华词典》时，不经意间发现了这样的词条：“【天鹅】鸟名。像鹅而较大，颈长，羽毛多纯白色。主食水生植物，也吃鱼虾。肉可食，羽毛也可利用。”王晓华认为，这样的词典编纂者对天鹅的看法与“偷猎者”毫无两样：天鹅的肉可食。这显然会从价值观甚至法律责任上误导词典用户，因为按照《新华词典》的说法，即便偷猎天鹅，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天鹅对人的用途本来就是“肉可食，羽毛也可利用”。王晓华发现，在涉及其他动物（如熊、虎、蟒蛇、鲸）时，词典编纂者表达了同样的逻辑。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为此撰写了数篇批评《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促进了包括《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词典在社会价值观、生态观等层面的修正与完善。进入新世纪以后，渲染野生动物“肉可食”的解释基本上消失了，汉语词典开始辐射生态意识。不过王晓华认为，这种进步的幅度还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因为涉及非野生动物时，“肉可食”之类的逻辑依然延续下来。例如，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这样解释“牛”：“力气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两用，皮、毛、骨等都有用处。”类似的解释还充斥在较新版本的汉语词典中。王晓华指出，从旧的人类中心论角度来说，此类解释无可厚非，但并不符合当下盛行的全球范围的生态思潮：各种生命都有其存在的独立尊严和价值，单单注重它们对人类的意义显然过于狭隘，词典编纂者应该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厚的大爱。王晓华指出，词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注解，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标尺，《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变化既反映出国人精神境界的进步，同时也说明当下词典文本所渗透的世界观、价值观仍然存在着文明时差。

潘亚玲（2006）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词典在这一讨论范畴的一个经典案例。她在《爱国主义证义》一文中，探讨了“爱国主义”一词的词义演变与发展过程，认为该词一开始只是个地理词汇，逐渐加入了文化内涵，最后才具备了政治意义。英语中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祖国”（patria），而“祖国”的词源又是拉丁语中的“父亲”（pater）。由于国家是为人所建立的，爱国主义也就被用作表达对“开国之父”们所建立的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在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间中，对祖国或家乡的热爱都是一种对土地的情感依附。随着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大规模社会转型，爱国主义的意义明显得到了扩展，对国家的风俗和传统的热爱、对国家历史的自豪感以及为国家福祉奉献等文化内涵都被纳入其中。随着时间流变，对被认为是构成祖国的特殊政治传统的价值观与原则的承诺逐渐成为爱国主义更为主要的内涵。从17世纪开始，政治内涵开始成为爱国主义的主要组成要素；18世纪的爱国主义更多具有一种讽刺意味，往往代表着对政府的分裂或反对；到了19世纪晚期，与日益强大的国家权势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对立，爱国主义的话语失去了其原本的重要性，并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工具。

由此历史背景入手，该文作者研究指出，由于所涉范围广泛，给“爱国主义”下定义并不容易，许多著名的词典为了力求精练，结果往往过于宽泛。例如，《韦氏大学词典》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对国家的热爱或奉献；《简明牛津政治辞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则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对祖国的热爱或保卫祖国利益的热情，但并不一定会形成具体行动。作者认为，这两个定义的相同弊病在于缺乏对爱国主义行为的界定，也不包含对爱国主义的道德判断。比如，一个因为热爱祖国、期望为祖国作贡献而参战的士兵，可能因为在战争中虐待战俘而被遣送回国、甚至被判有罪，因为其行为并不符合爱国主义精神、反而可能损害其祖国声誉，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发生的虐俘丑闻就是典型。《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更看重爱国主义的文化要素，它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保存、保护以及传播一国的传统与价值观。作者认为，这一定义的缺陷同样明显，而且对一国的传统与价值观的界定非常困难，即使一个人并不赞同其祖国的传统与价值观，也并不能证明他不爱国。相比之下，《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的定义更为全面，不仅在定义中加上了有关行为的要素，认为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热爱，暗示着准备好了要以行动来保卫祖国或在对外交往中支持祖国，而且还试图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加以区分，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比民族主义更为古老的词汇，它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情感，而非如民族主义那样是一种政治理想。作者继续探讨了汉语词典对“爱国主义”的定义，《辞海》的定义是：





历史地形成的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它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积极意义。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





潘亚玲（2006）认为，此处对“爱国主义”的这一界定相对全面，但同时不足也非常明显，即对“爱国主义”的界定过于政治化。

由此，潘亚玲（2006）指出，要准确地理解爱国主义，就必须在牢记爱国主义是一种个人行为的同时，时刻关注两个维度的参数，即爱国主义的对象与真正的爱国主义手段或行为。依照她的理念，她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个人对国家的热爱，它是由其祖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激发的，并以对其国家与同胞福祉的特殊关切的形式表现出来。她认为这一定义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个人对国家的热爱”，这是最为核心的，事实上它涉及爱国主义的伦理道德层面；第二个层面，“它是由于那是其祖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激发的”，强调的是爱国主义的对象，既包括地理要素，也包括文化要素；第三个层面，“并以对其国家与同胞福祉的特殊关切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对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手段或行为的界定。

这里同样不论该文对“爱国主义”的定义是否准确、科学，其对这一语词定义的分析研究恰恰反映出词典学工作的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又必然投射到词典评论活动中，并指导词典评论活动理性而全面地开展。可见，顺应历史，修正因时空变迁而发生的差异，正是词典学无可避免的题旨，也是词典评论活动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观照维度。

四

虽然词典评论属于书评范畴，然而这一事业大有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不但可以规范词典出版市场，促进提高词典编纂质量，而且对于丰富词典学理论、把其引向纵深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现行的词典评论工作还缺乏力度和深度，当务之急是构建一个科学的学科理论范式，从而增强词典评论活动的实效性与科学性。相对于词典评论潜在的范式体系而言，本节的研究与分析显然是零碎的，但是却揭示出词典评论活动涉及的三个重要参数：语言、用户主体及历史的时空观，而这三者却都是以语言的动态性这一特征为前提或条件的。“语言并没有超时间的存在，它不属于永恒的相的领域。变—语音的、类比的、语意的变化—是语言的一个根本要素。”（卡西尔2006：169）西利亚斯（2006：172—173）的解释更为具体：





如果语言被封闭起来，如果它被形式化为一个其中意义固定不变的稳定系统，那么，它就将死亡，或者开始走向死亡。活生生的语言是远离平衡态的。它在变化之中，它处于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之中，它在被误用并发生着转化。这并不意味着意义是一个随机的或人为的过程。这意味着意义是局域现象，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中才是有效的。因为所有的语言也都具有历史—对于术语的意义共同负责的历史—意义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更为稳定，甚至在价值流动并繁殖的模型语境之中也是如此。词汇承载着不能想当然地被放弃先前意义的痕迹。首先，语言是一种系统，其中个别的词汇并不具有其本身的意义。只有当个体词汇在系统游戏中被捕获了的时候，它才产生出意义。





以生态后现代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词典评论活动，必然不是单线条的、基于主观经验的感受式点评或基于某种理论的适配性分析，它一定是多维的，照顾并反馈出各方因素的权重及影响，唯有如此，才可能建构词典评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机制。

注释


1
 　参见“‘问题字典’背后的问题”（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2732，2013年5月15日）。


2
 　参见“《新华字典》：文化断裂的活化石”（http://culture.ifeng.com/insight/special/dictionary/，2014年5月26日）。


3
 　参见“词典中的文明演进”（http://blog.ifeng.com/article/34726946.html?touping，2014年12月27日）。


第八章

理解复杂的人脑与语言系统

——词典范式复杂化进程的复杂性研究





“复杂性”（complexity）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世间万事，宇宙万物，世界既是统一的，又是复杂的，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复杂性，我们如果要生存或是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面对这种复杂性，寻求其间的规律。系统科学从全面、系统的角度对世界统一加以研究。系统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就体现在重视并研究世界的复杂性。复杂性主要体现的正是系统科学认识世界的一面。著名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早就大胆预言：“21世纪将是复杂性世纪。”1998年，南非科学哲学家西利亚斯出版了《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Complexity & Postmodernism: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
 ）一书，从哲学和科学的现代景观探讨了复杂性的概念，揭示对复杂系统的一般理解以及复杂系统理论在生物和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前景。全书从关联思维、后结构主义、复杂性与自组织理论等方面，讨论了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西利亚斯把“人脑”与“语言”看作真正的复杂系统：“人的大脑被看作是已知的最复杂的对象。类似地，我们每天用来交流的语言，也不能完全有分析地描述”（西利亚斯2006：7），因而贯穿该书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人脑与语言的复杂性。这一定位得到了科学研究的支持。创建于1984年的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一直致力于研究复杂性问题，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问题，而其研究焦点也正是人类（人脑）认知能力与语言的复杂性。

作为一种以物质产品形态存在的精神产品，词典在人们（尤其包括从事词典研究与编纂的工作人员）的认识论中向来是一副简单化的形象：在内容层面，词典只是词汇的一份“单子”，有限度地罗列与整合词汇的各种知识；在编纂法层面，它纯然是一个实践技艺的游戏规则，不外乎涉及信息准确与否、结构合理与否、手段先进与否等机械要求。正是在这种认识论的支配下，词典学科的所谓理论研究更多地徘徊在词典工艺学范畴，重视探讨编纂体例或释文等维度的改进；而词典编纂实践则更多地强调信息的数量博杂，所谓的创新只局限于工艺维度的新颖利用。举例来说，当下的电子词典要么只是纸质词典的电子版，要么就是毫无原则的信息堆砌，完全没有理性地思考数字化词典范式可能不同于纸质词典范式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科学史首要的是观念史。显然，这种认识论及其衍生的方法论弱化了词典学科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逻辑化的理论体系，而对于一门学科而言，其本质的优化与发展却是直接契合于这一理论体系或知识系统的。纵观几千年的词典发展史，我们不禁要问：其范式演进特征是什么？演进动力是什么？演进方向又将如何？这些问题是词典编纂与研究在新时代向纵深发展必须优先回答的，它们并非源于任何人简单化的经验性随想，而是体现并渗透在以理论词典学为本体的词典学知识系统中。这是理论体系的刚性能力。本章正是立足于词典学理论体系，历时梳理词典范式的演进特征，然后操后现代主义之刀进行肌理剖析，以透视个中机制及发生的原初动力，并对其未来取向作出理性规划。

一

根据西利亚斯（2006：3—4）的研究，“不存在总揽一切的、可忽略掉复杂系统中偶发性方面的复杂性理论。如果某事物的确是复杂的，就不可能从简单理论得到恰当的描述”。词典主要是收录语言的文化产品，而词典阅读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过程，涉及人脑的运作机制。这就决定了词典范式及其演变机制应该是复杂的，其原理不是人们认识论中的简单化形象所能真正映衬的。

不过，比照任何词典文本的昔日与今天，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外在的宏观微观结构，还是内在的编纂理念，词典范式都呈现出惊人的进步。显然，这一进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恰好切中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短桥”原理，正如《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默里（James Murray）所说：“（英语词典编纂）不是一个人的成果，也不是某一时代的产物，而是历经漫长的时间才缓慢发展起来的。”如果对词典范式几千年跨度的演进过程作一历时梳理就会发现，与人们对词典编纂与研究所形成的“简单化”认识论大相异趣的是，“复杂化”这个词最为恰当地概括了词典范式历时动态演变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这一复杂化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语词收录的普遍化

1.1　从难词到普通词汇

词典以收录词汇为根本，但是史前或早期词典只是鉴别性地收录语言中的难词部分。事实上，专营难词而忽略日常普通词汇是所有语言史前或早期词典编纂的一个重要特点。史前词典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难词，例如公元前25世纪苏美尔、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及公元前8世纪西欧的“难词注释”，公元前10世纪帮助阅读古文献的“词汇汇编”，公元前5世纪解读经典著作《荷马史诗》的“希腊词集”，都是某些作家作品难词注释的汇编或是为了解释某个作家作品中所用难词而编纂的。早期词典传承并强化了这一编纂传统。现存最早的英语词集《莱登词集》诞生于中世纪（7、8世纪），当时人们在学习拉丁语时通常会用简单的拉丁语、盎格鲁·撒克逊语或其他通用语词汇对难懂词语的词义进行标注或注释。这些注释词（gloss）被汇集成册后，就成了通行几个世纪的难词“注释词表”（glossary）或“词汇表”（vocabulary）。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6世纪。实际上，英国最早的“词典”大多是这类由两种或多种语言构成的“词汇对照表”或“词汇汇编”。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欧洲日渐盛行学习古典语言，从而催生了许多经典的双语词汇汇编，例如第一部英拉词典《青年学者词汇宝库》（Promptorium Parvulorum
 ）（1440）、被誉为16世纪下半叶最通行的拉英词典A Shorte Dictionarie for Yonge Beginners
 （1553）等。“Dictionaries”一词早在1225年就用来命名一种拉丁词汇表，但直到16世纪该术语才专门用来指称通常意义上的词典。第一部英语单语词典《字母排表》由考德里于1604年编写完成，收录词目2,511条，它旨在收录并用浅显的英语解释源出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的常用英语难词的正确拼写和含义，供女士或缺乏教育的其他人士使用。正是这部词典开启了一个多世纪的难词词典（hard-word dictionary）的编纂。第二部英语词典是布洛卡（John Bullokar）的An English Expositor
 （1616），其收词量是《字母排表》的两倍，是一部更加名副其实的难词词典。

直到18世纪初，英语词典收录“难词”的传统终于开始让步于服务读者查阅各种语词意义这一更加实用的思想。1702年，克西（John Kersey）编纂了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这是第一部尝试系统收录普通语词和难词的英语词典，收词28,000条，成为英语词典编纂的转折点。显然，普通词汇的覆盖大大扩大了词典范式收词的广度；而就语词内涵、意蕴及语法特征而言，普通词汇的处理难度与复杂性也要远胜于难词。

1.2　语文性与百科性词汇的共生趋势

普通语文词典中收录百科性词汇虽然并非一个传统，但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可能最早只是始于早期英语词典，例如布洛卡的An English Expositor
 （1616）开始收录医学、法学、天文学、纹章学等百科领域的术语；科克拉姆（Henry Cockeram）的The English Dictionarie
 ：or, An Interpreter of Hard English Words
 （1623）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就是百科信息，列出了树木、江河、鸟兽、神话生灵等名称；科尔斯（Elisha Coles）的An English Dictionary
 （1676）面世后被誉为开创了词典编纂的一条新路，因为它收录了很多专科词典、普通英语词典以前从未收录的黑话和方言词。但是纵观词典学发展史，奉行将“词语”和“事实”分开的原则似乎成了一个词典学传统，即认为语文词典只能收录单一的普通语词，而不能收百科词条。其认定原理在于，释“名”就是提供有关“指物符号”的信息，因而是语文词典的任务；释“物”就是对“所指之物”的解说，因而则是百科全书的任务（黄建华2001：98）。当代词典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逐渐削弱这条规则的制约力，淡化语文性与百科性词汇的收录界限。《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是突破这一规则的典型代表，它收录了一万余条人名、地名等百科词汇，不光提供基本信息，还扼要地介绍一些相关资讯。美国大学版词典在传统上收词都侧重于当代英语通用词汇，例如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第九版（1983）就是如此，但是其第十版（1993）在坚持这一传统的前提下，明显呈现出增收百科性词语的趋势。通过认真比较就会发现，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第四版（2000）与第二版（1997）、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第三版（1992）与第四版（2000）、《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第九版（1995）与第十版（1999）也都在坚持这一传统的前提下，明显呈现出增收百科性词语的趋势。我国词典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型语文词典《英华大词典》第二版（1984）对第一版（1957）的绝大部分内容作了彻底修改与更新，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广收百科性词条，并将其立为正式条目；《新简明英汉辞典》《远东英汉大辞典》《英汉大词典》等也都逐渐兼收百科性词条。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将“规范”奉为圭臬的各种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它们的各新版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核心词汇和阅读词汇兼收并蓄，以语文词汇为主，兼收百科词汇。例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四版共收词6万余条，第六版则增加到8万余条，而所增收的词汇则多为科技词汇；《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收录人名、地名，并一律列在正文中；20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更是犹如一部全新类型的词典，注重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相结合，因而将英语学习词典和百科全书功能合而为一，增收了1.5万条百科词目，得到了外语界专家学者的广泛赞誉。

1.3　国际性趋势

传统词典坚持语言研究的规定主义，认为词典应该制定被认为是最佳或最正确用法的规则，把与其规则相悖的语言及用法一概看作是语言蜕变。英国标准音RP历来享受至尊正统，备受敬重，而语言异体则被认为是劣等的，排斥在词典之外。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结束了这种偏见，人们开始重视语言变体，认为英国英语应予尊重，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异体英语也应予尊重。当代词典在语词收录方面越来越呈现出国际性趋势。《牛津英语词典》原来只收英国英语而冷落美国英语，1989年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开始收录美国英语及其他英语变体。《新牛津英语词典》则通过“牛津阅读计划”的书证语料库，充分利用以加拿大英语、美国英语、加勒比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澳洲英语、新西兰英语等各种英语变体撰写的专业和非专业文献，撷取了1.1万条反映该地区的英语词目，确保了该词典在充分描写英国英语的同时，还能够全面反映出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真实使用情况。《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作为享有很高声誉的老牌英国词典，它从初版到第七版主要收录英国英语，从第八版起，尤其是第九版（1995）与第十版（1999），开始打破传统，增收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英语词语，如澳洲英语、新西兰英语、南非英语、西印度群岛英语、苏格兰英语、爱尔兰英语、加拿大英语、印度英语等，充分展示了当今世界英语的多样性。《剑桥国际英语词典》更是英语变体的“家园”，尤为全面地收录了美国英语和澳洲英语。而且，它把地区变体英语当作一个完整体系对待：语音方面，兼注英、美音；词形方面，凡是美国、澳洲的独特拼法都和英国拼法对照列出；词汇及用法方面，凡是美国、澳洲的特殊词汇及用法均和英国英语对照列出。《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1979）也历史性地打破学习型和参考型词典的界限，既针对英格兰英语，也顾及苏格兰英语、爱尔兰英语、加拿大英语、澳洲英语、加勒比英语、印度英语、东非英语、南非英语、西非英语等地区变体。《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为了尽量体现英语的世界变体，同等对待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同时出版了英国英语版和美国英语版。Chambers'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3）也收录了大量异体词，尤以外来词和苏格兰词汇居多。我国当代词典也呈现出这种趋势，例如董世祁主编的《新简明英汉辞典》增收了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国家使用的英语，尤其注重收录加拿大英语；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则广收澳洲等国家或地区的英语。

2．词位信息的一体化

词典以提供语词的语义及各项信息为本，然而早期词典共有的特点却是语义单一、信息贫乏。例如我国的《说文解字》对一个文字只求一个释义，追求“达神恉”，并不罗列其他义项或信息。16世纪以前编纂的双语词集（词典）基本上都是简单的对应词汇编，几乎每个词目都只提供一个目的语对等词，例如我国唐代的梵汉双语词汇编《梵语千字文》，明代的蒙汉对应词汇编《华夷译语》。即便是到了近现代，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太大改善，词典编纂者出于正字和规范语言的需要，只是注重对词的形态和概念义的描写，几乎都忽略对语法规则的描写。约翰逊编纂的《英语词典》就是一个典型，它对语法的描述几乎是空白的。进入20世纪后，这一状况逐渐发生巨大改变。

2.1　展现词位完整的语义与语用信息

在继续重点描写词位概念义的基础上，词典还应系统、科学地揭示词位的多样化意义。例如《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设立“隐喻”专栏，着力介绍相关语词的隐喻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代词典积极增收科技术语的扩展义或比喻义。此外，对于语用意义，历史上也是留有印迹的。布洛卡的An English Expositor
 （1616）用诸如“纹章学术语”之类的标注来标识专科词汇，科克拉姆的The English Dictionarie
 ：or, An Interpreter of Hard English Words
 （1623）对流行用法、粗俗语及文雅词进行区分。这是语用标签的前身，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形成一种传统。随着20世纪80年代语用学的兴起，语用信息开始在语文词典尤其是教学词典中得到越来越完善的体现。开始时只是部分地采用系列文体及语言变体标记。例如《简明牛津词典》，作为1911年面世、一直享有很高声誉的老牌英国词典，第七版（1982）开始对有争议的用法用大写字母D标出，对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用法用大写字母R表示，第八版（1990）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文字说明，使之成为惯用法专栏，第九版（1995）作了进一步的扩充，把它移到词条最后并用方框框起来，十分醒目。现在各教学词典的新版趋势是：学习语言不仅要正确地使用语言，更要得体地使用，因而需要系统地提供语用准则。这以《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剑桥高阶英语词典》等最为典型。《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87）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提供语用准则的英语学习词典，它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提供语用准则：（1）“用法说明”；（2）“语言提示”；（3）词条内的注释和例句，即对如何表达“道歉”、“批评和赞扬”、“感谢”等语用环境进行了信息指导。《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2001）通过“附加栏”提供大量语用准则。《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在“语言意识”专栏中专门设置了“语用学”，以提供语用知识。《朗文当代英语词典》（2003）则把“语用学”列入“语言提示”之中，突出语用准则的运用。

2.2　展现语词在词源、形态、构词、词频、搭配、用法、语法、修辞、文体等方面的特征

早期英语词典及18世纪现代词典启蒙时期的词典对词源都比较重视，例如考德里的《字母排表》（1604）提供一些基本的词源信息；科尔斯编纂的An English Dictionary
 （1676）则以缩短释义为代价，以便收录更多词汇和提供词源信息。现代词典大大拓宽了词源信息提供的域度，不仅包括词的来源语与同源词，还包括词的音义演变、在出版物中首次出现的时间等。《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则不仅通过“词源信息”栏尽可能详细而简洁地勾画出词的历史，更以此为切入点介绍相关文化背景信息。而且随着语料库的不断丰富，不少词的首次出现时间得以重新确定，因此，词源中的年代标注有上溯的趋势。例如美国词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第九版（1983）标注sporting一词的时间为1867年，而第十版（1993）则为1799年。

教学词典普遍开始系统地标写词的使用频率，这以1995年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剑桥高阶英语词典》等最为典型。《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95）不仅用简易形式标识了口语与写作中最常用的3,000词，还以图表形式标明一些词在不同句型中使用的百分比。《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1995）则将频率分为五级，每级以一个黑色菱形块表示，涵盖了14,700个词。

语法信息的完善程度最为显著。自霍恩比以第一代《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开创了在词典中系统介绍语法知识的先河后，当代词典尤其是教学词典对语法信息的处理已经更为详尽、周全，并形成了稳定模式。以词语搭配为例，五大高阶英语学习词典新版的趋势是：重视词语搭配，强调满足用户表达的需要。例如《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开辟了词语搭配专栏，突出了搭配特色；《朗文当代英语词典》（2003）则不仅设置了搭配专栏，还配有大量例证，加大了整句例证的配置力度；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95）则在例证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它除了采用整句例证外，还以黑体字标出例证的核心句型，并从语法、搭配或引申意义方面加以解释。另外，普通语文词典逐渐全面描写语法信息，这是当代词典处理语法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为典型；与第九版（1995）相比，《简明牛津词典》第十版（1999）也倾向于向美国大学版词典和英国海外英语教学词典学习，提供词语的语法信息和搭配信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大学版词典也开始淡化现代语法描写主义与规定主义的对立，描写主义语法取向逐渐获得巨大话语权，这以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第九版（1961）为代表。再比较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第九版（1983）与第十版（1993）、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第一版（1991）与第二版（1997）同样会发现：用法信息除了用传统的标注和短语说明以外，“用法说明”栏逐渐成为固定项目，一般讨论有争议的用法，说明争议的历史背景，诠释该词的使用群体、语境，以及人们对该词的评价等。

2.3　展现词目词位与词典中其他语词词位的语义联系

在词典尤其是双语词典中适当加入同义关系（词）、近义关系（词）、反义关系（词）、类比关系（词）、转换关系（词）、派生关系（词）等信息，有助于全面揭示词汇单位的语义特点和词汇的系统关系。现代语言学习词典都比较注重这种语义联系的揭示，从翻译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1997）到自主研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和《文馨新观念英汉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无不如此。不过，田中茂范等主编的《英汉多功能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建宏出版社，2008）做得极为典型，语义联系的处理相当到位、系统，能够有效促进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另外，通用词典也都在竭力增强语义联系的描写力度，这以《新英汉词典》（第四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为代表。

2.4　其他相关语言信息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信息，现代词典的特色趋势之一就是冲破传统词典范式的约束，就某些专题设专栏提供相关信息。例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2000）开设栏目“more about”介绍专题词汇和表达法；《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四版）（2003）在“word focus”栏中也有类似介绍。《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设立“语言意识”专栏，专门简明扼要地讲解数词、短语动词、学术写作、隐喻、网络语言、语用学、口语话语、敏感词、避免冒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商贸英语、构词法等方面的知识。它专门为高级英语学习者设计了“学术写作”专栏，除了在插页中介绍学术写作的基本规则外，还在有关词条中的红底条形框内列出了英语写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开设“talking or writing about…”栏，提供与age、baby、colour、film、job、marriage、newspaper等专题的相关表达法，每一条都有释义，有些甚至配设例证。

3．词典类型的模糊化

词典类型研究属于理论词典学范畴。词典类型错综复杂，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语言学家、词典学家都立足于不同视角就词典类型分类进行了系统探索。前苏联学者谢尔巴（Lev Vladimirovich Shcherba）首开词典分类先河，他于1940年创立了六组具有对比特征的词典类型：规范词典与参考词典、百科词典与普通词典、传统词典与普通词典、传统词典与主题词典、释义词典与翻译词典、历时词典与共时词典。著名词典学家兹古斯塔（Ladislav Zgusta）首先将词典分为百科词典与语言词典两大类，然后以此区分为出发点，根据以下参数对重要词典类型进行了归类：按时间跨度分为历时词典与共时词典，按覆盖范围分为普通词典与专科词典，按语言分为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按功能分类（他没有开列出对比性词典类型），按词典规模分为大型词典、中型词典与小型词典。另外，Al-Kasimi（1977）以“本源（source）”、“范围（scope）”与“功能（purpose）”作为参数提出了新词典分类说，将词典分为书面语词典与口语词典、生成词典与理解词典、词汇词典与百科词典等；蔡文（1981）根据八个通过区分特征建立的分类模式力图概括全部词典类型，例如按词典宗旨分为教学词典与查考词典，按条目的专门性／普通性分为专有名词词典与普通名词词典等；Landau（1989）则按语言数量将词典类型分为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按涉及主题分为专科词典与特种语文词典，按所选择的语言研究方法分为描写词典与规范词典等。这些分类内容尽管侧重点不一样，但分类取向却是大抵相同的，例如都视描写词典与规范词典、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教学（生成）词典与查考（理解）词典等为二元对立，即为分别具有对比性特征的词典类型，在学理上不能混淆。然而，当代词典范式在演进过程中逐渐冰释了这些具有二元对立属性的学理制约，词典类型在品性定位上呈现出模糊化趋势。事实上，“词典类型是词典体系的外在构架，也是词典精神的外在呈现”（陈伟，张柏然2007a）。

3.1　描写词典与规范词典的模糊化

规范词典与描写词典的划分，本质上根由于语言研究中规定主义和描写主义这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分别以规定语法和描写语法为代表。规定主义以逻辑为标准，制定被认为是最佳或最正确用法的规则，把与其规则相悖的语言用法一概看作是语言蜕变。传统词典学出于匡谬正俗、纯洁语言的动机，历来供奉规范词典而摒弃非规范用法。贝利（Nathan Bailey）的An Universal 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
 （1721）于1727年出版了初版增补本，提供了一些用法指南，如为某些词标注特定符号，表示该词要谨慎使用，或该词是推荐的规范用法。这应该是词典规范主义思维的较早体现。1755年，约翰逊编纂的《英语词典》引用名家经典中的例句说明英语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从而确立了规范词典的权威与神圣形象，促进了英语单词拼写形式的规范统一。然而，由于词典只规定不描写，这遭到了语言学家的批评，因为语言是在社会交际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规定”出来的。另一方面，社会语言群体的构成十分复杂，语言变体成千上万，任何一部词典也无法描写整个语言系统；而且，不加甄别地把废弃词、古词古义、方言、俚语、切口、行话、粗俗语、禁忌语等都一股脑儿地塞进词典，只能起误导作用。描写主义以实际使用为标准，强调客观地记录和分析语言现实，重视语言的个性和特性。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61）为描写词典学与描写语法开了先例。随着时代的前进与语言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全球化之风劲吹、文化呈多元化趋势的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规范”与“描写”这对矛盾，当代词典编纂者灵活运用语言学理论，把规范主义与描写主义巧妙结合，并模糊其界限，在释义表述及所设的“惯用法”栏目中，根据语言使用的事实，搭准时代的脉搏，充分尊重今人的价值判断取向，既修正传统，肯定了为语法学家所排斥的非规范用法，也提请用户在使用这些非规范用法时应持谨慎态度。《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它肯定了如“分裂不定式”、“hopefully”等被语法学家视为非规范的用法，也不时地提醒读者在使用女性化后缀-ess、Christian name、Negro等词语时要持谨慎态度，要注意诸如此类用法的敏感性。

3.2　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的模糊化

普通语词与百科语词在内涵特征、语体风格、功能取向等层面都存在着极大差异，这也是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在收词方面向来严格拘谨的深层次原因。当代词典在收词方面逐渐模糊了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各自的内在要求，相互兼收。一方面，语文词典跨越“适当兼收百科词汇”的传统原则，大幅度提高百科词汇的收录比例，正如Landau（1989）所说：





近年来，大西洋两岸在普通语文词典编纂方面的趋势是，强化各类百科性词条的作用：每部新词典都吹嘘自己收录了大量的地理、生物词条以及科技词条（还有新词），所有新的足本词典都用很大篇幅收录科技术语，不惜冒着成为专科词典的危险。





另一方面，百科词典大胆突破“禁收普通语词”的条规，开始吸收大量常用词汇与词组，有的甚至对部分语词作了语文性处理。《俄汉科学技术词典》（国防版）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它收词14.5万条，科技词汇7.2万条，同时吸收了大量常用词汇与词组，仅常用词组就达2,300条，同时完备地标注了动词语法，指明体、（变）位，配设了充实的例证，标出了名词的性，一般给出二格，特殊变格全部标出，前置词则标出支配关系，义项同样完整。据编者介绍，该词典收集了俄文所有的基础词汇、常用普通词汇，以及在科技书刊中可能见到的政治、经济、生活词汇等，科技工作者可以把本词典当作普通俄汉词典使用。《英汉技术词典》（国防版）也是如此。《俄汉化学化工与综合科技词典》（化学工业出版社，1989）收词15万条，包含大量基础词汇、固定词组，并对每个基础词的语法特征、支配关系、搭配范围等作了标注，还把一些科技人员难于识别的变了格的名词、变了位的动词等立为条目，并指出其原形，呈现出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的双重功能。法国拉鲁斯书店则以另一种方式兼现出语文词典与普通词典的功能，它率先在《小拉鲁斯词典》（Le Petit Larousse Illustré
 ）中推出一书两式，将普通词汇词典与有关历史、地理等的专名词典前后合编在一起，中间插进收录了拉丁短语和外国短语的粉红色“玫瑰之页”。这种做法为其他语种的词典所仿效，例如某些荷兰语词典也分为两部分。

学术共同体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张后尘1995；黄建华2001），并将之界定为一种混合型词典，以区别于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学界普遍认为，语文词典绝对不收百科条目或百科词典绝对不收语词条目是不现实的，但有限的跨类别收录并不能改变原先的词典类型。

3.3　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的模糊化

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的划分是以所涉语言种类为参数的，就范式品性而言，两者相差甚异。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一种新型词典范式——半双语词典，它构建出一种全新的词条结构与意义表征方式：以外语原版词典为核心，充分保留原语词典的释义、语法说明、语用说明、例证等内容，但将原语释义翻译成目的语。半双语词典为以色列Kernerman出版公司首创，其标志是1986年依据霍恩比的Oxford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编纂出版的Oxford Student's Dictionary for Hebrew Speakers
 。该词典出版后，立即在以色列词典市场引起了轰动；之后，Kernerman出版公司积极与其他国家的出版公司合作，相继开发出母语为阿拉伯语、法语、泰语等近30种的半双语英语学习词典（EFL），受到相关国家词典用户的热烈欢迎。在中国，Kernerman出版公司早在1991年就与我国的科学出版社合作，开发出版了第一本针对以汉语为母语者的半双语英语学习词典——《哈拉普英语学习词典》（Harrap's English Dictionary for Speakers of Chinese
 ）。1997年，该公司与我国台湾的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了另一部汉语版的半双语词典——《书林易解英语词典》（Bookm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Speakers of Chinese
 ），并于2000年推出了修订版。2005年，Kernerman出版公司又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开发出《半双解英汉词典》。

3.4　教学词典与查考词典的模糊化

教学词典与查考词典有着不同的编纂目的、原则、手段与风格：前者立足于编码功能，以收录现代常用词为主，着重说明词的造句功能，标明所谓的“句型”；后者立足于解码功能，重在收词（量）并力求全面，包括通用及百科知识的词。两者分界清晰，但是当代词典的编纂或修订逐渐摆脱传统词典单一化功能的思维，竭力在同一部词典内实现解码与编码功能。一方面，查考词典在保留词典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增强词典的教学特色，进而逐渐向教学词典靠拢。高永伟主编的《新英汉词典》（第4版，2009）就是一例。另一方面，教学词典纷纷扩大阅读型词汇的收录比例，并兼顾各英语变体，以满足现代社会各行各业查考的需要。例如教学词典《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共收词语10万余条，仅阅读型词汇就达6万余条。《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1979）更是以在教学与查考这两大领地的中间地带寻求生存为理念，积极编纂出一部兼有教学型与参考型之长的中介型词典，既大胆选录各学科术语，又要言不烦地说明用法。

二

本书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将一些理论趋势（approach）松散地归拢在“后现代”麾下。既然如此，我们就获得了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性思想以进行词典系统研究的基本逻辑理据。世界是复杂的，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复杂性。系统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就是摒弃传统的线性思维，而重视并研究这一复杂性。复杂性主要体现的是系统科学认识世界的一面。西利亚斯（2006：2）指出：“系统组成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则具有这样的属性—作为整体的系统不可能只通过分析其组分而得到完全理解。”从表面上看，词典范式历时的复杂化进程缺乏理性思想的指导与规划，它似乎只是词典功能或科技进步观照下的一些碎片化进步，其动因则是词典编纂主体的一种朦胧的集体无意识行为，而非理性思想指引下有目的的发展。显然，仅仅局限于这些组分的整合与分析，并不能科学地理解和解释整体意义上的词典系统及其演变机制。

从根本上讲，词典范式历时的复杂化进程源于词典学知识系统的内在要求，而这种要求最终落实在词典的文本中。立足于系统科学进行分析，词典文本本质上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具体包括显性的“语言”子系统（涉及词典内容）与隐性的“人脑”子系统（涉及用户的知识需求与认知机制）。这就是说，在后现代主义复杂性诉求的映射下，正是语言与人脑的复杂性决定了词典范式的复杂化进程，反过来说，词典范式的复杂化进程是语言与人脑复杂性的必然要求。词典功能只是词典范式人为的无奈划分与定位，科技进步也只能决定词典范式的工艺范畴与语料形态，两者都无法超越开放而复杂的语言与人脑巨系统，而后者正是词典范式复杂化进程的本体精神与根本动力。卡拉乌洛夫（1993）的研究与此形成了呼应，他是这样归整现代词典不同于传统词典的两大特征的：“第一，它不应该是语言变化状况的消极反映，而应该是能对社会起积极影响的理想模式；第二，它的反映对象不应该是语言体系，而应该是语言的个性特点，是语言的使用者——人，从而起到审美教育和精神更新的作用。”

这一节我们从语言的复杂性角度对词典范式的复杂化进程加以诠释。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第二次根本性变革——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该变革使得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哲学研究的课题从思想、观念转移到了语句及其意义。由此，人们只有关注语言，穿越语言之门才能进入当代西方哲学并进行探索。那么，语言究竟有着何种特性使得它在人类世界观的发展进程中如此获得器重？语言是人类进化的主要产物，也是过去50亿年中出现的最有意义、最有特性的东西。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都认为，语言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极具复杂性。对于语言的这种复杂性问题，人们试图从不同角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卡西尔（2006：175）认为，语言的复杂性根源于语言“不只是单纯的声音和文字的集合，它是个系统”，具体由若干套结构（structures）构成，这些结构又各自成为独立系统，按照自己特有的内在规律运转，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Saussure（1974：76）在讨论语言进化问题时，则这样指出：





没有比这更为复杂的东西了。由于它是社会力量和时间两者的产物，没有人可以改变其中的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它的语符的人为性在理论上承诺了可在语音基质和思想概念之间建立起任何关系的自由。结果是，在语符中结合着的两种要素的任何一个都高度保持它自己的生命，而为他处所罕见；此外，语言在所有可能影响其声音或意义的力量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或者不如说发生着进化。进化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种语言可以阻挡这种进化。经历了一定的时期之后，一些明显变迁总是可以记载下来的。





对于语言系统，Saussure（1974：13—14）将其从本质上又进一步区分为“语言”和“言语”：前者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后者则是言语活动中投入使用、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前后两者形成了一组相对的概念。而且，Saussure（1974：24—25）坚持认为言说的语言要比书写的语言更为基本，“书写不过是语符的一种形象，语符是在言说之中找到其真正表现的。”这一区分体现出语言主观和客观二维的本真属性：语言不仅是抽象、稳定的静态系统，更是具体、变化的动态具象。西利亚斯（2006：58）从后现代复杂性的角度对索绪尔这一语言思想进行了解释：





从根本上讲，索绪尔把语言理解成系统，其中每个词都有其位置，并相应地有其意义。此系统的确在进化，但是保持在某个近平衡态。不过，复杂系统，如语言，并不运行于近平衡态，系统中组分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动力学的。语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稳定到每一语符都是可以被精确决定的。





如果说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准确描写了语言复杂性的具体表征的话，西利亚斯（2006：53）的研究则揭示出语言复杂性的内在根源或动力，“语言系统不是由个体言说行动构成的，而是超越了个体使用者的关系系统”。西利亚斯（2006：157）进一步指出：“后现代理论中描述的话语和意义的扩散，并不是由任性的、破坏性的理论家创造出来的，而是我们语言和社会空间的复杂性所不可避免的后果。”这在揭示出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人的关系的同时，也明确了语言复杂性的根源。

传统词典学坚持现代主义的语言本体观，认为词典编纂只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因而词典范式只涉及“语言”本身，而几乎规避了“言语”体系的所有特质：孤立、静态、片面、标榜规范。词典这种形而上的表征使得“语言”不但被清晰地打上了人类整饰的烙印，悬置了真正语言的自然本性与生命特征，还弱化了语言的复杂性，从而无法反映语言系统的真正面貌。本书第四章“规范理性的陨落——词典知识面向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具体描写了当代词典尤其是学习词典面向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及其回归方式，指出其间貌似“混沌”的演变状态蕴含了“言语”维度的张力。从后现代复杂性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这一面向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正反映出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人的关系的复杂性。语言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是不同民族结合自身群体或部落特征及所生存的环境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不同的语言反映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现象和历史背景。可见，语言具有时空差异，可以因地、因时不同而不同，也可以因阶级、阶层、性别、年龄、态度而引起差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语言在使用中不断地被转化，而环境的更新则又对语言产生自反性效应。这就是语言的变异性特征，它反映的正是世界与社会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与微妙。这是从社会宏观角度来说的。从人类个体角度来说，语言是人类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没有了语言，人类社会是无法想象的。正是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使得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语言能力，或者说，具有利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交际能力。根据社会语言学或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成功的交际不仅需要渗透于语言形式的语言能力，也需要语用能力，而后者是与对语言的态度、价值、动机及对语言的特征、用途结成一体的，是与对语言和其他语码关系的能力和态度结成一体的。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种交际能力尤其是语用能力是在社会中习得的，并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或培养加以提高。

这些都给包括词典在内的语言教育工具提供了生产或存在的社会价值。换句话说，正是基于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人的关系的复杂性，作为语言收录文本的词典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试图完美地体现出语言词汇的复杂系统关系。2006年，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列祥（Juri Apresjan）主编出版了《世界的语言图景与系统词典学》一书，对莫斯科语义学派词典编纂理论作了全面诠释和系统总结，并提出了“语言整合一体描写”理论。根据该理论原则，传统的词典释义模式因不能描写词汇单位的全部特征而需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扩充，词典描写或蕴含词汇单位可能具备的所有特征，即词位的语义、语用、形态、构词、句法、搭配、交际－超音质等特征以及与其他词位的聚合语义关系，都必须列在词条中，或者能够在词条相关信息项目中得到直接与完整的预测。根据该书，词位的词典整合描写应该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词位的完整语义、语用信息；二是其交际－超音质特征以及搭配、句法、形态、修辞等方面的特征；三是该词位与词典中其他词位的语义联系（如同义、近义、反义、转换、派生等关系）信息。而就当代词典而言，无论是单语词典还是双语词典，也无论是语文词典还是专科词典，虽然尚无法完整体现这一理论原则的全部内涵，但是显然都在毫无例外地以此为趋向，根据所设定宗旨、原则与目标对象对词位的语义、语法与语用信息进行最大程度的一体化、整合性描写。从语词收录的普遍化、词位信息的一体化到词典类型的模糊化，无不体现了这一努力。这一努力凸显的是人类语言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创造性的生成系统的特性：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中最为基本的元素，一个语词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语义、语用信息维度，也渗透在它与其他语词的横、纵向关系网络中，更为与它相关的语法规则所决定。语词的这些系统特征对于学习者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正是来自于这些各自独立的范畴，尤其是语法使用规则，它是制约序列中的单位——词——与词关系规则的总和，是连词成句的根本条件，因而蕴藏着语言创造性的动力源。可见，词典文本是基于语言复杂性的复杂化进程的，其终极目的正是为了提高人类（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以人为本，这也正是词典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产品的根本价值所在。

三

这一节我们再从人脑的复杂性角度来观照并诠释词典范式的复杂化进程。

语言系统与人脑系统之间显然是连通的，洪堡特对此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我们仅仅把语言当作“字”的集合，我们将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洞见以了解人类语言的特性和作用。在语言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是声音不同或者记号不同，而是‘世界观’的差别。”（参见卡西尔2006：171）这就在机械的语言符号与其使用的主体——人类的智力与能力之间建立了一种机制性联系，“语言必须被当作一种能力，而甚于一个成品。它不是一件现成的事物，而是一个连续的历程，它乃是人心的一再重复的苦工，运用有音节的声响来表达出思想。”（卡西尔2006：172）作为复杂系统，其处理信息的方式以及内部结构的发展和变化，都与其涉及的环境具有特殊的关系（西利亚斯2006：33），那么语言是如何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西利亚斯（2006：174）认为“主要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者，他们为了在环境中生存和运行而必须与其相互作用。”事实上，语言是我们生存和运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语言活动或产品与人的大脑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本章认为，人的大脑是词典文本这一复杂系统中一个隐性而关键的子系统，原因至少有两点：（1）作为人类内部存在的官能，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人学语言，对语言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的研究；（2）人（词典用户）的认知作用是词典文本跳脱不开的参数，词典使用过程实际上就是人进行语言学习与信息加工的认知过程。

从这个角度观察，20世纪下半叶的词典编纂与研究最终跳出传统“文本中心论”的藩篱，以“用户视角”的理论形态实现向“人”的回归，归向用户信息接受的内在认知特征，体现出语言与人脑的复杂性在理解人类概念结构方面的统一。传统词典观视词典为纯粹的查询工具，信息表征手段单一而机械，因而无法体认并回应人脑的复杂性诉求；当代词典学则聚焦词典用户的认知心理活动，认为词典文本只有通过用户的阅读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词典文本必须形成内在的、迎合用户主体认知习得机制及符合教学规律的启发机制，以增强阅读启发功能（参见陈伟，张柏然2007a）。以此为据，当代词典积极采取多样化的认知表征手段，在微观与宏观结构中有效复制语言教学与习得的特点和规律，旨在提高学习者利用词典进行语言学习的认知效果，从而体现出作为一种语言产品基于人脑复杂性而作出的积极努力。

（1）控制词汇

根据帕尔默提出的“范畴释义”理论，外国学生学习英语应该缩小所接触的词汇量和词汇范围。20世纪30年代，在韦斯特的支持下，出版了一批基于词汇控制理论的词汇表以及著作The New Method Readers
 ，这为以后编写英语学习词典和简易读物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1935年，韦斯特和文幼章出版了《新方法英语词典》，旨在帮助英语学习者进行文章阅读。该词典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但是第一部英语学习词典，也是第一部基于词汇控制理论而编纂的英语学习词典。在这本词典中，韦斯特成功地利用1,490个单词对23,898个条目进行了解释。韦斯特认为，利用控制词汇进行词典释义的目的就在于尽量减少词典学习者的麻烦，使他们不至于为了理解某个释义用词而再去查找其他词目。此后，包括“朗文”、“牛津”、“柯林斯”、“麦克米伦”等知名品牌在内的词典纷纷效仿，利用最常用的2,000、2,500或3,000个控制词汇进行释义与例证编写，从而构成了当代词典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1978年，《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一版问世。该词典体现出更多最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不但在释义上采用了控制词汇释义的方法，利用2,000个最常用的基本词汇解释了所有词义，而且“例证的编写也采用了词汇控制方法，所有（例证）用词都在释义所用的控制词汇之列”
1

 ，力求做到简洁、自然、精当。此后，《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二、三版也都将例证和释义单词数量控制在精心挑选的2,000个最常用的词汇之内，并努力确保所使用的意义也是最基本、最常用的。《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则用了2,500个常用词汇。

控制词汇的使用对词典编纂起到的认知效应得到了实验科学的支持。著名词典学家Cowie（1999：113—114）后来对《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一版中的例证进行了研究。他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道：“尽管该词典中有的例证较长，并有时会出现人工雕琢的痕迹，但这绝非是利用控制词汇的必然结果。”Cowie（1999：135）认为，“如果真实例证（authentic examples）中有的词语偏难，甚至比词目更难，这也不利于学习者的学习使用。”正因为如此，他指出无论词典中的例证出自何处，都必须适应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必须彰显易学易用（user-friendliness）的特点。

（2）整句释义

传统词典基本采用短语释义方式。当代词典尤其是学习词典在释义方面的趋势是：采用短语释义与整句释义相结合的方式，以短语释义为主，整句释义为辅。整句释义把词目作为诠释的一部分，左边诠释部分揭示词目典型的语法语境，右边诠释部分则是贴切的释义，体现出词目的位置、用法及意义。《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1987）首开整句释义的先河，在词典学界和外语教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后来，《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95）、《剑桥高阶英语词典》（1995）、《牛津高阶英语词典》（2000）和《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等也都根据需要部分采用整句释义方式。

（3）原型式释义撰写与义项排列

词典释义的传统理念是，语义就是使语句所表达的命题成真的充要条件，即真值条件。然而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概念结构和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直接关系；而且词义范畴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其内部各成员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为了反映人类心理词汇的这一认知特征，当代词典学家充分利用语料库技术，构建了原型式的释义撰写模式，即先确定每个单词的一个或多个核心意义，然后再撰写释义。《牛津大学英语词典》（1998）在这方面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它着力凸显用法和语义的中心和典型性。另一方面，义项排列历来是困扰词典学家的问题：若着眼于历史，从最早的意义历数，必然造成废义、古义、罕义满天飞，而活泼的常用义却被掩藏其间；若着眼于词义的逻辑关系，不论词性，把一个个义群没有特征地堆砌在一起，将给学习者带来极大的不便；若着眼于当代，根据词频统计，从最常用的意义布设，又割断了词义间的关系脉络。《新牛津英语词典》创建的原型式义项排列方式克服了以上缺陷，即首先考虑词性，把最主要的词性排在前面，次要的排在后面；然后，再列出词目的典型义或焦点义，随后列出由典型义演变而来的若干次要意义，次要意义则按照使用频率的高低再排序。

（4）构建联想与记忆机制

注重构建词汇的联想与记忆机制是当代词典范式的一个重要趋势与新特色。在内容上，当前主要的做法就是提供词语联想信息，包括同义词、反义词、同族相关词、上下义关系词信息等。例如《英汉多功能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建宏出版社）提供了词目的上下义关系词、同义词、反义词、相关词、同音词等，充分弥补了字母顺序编排割裂系统联系的缺陷，增强了学习者的联想与记忆效果。在方式上，当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设参见，即以“compare…”或“see also…”等引出；二是设专栏，例如《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设“other words meaning…”栏，列举意义关联的语词，并配有释义和例证；《牛津高阶英语词典》（2000）设“vocabulary building”栏、《朗文当代英语词典》（2003）设“word focus”栏等列举相关词语。值得指出的是，提供词语的联想与记忆信息是中型语文词典的传统，但现在的趋势是，大型语文词典也纷纷以不同手段对其积极效仿。还需指出的是，考德里编写的第一部英语单语词典《字母排表》（1604）就开始在同义词词条间设置参见，这一做法虽然没有被后来的词典大幅度效仿，但为现代英语词典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5）设置概念“引导词”

有些语词义项众多，而且其间意义错综关联。传统词典文本囿于自身条件的制约，动态引导能力低下，从而形成了一个瓶颈问题。面对这种词条，学习者在使用词典进行意义定位时会产生很大的认知困难。当代词典大胆创新，增设概念“引导词”菜单进行意义引导，即为多义词的每个义项提供一个能够概括或标示该义项释义的单词或短语，并将它醒目放置在相应义项的前面，作为该义项的识别标志，以引导学习者在长词条中便捷、准确地找到所需义项。这一认知性手段为P. 普罗克特主编的《剑桥国际英语词典》首创，他依据多达一亿单词的语料库并采用最新电脑技术进行编纂，在词条中设置了“导向词”（guide word）。其后，其他词典也纷纷使用类似手段，《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设立概念来引导新词，即每个概念词下都有若干个划分得更小、更具体的概念，并用标有数字顺序的菜单显示出这些概念的意义。《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95）使用“语义界标”（signpost），《牛津高阶英语词典》（2000）提供“检索捷径”（short cut），《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则把多义词每个义项的意义都概括性地罗列在词条开端，以指引正确检索。例如up条：



Up
 can be us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as an adverb
 ：Their voices could be heard up in our room
 .◆Mary looked up at him
 . ◆I stood up
 .

as a preposition
 ：He climbed up the steps
 . ◆I set off up the road
 .

as an adjective
 ：the up escalator


after the verb 'to be'：He was up early the next morning
 .◆Food prices are up
 . ◆I knew something was up
 .



（6）提供错误或危险信息

当代词典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在学习者易犯错误的词项后列出典型错误的表达形式，包括用法、搭配、同义反复、文化联想等方面的错误。例如，《朗文简明英语联想活用词典》在“重要帮助”（essential help boxes）栏中对英语学习中的常犯错误提供预警及相关信息。《柯林斯英语词典》（21世纪版）除了给出目前大多数人主张的用法外，还就错用和混用现象举例，并加以简要说明和纠正，而《Peter Collin英语学习词典》（双语版）专为中等程度的英语学习者设计编写，它特别提示出常见用法错误，以帮助学习者加以避免，从而提高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2000）也在多种栏目中设有正误对比。《剑桥国际英语词典》则注明了与16种语言相关的“假朋友”（false friend），即两种不同语言中词形或发音非常相似但实际词义并不相同的词，具体而言，该词典把16种语言中容易和英语相混淆的词制成16张“假朋友表”，分插于词典中，旨在防止英语学习者在碰到某些英语单词时望文生义，与自己母语中的相应词联系或等同起来。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2003）用蓝色方框标出“common learner error”，进行英美用法对比，并专门讨论拼写、读音等常见差别以外的问题。

除此之外，因为人们在口头表达中往往喜欢用一些含糊词，如bad、good、nice等，有些词典还提供含糊搭配的替换词，以帮助学习者掌握真正准确的说法或搭配。例如《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开设专栏“words you can use instead of…”，显示具体搭配中用哪个更为准确的词来代替含糊词，以便准确表达意思。

应该说，当代词典所积极采取的这些多样化认知表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迎合了语言心理学、语言教育学与语言动力学的原理（至于在实践中是否有效，则有待我们的实证考察与研究）。例如，心理词典中的语词是通过语义关系在语义范畴网络中相互连接的，而常规词典中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单词却犹如一盘散沙，缺乏一条主线把它们联结成一个有机体。因此，原型式释义撰写、原型式义项排列方式、概念“引导词”实质就是各多义义项的原型义，本质上也是原型理论思想的运用，这些都是在最大限度地模拟或复制心理词汇的组织结构，从而把词典中那些相互割裂的词汇内部关系重新连接起来。这不但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把握词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和脉络，更有助于建构有效的词典启发机制，从而可能有助于提高语词学习过程中的理解与利用效率。从语言动力学角度来说，英语中的词汇是一个小世界网络，任意两个英语词汇平均通过三次近义词的过渡就可以联系到一起，揭示出这种词汇结构则有利于联想记忆。再如，词典类型是词典体系的外在构架，也是词典精神的外在呈现（陈伟，张柏然2007b），由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界限模糊化而衍生出的半双语词典，其学理初衷就在于迎合人类认知的规律，充分发挥词典的教育功能。再如，其揭示出学习者易犯的语言错误表达形式，也集中体现了外语认知学习特点，能够让学习者从自己或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避免类似的错误再犯，进而掌握正确的用法。

本章最后从经济性原则角度进行相对详细的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逻辑总是遵循经济性原则，或称为省力原则或经济标准。简单地说，经济性原则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齐普夫（George Kingsley Zipf）在1949年出版的专著《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中，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诸如木工与斧子的关系等个案进行了周密分析，提出了所谓的“齐普夫定律”（Zipf's Law），证实了人类行为普遍遵循省力原则这一观点。这一原则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就表现为表达的经济性，例如隐喻式命名和隐喻式陈述都体现了思维和表达的经济性原则。法国语言学家马蒂内（André Martinet）在音变规律研究中发现，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就是语言经济性原则。

语言经济性原则是客观世界的普遍原则，也是语言交际的一条基本原则，它的运用既能使语言简练，也能使语言具有美感。有人认为，人类创造性思维的突出体现就是语言的简化，其出发点正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可见，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与人类大脑的认知模式相关，减少语言中的冗词赘语，不但能够提高语言交际的效率，同时也能够减轻记忆的负担。隐喻式命名就是简单而典型的例子，它虽然花费了命名者更多的精力，但其形象、生动、易记的特点减少了使用者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命名活动的经济性。引人注意的是，词典范式在其复杂化进程中不断迎合并体现出语言的认知经济性原则，例如：

（1）词汇控制理论符合词汇习得负担的一般原则：一个词所代表的模式和知识越为读者熟悉，习得负担就越轻（Nation 1990，2001）。所以从根本上说，词典利用控制词汇进行释义与例证编写增强了词典文本的认知可解性，能够有效减轻学习者的查阅与学习负担。而且，人们在指称事物时更习惯于使用基本词汇（Rosch et al
 . 1976），因而简明易懂的控制词汇更能为词典学习者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增强学习自主性（参见陈伟2006b）。

（2）传统的短语释义方式无法揭示出词目在特定义项时的语境，因而学习者在进行认知阅读时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整句释义把词目作为诠释的一部分，左边诠释部分揭示词目典型的语法语境，右边诠释部分则给出贴切的释义，体现出词目的位置、用法及意义。显然，这种释义方式具有优越的认知效应，有助于学习者对词目义项的理解与接受。

（3）简化语法代码或标注符号，少用缩略语，使用直观的缩写表示，这样更为清晰，易学易懂，是人类认知简易性的要求。

（4）插图由于其形象、生动、易记的特点而减少了使用者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命名活动的经济性。根据帕维奥（Allan Paivio）的双重编码理论（参见艾森克2000：278），图画（像）比具体的或抽象的词更容易记住，原因就在于图像可以被表象编码系统进行强有力的加工，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言语编码系统加工。根据征钧、冯华英（2001）的研究，插图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获得合理的解释：“把信息进行图像化处理，也不仅限于单一的名物或名状性解释，而是把词汇的语义学和语用学信息糅合在一起，进行总结归类，形成体系，使释义不仅具有简洁明了的特点，又同时由于图文并茂而变得生动活泼。”

（5）概念“引导词”的设置，能够降低或消除使用者在义项复杂的词条中进行意义定位时产生的认知难度，从而引导他们便捷、准确地找到所需义项。

四

对于语言的复杂性，西利亚斯认为应该把语言理解为一种自组织系统，因为自组织描述了一个复杂系统何以能发展和改变其内部结构：





如果语言能够被描述成自组织系统，在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以相当精致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世界对于词汇的意义具有直接的影响，但并不决定词汇的精确意义。意义从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奔涌而出，这种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方是源自世界的信息，另一方是由先前的相互作用所致的已存的关系之网。这使得语言成为一种活生生的、进化的系统，能够应对大的复杂性。（西利亚斯2006：175）





可见，语言并非线性的静态实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一直存在着能量互换，而作为一种收录语言的文本，词典就不得不在其生命历程中伴随着语言系统变革，而时时经历着范式的调整、顺变与演进。本章将这一范式演进精神定位为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性”诉求，而非一种机械、线性的与时俱进。承接这一诉求，词典范式必然受到语言与人脑复杂性的制约与驱动，从而在理性的轨道上朝着理性的方向演变。我们必须看清词典范式复杂化进程这一复杂性关系的本性，从复杂系统而非附带现象的角度，分析其间的变化和演进。词典范式的复杂化进程是非线性的，因而有关传统词典编纂与研究的线性思维是有局限性的，也是危险的。面对词典范式的复杂性诉求，我们需要走出词典编纂的机械论时代，即在理论上只是简单的剪刀加糨糊的非学术性工作，从而深化对词典编纂关系本性的认识，重新审视并定义词典编纂工作的本质。

复杂系统的探究方式需要有新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结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视角，防止非线性复杂世界的混沌，并尽可能地利用协同效应从事创造性工作。对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从曾经所持有的集体无意识与线性思维方式中跳出来，系统地探索和研究词典学发展的还原论方法：在语言层面，真正回归语言的本真状态，同时综合乔姆斯基的规则趋法（揭示语言规则）与索绪尔的关系趋法（揭示语言关系）这两种典范性语言趋法；在方法论层面，迎合大脑的认知机制，彰显本体与认知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科学地深入发展还原论方法。无论是基于纯粹理性角度还是实践理性角度，当代词典学都应该立足语言与人脑的复杂性，进行本体精神形态的创新与变革，并最终重构理论体系。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数字化浪潮冲击的时代，科学技术正改变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改变着整个世界，也同样为词典范式尽善尽美地体认、描写并展现“语言”与“人脑”的复杂性创造了条件，正如西利亚斯（2006：33）所说：“计算机技术已经为复杂系统建模开拓了新的可能性。”这一视角的词典学发展正有待我们深入而系统地开展研究。

注释


1
 　参见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第一版主编Paul Procter所作的“序言”：p. p. viii—ix。


第九章

精英圣坛的坍陷

——现代词典范式演进的后现代消费文化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科技逐渐恢复与发展，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时期。伴随着信息、科技、能源等领域的突飞猛进，人们的认识观、思维观、时空观与生存观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其中，生产与消费的观念表现出后工业社会中最有趣的特色（孙志宜1998：150—151）。由于科学、技术、电脑、信息、制造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急剧发展，出现了工业、农业的劳力过剩，衣食住行用的各种产品大大增加，西方社会进入到商品消费时期，消费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主义（consumerism）应运而生，西方社会由此进入到后现代消费时代或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消费是指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必须消耗物质财富的行为，属于生活方式。因此，消费主义是一种涉及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意识形态，人们不再追求对物质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转向追求对物质商品附加值的消费。最早的消费社会在美国诞生。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消费主义迅速超出美国国界，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扩散到包括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范围，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超越东方和西方的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向消费社会的转化，消费商品、为购买及消费而设的场所等物质文化大量积累，并形成商品化作用的文化扩散，后现代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随即兴起，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文化已不是传统的文化含义，商品化的意识与形式遍布在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思维意识、观念、艺术方式与手段，以及批评、收藏领域全都渗透了资本意识和资本逻辑。”（孙志宜1998：154）在当下社会生活里，美女们为了性感而消瘦、减肥、绝望乃至自杀……事实上，后现代消费文化正在冲击并改造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毫无防范意识的人类推向了全球消费一体化的“高速公路”。词典的发轫就是精神文明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并改造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种独特文化产品。因而，学术共同体在考察词典范式演变及其趋向时，不可忽视社会文化语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即文化转型而生成的效应。事实上，文化转型理应是我们把握当下词典范式演变及其趋向的重要视角。正因为如此，本章立足于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所掀起的主流后现代消费文化思潮，考察其间词典范式演变的精神与特征，并对其趋向作出前瞻性判读。

一

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全球性渗透是后现代消费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促使当下消费社会中物质与文化的生产及消费活动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化。典型的是，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聆听高雅的音乐，或是欣赏唯美的画作、歌舞，仍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正如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2000：11）所说：“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弭了；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这就是说，传统的文化疆界变得越来越宽泛，越来越不确定，过去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已经被放逐到社会生活的边缘——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并且，这种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取向，越来越显露出其独特的后现代形态的消费内涵和消费特征。

王宁（2006）指出，“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得以欣赏和‘消费’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性。”其实，相对于现代生产社会而言，（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最基本特征（詹姆斯，转引自卢瑞2003：44），正如杰姆逊（1986：147—148）所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就特定意义而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后现代消费文化既是全球化的文化动力，也是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事实上，自发轫以来，后现代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很显然，进入消费社会之后，消费文化显现出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后现代文化的诸多特点，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是一种具有后现代特点的文化。管宁、魏然（2005）概括出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特征：首先是消费的审美化；其次是追求无深度、平面化的快感体验；再次是文化艺术的一体化倾向，即现代社会中包括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在内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开始不断走向融合，呈现出一体化的倾向。王宁则总结了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审美特征。王宁（2006）认为，与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层审美价值相左，后现代时期的消费文化产品追求一种表面的、浅层次的审美价值。这可能与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所具备的复杂文化消费心态相一致，即由于生活节奏很快，“（人们）不可能细心地品味高雅的文化精品，但同时又不可能花钱去消费连自己的视觉也难以满足的文化赝品”。具体来说，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审美特征包括（王宁2006）：

（1）表演性，即不必对消费文化产品精雕细琢，而重在生产过程（例如艺术小品的舞台演出）或传媒的广告宣传过程（例如某种消费文化产品的电视广告），以求在瞬间吸引人们的视觉注意，满足他们在短时间内的审美愉悦；

（2）观赏性，即追求在外观上使人赏心悦目，从而吸引消费者心甘情愿地花钱去消费和享用；

（3）包装性，即通过包装使消费文化产品变得靓丽起来，从而在外观上满足消费者的视觉欲望，最终顺利地赢得市场；

（4）时效性，即消费文化产品体现了一时的文化时尚，仅仅为了满足人们的视觉审美需求，或是仅供消费者短期内的审美需求和享用，等到新的时尚出现后，它们就只能成为“明日黄花”了。

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也是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的产物。高宣扬（2005：61）对此做过详细解释：





信息化和讯息化加强了文化及其产品的符号化，更加强了文化产品复制的速度和节奏。同时，由高科技高效率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使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同时，也加强了人们的消费意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商品化和消费化中逐渐消失，从而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点和品味，导致某种反文化、反艺术和反美学的倾向。





管宁、魏然（2005）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具有后现代形态的消费文化之形成，则与当代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息息相关。”

相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中国进入消费社会显然要晚得多。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而消费主义观念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大众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过程渗透。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发生深刻转型，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日用商品生产日益丰富多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消费社会在中国已经是可能的现实和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的确确开始步入消费社会。

在这一社会基础上，伴随着后现代消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具有消费社会之基本特征的重要变化，即中国主流文化开始出现一个巨大转折，消费文化闪身登陆。在这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消费为特征的文化生产方式迅速蔓延，消费欲望加速它的膨胀和弥漫，引起各种文化形式创作的社会价值、审美趣味、作品形式等发生根本变化。王宁（2006）指出：“随着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登陆，它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也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事实上，随着消费文化在我国日趋兴盛，给我国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商业领域的运作方式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行为。词典经典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和各种文化权力聚合的场域，而且，其现实基础是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样，随着信息化后工业社会中计算机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给传统知识处理方式所带来的变革，深处于消费文化语境之中，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词典开始围绕自身产品的“可消费性”来组织生产，原先从编纂、出版到发行所遵循的种种规则，均被新的词典生产系统与传播模式所取代，即体现出词典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不仅是词典范式自身格局的变化，编纂者的创造心态、出版者的运作理念、词典文本的审美特征、学习者的阅读及审美取向等，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事实上，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词典主体已经展示出后工业社会的特点，从以往单纯的精神文化建构，演化成为整个社会文化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消费文化的特性；而其以往居于主流的精英圣坛地位则日渐式微，逐渐在具有明显商业化倾向的词典浪潮中坍陷。具体而言，词典范式演进的后现代消费文化精神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消解历史感与精英观而迎合大众主义，不再有内涵深度，其风格与个性是破碎而消解的，表现上是不连贯、拼凑、中断、折中与综合杂糅的；其二，颠覆印刷体验而走进“读图时代”，其不再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平面的、严肃的、分析的叙事，而是采取一种立体的、松散的、时尚的态度；其三，解构文化威容而行市场化之道，浸染商品消费和大众传媒社会之精气，使词典完全沦落为消费社会的商品。

二

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解构了传统的价值规范，这突出体现在艺术领域，又以波普艺术对当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影响最为显著。20世纪50年代，艺术发展的背景是现代主义专制，艺术浸染在严肃而规范的现代主义形式中，并趋于近乎法典的极端状况。这引起了整个西方艺术界的不满与刻意反叛，从而成为波普艺术发轫的动因。波普艺术最早诞生于50年代中期的英国，它从一开始就关注周围的生活，更多地采纳一些当代的大众文化和具象的商业性形象；反对现代主义的纯粹艺术，标榜通俗流行，将通俗文化及普通生活中的物件推上艺术原本至高无上的殿堂。波普艺术所标榜的通俗流行，即消费、通俗、大众、平庸和昙花一现、机巧轻松、性感趣味、噱头巧妙、魅力迷惑等的物质主义，均与现代主义崇尚高雅、华贵、纯粹、理想、规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完全背道而驰。波普艺术的文化理念最终“引起了艺术-文化体系结构的变化，包括促成了所谓的高雅和流行文化之间界限的逐渐消失”（卢瑞2003：230）。其终极结果是，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被改变，过去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还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都要么悄然退出，要么被挤出文化舞台的中央，要么成为普通消费品——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越来越显露出其消费特征。大众主义消费文化具有独特的祛魅功效，它促使精英文化无法采取自律的态度和立场，不得不与各种媒体艺术、时尚文化等相互渗透与结合，从而使得自身本性的严肃、超然、高雅、崇高的价值定位及其巨型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平面化的日常艺术消费所遮蔽，始而媚世，贴近生活，迎合大众趣味，追随流行时尚。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尹鸿1996）。身处这样的时代，词典出版也逐渐加强了消费意识，其原本的历史感与精英观在商品化和消费化中逐渐淡薄，呈现出大众主义的文化与美学倾向。

1．词典编纂大众化而消解了权威形象

消费文化利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优势，抹杀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填平了人为制造的艺术与大众通俗文化间的鸿沟。“高度消费的社会产生了消费的文化，使得大众的、通俗的文化与高贵的、自恋的纯艺术，在后现代消费社会背景下与消费关系的运作下，二者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已经能够互相沟通、互相渗透、互相融会、互相结合。”（孙志宜1998：151）这就是通俗艺术化的进程，它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追忆为被杰姆逊称作“历史感的消失”的东西所取代，“对文化研究来说，解构现成的经典观念，把经典‘祛魅’乃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周宪2002）。事实上，大众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威的消失，即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瓦解精英主义的权威，这为大众消费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一般地，传统词典精英或权威形象的消解主要通过以下方式：

（1）商业倾向的深度凸显

传统词典的形象基本上是由一种单纯的精神文化所建构的，词典编纂者与出版商有着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词典是他们对社会、民族语言肩负的责任，词典用户主体也是文人士大夫和文化精英，所以传统词典整体上就呈现出一种先天性的厚重感。例如，一百多年前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以凝重的历史感、翔实的内容、缜密的考据、严谨的笔风而著称，素有“词典之帝”（美国语言学家门肯［H. L. Mencken］）之美誉，一直被视为英语词典的“终极权威”（法国学者贝儒安［H. Bejoint］），连同据其母本繁衍出来的“子子孙孙”，都成为英语词典编纂史上的一座座丰碑。但是，在具有祛魅功效的消费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的权威标准和发现真理的天职与使命都统统得以消解，不复存在，而伴随着大量商业化词典的异军突起，生活中到处充斥着词典商品，词典形象开始洗去高雅、严肃、纯粹的精英色彩，从拥有特权的象牙塔中移出来，始而贴近大众，贴近生活，成为地道的用以消费的商品，最终融入到整个社会文化消费的洪流中。

举例来说，某书店对《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在网络上进行宣传与销售，某读者作了如下留言：





我是《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忠实粉丝了！从高二英语老师向我们推荐这本字典到现在，我已经用了整整十年了。以前用的是第四版。由于不堪我的反复翻阅，第四版终于被我翻散了架。后来买的第六版。觉得用起来还算是方便，但还是稍微有些失望
 （下划线为本书作者所加，下同）。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保守
 ，总觉得第六版印得花花绿绿
 ，不像是一本正统的工具书
 。不像第四版，虽然只有黑白两色，但是翻起来却觉得很厚重
 。





就装帧设计而言，第六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商业色彩（正如留言所说的“花花绿绿”；具体分析参见以下“新潮、时尚的词典包装”章节）。其实就内容而言，该词典第六版在一定程度上比第四版更为完善。那么，该读者为什么却感到“有些失望”呢？其实，这真切地反映出部分读者在思想深处对传统词典厚重形象所呈现的“权威”的认同和景仰，和对现代词典商业色彩所容纳的“权威”的担忧和焦虑。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文化贴近生活、迎合大众趣味的魅力却让更多的读者爽快地接纳、厚宠这本词典。下面是另一位读者对该词典诗体般的评价留言，他对词典趋向商业潮流的心态可见一斑：





纸张，透明而不失质感

字体，清晰而不失美感

偶尔，还俏皮地来一张插图

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的词典





这可能反映出正统文化的消费文化势能与权威立世思想的典型撞击。

（2）信息渠道的多向性增加

在科技落后、信息闭塞的时代，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非常单一。千百年来，词典的地位向来与教师比肩，它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职责。但是，随着科学技术所造就的网络时代的到来，知识传输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产生出强大的教育功能，使得词典作为知识重要信息源的地位大大动摇；更为重要的是，信息传播生产的“平面”意义加速了人生重要的情怀、价值、心性、理想等本体意义的流失，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词典的权威地位。

（3）编纂主体的无限制扩大

词典权威形象的一个重要源出就是其编纂主体的权威。纵观历史，那些真正足以代表一国学术成就的经典、标记性词典，都要么是由该国国家科学院等最高文化部门主持编纂的，例如法兰西科学院编纂的《法兰西科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1694），西班牙科学院编纂的《卡斯提尔语词典》（Dictionari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1726—1739），俄国科学院编纂的《俄语词典》（Russian Dictionary
 ，1789—1794）以及后来的苏联科学院编纂的《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词典》（1948—1965），在我国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最大的英汉词典《新英汉词典》（1975）则为当时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的英语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要么是由在某一领域享有至上权威的大学者编纂的，例如第一部大型英语词典《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就是英国一代文坛大师；我国《说文解字》（100）的作者许慎为著名学者，博学经籍，被世人喻为“五经无双”；《远东英汉大辞典》（1977）的编纂者梁实秋、《当代汉英词典》（1982）的编纂者林语堂都是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

然而在消费社会中，在私有化、市场化的社会意识推动下，消费文化产品很容易就能被廉价复制，又能以其大量的生产来满足大众的要求，这使得原本高不可攀的“贵族”化艺术，成为普罗大众人人皆可把玩、利用的工具。词典编纂与出版亦不例外，打破其理性的领域垄断，已经成为一种有目的的投资行为，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及丰富的利润回报诱使大量根本不具有词典出版力量与资质的出版商（机构）纷纷卷入其中，恰如博伊于斯（Joseph Beuys）所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他们要么临时组织一批闲杂人员参与词典项目，要么编纂出版那些为了评职称而拼凑成果的词典作品。于是，原本严肃而慎重的词典就犹如市场上的青菜萝卜，谁都可以编纂，谁也都可以出版，大打折扣的词典质量极大损伤了词典的信用度或权威性。

（4）编纂质量的劣等性严重

上述词典编纂主体的无限制扩大，一方面必然会产生相当一部分质量低劣的词典产品，并因此招致诟病，最终使得词典的信用下降。另一方面，消费社会中最核心的变化就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居于主要地位，而商品的符号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按照法国学者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说法，一旦商品被当作表达意义和信息的符号来操纵和使用，它就属于“符号消费”，其领域包括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空间：身份、经济实力、权力、受尊重程度、趣味修养、人格特征和个性、价值观、信仰，等等。这些就是人们得以同他人区别开来的所有特征。问题是，符号价值的体现通常存在于低技术含量的商品之中，所以，过于强调符号价值，势必导致对商品质量的忽视，大量词典的粗制滥造也就不可避免了。尤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深化，词典产业成为所谓“文化商人”追逐经济利益或提高声望的一个重要平台。在这消费热潮烘托的平台之上，经济利益促进了词典的商品化和心性的边缘化，于是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被淡漠了，不但粗制滥造者盛行，词典抄袭者也蜂拥而至。费瑟斯通（2000：11）曾经这样描述后现代消费文化：“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只剩仅存的一个假设：艺术不过是重复。”在中国，“王同亿现象”可谓是商业化对精英文化的一次经典冲击，重创了词典权威。对于此，王宁（2003）在《论辞书的教育作用》一文中有过深刻描述：





我们对辞书的作用，真是不能低估，它应当为先进文化的创建和发展服务，推动文化和教育的进步。但是正因为如此，当辞书进入市场，变成一种文化商品以后，有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从另一个角度也很快觉察了它的作用。他们关注的是辞书因社会需求量不断提高而产生的经济价值，把这种经济价值和自己的生财之道联系在一起，丝毫不顾社会责任感和教育观念。近十年来，当一些优秀的辞书不断出版和修订的同时，一批伪劣辞书也应运而生。这些伪劣辞书的特点或是东抄西挪，侵人之权；或是粗制滥造，胡编乱侃；或是偷工减料，错误百出；为了达到大量推销的目的而做假广告，给伪劣辞书贴上种种标签，同时利用官场的腐败现象，寻找后台，疏通出版与发行渠道，欺骗读者，危害社会。上世纪90年代已经被大家批判过的“王同亿现象”，就是上述伪劣辞书泛滥的典型表现。





2．词典功能传媒化而成为地道消费品

正如罗列特（L. Rowlett）（1986：67）所言：“知识至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词典为了适应时代特点及满足社会需求，最大限度、最为有效地传播知识，其功能越来越呈现出大众传媒化趋势，旨在成为各种信息传播的基本媒介。根据潘知常、林玮（2002：273），大众传媒的本质除了传播的覆盖面和受众的多层次外，更主要的是受众对信息的可选择性、信息的丰富程度和商品化的娱乐服务内容的提供。由此，词典功能的传媒化趋势主要体现为：

（1）细分化与精简化的信息传递

当代电子媒介、电脑网络正在改变社会公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改变既有审美／文化的存在方式与价值规范的同时，也改变着文学艺术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特别是文学与各种媒体艺术、时尚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使得文学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定位及其巨型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平面化的日常艺术消费所遮蔽，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以往那种在主流意识形态统摄下的“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式的叙事，明显转向了个人化的、私人性的小叙事”（陈晓明2003）。面对大众“悦读”时代，词典出版在市场化过程中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分化、细化和专业化。例如，根据来源有国家自主研编词典、外国原版词典、原版双解化词典等；根据性质有语言类词典、百科类词典、专门类词典、教学词典等；根据读者群定位有中小学生词典、大学生词典、专业人士词典、普及型词典等；根据不同专业领域而细分的有各类专科词典；根据年龄层有幼儿词典、少年词典、成人词典等。尤为突出的是，直接迎合某种特殊消费目的的词典大量涌现，例如考试词典、消闲词典、艺术词典、旅游词典等。显然，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词典市场已经是百花齐放，完全走出了历史上“万人一刊”的状况。走向人性化与个性化，并暗合“没有规则，只有选择”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原则，成为词典走向传媒化、商品化的象征。

与内容细分化相一致的是对正统词典进行精简化或碎片化处理。为了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精简化或碎片化处理就成为正统文化进入消费领域的重要途径。于是，许多经典正统词典都出现了精简本、速读本、缩微本等多种衍生形式，例如《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缩印本）等。词典在消费社会的碎片化处理过程中，还表现为出版商经常断章取义地对正统词典加以撷取而衍生出各种面向特定读者群的词典。

（2）娱乐化的词典功能

在审美愈加日常生活化的当下社会，娱乐性元素迅速渗入生活的每个角落。在数字和网络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人们的阅读方式迅速由传统阅读向大众“悦读”嬗变：由过去的严肃和敬畏之心变为轻浮玩味的感官享受。显然，大众“悦读”方式具有娱乐化的特点，这正好切合了后现代主义祛魅、反精英主义、狂欢性等特点，是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表征，体现了消费主义倾向。词典功能的娱乐化嬗变主要表现为：

第一，传统严肃的文化信息传递开始弱化，而以通俗娱乐信息为内容的词典开始入流，例如各类消闲词典、艺术词典、旅游词典等的纷纷涌现；

第二，为了迎合以娱乐、消遣和休闲为目的的大众消费群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增加被选择的概率，当下词典大都通过包装改造，增加悦人耳目的娱乐化功能，从而转换为具有大众消费口味的文化风格，以获取进入消费社会的基本资格，例如在手机中内设词典功能；

第三，大众“悦读”时代的阅读环境与传统相比有了根本变化，“随意性”是其典型特点，即由过去端坐于庄重的殿堂或书斋、严肃的教室或办公室中的圣洁阅读，变成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的一种任意休闲行为，可以是在上下班途中，也可以是在斜卧沙发的小憩中，甚至可以是在就餐中——阅读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以注意力决定效果的娱乐形式。当下的袖珍词典、电子词典等完全支持了这一点。

3．语词描写浅表化而走向一次性消费品

在后现代消费文化中，审美体验越来越表层化、感性化，审美的形式与深度遭到严重忽视。这就是大众“悦读”所具有的浅表化特征，它同样是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表征，同样体现了消费主义倾向。后现代社会是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的新时代，这决定了时代本身就具有“快餐文化”的特征：生活节奏紧张的大众消费群体实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细细体悟精英文化的内在意蕴、言外之意以及诗化的叙述语言，而更喜欢浅显、轻松、活泼的文化快餐。精英文化要进入消费社会，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去除深度模式，变得清晰可解，以支持读者的直线式阅读，便于他们像分离油和水一样容易地分离价值与非价值，最直接、最省时省事地享用，迅速获得愉悦，然后迅速抛弃。当下词典市场上充斥着层出不穷的词汇手册，它们抛却了词典编纂的核心传统，词汇描写极为简单、粗糙而有失精确性。这显然不是词典范式的复古，而正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满足人们在执行特定语言任务时对语词信息浅显了解、扫描而非研究的简单需求，在特定任务完成后，这种所谓的“词典”大都被舍弃或束之高阁而成为一次性消费品。

三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具有去中心、祛魅、反传统、反抗精英主义、狂欢性及颠覆性等特点。与此特点相呼应，在新技术革命的物质支持下，当下人们的阅读方式明显呈现为一种“大众悦读”的文化现实表征，即具有浅表化、娱乐化、视觉化等特点。吴燕（2008）指出，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表征，体现了消费主义的倾向，预示着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型”。人们用“读图时代”来描述这一阅读现象。事实上，由于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与发展，在现代都市中生活的人开始被从电视电影到杂志报纸、从广告宣传到各类商业形象设计的图像包围着——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视觉符号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视觉文化）时代，这就是“图像消费时代”或“读图时代”。正如贝尔（Daniel Bell）（1989：154）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海德格尔（1996）也预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读图时代”四个字虽然不能概括当下消费社会的全部特征，但是却描述了其特征中最为突出的一面。

视觉文化主要以电影、电视及广告中的影像／图像符号等体系作为基本表意系统，以影视及电脑多媒体作为传播介质。现在，进入读图时代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主导性消费标志或“消费文化的一般特征”（费瑟斯通2000：101）；而让所有的东西（包括最抽象的哲学思想、最远离形象的音乐作品等）都成为视觉的对象，正是后现代消费社会努力的方向。

作为与传统印刷文化相对应的新型文化形态，视觉文化占据当代文化主导地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图像挤压文字，形成图像与文字的紧张关系，并由此导致了整个文化领域的相应变化。事实上，“读图时代”四个字已经成为视觉文化借助图像全面颠覆文字的后现代隐喻，而“读图”则取代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字阅读模式，成为当今大众文化消费的基本方式，并促使我们的文化发展和阅读情感发生了直接变化：视觉文化的直观性、浅白性、快捷性、生动性与刺激性，这无疑最能迎合当代文化大众的人性与消费心理，因而人们在生活中接受信息或是充实精神逐渐偏爱、习惯或受制于图像符号这种强势话语，并在文、图、音、影编制的多维时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身处这一时代背景，传统上以线条和思考为主的文化形式已经很难符合大多数人的阅读或欣赏范畴，换句话说，文字形式的精英文化或正统文化要进入消费社会，就有必要进行图像化处理，以迎合大众“悦读”的视觉化特征。受制于读图时代的影响，当下词典出版有着以下三种倾向：

1．数字化词典大行其道

身处读图时代的消费大众已经或正在习惯于直接而明晰的视觉图像，厌倦了文字所带来的间接而缥缈的精神韵味。这在深层次上，应该归结于文化的商品化和心性的边缘化，使得大众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近年来，数字化词典的备受青睐正说明了大众的这一“悦读”趋向。据调查，以电子词典为主体的各种数字化词典因为能够提供包括音频、视频在内的多种个性化服务而具有“悦读”优势，已经成为最受学生欢迎、使用率最高的词典类型。伴随这一形势，词典出版社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取一份蛋糕，纷纷专注、转产这一领域，要么为词典软件开发商提供词典内容，要么集中财力、智力独立研发。这显然正是消费社会的普遍规律使然：“符号消费”固然反映了符号附加值带来的群体焦虑症，但也说明了一个经济规律——发展是需要符号的，发展就注定要制造符号。

大众“悦读”的视觉化表征是视觉文化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视觉文化会顺利度过转型期而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常态文化。这从大众阅读情感角度说明，数字化词典必然会给传统纸质词典造成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与困惑，而且，凭借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的物质支持，数字化词典或将有朝一日完全取代纸质词典（至少在消费文化层面上）。显然，这对现有词典及词典学科的范式、理念、价值、方法将是一场彻底的分析性、深刻性消解或毁灭。我们无法阻挡历史发展滚滚向前、日益趋进的车轮，但与时俱进地从事相关的前瞻性、学理性探索与研究，能使我们当下的词典实践、词典行为与词典思维更具理性、更为规范、更成系统。

2．印刷词典中插图比重增加

在电视、网络媒体等连续图片为主的多元化符号导致的视觉冲击力刺激之下，整体上追求视觉化毫无疑问成为“读图时代”的基本倾向。对于印刷媒体来说，“读图时代”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图片使用的比重大幅增加。显然，就词典范式而言，插图不但能够表达出文字释义无法解释清楚的意义，快速激活记忆中的有关信息，不难实现学习者对言语的理解，更能使得词典版式更为形象、生动有趣，迎合大众“悦读”的视觉化特征。因此，日趋广泛地使用插图则成了现代词典界的新趋势。例如英国词典传统上基本没有插图，目的是为了节约篇幅，但是现代英国词典一反传统，都不同程度地采用插图，《牛津当代英语学习词典》、《剑桥国际英语词典》、《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三版）、《朗文袖珍英语联想词典》等都是如此。具体来说，《剑桥国际英语词典》通过插图把与某些物体相关的词汇罗列在一起，方便读者对关联词汇的掌握和运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三版）除了给2,000多个词配有插图外，还设置了24幅彩图，这些图片涉及了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我国英汉词典传统上也很少附设插图，《英华大词典》《远东英汉大辞典》等均未配置插图。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状况有所改变，吴莹教授主持修订的《新英汉词典》（世纪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配设插图300余幅，这在我国大陆词典编纂中极为少见。

3．追求整体视觉化效果的图解词典成为基本发展趋势

近年来，纯图解词典成为词典界流行的一种重要辞书。显然，与附设插图的词典相比，图解词典更能充分利用图形的视觉效果将音、形、义三者结合起来；其阅读功能超于查检功能。富于趣味性、形象逼真的图形适应青少年学习者的阅读心理，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和主动性，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图解词典日趋增多，例如《图解式英汉学习词典》（外文出版社）、《二十一世纪英汉学生图解词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牛津英语图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NODDY双语图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朗文儿童英语彩图词典》（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卡通学生英汉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生漫画英汉词典》（中国书籍出版社）等。

四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就是文化工业，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由于现代技术已经浸入到文化各领域中，文化的生产、销售、制作、传播、复制等过程都是市场化的运营方式，即经营机制以市场为指向，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生产多少、何时生产等等一切的问题都是按照利润的多少和得失来决定的。市场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就包括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而对产品进行科学、合理、有效包装与宣传的能力。事实上，就提高产品竞争力而言，后现代主义视域中消费文化的核心是：没有规则，只有选择。这样，身处消费文化时代的正统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强消费者的选择率，不得不放下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威容，去除老成、矜持、令人倍感压抑的深度模式与严肃面孔，以轻松、活泼、幽默的面貌融入大众消费文化潮流。

伴随着大众消费文化潮流，加之国际词典市场间的竞争态势，20世纪90年代后，各国的词典出版理念都开始从过去的国家中心论向受众中心论转型：在私有化和市场化语境中，信息接受者成为信息产品的消费者，而消费者是信息生产者的“上帝”。对于我国词典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的词典就有成百上千种，这么庞大的数目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消费市场呢？于是，一场激烈的受众争夺战打响了。词典出版商为了提高词典的购买率而煞费苦心，词典在出版时显然都经过适时改造，着力外在包装与营销宣传，千方百计地笼络、诱惑受众。这一切无疑使受众中心论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1．新潮、时尚的词典包装

“包装”革命引领了当今社会的消费创新。当超市式的书店将众多商品集中起来供顾客挑选时，包装这种赋予同类物品平等外貌的事前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益。超市的能动作用之一就是鼓励“即兴购买”，而“即兴购买”的本质就是包装购买。据研究表明，好的包装能够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增加他们选择的概率，或有效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美国消费心理学家迪士特（Ernest Dichter）认为，理想的包装设计必须满足六个条件：保护性、方便性、安全感、地位和声望感、可靠感、美感。当下的词典出版为了迎合大众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口味而大行市场化之道，主要表现如下：

（1）以凸显产品特色为目的增强装帧设计和包装印刷设计的感染力（感观刺激效果），例如封面图案设计由以前的静态死板变为动态有型、跳跃活泼；颜色不再黯淡、矜持，鲜红或性感的斑斓色成为主色调等；配设彩色、精美的插图。书刊的装帧设计和包装印刷设计，其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是统一的。

（2）正文不再密密麻麻、一“黑”到底，例如词目以红色或蓝色等凸显，《朗文当代英语词典》（2003）中的条目及引导词就全部为彩色印刷；配置大量光鲜夺目、流动跳跃的内页插图等。

（3）设置拇指索引；附设磁带或光盘；礼盒包装；附送直尺形放大镜及其他小礼品等。

经过种种包装后，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文化传统的一个模糊影子、一个符号进入消费社会的。消费者消费的只是传统文化的符号价值，而缺乏对其精神意蕴的领悟和认识。

2．积极、立体的词典宣传

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文化领域的逐步实现，人们开始理解并接受“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上帝”等理念，词典编纂、出版与销售理念也逐渐从传统“编纂者（出版商）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转型。当下的中国词典出版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国产词典每年的出版数量就非常惊人，同时还面临着国际词典市场的渗透：传统上，国外词典出版商凭借其单语词典的品牌优势及雄厚经济实力，利用我国出版业有利于引进出版的合作机制，从而获取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当下流行的是一种更为激进、高效的市场运作方式，国外知名词典出版商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等，不再满足于单纯依靠进行单语词典的版权贸易来盈利，而是采取一种直接进军中国双语词典市场的新战略——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词典出版商提供单语词典文本，由通晓源外语的中国人翻译成中文。

如何寻找并开拓自己的消费市场？各家词典出版社（商）放下以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高姿态转而纷纷开展积极而立体性的词典营销宣传：

（1）整体策划词典项目并制定相应的营销思路与营销策略；

（2）举行词典首发仪式并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

（3）进行词典的权威性宣传，例如邀请权威部门进行认证、推荐，或知名专家在词典的“封页”或“序言”部分评点、指津；

（4）利用平面或网络媒体进行广告宣传或开辟专栏研讨，或制作电视宣传片，或携带宣传招贴、宣传页等，直接走入高校进行宣传；

（5）设计广告宣传口号，例如“牛津学习词典系列”的广告口号是“The World's Most Trusted Dictionaries”（“全球最值得信赖的词典”）或“The World's Best-selling Learner's Dictionary”（“全球销量最好的学习者词典”），《体验英语图解学习词典》的宣传口号是“与其‘死记硬背’，不如借‘图’发挥”。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词典市场，中国词典出版商积极策划宣传活动来为自己精心甚至呕心沥血打造的词典开拓市场，这符合消费社会的市场特征；站在词典文化的民族性角度来说，甚至值得敬佩。个中原因很简单，当下国内不乏双语词典出版商受经济利益驱动而采取纯粹的“拿来主义”，他们沉湎于国外词典出版商策划的“合作翻译模式”这一市场策略，乐享其成。由于召集相关学者编纂自己本土的双语词典不但周期长、资金高，而且所投入资金的回报期也太久，甚至因为国内市场对国外词典品牌的青睐而导致回报率不高，甚或亏本，这就远远不如简单引进“洋词典”或翻译出版“洋词典”省事、收效快、利润高。国内部分词典出版商这种单纯以经济利润为驱动力的运作行为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我国的双语词典市场会被外来词典逐渐占领，从而最终丧失了自己应该具有的双语词典文化的民族特性与品类，并可能随之丧失自己应该具有的双语词典学科思想与理论建树；二是助推了西方殖民文化在词典领域的后殖民化进程，从而减轻了西方殖民文化实现霸权主义的阻力。这值得我国相关人士深思并对此积极采取对策。

五

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适应的是一切都商品化了的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理论的目的现在是不断地翻新，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参见唐小兵1986）。这就是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整个社会的消费气质将会越来越浓厚，而且，这种消费气质的发展趋势将是消费品生产商坚定地以消费者需求（无论是具体的产品功能需求，还是抽象的产品审美需求）为核心，逐渐与消费者形成一种相互协调的共享关系。就当下社会状况而言，这种发展趋势尤为典型地体现在建筑领域。后现代建筑文化在消费社会中，更要求具备强烈的服务意识，强调贴近用户意图和习惯，根据公共趣味进行设计，以尽可能多地迎合大众的心理需要；并通过满足需要，以其所用符号和形式的堆积和象征，来获得后现代建筑新意，从而迎合消费社会心理，引起某种共鸣。例如，穆尔（Charles Moore）设计新奥尔良的意大利广场时，就是通过分享意大利人共同的习俗，从中提炼出许多自己的符号；斯特林（James Stirling）设计的斯图加特州立美术馆，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纽约贾维茨展览和会议中心，都是根据用户要求将建筑与地理环境紧密联系的，尽量体现与大众靠近和被大众利用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重要思想。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消费气质发展趋势的实质是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商业性原则作用。以此背景推断，在后现代消费文化时代，词典出版演变趋势的主旨可概括为：词典产品最大化地融入并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更视觉化的形式与更生活化的内容走向更大众化的消费群体。词典出版范式的这一深刻演变，反映出西方当代后工业社会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样，其演变动因可探入到商品消费和大众传媒社会的深处，它是商品消费社会的产物，反映了物质文明带来的新变化。具体表现为：

（1）就表征方式而言，词典出版的“媒介融合”将进一步增强，在数字和网络技术高度发展的前提下，词典的“视觉化”特点更加放大，曾经从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型将完全定位为视觉文化的主宰地位：只要是能够立目的语词，无论其概念涉及哪个领域，包括最抽象、最远离形象的哲学词汇，都能成为视觉的对象，即以类似电视视频的形式进行信息输出与呈现，而且有一个类似主持人或教师的人物（角色）加以读解。这种词典可以与电视接驳或直接内置于电视中，人们可以利用遥控器随意打开一档“节目”——一段关于你所查阅词条的信息视频；或者以软件或芯片形式内置于未来的手机或MP3中，可供人们随时随地查阅。

（2）就价值规范而言，词典出版完全摈弃传统的文化精英功能，以“内容产业”重新定位自身，内容直指生活化、浅表化与娱乐化的日常信息。黄建华（1980）曾经预言：查阅的东西比读的东西还要多的时代将会到来。事实上，世界许多国家的辞书在整个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增长。除了收纳当下词典收录的所有精英文化外，更大的储量将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专门信息，即细分化的小众市场将成为创新的力度所在，例如烹饪知识、炒股知识、减肥知识、理财知识、旅游知识等等——无论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疑难或困惑，你都可以通过词典加以解决。伴随着价值规范的演进，人们查阅词典的目的一并颠覆：过去人们迫于生存和竞争压力，查阅词典时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如通过考试、获取升迁机会、赚取金钱等而期求改善生活境遇、提高生活质量等）；而现在，传统查阅已日渐式微，查阅词典更多的是为了组织或指导生活，或是享受一种轻松、愉悦的信息品读——查阅词典就是为了生活。

（3）就能力要求而言，在这种语境下，词典查阅主体也已经从阅读的前现代及现代时期为了“看懂及领会”而必须具备一定知识储备和修养的“知识分子”，最大限度地扩大为只要“识字”甚或只要具备一双眼睛能够“观看”的最广大的普通大众，前提是拥有或购买了相关硬件（如电脑、电视机等）与软件（如词典软件、光盘等）。

六

词典是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因而词典范式的演变跳脱不出当下文化思潮的影响与吸附。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经指出，如果你无视变化的发生，那么你肯定看不到变化。20世纪的后十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词典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市场态势已经形成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是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其前景也颠沛难测，未来市场架构仍然扑朔迷离。了解并迎合词典所处的时代环境正是为了更为科学、有效地编纂词典、出版词典与发展词典（范式）。面对后现代消费文化思潮的涌起，词典学界与出版界不必恐惧，更不能盲视，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事实上，当下市场上涌现的新潮词典已经使传统词典（学）的理想主义坍塌了，过分的科技恐惧与病态的文化忧思都是无济于事的。真正的态度应该是深入探索后现代社会中的词典战略问题，追问“后乌托邦”时代词典生命的价值归依问题，研究词典产品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重建“化大众”的新境界。只有这样，词典出版与研究才能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实现价值重建和精神定位，并重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出版模式与价值权威。为此，本章提出三点建议：

（1）在思维论层面，肯定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以冲破传统词典出版保守的行业秩序和话语戒律。词典需要迅速掌握市场化的运营方式，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要求包括主编、编辑、美工、发行在内的所有人员都要有经营意识，而且还要求所涉人员具有产业化运作、职业化操作的能力和全面的服务意识。

（2）在价值论层面，批判后现代消费文化思潮中丧失生命精神的虚无观念和与生活原则同等的“零度”文化观，切忌浮躁的心态与短视的功利。

（3）方法论层面，坚守并弘扬词典作为一种特殊信息来源与教育工具的特质，并适应时代精神，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革和发展这些特质。


第十章

无奈的建构者思想

——词典课程开设的后现代教育理念解读





课程与教学作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工程和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具体表现，不仅是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途径。正因为如此，教育要开启现代化进程，核心问题就是进行课程与教学改革。事实上，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教育学范畴内，以基础教育与教学改革为重点研究对象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建设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回应时代节奏，尤其是身处21世纪知识经济逐渐上升为主导经济、多元文化与多种价值取向并存、以知识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课程与教学学科发展的理念及其基于现代化发展的内容选择与建构，已经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焦点。

词典工具书课程成为近年来在高等教育语言教学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门课程，很多高校中文系、语言学系、外语系都开始积极进行开设，并从教学方法、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在教学过程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有湖北大学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厦门大学英语系等。1999年，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成立之初便开设了“辞书学习与编纂实践”课程，后于2001年更名为“辞书学”并拟定了课程教学大纲，一直开设至今。卢卓群（2004）在“关于本科‘辞书学’课程的教学”一文中总结了这一课程开设的教学经验后认为，熟练掌握、使用工具书是学生获得最基本的学习与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辞书的学习和使用对高校学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卢指出：“对大学本科中文系、语言学系乃至文科类学生结合系科专业开设这门‘辞书学’课程很有必要，宜使之成为本专业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

词典课程开设呼声在我国外语教学界尤为强烈，其被普遍认为应该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环节。例如胡美华（2002）指出，优秀的学习词典是学生获取英语语言文化知识的源泉，也是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鼓励学生摸索自学方法，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良好工具，因此，“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发展，词典在教学中的地位必将得到提高”。厦门大学英语系在这方面是开拓者，也是巨大的受益者。该系一贯重视对英语工具书使用的教育，长期开设“英语工具书”课程，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将该课程建设成为英语系的专业强项，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英语专业特色及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培养了学生独立学习和研究的素质与能力，塑造出大量高水平、高质量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吴建平（2001）在总结这一段词典课程开设历史的经验时认为，多年来全国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统考成绩不尽如人意，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开设工具书课程，他因此呼吁：“要想从根本上大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英语水平，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工具书教学必须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对于词典课程开设的动机，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同两点：

（1）学生普遍不会使用工具书，缺乏必要的词典使用意识与使用技能，例如过量利用第一义项，无视词的用法与特点，偏好袖珍词典、词汇手册或电子词典等。Nation（1990：155）认为，“词典用于生成目的，帮助写或说，需要包含大量本族语者不需要的信息，包括音节划分、意义、语法、搭配、语体、词频及常见错误信息等”；而词典使用的调查研究（Béjoint 1981）则表明，绝大多数学习者并没有充分使用这些信息，他们都不学习词典前面关于如何使用词典的介绍。这不但无法充分发挥出词典的功能，还容易产生知识误导。

（2）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词典，由于其出版商仅从经济效益出发，而导致这些词典都游离了其“权威性”规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而这是普通学生不会或不能识别的，需要加以专门性指导。

正因为如此，学者们纷纷呼吁，语言教学不能忽视词典使用教学的必要性，因为很多问题只有通过严格指导与大量实践才能有所改进。这一原因归整得并不理性，因为进行词典使用教学，在本质上既是为了规避当下词典作为特殊文化商品所处的恶劣生态环境的影响，更是现有词典范式的局限性使然。从这个角度来说，词典课程的开设是为充分发挥词典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用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是一种无奈的补偿方式。但是本章这里旨在指出的是，这一无奈行为适切于21世纪以知识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文化生态环境，只要合理利用，深度开发，就必然产生建构后现代课程的教育作用。后现代主义在强调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同时，语义上就暗含着保留一切、建设一切的建构主义思想，并积极寻求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突出体现在后现代课程理论思想中。从课程论层面来说，一门课程的开设是教育系统中宏观目标与微观方法的科学建制，具有特定的理论态度与思想倾向，也反映出特定的社会精神与教育观念。事实上，词典课程的开设无意识地承载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所规约的教育理念、内涵及价值。立足课程哲学视角审视、思考词典课程开设的后现代教育理念及其意义，有助于我们重新界定并归整词典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用，并为课程与教育学科，尤其是语文课程与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路。

一

后现代课程理论的产生是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的。当世界由工业文明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时，人们自然地开始在新的基点上反思人类的思想与价值体系，并依据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作出一系列调整。美国后现代课程论创立者W. E. Doll（1993）深刻批判了西方受技术理性支配的课程理念与课程体系，认为这种课程理念与体系已经沦为一种封闭的科学教条，成为现代工业体系的一个环节，因而教育与课程被彻底工具化了，教育与课程的内在价值——促进人类心灵成长的价值也被彻底泯灭了。Doll创造性地运用了杜威（John Dewey）的“过程理论”、怀特海的“有机过程论”、皮亚杰（Jean Piaget）的“平衡模式”及普里果金（Ilya Prigogine）的“自组织与耗散结构理论”来描绘后现代多元而开放的课程设计蓝图，提出了一种超越现代科技理性的课程观，即后现代课程观（Post-modern Perspective on Curriculum）。作为一种多元的课程观，后现代课程观不仅关注课程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价，而且注重理解课程在文化、历史、政治、生态平衡、美学等方面对人类状况、社会结构、生态领域的影响，从而实现对具有工具理性的“泰勒原理”的真正超越。

现代课程观的特点是从外在着手，关注外部规定与控制，追求社会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率。因此，知识来自“外部”，静止不动、一成不变地存在于自然法则之中；知识可以被发现，但不能被创造。因而学习者只是容器，是不具个性和思想的被动接受者。后现代课程观实际上是一种转变性课程观，反对这种忽视学习者的“知识旁观者理论”；它不再像“泰勒原理”只关注课程目标及其实现，而是视活跃的个体学习者自身的内部重组为关键点，充分关注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发展，关注学习者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在Doll看来，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跑道，而是个人转变和发展的通道。这就要求课程要超越封闭的框架走向开放，同时要有利于学习者的自组织学习及赋予其将之进行深化的可能性。

就词典的知识品性与社会功能而言，词典课程开设具备了呈现后现代课程教育意义的基础条件。词典聚集的是丰富而实用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传播新知识的大众化工具，词典向来被称为不说话的老师，更是被比喻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人们从来没有忽视词典在个人能力培养与个人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例如，尚丁（1982）指出，词典“当然是自学成才的一种有用工具”；陈燎（1985）也说：“我一向认为要读书，跻身于知识界，是未必一定要从什么‘学府’出来的。……我认为，真正可验的学历、学力，是看你必须应用或能够掌握何种词典达到何等程度。”高校语言教学活动中词典课程的开设，表面上增强的是学生使用词典的意识与技能，深层里却有助于学生学习心智的“回归”，且特别有助于发展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就课程理念而言，词典课程的开设在本质上可以典范地类比于后现代教学论，例如“问题本位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理论（详见Hmelo 1997：401—422）。PBL于1969年由美国精神病学教授巴罗斯（Howard Barrows）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医学教学中首次应用，现已成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与传统上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法不同，PBL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而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它鼓励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完成学习，旨在提高有效的问题解决技能及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技能，同时培养学习的内部动机。再如“任务型学习”（Task-based Learning，TBL）理论。TBL是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法研究者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在大量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重要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用目的语进行有意义的交际而获得语言，而任务可以为学习参与者之间进行信息交换、意义协商、思想表达等提供机会。我国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提倡任务型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应该避免单纯传授语言知识的教学方法，尽量采用‘任务型’的教学途径”。

学生查询词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解决或者任务落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主学习与主动的知识建构过程；他们在发展问题、解决技能的同时，也增强了终身学习的技能，更是从心灵内部培养了学习的自我意识。所以，词典课程的开设反映了后现代视域中高校课程设置从本质主义向关系思维、生成性思维的转变：倡导课程设置以人的发展为本，课程体系从封闭僵化到开放生成，课程实施从“他育”到“自育”，最终培养出“人”，而不是“物”。

二

在后现代教育状态中，教师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教师与学生之间发轫于现代教育状态的现代师生观开始转向后现代师生观。依据现代教育观，教学活动本质上是单向、独白式的，呈现出由教师到学生的简单线性序列；知识被认为可以像河流一样从高地流向低地。这种教学观念树立起教师在师生对话中的权威与霸权地位，即A以某种方式影响B从而触及B的利益。教师在知识传授中居于主体地位，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而相应地，学生则扮演着被“老人智慧”驯服的角色，处于被动的弱势群体地位，因而自主性和潜能受到压制。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知识传输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教师已不再是知识的唯一信号源，传统教师所使用的心智训练方法最终将被淘汰，教师的地位也必然受到动摇。利奥塔（1996）从后现代“知识的非合法化状态”和“知识评估上运作效能标准的流行”等观点出发，认为“叙事危机”动摇了现代教育的合法性，主张消解教师的绝对权威神话，铲除对秩序和权威与日俱增的服从，最终构建一种全新的师生权力观，即A提供B使用权力的机会，同时B在使用权力时自我负责，这时，权力既不属于A也不属于B，而是属于权力自身的行为复杂性。在后现代教育研究者看来，这样的新型师生权力观有助于培养求知者的民主和创新意识。

词典课程的开设无疑在客观上消解了学生对教师的完全依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惑或不解时便可凭借习得的词典使用意识与使用技能，从词典中获得问题解决的圆满结果。这致使教师的话语霸权开始旁落，教师的权威也不再是绝对意义上超越性的、外在的。但是即便如此，教师的作用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建构，即发生作用的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变。后现代师生观鼓励教师和学生发展一种民主平等的“对话式”关系，即教师权威从外在于学生情境转向与学生共存，学习是师生间的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努力的活动。词典课程的开设促进了教师角色的转变，他们不仅能是教材的讲读者，而且必须教会学生词典的使用方法，引导学生如何利用词典独立自主地开展学习并建构知识；他们不仅能是课程的执行者，而且应该创造性地改善教学过程，积极根据学生学习的需要，选择和开发基于词典的教学资源，设计展开各种教学活动，开放学习空间，加强书本知识学习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情境领导权威，即Doll界定的“平等中的首席”。

后现代师生观的内涵就是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这是知识经济全球化从本质层面对现代外语教学改革的要求。建构主义心理学认为，语言学习者并非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主动地建构知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指导学生如何学会学习上，增强和拓宽他们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途径。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是强化了教师这一主导者的地位，教师应该树立开放民主的权力观和权威观，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由传统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协助者、促进者和启发者，即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交的报告（1996：136）中所说：“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通过词典课程的开设，教师部分完成了从“独奏者”角色向“伴奏者”角色的转变，学生则部分跳脱了教师的权威影响，增强了自主学习能力，从而使终身学习成为可能。V. F. Allen对非母语英语课程中的词汇教学技巧进行了探讨，他（2002：82）指出，高年级的英语词汇教学具有两个目的：一是教授学生地道的英语，培养他们运用地道英语的能力；二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Allen十分重视词典教学对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意义，他说：“学校课程结束后学生如果仍需继续学习，则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与学习习惯。因此，词典显得特别重要；必须教育高年级学生如何使用词典。”Allen认为，如果教师用整个课堂时间来解释词汇，就只能导致三个不幸的后果：

（1）学生会过分地依赖老师；

（2）学生失却了学习如何使用词典的机会；

（3）学生错失了语言交际运用的时间。

在大量教学实践与研究的基础上，Allen（2002：83）总结认为，词典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保证（dictionaries as passports to independence）。

当然，学生自我知识的建构能力的增强也受客观因素影响。高校英语教学也有着自身的特点，如果高校不开设词典课程，仅靠教师有限的课堂传授时数，而学生也仅仅满足于掌握教师所教的内容、完成课内作业，那么想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学生在校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课外自学上，而课外自学则离不开无声教师——词典的帮助。吴建平（2001）在专门撰文介绍厦门大学英语教学经验时指出，“厦门大学英语专业在全国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统考中捷报频传，在一定程度上与长期开设工具书课程是分不开的。”因此，词典课程的开设在消解教师权威地位的同时，更能够帮助学生转变学习观念，调整学习策略，养成自学的良好习惯，从而有助于个人成材。

立足于教师角度而言，教师在传授词典知识的同时，更有必要结合各种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外语教学理论或策略，积极将词典元素融入其中，充分发挥词典的“教育”功能，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任务型教学”，作为一种以语言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它的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始终体现着学生的主体地位。依据这一教学模式组织课堂教学，就要求改变以往教师“满堂灌”的状况，并坚守五项原则（Willis 1996）：（1）提供有价值和真实的语言材料；（2）运用活的语言；（3）所选任务应能激励学生运用语言；（4）适当注重某些语言形式；（5）有时应特别注意语言形式。要坚持学生在教学双边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并执行这五项原则，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必须发生变化，要研究并探寻在任务型课堂教学中成为学生的促进者、组织者、指导者和协调者的方法与策略。显然，现代词典范式与上述各项原则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与切合之处，在本着尊重学生自主性精神、使他们的人格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如何将词典树立为新型教育工具的形象，如何在诸如任务型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中融合词典元素则是值得外语教学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

当前时代，知识经济正在逐渐上升为主导经济，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必然又促使知识形态，即知识观，从现代知识观向后现代知识观转变。知识观体现的是对所教育知识的认识，不同的知识观最终会导致不同的教育观；知识观是课程建构的重要基础。站在后现代知识观视角审视发现，词典课程的开设切合了后现代知识观所支配的课程理念、课程取向与教育目标。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具体表现为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教育的作用就是继承和传播这种历史文化知识，因此课程目标就是视学生为接受知识的容器，以服务于这种知识的线性积累为旨归。后现代知识观则认为，知识并非客观存在，而是自我建构的，因此课程目标更多地指向学生的能力与素质，指向学生可持续性的学习与发展。这就是说，“知识积累不是课程目标的全部，课程的目标应由知识的积累转向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能力，即知识的思维与方法”（白宗新2006）。这种以培养知识思维和方法为目标的课程视学生为具有独立主体意识、主体能力与主体人格的知识创造体，认为他们能够在主体性活动中主动地塑造和建构知识。这符合当前信息时代知识获取的特点：个人目的不再只是积累知识，而更多的是寻求获取与生成知识的方法。词典课程开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帮助学生进行自我知识建构；它凸显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地位，在发展学生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能力的同时，更在结果上满足了他们的追求和成就感。

就知识性质而言，古代知识观追求的是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真理，现代知识观追求的是规律性的确定性真理。但是纵观历史，人类知识从古代到现代一直都是处于发展状态中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真理可以一直保持其正确性。后现代知识观否定并颠覆了这种知识真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境域性、价值性及非客观性等特征。正是以此知识性质为基础，后现代教育对知识的价值理念的理解产生了根本性转变，认为知识的价值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既包括体现为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的知识，也包括体现为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既包括理性知识，也包括经验知识。知识价值观的这一后现代性转变，立时消解了现代高校课程在目标、内容等方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使大学课程依据后现代知识价值观进行时代性重构。在课程目标方面，高校应该能够培养学生自立、创新的能力，让他们成为具有塑造自己及自己生活能力的自由人；在课程内容方面，高校应该能够使学生理解文化的多元性和获得知识的不易性，从而“增加学习方法方面的内容以及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王玲，张德伟2006）。词典课程的开设本质上正是学习方法论的传授，是高校课程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转变的最佳体现，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掌握了词典课程知识，学生即便毕了业，也具备了追踪知识发展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词典学家Ilson（1985）郑重呼吁：“在迄今发明的所有用于提高语言能力的工具中，词典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我们所有从事语言教学的人都有必要深层次地了解词典。”

从知识状态角度来说，后现代教育学中相对知识拥有者而言的知识外在化或技术化导致了知识地位的改变。所谓知识外在化，是指通过信息机器影响知识传播的过程，即将知识破译为信息量或转变为机器语言。这意味着文化知识正在经历着从文本向视窗转移的阵痛，这必然又带动着想象和认识活动的转移，甚至引发人们接受世界及反应方式的变革。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这种以机器语言为典型表现的知识外在化趋势削弱了知识学习中学生对教师面对面传授的依赖性，它在转让教师话语权力的同时，对学生获得补充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信息时代，数据在原则上是任何具有一定知识的人都有可能得到的，但是补充信息却无法从数据库中直接获得。词典提供的丰富的知识体系，例如词汇信息、语法信息、语用信息、百科信息、文化信息，等等，可以极大地满足学生各方面的学习需要，而词典课程的开设则从词典（可以据此放大至“工具书”概念）角度发展并强化了学生补充信息的能力。

四

这里，我们再从词典与外语教学及其对我国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意义视角，对词典课程开设的后现代教育意义作一个延伸解读。

200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ambridge Handbooks for Language Teachers”系列丛书中选出10本，以“Learning in Doing·剑桥英语课堂教学系列”形式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该系列著作都是“以应用语言学、尤其是它的重要内容——外语教学法为理论根据的，其对外语教学法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和扩展”，“体现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1

 。正是在这套旨在反映“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根本教育理念、解决当前外语教学中至关紧要问题的丛书中，著作《如何指导学生有效使用词典》（Dictionary Activities
 ）赫然在目。从传统的辅助工具走向教学前台，成为外语教学系统的一个有机要素，“词典”对于外语教学的意义被如此系统地凸显，这在外语教学共同体中可能尚属首次。

我们在这里就此进行理性诠读与先验建构。词典与外语教学的链接，有着学科范式层面的勾连与切合，而词典范式先天所具有的教学特性从词典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产品的个性层面激发并强化了两者之间的链接。

“对正在成长的一代进行教育的实际需要”（杰尼索夫1981）是词典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动力。词典学共同体（Barnhart 1962；加克1981；Béjoint 1994）素来认为，就社会使用而言，教学功能（didactic function）是词典最为根本的功能，“位居语言描写（词典和语法）的普遍作用之首”（杰尼索夫1981）。也就是说，词典充分发挥着典范性的教导或教学作用，提供语词的意义和用法指南，改善文化内与文化间语言交际的质量和水平，并潜移默化地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文化能力、社交能力等。以16世纪处于黎明时期的欧洲词典（学）为例，词典首先是学习、掌握一门外语（拉丁语或其他外语）的工具与指南，担负着外语教学的重大任务：讲解令人困惑不解的词语，教授青年一代（同样包括成年人）文明语言（在中世纪的欧洲为拉丁语、希腊语、古斯拉夫语）。加克（1981）总结指出：“任何一部词典，首先都有教学论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是供教学使用的著作。”词典的教学功用也一直得到教学对象的积极回应。“我是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的人。词典之于我，几乎犹如空气和水一样，不可须臾分离。”（王宗炎1982）这句话典型地反映出使用者对于词典教学功用的需求与态度。

学术共同体立足于学术研究系统对词典与外语教学的对接界面进行了具体考察，认为其间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学理归因，并分别表征为意义哲学、二语习得属性与教学机制（陈伟2009a）。这其中，意义的共通性追求符合人类的基本生存规律与终极生存目标，因而最为根本。一方面，意义追求是词典使用的最普遍动机，词典查询过程就是意义的追踪、认定与构建过程。故此，意义问题一直是词典编纂的核心问题（Tomaszczyk 1979；Béjoint 1981；杰尼索夫1981），词典编纂过程就是利用词典文本系统进行意义呈现与阐发的过程，而“语义学所研究、调查的主要思想都体现在词典编纂上”（Nida 1964：121）。另一方面，外语教学本质上也是一种面向意义的活动或使用行为，其“根本目的就是教会学习者用外语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意义”（桂诗春2005），而学习者则是通过理解自然输入、吸收语言规则及语言使用的社会规约来习得意义。词典与外语教学在意义层面的对接是人类主体性的自然表征，体现出意义哲学探求人性中心与知识本原冲动的总体效应。

语言学研究的词汇转向是词典与外语教学链接的必要学理支持。事实上，“面向意义体现了一种教学重心向词汇的转变”（桂诗春2005）。语音、语法、语义都体现在具体词汇中，而且，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词汇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都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词汇学习是掌握一门外语的核心”（Rubin & Thompson 2004：79），对外语其他方面的教学起着决定性作用。Nattinger和DeCarrico（1992）明确指出，词汇短语应该成为语言教学的中心，其作用必须特别强加以调。当下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同的词汇大纲（Lewis 1993）构建了二十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语言包括的是语法化的词汇，而不是词汇化的语法”。由于“一切词典最终由查询者的词汇需求（lexical needs）驱动并评判”（Hartmann 1983b），词典的范式特征为其在外语教学系统中获得了先天性的地位与价值。

当下词典范式对外语教学功能的强力迎合（参见陈伟，张柏然2007a），为词典在外语教学理念的突破中树立镜像创造了无限可能。就教学过程而言，实际外语教学具有真实性与机动性，也能够处理并满足偶发性和复杂性情境；而词典囿于文本范式的制约，只能将其教学功能归化在自身的语言自指性系统结构中，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词典或词典使用也具有实际外语教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1）词典范式建构有相对完善、系统的词汇知识框架。研究者（Nation 1990；Laufer 1998）认为，习得词汇知识不只是熟悉词形与标记，学习者的词汇使用能力如果要达到本族语者的程度，应该掌握语词八个方面的知识：口语形式、书写形式、语法行为、搭配形式、使用频率、适用文体、意义及语义联想网络。实际课堂词汇教学或练习测试一般无法传授并强化所有层面的知识，而现代学习词典通常都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其相对完善、系统的词汇知识框架有利于学习者词汇能力的完善与发展，也有助于他们心理词汇的建立（桂诗春2006）。

（2）词典使用可能更加有助于提高词汇习得的深度与质量。Nation（1990）、Laufer（1998）等认为，词汇发展不只是数量问题，更关涉深化词汇知识的深度与质量。Stahl和Fairbanks（1986）研究发现，对L2学习者来说，词典所提供的详细释义与语境信息有助于他们提高词汇习得的质量。这一结果得到了Parry（1991）、Luppescu和Day（1993）等的证实。吴霞和王蔷（1998）也通过研究证明，词典对提高词汇知识掌握的质量有较大帮助：词典不但提供语词的全面信息，如发音、用法、意义等，而且通过例证提供语词的典型用法；学习者可以从词典中得到关于语词的精炼、准确的理解。董燕萍（2001）通过实验研究增加词典查询对交际教学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交际教学法直接学习的基础上增加词典查询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词汇产出能力。Scholfield（1999）则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加工（如阅读、写作）过程中的词典使用除了能够帮助获取准确信息外，还有助于强化记忆。Cohen（1990）、Ellis（1997）、Schmitt和McCarthy（1997）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学习词典中使用的插图、真人朗读的例证、关键词等，都具有符合词汇记忆策略的功能，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词汇记忆。

这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解释。从词的形态理据与词汇习得关系的角度来说，前者对后者有着重要影响（黄远振2001）。形态理据涉及派生词与复合词，这正是现代词典所着重处理的，因而不仅有助于学习者自动采用形态分析策略，认清词素，准确推断词义，更有利于扩展他们词汇习得的宽度与深度。从“（有意）注意”（noticing）与词汇习得关系的角度来说，有意识地注意语言的某些特性能够让这些特性凸显（becoming salient）出来，有益于学习（Schmitt & McCarthy 1997）。词典使用本质上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特性的有意识行为（Scholfield 1999），因而有助于词汇习得。从“赋值”（外语形式被赋予相应的语义与语法价值）与词汇习得关系的角度来说，现代词典可以利用各种赋值条件，例如教学者的赋值条件（如吸纳构词法知识），自行的赋值条件（如利用习得的构词法知识），以及单一的赋值条件和多重的赋值条件（如语音特征、形态特征、语义特征等），有助于学习者加强词汇习得的深度。

通过梳理史料，我们不难定位词典与外语教学关系的历史演进踪迹。明确进行词典与外语教学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Barnhart（1962）可能是最早的拓荒者。早期的词典与外语教学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层面：

（1）研究学生使用词典的行为本身，聚焦其间呈现的使用取向、偏好与习惯（Tomaszczyk 1979；Béjoint 1981；Battenburg 1989；Atkins & Varantola 1997；Harvey & Yuill 1997）。结果认为，当下学生的词典使用行为并不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因此必须通过有效的词典教学或训练来提高和改善学生的词典使用技能与策略（Luppescu & Day 1993；Scholfield 1999），以期借助提高词典使用的有效性来获得更好的外语教学效果，最终促进他们外语水平的提高（Battenburg 198；Chi 1998）。研究呼吁，词典使用是外语学习能力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词典教学或训练应该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到外语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中。

（2）研究学生使用词典的目的。研究发现，查阅是词典使用的最普遍动机（Barnhart 1962；Tomaszczyk 1979；Béjoint 1981），占67％左右。研究（Tomaszczyk 1979；Hartmann 1983b；Atkins & Varantola 1997）还发现，外语学习者使用词典虽然涉及听、说、读、写、译等不同的学习活动，但主要侧重于读、写、译等书面语活动，而很少用于说与听。研究证明，在不同的外语教学任务中，词典使用有着不同的效用：对于翻译活动，Li（1998）等发现，词典使用确实有助于准确地进行翻译；对于阅读活动，有研究认为词典使用有助于理解阅读材料内容（Summers 1988），但更多研究结果却显示，两者间并没有明显影响（Nesi & Meara 1994），词典甚至会在阅读中产生负面效应，例如破坏阅读过程的流畅性（Hosenfeld 1977）等；对于写作活动，实验证明词典对外语写作确实有帮助，不过词典提供的自造例比自然例更利于外语写作（Harvey & Yuill 1997），而且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词典使用不足（under-use）的问题，必须鼓励他们充分使用词典（Ervin 1979；Béjoint 1981；Katamine 1989）。

不难看出，早期词典与外语教学关系研究的这两个主要层面只是局限于外语教学外围的词典使用或使用目的的发现与描写，并没有实质性地深入外语教学系统的内部结构与机制。以利内（Cindy Leaney）的《如何指导学生有效使用词典》为代表的新近研究显然开始向纵深拓展。该书完全立足于词典使用，系统地迎合正常的英语教学活动、教学内容与教学程序，精心设计了90多个实用且操作性强的课堂活动，旨在指导我们如何使词典成为一种活的学习资料。利内将活动分成八大类，每个大类下再分别配设数量不等的活动，具体为：

（1）“信心树立及词典技能发展活动”（Confidence and dictionary skills-building activities）：指导学生熟悉词典特征；学习如何在词典中迅速找到所需单词；认识词典词条的字母顺序编排特点；训练词典的使用技巧；熟悉词典中的文体与用法标签；学习利用引导词（guide words）找到所需意义或词目；学习查找多词词项（multi-word items），并区分类似单词的定义之间的差异；培养利用词典例证定位所需词汇的能力等。

（2）“词汇扩展活动”（Vocabulary-building activities）：培养学生利用词集（lexical sets）、词族（word families）、意蕴量表（scales）、单词重音、不发音字母等来有效记录新词汇的能力；通过书写定义来理解、掌握新单词；注重借助词典学习单词的不同搭配；利用词典所提供的前、后缀形式来学习、扩充词汇；利用词典进行合成词的学习与积累；利用词族概念学习词汇；学习词汇的比较级与最高级形式；根据语词意义的肯定性、中性与否定性来学习、积累词汇；使用词典强化对语词内涵意义的理解与掌握；尽可能利用给定词汇扩大表达内容等。

（3）“语法学习活动”（Grammar activities）：认识词典中的语法代码（grammar codes）；学习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及量词搭配；学习名词的不同词形变化；学习不同名词与形容词所搭配的不同介词；利用词典检查介词搭配的正误；查找并纠正动词不定式与动名词的使用错误；查找并纠正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使用时的普遍错误；通过词形和词义变化学习语法；利用词典中的用法注释（usage notes）或学习专栏（study pages）进行语法学习等。

（4）“语音学习活动”（Pronunciation activities）：利用词典识别音节与单词重音；检查重音与词性；提高对规则动词过去式（-ed结尾）的发音意识；检查发音相同词汇（homophones）的拼写错误；识别、检查不同单词的发音与拼写；识别韵脚；利用有韵的谚语、绕口令等来练习语音并学习词语等。

（5）“阅读与写作活动”（Read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利用语境猜测词汇意义，并通过词典加以验证；利用词典查找、学习易混淆的词；利用词典中的语用标签提高学术或正式文体写作的风格意识；利用词典检查语言的语域或文体风格；选择风格适切的词汇；扩充学术词汇量，提高写作谋篇技巧；利用词典学习专栏培养标点符号的使用能力；利用词典中的例证创作故事；扩大能产性词汇（productive vocabulary）量等。

（6）“短暂学习活动”（Quick activities）：如果完成正常教学任务后尚有5分钟左右的课堂时间，可以利用词典开展一些短暂的学习活动，如利用词典中的图片扩充与记忆词汇；使用词典纠正拼写错误；导入一项阅读、听力或写作任务，锻炼学生的即兴话题表达能力（topic brainstorm）；锻炼学生的即兴意义联想能力（senses brainstorm）与习语构建能力（idioms brainstorm）；阅读并理解词典释义；快速阅读词典页等。

（7）“光盘与电子词典的使用活动”（CD-ROM and electronic dictionary activities）：了解并熟悉光盘词典的特性；利用光盘词典扩大习语词汇（idiomatic vocabulary）量，提高正式与非正式英语中使用习语的意识，使用搜索引擎积累词汇，提高识别英国英语／美国英语词汇的意识，使用地域标签进行词汇搜索；使用光盘词典中的图片扩展词汇，利用光盘词典识别、构建文本（text）与歌曲中的词汇链（lexical chains）；了解并熟悉电子词典与在线词典的词语索引（concordance）与语料，通过寻找词源意义激发学生的语言兴趣等。

（8）“专门词典的使用”（Specialized dictionaries）：使用双语词典学习、扩大词汇量；使用图解词典（picture dictionaries）学习、书写新单词；使用短语动词词典（phrasal verb dictionaries）查询搭配、根据主题选择短语动词；使用习语词典（idioms dictionaries）快速查询所需习语、巩固习语词汇习得等。

利内开展的词典与外语教学关系研究的特点及意义在于：构造简单、活泼但翔实的词典使用活动，不但让学生领会、掌握到不同词典的设计特征，培养他们的词典使用技能与策略，而且传授了搭配、短语、构词法等语言信息，弥补、强化甚至替代了正常的外语教学活动。

解析词典与外语教学关系研究史可以发现，早期研究活动只是被动地聚焦于学生在进行外语学习时使用词典的行为方式，强调正确的词典使用或词典使用能力对于辅助外语学习的效果，着力发现或描写其间发生的问题，并评判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对于外语教学而言，这种研究活动只是外围的，仅仅局限于一种表层的教学要求，尚没有主动地研究如何利用词典来促进学生的外语学习，基本没有切入到外语教学自身的内涵、机制与可持续性特征。新近研究开始有针对性地深入外语教学活动的内部组织与机制，但显然还不够深入，尚没有清晰而彻底地离析出词典对于外语教学的真正建构性元素，从而将之完全纳入到外语教学体系中，最终建构突破当下外语教学理念的后现代外语教学范式。

那么，词典对于外语教学的真正建构性元素是什么呢？那就是激发并提高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的潜质与能力。“从分析词语形成、词语对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词语固有的叙述类型本身可以看出，词典属于教学论之列，因此它具有教育性作品的全部基本特征，不过，这种特征在词典中具有其独特的反映。”（加克1981）更为重要的是，在词典所构建的教-学序列范式中，学生（词典查询者）是控制整个教学活动的唯一权威，整个教学运作机制完全建立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主动实施的实践刺激与自我认知建构上。因此，“小小词典通常是开启学生自主性学习的钥匙”（Leaney 2007：5）。显然，“Learning in Doing·剑桥英语课堂教学系列”旨在反映“以学生为中心”的根本教育理念，将《如何指导学生有效使用词典》收纳其中，具有充分的学理属性。学生利用词典开展独立自主的外语学习，从而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并因主动建构知识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外语习得效果，这应该是词典最为根本的价值。对此学术共同体已有共识。在大量教学实践与研究基础上，Allen（2002）就总结指出，词典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保证（dictionaries as passports to independence）。

词典所具有的这一建构性元素切中了当下以学生为中心开展“自主性学习”的根本教育理念，符合后现代教学理念与我们当前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思想（参见陈伟2009b）。传统教学理念以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向学科新领域探索为教学中心任务，因此教学过程主要就是教师教的过程，教师是权威，控制着整个教学活动。在他们看来，学习知识不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或外部环境的机械反映，而是由外部客观刺激和主体认知结构相互作用而不断建构的结果，因此，学习是学生通过教学活动而对知识意义进行建构的过程。后现代教学理念则以学生理解、醒悟和经验积累为教学中心任务，反对以教师的教学行为为中心。在他们看来，教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特定信息的传输，而是意义的创生，因此他们主张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自我建构的能力，且主张学生依据自身经验在教学活动中创新和发展教学内容。“在社会学习化和教育全球化的时代，在教学个性化、活动化以及关注学生生命世界与社会生活世界有机整合的大趋势下，后现代教学理念凸显了与时俱进的特征。”（李方2004）为此，我国将基础教育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及时调整为“创设自主探索、自主建构、自主操作实践的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而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也在目标中明确要求“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要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这些显然都迎合了后现代的教学生态圈理念。

这一转变是改善我国当下外语教学状况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经济建设、对外交往、社会发展等领域培养了数百万的外语人才。但是，冷静而客观地正视中国外语教育的现状，我们发现问题依然存在，且非常严重。从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的宏观状况来看，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外语专业招生数量和教学质量的矛盾。由于外语专业生源较好，就业形势较为乐观，导致高校外语专业持续扩招，短时期内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致使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其次，高等学校急需建立外语专业的教学规范。外语专业教学规范的制订，具体来说，是对高校外语专业设置条件的规定。这些规范的确立有助于外语专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第三，我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还存在地区差异不断加大的问题。目前教育部正通过建立精品课程，将优秀教师的课程或上传网络或制作成光盘，最大限度地普及优质教育资源，使贫困地区的高校也可以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以缩小各地高校外语教育水平的差距。

从微观或外语教学本身状况来说，严重问题同样存在。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工具理性论在课程与教学论中长期居于核心地位，其弊端是片面强调知识的全面性，而忽视其对学生发展的作用。这就使得教学实践“重教师讲解，轻学生参与；重语言现象，轻信息摄取；重语法细节，轻篇章整体；重语言知识灌输，轻语言技能运用；重阅读的准确理解，轻语言交际能力培养”（陈坚林2010：31）。总之，课堂教学应试倾向严重，因此教学形式和方法难以创新，加之师资质量不高，教学理论研究也很薄弱，“缺乏突破性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束定芳2004：1），长期以来形成了“费时低效”、“哑巴英语”等问题，并且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后果是，除了耗费大量师资与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外，外语教学总体水平不高，收效甚微，学生无法将其转化为实用、高效的语言运用能力，反而因知识面过窄、技能单一等问题缺乏社会适应能力。近年来，大学扩招导致班级规模急剧扩大，教育资源更显匮乏，教育经费与师资紧缺现象更显严重，教学质量因此更加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面对这种外语教学状况，我们不能流于教学形式、教学时间、教学手段等层面的重构，而必须强调建构教学理念、突出自主性学习的重要性，重视学生英语学习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人才培养是教育教学的关键。衡量一种教育的优劣，不但要用社会尺度，看它能否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更要用人生尺度，看它是否拓展了受教育者的生存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特殊语境中，我国大学英语学习应该是学习者以学习内容的主题意义为先导，自觉自主的兴趣学习活动。”（陈坚林2010：188）如何开展自主性外语教学活动，如何构建深入而有效的自主性教学系统，则成了我国深化外语教学改革的关键。

词典具有引导并促使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的先天优势与能力，如果得到合理、深度利用，完全可能成为外语教学理念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后现代镜像。显然，无论是早期还是现今，学界对词典与外语教学关系的研究与利用都不够深入，没有真正建构起突破当下外语教学理念的后现代外语教学范式。外语教学是一门系统科学，具有独自的教学环境、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也有着适合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方法，应据此建构出一套复杂、立体的教学机制，并具体表征为课程设计。我们认为，现有的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充分发挥词典对外语教学的建构性作用，在立足当下优质外语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将“词典”元素最大限度地渗透到英语课程的设计理念中，从而构建起使词典辅助驱动成为可能的后现代外语教学范式。

1．哲学思想

语言以认知为基础，“所有自然语言的使用，不管是接受性的，还是产出性的，都建筑在与认知有关的过程中”（Lewis 1993）。而且，“语言学习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语言是一种生存和学习的工具，语言只有在实际使用中才能被真正掌握”（束定芳2004：11），且“这一实践过程的主体是学生，不可能被教师代替”（束定芳2004：11）。因此，构建词典辅助驱动的外语课程设计理念，即利用词典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地完成语言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及阅读技能的学习与发展，这在本质上就是迎合外语习得的认知属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进行外语学习的认知自主性与创造性，让他们在自我主动建构中完善自身的发展；在实践上，该理念也是符合外语教学特性的有效选择，因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上只能提供部分的语言输入，只能充当一个向导和顾问，课堂教学只是重要的学习和实践场合之一，课堂之外的大量学习和实践是外语学习成功的重要保证”（束定芳2004：11）。

这一理念在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的“面向结果”（productoriented）教学，而是真正地“面向过程”（process-oriented）或“以任务为基础”（task-based），彻底聚焦于以学生为中心的自我语言学习，强调“用语言做事”（doing things with words）和“在用中学”（learning in doing）。

2．课程设计与大纲制定

高校传播知识不是为了让学生墨守成规地继承和积累知识，而是鼓励他们更好地创造知识；在课程目标设计上，高校不是以学生获得知识数量的多少为旨归，而是关注知识的获得方式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培养有社会意识、有批判精神及有终生学习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课程是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主渠道，若要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英语课程必须转变开设理念，回归语言本真、教育本真及个体精神自由，从而实现后现代性转变，积极将课程文化定位在遵循当前社会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强调建构主义教学理念、突出自主学习的重要性、重视学生英语学习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上。

建议采用“协商式”大纲，尤其针对学生自主完成的语言要素与阅读技能环节，由教师和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个人发展及交际需求。“外语学习完全是一种能力和技能的培养，需要大量的听说和阅读实践；学生只有在大量的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掌握外语。”（束定芳2004：10—11）课程设计与大纲制定要求学生在词典辅助下有效开展自我语言要素与阅读技能的学习与锻炼，以打下扎实的语言要素基础及阅读基本功，同时培养他们的语言认知和感悟能力、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在为听与说的技能发展提供语言知识保障的同时，课程设计与大纲制定更为学生听与说的技能发展赢得了尽可能充足的正式学习（课堂教学）时间，从而突出他们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3．教学内容

传统外语教学模式把太多课堂时间放在追求孤立而精细的语言知识上，而在外语交际实践方面捉襟见肘，成效低微，导致“外语聋哑病”现象严重。依据词典辅助驱动的外语课程设计理念，语言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及阅读技能的教学完全留给学生在课外依靠词典独立自主地完成，课堂教学除了花费较少的时间检查学生的自主学习成效外，更多的时间则聚焦于听与说的交际技能的培养与锻炼。

这一设计有着充分的学理支撑。首先，语言要素与阅读技能主要属于接受性语言认知学习范畴，其成效根本上取决于外语学习者自身的认知参与和主动建构，是包括教师在内的任何外在因素所无法替代或改变的。其次，词典是词汇的聚合，而语言本质上是由词汇组合而成的，语音、语法都体现在具体词语上，因此，词汇的教与学是外语学习的关键，而旨在描写词汇系统的词典则成了语言要素学习的优质工具。学习语言要素的成效很重要，因为“词汇和语法是发展各种技能的基础，听、说、读、写技能的发展都离不开对词汇和语法的学习和知识扩展”（Rubin & Thompson 2004：79）。最后，宝贵的正式课堂教学时间都基本为听与说的实践所利用，其被最大限度地创建为非正式的学习环境，即学习外语的言语社区。这一点同样重要，因为我国“是一个缺乏所教目标语的言语社区，这是制定我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桂诗春2004）。

4．教学组织

语言要素及阅读技能的掌握完全由学生在课外依靠词典独立自主地完成，学生是完全的学习主体，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在课堂进行学习成效检查的环节中，教师亦不能“主宰”课堂，而要强调师生双主体的交往与沟通，注重对话与阐释，重点评估并优化学生主动获得知识的经验，力求发现并解决其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与难点，突出意义建构。听与说的课堂教学可依照当下相关的优质教学组织模式，教师主导课堂，最大限度地创建真实的外语言语社区，引导、推动学生开展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真实交际活动。

5．教材编写

教材编写是本课程范式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因为语言要素与阅读技能的掌握完全依靠学生的自主学习，所以相关教材，无论是涉及选修课程还是必修课程，都必须围绕“词典”而设计与编写：聚焦并立足于学生的自主性学习特征，以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为原则与标杆，把每一单元所要掌握的语言要素内容、要点、难点及能力要求等，通过注释、练习或其他形式加以体现与渗透，并引导学生依靠词典加以把握、学习与解决。这一编写理念具有任务型教学的内涵，而“任务型教学应该是引导学习者在达到交际目的的基础上把注意力放在语言形式上”（桂诗春2005），因此，必须以学生对语言要素的自我掌握为落脚点，以词典为学生自主性学习与自我建构的终极媒介为原则，科学而系统地对教材结构与内容进行设计。

6．教学评估

教学评估注重过程取向和主体取向，建立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兴趣、激发学生自我建构的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具体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在把控、调节学习进度外，重点评估并优化学生利用词典主动获得知识的经验，注重培养并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同时力求发现并解决其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与难点，突出意义建构，并兼顾终极性评价，检测学生的语言要素掌握程度及应用能力，促进学生对自主性学习的反思与完善。

在现代语境中，教师被赋予了某种优先的地位或作用，他们具有优先使用真理、理性和科学知识的特权，他们与学生的关系表征为一种教化和被教化的关系（参见张国清1998）。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这种关系，将学生的主体性凸显出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与当代国际教育界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学习方式和学习重点的转移趋势相一致。”（束定芳2004：206）这是学理使然，更是以知识创新和信息运用能力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也是终生教育、回归教育、继续教育开始覆盖个体生命全过程的要求。

词典课程开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造性，其蕴含的后现代教育理念必将产生积极的教育效果与现实意义，同时亦可为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及其现代化发展提供创新思路。

事实上，纵观词典范式的演变史不难发现，正是教育与教学领域的理论及其变革深刻影响着词典业的发展与趋向。当代词典（学）实际上掀起了一场教学性质的革命，要求我们积极思考并运用应用语言学、认知科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竭力以学习者为本，不但迎合他们的实际信息需求，也深入他们的认知规律与学习特征，并最大限度地按照教育科学的规律与特征进行表征。具体来讲，词典文本一方面应积极对语言教学语境进行模拟，以期最佳地迎合语言教学规律而实现最优的词典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应采取科学编纂手段，在词典微观与宏观结构中有效复制外语教学与习得的特点和规律，从而真正实现词典作为语言教学桥梁的价值（参见陈伟，张柏然2007b）。词典教学特性的凸显，创造了无限的教学空间，它将词典作为一种特殊、不可替代的教学工具的独特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并从根本上增强了词典课程开设的原始价值。

外语教学理论及自主学习发展模式的探索是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立足于后现代教育理念与内涵，并将其与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外语教学模式（陈坚林2010）进行有机、有效整合，共同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外语自主学习模式，当是时下以知识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可行选择与建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勾勒的词典辅助驱动的后现代外语教学范式蓝图，完全是试验性的，只为外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样态。

注释


1
 　参见陈琳为“Learning in Doing.·剑桥英语课堂教学系列”丛书所作的“总序”：p. p. iii-xi。


第十一章

走进可能的新世界

——信息技术与词典思想的后现代性转向





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深深地根植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发展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空前巨大的浩劫，但同时也促进、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从40、5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具有深刻影响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其主要标志是原子和电子技术的广泛发展与应用，而这一革命引起了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有西方学者认为，人类自此已经步入了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本章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伴随着这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随后的社会转型，人们在观念上也经历了一个从现代科学观向后现代科学观演进的过程。

所谓现代科学观，是指人们在现代科学影响下所形成的对科学的总体认识。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是指16世纪中后叶以来，由哥白尼、笛卡儿、牛顿等科学巨匠开创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不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巨大力量祭拜起理性主义的“权威”大旗，使得人们相信，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它具有普遍逻辑并能获得真理，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科学技术自身带来的问题。由此，带有浓厚科学主义色彩的现代科学观不断萌发、滋长和扩张。

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科学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在面对现代科学观时不免怀疑、茫然和困惑，而这些负面情绪来源于科学技术万能论与战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种种弊端的冲突，故有科学理解与科学新发现的冲突，现代科学观与科学元勘学科研究结果的冲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突破并超越现代科学观的后现代科学观开始萌芽，其主要动力之一正是来自科学内部，也就是说，否定人们对现代科学理解的恰恰是科学本身。在后科学现代观看来，不存在具有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其强调认知行为的反馈性和被认知性的反映，并认为科学是由可变、可塑的客体与同样可变、可塑的主体构成，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动态的、人与自然进行交流的探索活动；科学知识并非科学的全部，而只是科学活动暂时的结果；认知主体并非白板一块，认知主体与观察分离的概念被主体参与的概念所代替，关注人的发展、人的能力成为科学的重要使命。可见，这些主张都是针对现代性主张的反面，其核心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当下的词典编纂与出版正在遭受着来自现代科学技术大潮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数字化词典正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面对这一局势，词典学共同体有必要理性深思：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科学观是主宰与塑造当下及未来词典范式的唯一利剑吗？

一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商品，词典的编纂与出版毫无疑义地与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反过来促进词典范式的革新与进步。史前或早期词典的编写基本都是直接经由人的“手工”：在我国古代，人们常刻录、绘绣和抄写于简帛之上，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常使用牛皮纸或羊皮纸书写，而古埃及人则喜欢用纸莎草纸。1975年，意大利考古队在叙利亚埃卜拉（Ebla）遗址发现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词典——《苏美尔语词汇表》，据考证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该词典刻录在泥板（clay tablets）上，包括3,000个左右的苏美尔语单词及其埃卜拉语对等词。其中最著名的一部称为《埃巴拉双语词典》（Bilingual Sumerian/Eblaite Vocabulary Lists
 ），其刻录在一块保存完好的巨大土简上，共有31卷。可以想象，纯粹通过手工进行词典制作（编纂与出版）缺陷很多：（1）制作困难，不仅费时费力，经济成本也较大（尤其是绘绣在昂贵的绸帛上）；（2）流通面有限，难以普及，大多只能局限于社会的精英阶层；（3）词典范式在深度与广度上更是难以深化与拓展，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结构上，都不便于使之复杂化。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严重制约了词典的发展及其范式的革新。

印刷术的发明与问世打破了这一僵局，成为推动世界范围内词典事业演化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西方，这一革命进程始于15世纪中叶，大约在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登堡（Johannes Gutenburg）最早发明了印刷机和活版印刷术，并首先在德国小城美因茨（Mainz）开设了印刷厂。1460年，西方第一次印刷出版了13世纪问世、班尔巴斯（Johnnes Balbus）编写的拉丁语词典Catholicon
 ，该书在德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良好的反响，并先后两次在法国出版，到15世纪末在意大利出版多达6版。1477年，《意德词汇》（Vocabolario Italiano-Tedesco
 ）在意大利威尼斯问世，成为最早印刷出版的现代双语词典。1480年，英格兰印刷商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编写的Dialogues in French and English
 ，可能是英国印刷出版的第一本词典。1499年，英国伦敦Richard Pynson公司印刷出版了英语－拉丁语词典《青年学者词汇宝库》。15世纪中叶出现的活版印刷术，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词典的进化过程（参见网络与书编辑部2005：16）：

（1）不但《圣经》成为最受欢迎、最大量印制的书籍，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地开始需要译为自己语文的《圣经》。光是拉丁文《圣经》转译成各种语文版本的这一过程，基于大家对翻译精确性的追求，就推动了各地对自己语文词典的巨大需求。

（2）这些巨大需求，除了表明对自己语文的自觉意识之外，也加大了对其他语文，以及与自己语文源流对照的动力，这又产生了对另一些词典的需求。

（3）活版印刷术的出现，虽然对任何手抄本的书籍都是福音，但是就编写起来耗时耗工，复本又特别强调精确一致的词典来说，更是有助于其大量印制与普及。

个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实是，在西方，15世纪中叶出现的印刷术作为一种新的交流媒介或载体，在语言尤其是地方语言的标准化过程中也起到了带头作用，而这反过来又同样助推了词典的进化与发展。研究印刷术的历史学家认为，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批量生产或大规模生产相同文本成为可能，而这又直接促发了语言的固定化或标准化，正如伯克（2007：148）所说：“有些印刷商以推动语言标准化为己任。”当然，印刷术并非推动语言标准化革命的唯一因素，加拿大媒介理论家Innis（2008）认为，印刷术只是推动这一革命的催化剂，它并没有启动这场变化，因为这一革命还需要一些文化或社会的前提条件。语言标准化的目的在于提高语言尤其是地方语言的地位，将它们规范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进行语文词典编纂是一个最佳选择。例如，为了将欧洲之外的土著语言加以标准化和固定化，莫利纳（Alonso de Molina）编纂出版了《纳瓦特尔语－西班牙语词典》（1555），奥尔古因（Diego González Holguín）编纂出版了《克丘亚语词典》（1586），贝尔托尼奥（Ludovico Bertonio）编纂印制了《艾马拉语词典》（1612）。这些词典的编纂与出版，使得所涉及的地方语言直接从口头语言转变为印刷语言，跨越了手写语言的阶段。

同样的，印刷术对我国近代词典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大力推动了我国词典事业从古代词典向现代词典的发展转变。这一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率先引入了铅印与石印技术，促进了当时词典出版业的大发展。例如，1860年左右，北平俄国传教士团印刷厂铅印出版了第一部华俄词典，获得了世界汉学界的高度评价。1876年，英国商人、申报馆老板美查（Ernest Major）聘请土山湾印书馆技师邱之昂开办了点石斋石印书局，“在辞书出版上取得了极大成功”（雷永立1993）。他们首先印刷出版了《考正字汇》；1882年编印出版的武英殿版《康熙字典》，前后两批共印刷了10万部，都是“不数日即罄”。之后，一批新兴民族资本家也纷纷投入到印刷出版业中来。例如，1882年，著名商人徐润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石印或铅印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骈字类编》等，同样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1905至1908年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词典出版业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高潮，一批采用先进铅印技术的书局纷纷兴办，例如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等。这些书局成立后，集中力量出版了大量辞书，尤其是外汉对照词典，例如《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袖珍英华成语辞典》《英汉成语辞林》《英华习语辞典》《袖珍英华字典》《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英华大词典》《华英字典》《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增广英语撮要》《华英会话文件辞典》《法华新字典》《中德字典》《汉和辞典》等，为我国现代词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见雷永立1993）。

可见，印刷术的出现大大加快了词典的发展进程。与传统生产相比，词典印制化省时省力，经济成本不高；其规模化在扩大了词典出版规模与类型的同时，也扩大了流通范围，拓展了普及程度；词典印制的标准化要求随之逐渐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词典范式在深度与广度上得到了深化与拓展，无论是在内容（不只是局限于个别的难词或难词识解）还是在结构（不只是局限于单一而生硬的宏观、微观结构）上，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变革，范式的复杂化、科学化、系统化程度都得到了大幅提高。纵观世界词典发展史，由科学技术的革命而促进词典出版媒质和载体的发展，并最终引致词典范式的演进与革新的过程，可以具体概括为“四个阶段三次转换”（张柏然2000：F11）：第一阶段是以“手”与“纸”为工具的手工书写阶段；第二阶段是“火”与“铅”为特色的印刷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光”与“电”为标志的计算机时代；第四阶段是以“网”与“天”为特征的网络时代。不同阶段不同规模与深度的技术革命，造就了词典范式不同规模与深度的革命性转变，极大丰富了词典与词典学内容，也最终拓展了词典学的学科疆域。

二

当下的词典业正处于由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的发展时期，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辞书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数字化浪潮正影响和冲击着辞书编纂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辞书编纂与制作的过程与方式，还是辞书的载体形式或最终产品，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辞书行业（学科）也迎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这一革命性变化的最初推动者，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多媒体技术又使得这种变化呈现出多向性、复杂性的趋势。

首先，语料库技术给词典的编写带来了一场革命，使得原来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其不仅仅改变了陈旧的词典编纂方式，而且使之走上了一条形式化、标准化的道路。在学理层面上，语料库源于对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坚持语言直觉研究思维的反对与否定，认为研究语言文法仅靠直觉是不足以信赖的，只有分析、研究现实世界里实际产生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才能真正了解并把握语言的使用规律。1921年，桑戴克为了编写The Teacher's Word Book
 ，从多种期刊与少年儿童读物中收集了450万字左右的资料，创建了现代第一个大型英语语料库。之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高与普及，语料库的开发难度及开发成本大为降低，语料库的容量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强大。语料库与词典编纂的真正融合应该始于1980年，其时在辛克莱主持下，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与伯明翰大学合作创建COBUILD语料库（即Col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该语料库收词量巨大，在1997年更名为“英语库”（Bank of English）时有三亿词，2002年时已高达四亿五千万词。1987年，依据该语料库编纂出版的英语教学词典《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一经出版即受到社会的好评，盛极一时。在COBUILD语料库的成功影响下，几个重大的语料库相互开发并得到应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著名语言学家利奇的主持下，朗文出版公司与兰卡斯特大学合作开发出“朗文语料网”（Longman Corpus Network），并据此编纂出版了第三版《朗文当代英语词典》；从1991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始创建“英国国家语料库”（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并据此编纂出版了第五和第六版《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剑桥大学研制开发出了“剑桥国际语料库”（Cambridge International Corpus），并据此于1995年编纂出版了著名的《剑桥国际英语词典》。

现在，词典编纂已经成为与语料库有着高度依存关系的工作。语料库一方面能够为词典编纂提供大量真实、可靠的语言素材，在保证词典可用性、准确性和时代性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利用语料库所构建的词典编纂平台，使词典的编写、修订、检索都变得非常便捷。以《新牛津英语词典》为例，它的编纂就主要依据拥有一亿以上词的“英国国家语料库”以及包括美国英语的语料库在内的其他几个语料库。对这些语料库的充分利用为词典在确立词目和义项、交代惯用法说明和搭配信息、择取例证等方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雄厚的基础。利用语料库信息辅助词典编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其前景非常广阔。事实上，语料库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词典编纂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以英国出版公司为例，正是由于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大型词典语料库相继进行开发和利用，从而至今都完全掌握着词典市场的主动权：牛津大学、朗文、柯林斯与剑桥大学四家出版社出版的“四大词典”正牢牢占领着国际英语学习词典的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语料库革命潮涨之时，一直未能对此形成足够的重视，因而在人力与财力上都没有给予大规模的投入。结果是，美国的英语学习词典市场在20世纪末期几乎完全被英国出版的词典所占领。直到21世纪初，在英国、德国、日本及本国多家出版社的投资支持下，美国才成立了“美国国家语料库联盟”（American National Corpus Consortium），旨在开发并建立大型语料库。然而，由于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其要想快速地迎头赶上，可谓压力重重。

近十几年来，对语料库的充分利用已经成为国内外词典编纂者的共识，各家词典出版商都非常重视对现代技术的应用，采取多种渠道进行语料库建设，电脑和网络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词典语料库的建设；语料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与之配套的检索技术也在日臻成熟，极大地方便了词典各项工作的开展。当前，语料库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单语词典的编纂，利用平行语料库进行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也已经起步，并处于迅速发展之中。

其次，词典开始向数字化出版或电子介质化制作方向发展，即将词典内容转换成二进制编码，输入计算机中并以数据库的形式存储到磁盘或光盘上，然后再利用计算机对其进行随机检索，从而形成了机读词典。数字化词典的诞生打破了传统词典千百年来一直以印刷文本形式存在的知识载体形象与单一出版方式，建构出现代辞书出版载体的多元化格局。当前，数字化电子词典主要有光盘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与纸质词典相比，数字化词典摆脱了纸质词典局限于书面“说文解字”的束缚，能够集图、文、声、像等不同媒体信息于一体，将词汇全貌立体、直观地呈现在用户面前。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词典具有方便、快捷、可靠、高效的特性：它采用多窗口操作，可以用图标按钮随意切换各种功能；检索途径多，检索速度快；能随意外化和揭示知识点与自然词，并提供动态信息；内容更新方便简捷；具有咨询功能；提供极为方便的联机查询方式，大幅提高了查询能力与查询速度；实现远距离传输、编辑、下载等服务，等等。这些优势都是纸质词典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数字化电子词典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

三

正是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驱动的词典编纂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者纷纷相信：数字化词典必然是词典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我们无意评价这一前瞻性观点的是非正误，但必须强调的是，词典数字化出版或电子介质化制作并非为词典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达的标志。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有必要从学科的定义谈起。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是分化的科学领域；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具体来讲，学科是与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知识系统（也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分之说）内知识子系统的集合概念。一般地，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有三个：（1）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2）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3）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学科以知识形态的成果服务于社会，该成果一般被称为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又分为科学型和技术型两种。

回归词典与词典学的概念。词典是一种以物质产品形态存在的精神产品，是汇集词语、加以分别处理、提供一定数量信息并按一定方法编排的工具书。词典的独特品性使其有资格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词典学正是以词典产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具体来讲，它是研究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的语言学学科。词典学研究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方面：词典史学、理论词典学、比较词典学、应用词典学与词典工艺学（参见黄建华2001：13—14）。词典工艺学主要包括自动化方法的探讨，语料库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编纂工艺的革新，电子词典、网络词典等非书本式新型词典的研究等。可见，词典载体的变化（从只能在平面上以线性方式提供知识的纸质词典转变为以超链接为主要特点，能够多方位、立体化、多媒体化地提供知识的电子词典）与出版手段的更新（从纸张印刷升级为数字、网络出版），丰富并发展的正是词典工艺学领域，只是单一反映出词典学研究对象在生产方式、生产介质等在工艺层面的创新，而无法抬升以理论词典学为核心的词典学学科的本体精神素质，也就是说，无法促成词典学学科的整体性革命。显然，这种创新与范式变革不是词典创新与范式变革的全部，与这一技术层面相对照的精神形态层面的创新与范式变革，才是词典创新与范式变革的根本。

但是，研究对象依据科学技术而在生产方式与生产介质方面（注意：这并不等同于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方法论”要素）的变化（即词典工艺学范畴的革命），成为学科范式演进的外在动力，它完全有可能引起学科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调整与适应。这从学科研究角度来说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它推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诞生，即以计算词典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称之为词典学研究的“数字观”范式。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工具改良虽然其意义主要集中在物质形态与编纂手段等工艺层面，但毕竟是超越传统的一种创新，正如陆锡兴（2002）所说：“随着电脑的普及，软件的开发，电脑越来越多地进入辞书编纂领域，使辞书的编纂速度和质量大有提高。这种发展就是一种革新、一种创造。”计算词典学显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探索研究包括如何设计或编制各种类型的电子词典、如何建设词典语料库、如何利用语料库进行词典编纂、如何利用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等问题，最终目标则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实现词典编纂的自动化。Ooi（1998）将它们笼统概括为两个方面：

（1）利用计算机辅助实现词典编纂工作的自动化；

（2）使现有商业词典的机读版本服务于自然语言处理系统。

立足于计算词典学重新审视词典学学科，其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调整与适应空间。而且，鉴于计算机技术给词典事业既带来冲击又带来巨大的未来潜势，数字观范式应该成为词典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科学史首要的是观念史，即作为一种知识门类外化思想的理论体系。这就是说，对于一门学科而言，其素质的优化与发展并非与研究对象产生的科学技术水平直接契合，而是与该学科的知识系统或理论体系相连接的。康德（Immanuel Kant）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给“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这就是说，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系统，而且必须具有说理性与论证性。波塞尔（2002：11—12）在《科学：什么是科学》一书中也强调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以何种方式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总是试图建立一套得到证明的陈述系统。这样的陈述系统亦可被称为理论。”词典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主体性并非体现在它对手段或介质的简单选择，而体现在它的理性能力与理论特质，即以理论词典学为核心的本体理论或本体精神。理论词典学论述词典的性质、结构和类型，各种词典的特点和功用，以及新型词典的编纂原则、邻近学科对词典发展的影响等内容；它研究的是词典学理论体系，因而构成了词典学跻身学科范畴的核心要素。学科发展的目标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这种创新应该就是体现并渗透在理论词典学的研究主体上。事实上，词典学界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陆锡兴（2002）在区分“创新”与“创见”这一对概念时就明确指出：“辞书的创造性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可以区分为创新和创见。前者指某些编纂体例或释文方面的改进；后者是指在本学科内容方面的新收获。创新是工艺性的，创见是学术性的，只有后者才能取得学术界的认可。”王宁（1997）也认为：“辞书在设义项与释义这一基础工作之外，还有更高级的创造性工作，那就是编纂体例的制定与实现……这就是说，辞书编纂中更为高一级的创造性劳动，是确立主体设计和体现主体设计。”徐成志（2006）则指出，辞书具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工具书的体制特征，具体体现在“辞书的总体设计、收词原则和编纂体例之中”。他据此认为，辞书宏观范式的创新就体现在体制特征上。以具体的词典出版过程为例，英国柯林斯公司的COBUILD词典工程开创了现代计算机技术描写语言的先锋，它的整个词典工程包括四个部分：

（1）建立语料库；

（2）建立数据库；

（3）词典设计；

（4）抽取与编辑词典信息。

在这四个部分中，（1）、（2）、（4）都是词典工艺学关注的内容，属于技术范畴；（3）则承上启下，直接体现词典范式的体制特征与理论词典学的本体精神。因此，我们在预言数字化词典必将成为未来词典主流的同时，更需要研究如何从理论体系及学科方法论角度提升词典学的学科素质，实现词典学精神形态层面的创新与变革。

四

实现词典学精神形态层面的创新与变革，是词典学发展的本质问题，其立足点是以词典本质与词典功能为核心的有关词典知识系统的人本主义或精神意象，而不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词典自发轫伊始，就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性面貌呈现的。这一观察视点长期支配着人们的词典思维，并最终固化为“工具论”的词典本质思想：词典是供人们检索、查阅的参考工具书。从学理角度支撑这一传统观的是语言研究的本体主义，它把语言系统视为一个封闭的自足性符号体系，因而词典只是一个个独立的、分开检索的词条的拼凑与组合，是静态语言信息的静态自我呈现。正是应和着语言本体主义的信仰节拍，工具论的传统观在理论体系构建层面上基本就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经验与感性认识的不断积累和顺承。无可否认，查阅求解是词典最基本、最具实用意义的功能，但是词典远非就语言问题提供答案的机械工具，语言也远非静态僵化的封闭符号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词典自身体现为静态的、被动的、实现元语言功能的阐释文本，其终极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与社会功能却是依赖并体现在人（词典用户）主动的语言行为（词典消费）中。这就是说，一本词典只有经过用户的消费接受，才能确定审美对象并最终实现自身作为词典的价值。因此，词典理论体系的科学化建构更是无法忽略词典用户这一认知主体的能动效应与认知能力。顺应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学科开始迅速发展的态势，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功能主义的、非纯粹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观察词典的本质与功能。

对于词典的实际运用，词典学界早就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词典功能达成了共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教学功能、描写功能与意识功能。从词典的社会使用角度来说，词典的教学功能无疑是最为根本的，它充分发挥典范性教导作用，提供语词意义和用法指南，改善文化内与文化间语言交际的质量和水平。剖析词典史不难发现，词典从来不是就语言问题提供答案的工具，即便是在工具论风行之时，词典也一直发挥着典范性的教学作用。成形词典产生以前的辞书以及第一批词典，主要就是教学词典或教学材料。以16世纪处于黎明时期的欧洲词典（学）为例，词典首先是学习、掌握一门外语（拉丁语或其他外语）的工具与指南，担负着教育、教学的任务：讲解令人困惑不解的词语，教授青年一代（同样包括成年人）文明语言（在中世纪的欧洲为拉丁语、希腊语、古斯拉夫语）。当代词典（学）更是掀起了一场“教学性质”的革命，不仅大量教学型词典（例如“朗文”与“牛津”系列教学词典）相继涌现，而且大型普通语言类词典与专科词典也在不断增强自身的教学功能。事实上，教学功能的凸显一直是词典范式演变的特征与主旋律：从昔日注重语言内在系统和结构的最原始、功能单一的词汇表或对照表，逐步发展到今天重视语言内容（语义）、用法（语法／句法）及其使用（语用）的实用工具书形态，内容丰富、功能齐全。

可以这样说，工具论传统观的症结就在于错失了词典教学功能对于词典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建构的主导效应与理论意义：教学功能的凸显本质上必须打破语言本体主义的束缚，同时又强调教学对象的认知能动性。所以，词典学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应该是围绕词典教学功能这一中心进行的范式重构，而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数字化出版或电子介质化制作。实际上，目前市场上相当数量的数字化词典都是纸质词典的电子版，更有甚者，是纸质词典的电子浓缩版（即剔除了纸质词典中语法、语用等大量教学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包括很多语言教学专家在内的学界有识之士都呼吁学生尽量不要使用电子词典，以免受到误导。这样的数字化词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型词典”，除了整体灌装了几本纸质词典所收录的词汇外，就词典学范式的本体精神而言，不是高度演变进化了，反而是退化了，退缩至昔日原始、功能单一的词汇对照表。

既然强调词典教学效应的本质功能，词典学研究范式的立足点就不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而应该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认知科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科发展与理论更新；这些理论思想及其新成果直接影响到语言教学，又必然延伸至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为现代语言教学服务的词典编纂。必须严肃指出的是，聚焦教学效应，并非只是大量罗列和展示词汇的语法、句法、语用、文化等信息，而必须系统地、科学地迎合语言教学的特点与规律：在词典内容上满足不同用户对不同信息的需求，在信息表征上复制、模拟人类大脑的知识储存结构，在认知策略上契合用户的认知旨趣与认知规律。这才是“后现代数字词典”，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词典。在20世纪下半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的后现代教育理论思潮强调树立个性和多元智能发展的教育思想，重视培养学生主动获得知识经验、通过自主活动对知识意义进行建构的能力。这是教育思想的新成果，也更符合词典作为一种教育工具的特性，因此应该成为词典学研究范式更新的理论框架与切入点。遗憾的是，这一方面的探索研究并不多见。

五

在聚焦词典学科的教育效应并着眼于语言教学时，我们就会发现，词典的传统处理方法与语言习得规律往往并不合拍，有时甚至会引发负面效应。语言学习离不开人的大脑，而语言本身又是在大脑和世界的交互过程中产生的，这就决定了新的词典学范式在内容提供与信息表征方面必须能够有利于用户对词汇的认知和习得，以便搭建沟通“心灵-语言-世界”的桥梁。正是以此理念为目标与切入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认知词典学探索》（赵彦春2003）初步构拟了一种以认知科学为取向、语言学习为目的、词汇能力为归宿的崭新词典学范式——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范式在方法论上与传统词典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将词典学的研究重点从单纯研究“词”的形态和语义的静态描写转移到揭示“词”、“世界”和“心灵”之间的动态关系上来，并借鉴认知科学、语言学、语言习得等相关理论及其新成果对词典学进行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一范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词典作为一种教学工具的教育效应，体现了词典与语言学习相结合、以词典促进语言学习的新理念，并较好地渗透贯彻了后现代的教育思想。可以这样说，认知范式代表了学术界迄今为止从事词典学研究的最先进成果。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赵彦春教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切入，初步建构出认知词典学的理论框架：微观上强调用户的词汇推理能力，即用户应该能够回溯词汇生成和使用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宏观上探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以便能够以普遍的认知规律指导认知学习词典的编纂。通观全书，无论是理论观点、学术视角、语言素材还是论证方法，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大大拓展、突破了我们考察、审视、研究词典及词典学问题的视域。更为重要的是，该著作紧扣词典学的教育效应，突出对学习词典的语言习得功能和教学功能的认知。这不但凸显了词典学科本体精神的内涵，对语言教学自然也会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在积极建构理论框架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忽视新的理论范式在词典编纂实践中的可行性，而是以大量篇幅分别从“语义”、“形态”、“词汇－语法界面”及“语法模块”四个方面对认知学习词典的编纂实践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探讨。譬如，如何利用原型特征在词典中建立“语义列”或“语义模块”，以提高词典用户的语义推断力；如何根据词汇的聚合形态关系或通过若干词素的概念节在词典中构造词汇的语义网络；如何摒弃简单的、机械的语法信息提供，而是把语法信息看作词汇特征的一部分在词条中进行有机地展示，等等。总之，全书精心塑造出词典学的一个全新范式，其在认识论、方法论与目的论方面都与传统范式不同。从词典学研究方法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称之为词典学研究的“认知主义”范式。

词典学定义本身就包括了两个维度：词典编纂实践活动与词典学理论。这就决定了词典学研究是一个从实践技术到理论精神的连续统一；从学术范式角度来看，词典学研究必然归结为“数字观－认知主义”的复合范式：前者是外在实践状态，后者是内在的精神表现；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交融，任何单一维度的研究都是不完全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极为迅猛，这必然会给对科学技术依存度极高的词典出版业带来巨大冲击。对于这一点，我们无法忽视并且必须迎头赶上。但是，我们在充分享受现代科学技术给词典编纂与使用所带来的便利、并预言数字化词典必将成为未来词典主流的同时，更不要忘记从本体理论层面对词典学学科进行优化和升级；我们毕竟不想看到未来的主流词典只是在技术手段上张贴着高新技术的标签，而在词条内容与结构的理念上却流淌着传统词典思维的血液。《认知词典学探索》一书所构建的词典认知范式即便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却吹响了当代词典学研究努力构建学科本体精神这一现代家园的号角。这一著作兴许无法引起词典范式的革命性转变，但它所指涉的方向却是词典学研究的科学归向。

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系列的问题和答案，标志着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现代化境遇的特征，作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相匹配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则是从一种倾向于更完善的现代化的境遇中获得的理念。周身流淌着现代性血液的传统词典范式，在惬意享受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信息技术施行的整容甚至变身手术之时，在观念上也应主动而积极地完成从现代科学观向后现代科学观的嬗变，在祭拜科学主义的理性主义大旗旁，高高飘扬起人本主义的鲜艳标志。科学主义宣称的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无法从根本上消解人们在科学认识和科学利用过程中时时相伴的茫然和困惑，毕竟，人并非白板一块，他们是科学行为中居于观察主体地位的、可变可塑的参与者，而把握并呈现他们认知行为的反馈性和被认知性的反映，达到对他们人性与能力的提升与发展，当是任何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终极目的。

故此，如果结合词典学研究的“数字观－认知主义”复合范式，未来的主流词典应该是这样产生的：在计算词典学范式内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构建充分体现认知词典学范式特征的词典微观与宏观结构。走出工具理性的泥淖，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平等对话与融合的平台上，恪行以普罗大众（而非社会精英）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守望，关注他们的认知、情感与意志特征及发展，使之成为科学技术大潮冲击下完善、主宰并塑造未来词典范式的唯一利剑。

六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使之面对出版业数字化趋势浪潮中“存”与“亡”的新课题，而词典出版业亦不例外。近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辞书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数字化出版或电子介质化制作渐入主流，即将词典内容转换成二进制编码输入计算机并以数据库形式存储到磁盘或光盘上，然后再利用计算机进行随机检索，从而形成机读词典或数字化词典（当下以电子词典、电脑词典与网络词典为经典形式）。数字化词典的诞生打破了传统词典千百年来一直以印刷文本形式呈现出的知识载体形象。事实上，以电子媒介为中心的数字化浪潮正影响和冲击着辞书编纂、出版与发行的各个环节，造成了传统辞书包括编纂、出版与发行在内的行业结构的崭新裂变与重构。而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多媒体技术又使得这一行业裂变或挑战更为复杂。面对数字化时代中词典出版业的新动向，业界有困惑，有茫然，更有认识论层面的异议与争论。显然，唯有立足辞书学理与时代特征，理性地反思困惑，理清异议，方能认清形势，辨析走向。

首先，我们探讨纸质词典的市场问题。

数字化时代中的数字技术成为信息处理的主要手段，这直接引起了词典载体的深刻变革：传统上只能在平面上以线性方式提供知识的纸质词典可以转变为以超链接为主要特点，能够多方位、立体化、多媒体化地提供知识的数字化词典。数字化词典迎合了后现代消费思潮中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的“大众悦读”这一时代特征，强烈冲击并挤压着纸质词典的生存空间。纸质词典的未来究竟有没有市场？这是积压在大多词典出版社心头的隐忧。

1．词典文本的特殊性

词典文本不同于普通印刷文本（例如报纸），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数字化转型后的一些优势也许就有悖于该特殊性，不一定能够予以实施。例如，词典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具有权威性，人们也因此对词典有着先天的敬畏感与依赖性。然而，数字化辞书（例如“维基百科”）所宣扬的读者互动性恰恰就消解了这种权威性，《不列颠百科全书》主编麦克亨利（Robert McHenry）将“维基百科”这种全民互动参与编写的百科全书称为“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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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典型说明。而且，就词典用户的心理期待而言，纸质词典所树立的传统权威形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很难消逝。再如，词典文本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知识系统，具有完整的、相互支持的微观结构、中观结构与宏观结构，比较切合使用者的认知学习机制。然而，数字化词典（尤其是手机词典等形式）囿于自身介质的制约无法向使用者整体地、真切地展示这一系统或结构，因而不太容易彰显本体与认知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再如，有些特殊类型词典，像学院型词典（非查考型）、规范性详解词典、历史型词典等，纸质形式也许更能发挥其相应类型的功用，至少在当下时代不太适合以电子介质的形式输出，尤其是出于书籍保存、学术研究、维护民族语言规范化等目的。

2．词典使用行为的特殊性

数字化媒介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数字化时代人们对视觉化刺激的追求。这一感官刺激的深层内涵是：生活节奏紧张的消费大众实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细细体悟精英文化的内在意蕴、言外之意以及诗化的叙述语言，而最喜欢浅显、轻松、活泼的文化快餐，即人们严重忽视审美的形式与深度，而追求审美体验的表层化、感性化。而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词典，其使用有着特殊性，不能等同于快餐文化那样最直接、最省时省事地取用所谓的“悦读”方式。例如教学词典的使用，只有当学习者全身心地浸入现代词典精选的、到位的语言体系中，把握并体悟编纂者构建的语言教学机制（参见陈伟，张柏然2007a），宏观上感受语言系统，微观上辨析语言精妙，才能真正有益于学习并掌握语言。当下的数字化词典只是追求高大全，一味罗列各种内容；而且，根据国外科学界的最新研究，读者数字化阅读时受到的干扰很大，很难沉浸到文本中而获得自足的阅读体验。可见，就认知学习功能而言，数字化词典无法与纸质词典相提并论。再如，对于使用者而言，数字化词典的使用大抵是被动性的，使用者很难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文本快乐地阅读、欣赏。正如某网友所言，他习惯于纸读的原因有：方便、随时可读；书香沁人心脾；能够随时写下感想；可以反复阅读与记录。读到激动时会欣喜若狂，读到深刻之处会点头称赞。可见，数字化词典并不符合部分读者群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心理。而且，对于学习型语言活动来说，纸质词典更能让使用者处于一种主动的学习状态，从而彰显本体与认知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增强词典查询的学习效果。

3．数字鸿沟的现实存在

在数字化时代，伴随信息技术加速发展而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就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存在。根据经合组织（OECD）2001年发布的《理解数字鸿沟》的报告，数字鸿沟是指个人、家庭、企业、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在享用信息技术的机会及利用互联网从事各项活动的水平之间的差距；通俗地说，就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张新红2008）。张新红（2008）总结出数字鸿沟产生的五个主要原因：（1）经济发展或收入水平；（2）教育水平或知识能力；（3）政策环境；（4）个人习惯；（5）年龄、体能等生理因素。就数字化时代的工具书利用而言，数字化词典显然是数字鸿沟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以数字化词典中的经典—电子词典为例。根据对电子词典使用率的调查，导致数字鸿沟存在的原因至少涉及以下方面：

（1）经济发展或收入水平。根据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中，高中生群体的电子词典拥有率接近50％；而在经济发展落后或相对落后的地区，相应的平均拥有率则低于20％，纸质词典仍然是主要的学习工具。

（2）知识能力、个人习惯、年龄、体能等生理因素。根据调查，当前电子词典的使用主体主要集中于中学生与大学生，而包括中年人、老年人等在内的其他群体则很少使用电子词典。这是知识能力还是个人秉性使然？抑或是年龄、体能等生理因素的作用？虽然该问题无碍本例要旨，但值得深入研究。

4．当下数字化词典的局限

仍然以电子词典为例。最早的电子词典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迄今已有逾20年历史。那么，电子词典的最新技术状况如何呢？我们以两款最新版主流电子词典为例。

（1）名人活词典i530：完整收录包括《新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牛津进阶英汉双解词典》等6部牛津正版词典及包括《汉英大辞典》《新英汉词典》等5部中英文词典；牛津原版音库发音，MP3格式，发音标准、清晰；“搜天下”智能搜索引擎；词典会话均为MP3真人发音；具有中英文双向整句翻译功能。

（2）卡西欧E-SF200：系统收录包括《英汉大词典》（第2版）《新牛津英语大词典》（第2版）等在内的26部权威词典；可单词跳查；具有追加查询、模糊查询、例句与惯用语查询等功能。

与第一代电子词典相比较，当下电子词典显然信息容量更大，使用更为方便，而且可以自由扩充词库或利用互联网下载词库进行词库自动更新。但问题的关键是：属于电子词典自身真正的、独特的结构范式并没有形成。电子词典的结构范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纸质词典的结构范式，否则就抹杀了数字技术与电子介质对于词典编纂与出版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能够作出的先验认知。然而就结构范式而言，当下的电子词典基本上都是纸质词典的完整或系统收录（即通过正式购买版权，详细收录纸质词典的所有内容），它们的所谓“学习必备”、“深化学习”、“深化研究”或“专业实用”等“数字化”功用，也只能是建立在原版基础之上的“夫荣妻贵”之美。

综合以上四类主要因素可以判断，在未来一段时期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纸质词典仍将有着生存的理由与市场，出版商也有着相应的盈利空间，只不过竞争将更为激烈。至于纸质词典获取市场的方式，我们在下文将有具体说明。

其次，我们讨论词典出版业的发展方式问题。

1．切实开展现代化的词典生产方式

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必然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词典的数字化或现代化生产是科技进步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数字化时代对词典出版业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基本意识，当下的词典出版业必须乐于承认、大胆接受并且切实落实到自身产业的实践中。

毋庸置疑，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较，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工具改良显然能够使辞书编纂与出版的速度、质量大幅提高，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以语料库为例，语料库是词典编纂数字化的基础，也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实现词典编纂工作自动化的先决条件，它已经成为当下词典编纂的基本手段。从编纂方式角度来说，利用语料库所构建的词典编纂平台改变了陈旧的词典编纂方式，使词典编纂走上形式化、标准化的道路，词典的编写、修订、检索因此变得非常便捷；从编纂质量角度来说，语料库能够为词典编纂提供大量真实、可靠的语言素材，在保证词典可用性、准确性和时代性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经验主义，因而词典编纂更趋于语言实际，更为客观、科学。鉴于语料库具有如此强大的优势，近十几年来，对它的充分利用已经成为国内外词典编纂者的共识，各家词典出版商都非常重视应用现代技术、采取多种渠道进行语料库建设，电脑和网络技术也被广泛运用到词典语料库的建设中；语料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与之配套的检索技术也在日臻成熟，极大地方便了词典编纂工作的开展。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在《我国将大力实施数字出版战略》一文中指出：“未来几年，国家将大力实施数字出版战略，以推动传统出版业的产业升级和革新。”对于词典出版业而言，必须也只能就势在现有辞书编纂、出版数字化和网络化工作的基础上，充分信任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有系统、有目的地调动科研、教育及IT企业的力量，在建设优质语料库与数据库的前提下，积极开发辞书编纂、编校及质检软件，开发计算机词典编纂辅助系统或自动化生成系统，积极实现传统词典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变革，以在此基础上强势融入到未来词典编纂与出版事业的开拓与创新潮流中。

2．积极建构词典出版业的数字化运作思维

在积极实现传统词典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型的同时，词典出版业必须保持一个清醒认识，即理性捋清现代科学技术与词典学之间的内在关系，辩证地思考词典数字化生产方式中的积极方面与消极因素（例如语料库的弱点）。这是数字化时代词典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前提。然后从这一前提出发，词典出版业必须尽快建构数字化运作思维，具体渗透到词典学本体理论、词典编纂实践、词典出版、词典盈利、词典营销等各个维度。

（1）数字化本体理论思维

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符合自身特质的知识系统。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系统发轫并成长于纸张介质与（人类）手工技术的土壤之中。一旦这一土壤发生裂变或更新，相关理念、原则、原理、方法等必然发生变化。因此，在践行数字化词典生产方式的同时，词典学包括编纂技巧与原则、词典史学、词典结构、词典类型、词典使用、词典评论等内容在内的本体理论研究，都必须实行数字化转型，否则就失却了信度与效度。

（2）数字化编纂思维

以英国柯林斯公司的COBUILD词典项目为例，现代化的词典编纂工程整体上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建立语料库、建立数据库、词典设计、抽取与编辑词典信息。数字化思维必须贯穿到所有四个部分中。这对传统辞书编纂者与编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先以辞书编纂者为例。他们在进行项目规划、编写体例、收词、释义、配例等工作时，都必须立足于数字化生产方式，还必须时刻考虑并熟练使用辞书编纂、编校、质量检测等各种软件。再以辞书编辑为例。传统词典出版业有着专业化的编辑队伍，他们不但接受过编辑培训或有着职业化的编辑经验，而且必须接受作为辞书编辑的专业培训。但是在数字化时代，词典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使得传统词典业的业务观念发生改变，同时也对编辑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而且还要有数字化编辑、网络传播与信息化建设的理念与技术。

（3）数字化出版思维

具备数字化的出版思维，需要引进数字化技术，促进出版流程的技术革新，实现信息化建设。例如，开发并实施出版管理信息系统，让传统词典的出版流程，从选题申报、发稿、排版校对到提印、付印、样书入库、发行等，都实现计算机网络化管理。这一数字化系统有助于规范流程，强化制度管理，从而提升管理水平，最终提高出版的效率与质量。再如，加强包括排版、数据交换等在内的词典印前工艺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努力搭建一个词典编纂链与出版链之间透明、顺畅、共享的数据平台。再如，确立数字化出版为人才工程建设的重要指标。

（4）数字化盈利思维

在数字化时代，一方面，数字出版的低成本效应极大地削减了传统出版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正如Kilgarriff（2006）所问：“现在，词典在网络、微软office软件或其他产品中都是免费使用的，词典出版商的收益流（income stream）在哪里呢？”随着词典数字化水平的逐级升高，词典的免费使用率也将越来越高。那么，词典出版商该建立怎样的盈利模式而实现数字化生存呢？显然，这里涉及的因素很复杂，不同出版社有着不同的条件与取向。本书提出三点以供参考。第一，积极发挥作为传统词典出版商在编纂队伍、编纂经验、社会权威性等方面的优势，争做数字化词典的优质内容或源数据提供商。纸质词典与数字化词典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融合的程度将更深，融合的范围也将更大，而其间的相互依赖性不会消失，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态势甚至将更为普遍，正如微软高管Parish（2004）所说：“微软是词典出版商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者。”而且，“（微软与词典出版商）有着许多新的‘电子机会’（e-opportunities），例如为微软产品出版‘附加产品’（add-ons）”（Parish 2004）。第二，做大做强传统词典出版业，借以盈利。正如上文所讨论的，纸质词典仍将拥有自己独特的市场。根据Levine（2001）的调查，尽管网络免费词典普遍存在，英语词典的销售仍然呈上升迹象。不过，这一市场的获取竞争很激烈，只能是实力雄厚企业的天下，正如Esposito（2002）所说：“（词典出版业增长的停滞）将有助于词典市场领导者获利，例如Merriam-Webster、Oxford等。”第三，开发优质的“碎片化”的创新型纸质词典。Kilgarriff（2006）研究后指出，“（当前）正在崩溃的是单语词典市场——‘家用词典’市场。不同的市场，尤其是繁荣的EFL以及为旅游及语言学习而使用的双语词典，情况并非如此。”值得提醒的是，在构建盈利模式的同时不要忘记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和方法。

（5）数字化营销思维

积极有效的营销模式是实现盈利的有力保障。数字化时代词典营销思维的核心是充分地利用网络，在传统营销模式的基础上开拓网络营销模式，即将发行业务、宣传业务、广告业务、营销活动逐步聚合在网络平台之上，从而实现词典营销的数字化联动。这是词典未来的生存基础，也是词典向数字化进军的基地。这里强调两点：第一，集合词典作为工具书的特点，努力建立一套基于互联网的，集成互动交流、个性化咨询定购、在线学习、网上销售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探索网络经济下词典出版的新模式；第二，凸显词典作为工具书的特点，既不能采用一般图书的营销模式，也不宜完全依靠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调节。

再次，我们探讨词典出版业的创新问题。

1．数字化词典创新的根本在于自身范式建构

当下所谓的数字化词典实际上都是纸质词典的电子版，更有甚者，是纸质词典的电子浓缩版（即剔除了纸质词典中语法、语用等大量教学信息）。这就是说，当下的数字化词典作为一种革新的新型工具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具有要素意义的范式系统——它与纸质词典的根本差异只是介质（纸张对电子，或光与电对数字）技术的升级，而不是根由于包括体例、结构、类型、原理、功能等要素在内的范式影响。这显然抹杀了数字技术与电子介质对于词典编纂与出版的革命意义。电子介质替代纸张介质，表面上只是介质的变化，但是对纸质词典范式系统的影响却应该是全方位的：从外在结构呈现的内容，到内在的功能，无处不经受冲击或革新。既然如此，数字化词典借用的纸质词典的范式系统显然已经是身魂异处。

因此，对于当下的数字化词典而言，创新的根本不在于依靠科学技术将纸质词典的内容进行数字化平移，而在于先验探索并建构自身真正的、具有要素意义的范式系统。这一工作意义极为重大：首先，优化并发展与科学技术水平能够直接契合的词典学知识系统或理论体系；其次，建构在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范式系统能够科学、有效地指导数字化词典产品的编纂、开发、出版与研究；第三，先验的词典范式系统能够产生强大的反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包括电子介质、数字技术等科学技术水平在数字化词典领域的作用。

2．开发优质的“碎片化”纸质词典

与数字化词典相比，纸质词典的一个重大弱点就是有着空间的制约。但是就现实的信息传递而言，细分化与精简化的信息传递却占据着社会生活的主流。这一现象规避了纸质词典的先天弱点，而恰恰给了纸质词典一个创新的源泉与稳定的消费市场：开发优质的“碎片化”纸质词典，以最佳地满足细分化与精简化信息传递过程的要求。就时代特征而言，这也符合当下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式叙事”明显转向“个人化、私人性小叙事”的潮流。这里的“碎片化”操控指标，可以依据性质（例如专门词典、教学词典等）或读者群（例如中小学生词典、大学生词典等）来划分，也可以依据年龄层（例如幼儿词典、少年词典等）或特殊消费目的（例如考试词典、消闲词典等）划分，但创新的考量标准只有一条，即是否最佳地实现了专业化、个性化与人性化，并最优地暗合了所操控指标内蕴含的原理与机制。

3．开发最大限度体现数字化词典特质的纸质词典

不管是普通消费品还是文化消费品，其生产的终极依据只能是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与消费风格。数字化词典在当下市场的接受度可以说明，它的某些特质能够较好地迎合部分消费者群体的需求或风格，不管其是否具有理性或科学性（例如外语界一直批评电子词典对于学生外语学习的负面影响）。这对纸质词典编纂与出版的启示是：要最大限度地迎合并体现数字化词典的某些特征。例如，数字化词典迎合了当下视觉符号占统治地位的“图像消费时代”或“读图时代”的特征，因此，纸质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可以适当放大“视觉化”特点，最大限度地配置各种富于趣味性、形象逼真的插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大众的“悦读”心理。当然，这里的意蕴并非如此简单，值得学界深入探究。

注释


1
 　参见“对维基百科的批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757588/，2008年11月30日）。


第十二章

非理性主义中的理性势头

——世界范围内文化竞争潮流中的意识形态影响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目的在于对现代性进行解构和破碎，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明确地质疑作为现代性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概念。随着传统经验主义式的知识探求模式受到解释学和批判方法论的威胁和质疑，后现代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并构想了新的理论思路，从而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然而，就像后现代主义本身充满了矛盾性和模糊性一样，也如拉伦（Jorge Larrain）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Modernity and the Third World Presence
 ）中所说，意识形态概念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也是复杂、矛盾和模糊的。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意识形态还主要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有待解构的、束缚人的、压制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习惯或权力等。福柯认为，人类主体不是作为意识，而是作为一种肉体而存在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或实体的界限，而是由话语产生的界限；尽管在表面上福柯似乎是在悬置和逃避意识形态概念，但实际上，他的理论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基于知识和权力的意识形态内涵。德里达所谓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在场形而上学，在他看来，解构的目的既不是毁灭文本也不是高估文本，而是通过揭示（解构）文本所宣称的在场的中心成分，以质疑文本的逻辑，从而“抹平”意识形态。拉康（Jacques Lacan）努力在用“话语”作为“淹没”意识形态的策略，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符号的历史、话语的历史，是人类主体不在场的历史，而作为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在现实实践中，还是在哲学理论形态上，都相应地变为虚无，或至少被无边的话语符号所淹没。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和鲍德里亚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于历史的普遍理论予以抛弃，更确切地说，是将意识形态概念作为适合于后现代时期的分析工具——即超越和终结意识形态自身的工具（张秀琴，2004）。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中，都蕴含了认识者的利益和趣味，因而都存在着“偏见”或“前见”。而他们所采取的理论策略，无论是福柯的“超越”理论，德里达的“抹平”理论，拉康的“淹没”理论，还是利奥塔的“终结”理论，都可视为一种逆反和批判。

需要注意的是，后现代意识形态的理念与策略并非要调解多元主体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是使多元主体变成拒绝一切意识形态干扰的绝对个体化的东西，从而把这种差异和冲突推向极致，甚至把“民族国家”这个公共性观念也在人们的头脑中消解掉。政治波普正是在这种动机下产生的。（舒群，2011）按照这一认知，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只有“纯粹的”社会科学才能体现社会进步，因而主张为“纯粹的”社会利益进行辩护。显然，这是非理性的，在客观上值得商榷。

当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日趋中性化。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总是归属于一定的利益群体，只要人们还用“思维经济”的原则去把握世界，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因而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反映一定主体的结构、利益、需要等，并表现为一定的理想、信念、信仰等观念体系。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社会或世界中的意识形态正以各种新的或后现代的形态呈现，并在实际中操纵着不同领域的运行与发展。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存在和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或数国，而是具有较为完整的全球性意义，越来越多的人也正由此被卷入“后现代社会”之中。可见，意识形态在今天不仅是一个事实，更是一个问题。（张秀琴，2004）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构甚至消解了包括“民族”、“国家”、“阶级”等在内的公共性观念，主张为“纯粹的”社会利益进行辩护。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将这个世界整体视为超现实的世界而简单地加以抛弃，认为只有“纯粹的”社会科学才能体现社会进步，这使得它的立场和方法之间存在着矛盾性，因而只能处于哲学逻辑的困境之中。显然，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非理性特点不能真实反映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现实国际图景，无法满足这一现实国际图景对于现代性的理性诉求。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潮流，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仍然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与清理。词典是一种经典的社会文化产品，我们将以它作为一个视角或立足点，具体探讨后现代语境下这一层面的意义所在。

一

英语是当今世界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这一地位的形成原因显然不是单一的，而是受一个有着发生学原理的综合系统的驱动。我们这里以词典作为切入点，观察、透析其间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重要参数产生影响的机制与意义。

英语作为一门国际通用语言毫无疑问是当下的一个政治与文化现实。事实上，英语的强势发展与广泛传播，已经为其确立了无上的语言霸权地位，并据此形成了建构当下基本现实观的语言意识形态。这一地位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所谓的后殖民主义时期，因为即便是“在1950年，笼罩在冷战的不确定政治氛围中，任何有关英语作为真正世界语言的理念还只是一种模糊的、朦胧的、理论上的可能性，没有任何明确的界定或指向”（Crystal 2003：xii）。后殖民时期是西方国家向落后民族进行语言、文化渗透的时期，英语在这一语境下的国际化进程中承袭了后殖民的文化帝国主义基因，形成了独特的“英语帝国主义”（English linguistic imperialism）：英语的统治地位建立并维持在英语与其他语言间存在的、不断重构的结构与文化不平等（structural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基础之上（Phillipson 1992： 47），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推广本质上已经成了前殖民主义国家更隐蔽地服务于其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维持其殖民影响的后殖民工具。

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外，英语帝国主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英美两国为首的英语国家的大力推广。Phillipson（1992：271—273）概括出英语推广的三套条件或工具：内在条件（intrinsic capacities）、外在资源（extrinsic resources）与功能使用（functional uses），恰好分别与Galtung（1980：62）所作的力量类型划分相对应：内在性力量（innate power）、资源性力量（resource power）与结构性力量（structural power）。正是在“外在资源”这一资源性力量中，“词典”与“教材”、“文学作品”等一样赫然位居前列。Phillipson没有对英语词典与英语帝国主义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探讨，不过，就在其专著《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
 ）面世十年后，本森（Phil Benson）出版了《民族中心主义与英语词典》（Ethnocentrism and the English Dictionary
 ）一书，系统展示了英语词典作为一种社会和话语实践产品深刻融入英语社会史和政治史的后殖民本质。

人们普遍倾向认为，英语词典是英语语言的客观记录，是“英语世界最想当然的一种语言产品”（Benson 2001：2），把英语信息毫无偏见地传递给各类用户。人们似乎除了评价它们的用处大小外，很难再去指责什么——“词典编纂实践的主流范式只是一套描写程序，用以识别和表征语言‘事实’”（Benson 2001：5）。被人们奉为语言圣经、声称是世界上最受信任的《牛津英语词典》（即OED
 ），更是所有英语词典中最伟大的标杆，在塑造人们对词典与语言的理念的同时，其进一步强化了英语词典“素来笼罩的‘客观性’与‘权威性’神话”（Benson 2001：4）。正是以此观念与现实为立论突破口，《民族中心主义与英语词典》通过翔实的理论、历史和实证分析，深刻揭露了英语词典在后殖民时期的本质：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话语形式，它们根本上就是语言民族中心主义——将自己民族的语言视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产品。Benson（2001： 209）认为，“词典结构绝妙地把（主流意识形态）规则强加在语言异质性上，把一个符号帝国（empire of signs）表征为一门国际语言”。知识正是通过世界英语的英美视角而得以过滤，因为绝大多数英语词典都是由英国与美国编纂出版并流向世界的。这就形成了典型的英语民族中心主义表征，即以英美民族中心主义为特点的英语霸权意识形态：人们常识性地认同英语的全球最高地位，认为英语霸权无可非议，是“无须批评的感知（perception）”（Tollefson 2000：16），以至于无视自己的民族语言或地方语言身份。这是一种独特的后殖民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为了全面揭示和勾勒英语词典的民族中心主义特性，作者设置了三个层次的解构程序，以全书共11个章节（第11章为“结论”）组成三大模块的内容：

第一部分（1—3章）旨在从学理上进行理性解构，具体包括“词典与语言理论”、“词典符号学”、“中心-边缘隐喻的影响”三个章节。在“词典与语言理论”一章，作者认为词典是最好的语言表征（手段），这既为调查词典表征作为一种历史话语形式创造了可能，也为论证英语词典在根本上就是民族中心主义产品这一论点定下了基调。“词典符号学”一章分别探讨了词典的符号学属性、词典中的意识形态及词典表征理论的话语分析研究。作者指出，词典描写主义范式排斥了词典表征功能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词典话语批评理论则认为语言无法被“描写”，只能被“表征”，这就触发我们对词典结构形式的演变及其与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历时性的调查研究。“中心-边缘隐喻的影响”一章具体展示了词典如何在各个层面上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结构样态。作者指出，（现代）词典不仅仅是一份词汇单，也是语言作为世界一种客体的表征，或者说，“不仅仅是一部有关‘词’的书，而且是透过‘词’这个特殊窗口看世界的书”（Benson 2001：4）。因此，英语词典具备的中心-边缘结构表征的是一门国际语言，这在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问题：英语词典不仅使用民族中心主义术语进行释义，其结构与形式也是在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中演变发展的。

第二部分（4—6章）立足历史视角，分三个阶段勾勒了现代英语词典结构自17世纪至今的发展与演变状况，即“约翰逊之前的英语单语词典”、“约翰逊至OED
 时期”与“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语言的词典学”，系统分析了英语词典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处理及动态影响。作者通过论证指出，早期的英语词典史实际上是语言表征结构与技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该时期英语词典中的语言表征尚不足以对有关英语语言本质的争论产生足够影响。约翰逊的《英语词典》出版后，词典开始对英语语言的当代话语及其建构产生主导作用，这时，英语单语词典已经完全形成了以英语标准语为中心的“中心-边缘”表征结构。OED
 的辉煌出版，既确定了英语在20世纪作为一门国际语言的基本构造，也确立了英语词典学作为一项国际产业的地位。此后，英语词典几乎没有较大改变与创新。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语言结构表征的连续性根源在于逐渐增强的技术与知识的复杂性与客观性，而这正是作者所要解构的理念：在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语境下，英语词典从来不是历史与地理纬度的社会知识的直接反映，其表面的客观性形象强化的是其权威地位，而恰恰规避了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建构，其“自然化的”（naturalized）结构模式又使得这一点很难为人们所认知与揭示。

第三部分（7—10章）以OED
 最新版（1989）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分别从“立目”、“‘联结’与中国相关的语词”、“释义”与“引证”四个层面具体考察了OED
 结构在表征“中国”（该词典中最频繁提及的国家之一）与“中国人”这一特殊境外情境下是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推行以英语为中心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词典立目虽然大体上是任意的，但显然是以西方人内在的阶级意识而不是中国人的优先考虑作为标准，“中国”因此被“系统地”边缘化了；揭示与中国相关的信息更多的是通过释义而不是描写标签，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英语的中国变体的存在，是对有关“中国”信息的有意压制；释义将“中国”作为一个西方知识的边缘客体进行文化语境构建，尽管有些释义也转而立足于中国角度进行建构，但受制于符号结构，这一角度转变反而凸显出常规释义角度的符号中心地位——民族中心主义正是借此运作在OED
 自身的符号结构中；引证则强化了“中国”作为西方知识边缘客体的形象，而且更为公然，内容与评价也大多消极。

这里，我们从词典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角度进行深度解读。

词典学研究在传统上基本抱守语言工具观及语法至上的思维，注重语法与语言形式的描写；着眼于语言结果——词典文本自身，而基本忽略对编纂过程的研究；所谓的词典评论，主要就是拿着“语言是否有错”的尺子加以比照与评价。受制于这一思维，词典学研究是“脱政治的”（apolitical），几乎规避各层面意识形态因素对词典及其编纂的动态影响。在词典学共同体看来，词典意识形态就是对描写主义原则的背离（Landau 1989；Moon 1989）。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是典型的鸵鸟心态。词典收录语词，而语词是观念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总是隶属于某一具体民族，渗透了该民族的政治、律令、文化、宗教、伦理、道德、哲学等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倾向，因此，其所谓的描写主义功能只是“使意识形态标准稳定化”，强化的并非“真实的”语言，而是“应该怎样的”（as it should be）语言（Zgusta 1989：761）。国家或政府机构也通常通过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对包括正字法、语言教学、语法变化、词典等语言活动进行干预与控制，这并非只是“技术”问题或是“脱政治的”（Pennycook 1995；Phillipson 1992；Tollefson 1995a；Shannon 1999），恰恰相反，它“背后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力，以及能够发扬这些政策的政治话语”（Davis 1999），因而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词典编纂从来不是单一的语言自发过程，作为社会人的词典编纂者“无法轻易地搁置自己的思想”（Ezquerra 1995：147），“总是表达他们对所定义与解释的语言的偏见”（Moon 1989：158）。事实上，“没有一部字典辞书没有作者的主观意识在内，主观的干预，贯穿在从选词、选字一直到释义的全过程”（许嘉璐2007）。故此，词典“向来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Ezquerra 1995：149），或者“就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评注（ideological commentary）”（Ball 1998）。词典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历史唯物观的真实体现，立足意识形态进行词典（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透析语言、词典及词典编纂的本质，也有利于提高词典编纂者的意识形态认知，促使他们立足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视角客观或有目的地从事、评断或规划词典活动。

令人庆幸的是，解构词典的客观与权威意象，揭示其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在学术共同体中并未完全缺失，时有研究在消解人们对于词典的忠诚度。例如，Desmet等（1990）对18世纪法国革命期间的词典进行了研究，发现争取自由运动、全国推广“国家语言”的意识形态目标直接反映在该时期的词典词条中。Taylor（1990）立足科学描写，比较了图克（John Horne Tooke）的描写主义思想与一个多世纪前洛克（John Locke）的观点后指出，OED
 不但仍然充斥着政治色彩，而且在一味掩饰一种新的语言权威建制。Wierzbicka（1995）对前东德、波兰和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前几十年间所编纂词典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出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词典在揭示语词意义方面有着相当的保留。Algeo（1995）则通过研究发现，英美两国词典尽管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并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但出于国家利益，各自仍有着强烈的民族倾向，且贯穿在用法声明、词目与义项选择、释义术语、标音、拼写法优先、语法范畴、搭配限制等层面。这深刻揭示了词典的意识形态本性。

不过，这些研究多是零散的，并集中于传统的显性意识形态范畴。与此相比，《民族中心主义与英语词典》的研究显然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刻，更具时代性。全书具体而透彻地勾勒出后殖民时期词典与语言、词典与社会世界的深刻关系：“英语词典史在很多方面要比其他任何英语学习活动或实践，与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帝国史的关系更为密切”（Benson 2001：2）。作者明确指出，以OED
 为经典代表的英语词典在根本上就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产品，而词典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既是语言表征的问题，更是世界表征的问题”（Benson 2001：4）；英语词典实际上就是后殖民时期的英语帝国主义工程之一，最终强化的是英语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为此，作者立足学理从根本上构建出英语染指民族中心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范畴的基本范式。以此为基础，他展开了一系列细致的实证分析，详尽演示了英语词典作为一项帝国主义工程先在蕴含着一套民族中心主义结构——“它在生产、传播其他文化的知识时，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而将其他文化视为边缘”（Benson 2001：4）。作者指出，“到20世纪末，英语词典已经成为一门国际产业，其结构与英语帝国全盛时期的结构惊人地相似”（Benson 2001：2）。内容与结构的呼应互动，使英语词典鲜明体现出语言与文化的边缘属性，从而在后效上已经沦为英语国家在后殖民时代更为隐蔽地服务其国家利益的语言工具。

作者立意于英语作为一门国际通用语这一语境，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伴随着认知科学、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当代词典学更多着眼于认知主义、描写主义及数字化词典的研究，人们越来越淡化词典的意识形态问题，甚至加以抵触。即便是词典编纂者，也“大多淡化了词典历史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涵义”（Benson 2001：2）。然而另一方面，由英语帝国主义等所引发的国家和地区身份（national and regional identities）危机又越来越凸显，促使很多国家从国家战略层面加以应付与解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民族中心主义与英语词典》显然能够让我们冷静地反思并加以警觉：“词典是语言规则的化身，是（语言）合适性的指南，是（语言）标准的仓库，更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norms）微妙而强大的载体”（Kachru 1995），更能由此从一个特别角度揭示出意识形态在当下后殖民时代的缘起与特征。作者指出，民族中心主义是英语词典没有办法摆脱的一种属性，是其正常的文化担当，正如Whitcut（1995：253）所说：“尽管所有英语词典都声称自己只是在描写一门世界语言，但在实践上描写的主要还是其源出地的英语。”作者为此深刻提醒我们，英语词典的海外输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目的国家或地区的身份危机。尤其重要的是，词典的工具功能有助于淡化甚至遮蔽这一本质，并潜移默化地在各地用户心中建立一种意识形态假设，即英国或美国版本的国际英语就是权威版本，或者“地道英语”就是“牛津英语”（Benson 2001：3），这种影响深重而深远。

词典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根本上源于应用语言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由此再作一个深度思考。

词典是语言教学产品，词典学则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民族中心主义与英语词典》的意义理应置放到一个更宽的层面——应用语言学领域进行反思。建立在现代主义概念基础上的现代应用语言学深受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影响，认为语言是中性的，是“一个‘自治系统’，不会因系统外的变量而有意识地加以改变”（Rubin & Jernudd 1971：xiv），因此，语言习得与学习是个体现象，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DeKeyser & Juffs 2005：437）。在此精神主导下，应用语言学应该是“脱政治的”，其中心任务在于研究作为个体认知方面的语言，即“解释我们是如何习得语言……与人类普遍认知系统的关系如何……如何理解并构建言语产出内在的心理学机制”（Corder 1973：24），而不必考量语言教学中的社会影响，无需重视语言教学所处的具体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语境。虽然在70年代末期后，“对话理论”、“批判理论”等立足于社会文化视角的理论逐渐被应用到语言教学领域，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开始审视自身在社会、政治、文化范畴内的职业责任（Labov 1982；Wiley 1996），强调知识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只有透过权力关系才能完整理解语言教学实践及其与学习者的互动过程，然而在事实上，应用语言学研究似乎甚至比以前更加注重元理论与元方法论的探讨与建构。

显然，这一失衡既可能导致相关学术研究的科学缺陷，因为“该（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中生成的语言形式及其社会意义必然影响学习者理解和使用语言的方式”（Zuengler & Miller 2006），更缺失了应用语言学关心社会、关注社会的社会责任感（桂诗春2010）。当下英语教学作为后殖民帝国主义世界实现其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全球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Benson（2001：1）指出，这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的霸权意识形态考量：（1）英语全球化根本上是英美帝国主义在文化范畴的延续，英语是后帝国主义世界的帝国主义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 of imperialism）；（2）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是一种独特的后帝国主义现象，新的英语变体的文化产品逐渐增强了英语的整体力量，从而削弱了旧的语言中心的文化权威；（3）接受英语在现代世界全球化的事实，着意于在后帝国主义世界对我们表征和学习英语的方法进行重新定义与修正。事实上，英美国家也在采用各种手段强化英语霸权意识形态，例如美国官方化的唯英语运动，本质上就是美国语言意识形态的强化与民族主义情结的体现（Shannon 1999）；再如世界英语教学方法，基本都是采用“英语模式扩散”（Difusion of English Paradigm），而非“语言模式生态”（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Skutnabb-kangas 2000），所以英语教师在课堂上绝不只是一个教书匠（Tollefson 2000：16）。以上涉及国家和地区身份的社会问题，值得其他非英语国家立足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研究与解决，而应用语言学研究则理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二

英语词典的意识形态属性极具典型性，但绝不是个案。事实上，词典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历史唯物观的真实体现，也是当前全球化语境下的现实国际图景。这就给现代词典学提出了新的学理诉求与跟进条件。也就是说，立足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维度开展批评性视角的词典学研究有着特定的时代性与必要性。这一章节，我们具体探讨并梳理开展批评性词典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学理条件与学科基础，且以批评语言学为纲勾勒批评词典学的基本学科范式。

自20世纪40年代英语学习词典发轫至今，词典范式经历了其三千多年发展进程中最为显著而复杂的演变。尤其是最近三十年来，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语言学、教育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理论更迭的推动下，词典范式无论是在类型学、编纂法还是在词汇描述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陆谷孙，王馥芳2006b）。词典理论研究，在80年代后越来越聚焦在两大领域：一是针对词典教学功能或认知习得属性的探索（陈国华，田兵2008；赵彦春2003），二是立足于现代科技平台针对语料库词典编纂或数字化词典开发的探索（Sinclair 1991）。显然，该研究的大潮进一步强化并凸显了词典作为本真或客观语言权威的形象。然而，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词典先天具备的社会属性，使得词典编纂与研究无法真正规避社会政治维度的影响与操控，词典展示的语言本真背后，始终伴随有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影子。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脱政治”大潮影响并操控着词典学的发展内涵与方式。建立在现代主义概念基础上的现代应用语言学，深受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影响，认为语言是中性的，是“一个‘自治系统’，不会因系统外的变量而有意识地加以改变”（Rubin & Jernudd 1971：xiv）；语言习得与学习是个体现象，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DeKeyser & Jufs 2005：437）。因而，应用语言学应该是“脱政治的”，其中心任务在于研究作为个体认知一个方面的语言，即“解释我们是如何习得语言……与人类普遍认知系统的关系如何……如何理解并构建言语产出内在的心理学机制”（Corder 1973：24），而不必考量语言教学中的社会影响，无需重视语言教学所处的具体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在此精神主导下，应用语言学基本是立足于语言教学的中性属性，关注独立于语境的认知过程进展的理解与理论构建，而有意识地规避社会政治因素的涉入。Smith（1991）做过一个形象类比：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蛋糕”是“认知的”，只有上面的“糖霜”才是“社会的”。当下的应用语言学研究甚至比以前更注重元理论与元方法论的探讨与建构。

与此主流趋势平行发展的是，应用语言学不乏结合社会实际、显著地“针对那些以语言为中心的现实世界问题进行的理论与实证考察”（Brumfit 1991：46）。Hymes（1974）首先提出“社会建构语言学”（socially constituted linguistics）的概念，强调社会功能对于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揭示语言学特征）的决定性意义。语言是社会和文化现象，只有在社会互动中才能习得和使用（Halliday 1978；Ellis 1990）。80年代中期后，“社会文化理论”、“对话理论”、“批判理论”等立足社会文化视角的理论逐渐被大量应用在语言教学领域，语言学习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各类研究方法已经相对凸显。认识到“语言研究者不必为政治角度的研究而害羞，涉及政治这是不可避免的”（Blommaert 1999：436），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开始审视自身在社会、政治、文化范畴内的职业责任（Labov 1982；Wiley 1996），并在认识论层面上实现了面向宽泛社会文化范式的定位。Brumfit（1991）指出，应用语言学应该为社会分析服务，即从“纯粹语法理论”分析转变为“关注社会与指涉意义”（Hymes 1974：196—197）。“越来越多的应用语言学家从政治与社会角度来研究语言”（Davis 1999），他们要么对应用语言学主流的认知或“脱政治”偏向进行质疑与批判（Block 1996；Firth & Wagner 1997），要么立足于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角度开展建构研究（Blommaert 1999；Schieffelin et al. 1998）。语言教学在宏观上必然涉及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学习者浸入这些因素共同构建的交际语境，并在此语境中逐渐获得语言能力，而“该语境中生成的语言形式及其社会意义必然影响学习者理解和使用语言的方式”（Zuengler & Miller 2006）。

作为应用语言学分支之一的词典（学）研究，基本复制了应用语言学“脱政治”的发展理念与路径，抱守语言工具观及语法至上的思维，注重语法与语言形式的描写；它着眼于语言结果——词典文本自身，基本忽略对编纂过程的研究；而所谓的词典评论，主要就是拿着“语言是否有错”的尺子加以比照与评价。近年来，在教育理论更新换代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下，词典评论更是将认知主义、描写主义奉为圭臬，高高举起词典作为本真或客观语言权威的旗帜，对社会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等因素在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则几乎忽略，避而不论。词典学共同体普遍认为，词典意识形态论是对描写主义原则的背离（Landau 1989；Moon 1989）。

词典是语言和语词的权威，而语言和语词塑造着我们的思想与表达。因此，词典表面上似乎很科学、客观、中性，在深层次则表征为有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和偏见，它“就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评注（ideological commentary）”（Ball 1998）。Kachru（1995）也指出：“词典是语言规则的化身，是（语言）合适性的指南，是（语言）标准的仓库，更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norms）微妙而强大的载体，具有至高权威。”Ezquerra（1995：149）则认为：“词典向来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词典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历史唯物观的真实体现，立足于意识形态进行词典（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透析语言、词典及词典编纂的本质，也有利于提高词典编纂者的意识形态认知，使我们立足于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视角客观或有目的地从事、评断或规划词典活动。因此，词典（学）研究解构作为客观语言权威的词典本体意象，形成立足于社会政治视角的批评潮流，是一种学理必然。这里，我们从四个维度解读词典意识形态属性的形成归因。

1．语言与意识形态

语言虽然具有普遍性，然而“语言史的重要演变只能发生在‘现实’时空，即社会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时空”（Blommaert 1999：426），这决定了语言无可推卸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反映、强化、操控着政治和经济的统治与不平等关系”（Huebner 1999）；Hall（1995：214）甚至指出，“所有语言都是政治的”，事实上，“语言的意识形态争论是社会政治活动的正常内容”（Blommaert 1999：2）。意识形态普遍地渗透在语言实践过程中，“显性的元语言或元语用（metapragmatic）话语中有，通过隐性元语用而构造的语言使用系统中也有”（Woolard 1998：9）。我们日常中的每一句话语，其实都表明有话语双方的立场，揭示出我们在话语语境中的社会定位，并呼应着一种宏大的社会政治力量（Fairclough 1989）。Woolard（1998：3）指出：“语言意识形态具有人类学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民族志变异性（ethnographic variability），更在于它从中使社会形态与谈话方式相互影响。”批评语言学则认为，语篇是在语言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是语篇的真正内容。

词典以处理语言语词为基本任务，自然承接着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词典的内容有收词、释义、举例、注音、编排及附录等项，其中，收词、释义和举例是主要环节，都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陈庆祜1980）。语词是观念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渗透着政治、律令、宗教、伦理、道德、哲学等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倾向。例如我国综合性汉英词典的词目具有较明显的大陆性，“与‘五四’运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代汉语相异，同我国港台地区、海外华人使用的‘国语’、‘华语’有别”（寒食1993）。释义是对词目意义（概念内容）的认知与理解，其立足于一个民族或国体对特定社会存在的认同和审美，因而承载着所涉语言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以Moon（1989：77）指出，“根本不存在政治中立的释义”。例证同样如此，鲜活话语展现的正是特定社会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征。由此得出，依据描写主义的客观性而认定词典（学）“脱政治”的思维，显然只是一厢情愿，正如Zgusta（1989：76）所说，所谓的描写主义功能只是在于“使意识形态标准稳定化”，强化的并非“真实的”语言，而是“应该怎样的”语言。

2．文化与意识形态

文化与意识形态其实是同质的：文化诸形式的经验表达，并非纯粹的符号行为，而是与观念和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的价值规定相关的社会行为；意识形态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制约规范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表现内容，是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文化和意识形态既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文化反映社会生活，是一般的人类经验生活形态，而意识形态则是人类经验生活的特殊表现形式，是阶级意识的文化，属于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它们也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原因，反映着观念形态制约的生活现象，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理性抽象的结果，表现了文化生活和社会观念生活的本质。

词典以收录与记载人类语言的词汇为己任。语言正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文化、知识与思想的浓缩与沉淀，正如萨皮尔（1985：87）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语言中的词汇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内置有特定的民族历史、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审美理想等文化因子，“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或词汇内容上，因此，任何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及其构成成分，都会受其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恩伯C. & M. 恩伯1988：87）。这样，词典总是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渗透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内容。Benson（2001：33）指出，“词典中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视为词典内容或传递该内容的文化视角问题”。词典能够全面揭示语构、语义或语用文化等类型，采取的途径主要有：收录文化语词、揭示词源文化信息、提供文化意义及其语境、通过例证展示文化信息、进行文化专题介绍等。

3．国家主义与意识形态

国家或政府机构通常通过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对包括正字法、语言教学、语法变化、词典等语言活动进行干预与控制。语言政策与规划并非只是“技术”问题或是“脱政治”的（Tollefson 1991；Wiley 1999；Pennycook 1995；Phillipson 1992；Shannon 1999），恰恰相反，它“背后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力，以及能够发扬这些政策的政治话语”（Davis 1999），因而它实际体现了一种群体间关系及社会历史因素对于语言活动的直接影响，反映了一种阶级统治与意识形态控制的问题。Steinberg（1987：198）指出，“一种语言标准的选择与精心制定，向来是涉及语言、政治和权力三者的复杂问题”。因此，语言政策与规划无法避免涉及政治立场，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纵观词典史，国家主义事实上深刻影响着词典文本及其编纂过程，无论是涉及规定性还是描写性词典。Desmet等（1990）对18世纪法国革命期间的词典进行了研究，发现争取自由运动、全国推广“国家语言”的意识形态目标直接反映在该时期的词典词条中。Wierzbicka（1995）对前东德、波兰和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前几十年间所编纂词典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出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词典在揭示语词意义方面有着相当的保留与掩盖。Algeo（1995）对英美两国词典进行了研究，指出两国词典尽管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当下也存在着紧密联系，但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仍有着强烈的民族倾向，且贯穿在用法声明、词目与义项选择、释义术语、标音、拼写法优先、语法范畴、搭配限制等层面。Zore（1995：200）研究了菲律宾国家语言规划政策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语言倾向对词典编纂的影响，指出词典编纂对于国家语言政策的实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词典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又如朝鲜和韩国使用相同语言，国家意识形态则存在差异。Kim对两国词典编纂中的人员构成、词目选择和释义编写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国词典在意识形态内容和概念方面有着较大差异：朝鲜的词典释义通常都是规定性的，经过了语言“净化”，韩国词典则比较“杂合”。Kim（1995：221）分析了个中原因，其指出“根源在于各自语言政策的差异”。

4．词典编纂者的意识形态能动性

词典的意识形态属性可能关键取决于编纂者的意识形态能动性。词典编纂从来不是单一的语言自发过程，作为一个系统，必然涉及包括出版商、编纂者、用户等在内的“人”的问题。编纂者毫无疑义的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环，他们的语言能力与语言选择不可避免地决定了词典的意识形态倾向，因为“语言能力与语言选择从来不是中立的，而有着强烈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是政治任务指数之一”（Jaffe 1999）。词典编纂者作为社会人，“不能轻易地搁置自己的思想”（Ezquerra 1995：147），“总要表达他们对所定义与解释的语言的偏见”（Moon 1989：158）。这样，词典必然体现并渗透他们的“世界观”，成为经过他们的世界观过滤后的产品（Moon 1989：75）。事实上，“没有一部字典辞书没有作者的主观意识在内，主观的干预，贯穿在从选词、选字一直到释义的全过程”（许嘉璐2007）。

受意识形态倾向支配，词典编纂者既可能在编纂宗旨或目的中表明相应的意识形态倾向，更会立足于各自语言能力对一定的语言形式或文化信息进行判断与选择，鲜明或隐讳地表现出本民族或阶级的政治、历史、宗教、伦理、哲学等思想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词典编纂并非传统词典学所默认的一种机械过程，而完全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词典编纂者意识形态建构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有意识的，是词典编纂者为了服务其民族或阶级利益而特意开展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操控，或如邹酆（2004：254）所说：“任何辞书的编纂，都是从特定的目的出发，都必然要涉及特定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词典编纂者囿于社会出身与阶级制度（Landau 1989：303），其语言选择、思想内涵、审美判断等都受到特定时空下的世界价值观的渗透，故而在编纂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成为一种“非意识形态”模式或“编纂者的态度”问题（Ezquerra 1995：143）。

那么，开展词典学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有哪些学理基础呢？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语言学掀起批评性研究的思潮（Fowler et al. 1979；Pennycook 2001），开始重视语言与社会间的联系，认为语言是一种介入力量，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因而更注重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且对语篇是如何产生这种意义的过程更感兴趣，试图揭示语篇表面命题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以最终解释某些社会事实。批评语言学（Fowler et al. 1979）聚焦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它的影响下，应用语言学日益重视语言与意识形态间关系的研究，解构传统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脱政治”思维，强调语言教学所处的具体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强调知识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只有透过权力关系视角，才能完整理解语言教学的实践及其与学习者的互动过程。

语篇、话语是当代文化与社会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批评语言学所要求的语言研究的基本语境。语篇结构和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作者在各种社会因素和话语目的的指导下，从整个语言体系中遴选出来的，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并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批评语言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语篇分析来揭示语言中这种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与社会结构和权力控制的关系。话语具有交际性质，表征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它“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Foucault 1966：141）。这样，话语就成了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的批判理论的基本条件：意识形态通过话语表现出来，话语帮助建构现存的意识形态。词典学共同体界定了词典（文本）的语篇属性与话语属性，从而奠定了词典学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学理基础。

1．词典的语篇属性

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开始扬弃传统的词典工具论，视词典为一种特殊语篇（Wiegand 1984；Hausmann 1986；Frawley 1989； Sinclair 1991；Hoey 2001；Hartmann 2001），从而将词典和词典学问题置放到篇章语言学框架中，整体地而不是孤立地考察词典的编纂和使用。

依据篇章语言学的语篇组织原则，词典文本首先在宏观结构上具有典型的语篇属性：它根本上就是由一组意义连贯、内在衔接的语句系列构成的、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功能的语义单位（Wiegand 1984；Hausmann 1986），具有明确的语篇结构。Frawley（1989）将词典语篇属性具体分为七个方面，即自足、符合语法规则、结构衔接、意义连贯、具有明确交际目的、文本类型可辨、适切于特定使用语境，然后以此为基础考察了词典的释义结构、义项间衔接、如何利用图式理论进行词典语篇的可释性（interpretability）与语义整合预测等问题，并立足于词典语篇结构与用户认知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词典语篇的认知处理方式，极大地完善了词典研究的语篇模式。Hoey（2001）则论证了词典语篇的蚁群特性，即相邻成分间似乎没有关联，但实际上有着宏观的语义关联。在微观结构上，词典文本同样具有典型的语篇属性。Sinclair（1991）分析了COBUILD的释义结构后指出，“词典就是语篇，其总体结构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于屏方、杜家利（2009）的研究则证明，动词义位的意义扩展式具有明确的叙事语篇特点。

2．词典的话语属性

Beaugrande（1997）对词典的话语属性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传统理念中，词典只是一份词汇单，很难与日常话语联系起来。但是，“从符号学与话语理论角度来分析，词典是一种语言表征，而并非语言实际情况的描写”（Benson 2001：4）。Beaugrande认为，只要不把话语定义为建立在日常对话模式基础上的语言产物，而将其看作是不同参与者间的交际事件，词典就成了一种话语类型；相应地，词典（学）研究的焦点就从词典作为一种有形的笔墨产物转变为特定环境下具有交际属性的词典编纂与使用，并立足于话语进行词典学的意义分析与研究。为了阐明词典与话语间的关系，Beaugrande依据篇章语言学与话语分析理论，以利用大型话语语料库编纂而成的新型词典为例，逐一深入界定了词典的话语特征：按字母排列的程序决定了词典是一种情节式话语类型，即由众多简短、关系并不密切的情节话语组成；以COBUILD为代表的新型词典抛却传统的短句释义，采用整句释义，尤其是大量利用条件句，使得释义更接近于日常话语或谈话；新型词典更关注语义的宽泛适用性，释义采用“词项意义阐述+词项搭配说明”的模式，以适用于各个独立情境；传统词典为了照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而采用较为宽泛的语用有效性标准，新型词典则根据不同用户群的话语策略提供较详细、更具针对性的语用信息，从而拉近了社会话语与词典话语的距离。

Hornscheidt（2008）也研究了词典的话语属性，指出“词典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话语形式：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几乎无可置疑的权威，人们经常用以满足信息需求”，并据此呼吁在宏观批评话语研究框架下开展词典学批评性研究。陈文革、吴建平（2012）则将词典作为话语置放在批评语篇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但其目的只是在于揭示词典话语社会建构的相互关系。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从历史维度对词典（学）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现状作一个梳理。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伦理和其他社会科学等。立足词典（学）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大抵可以归整为以下两个层面：

1）政治、性别等非中立性意识形态

纵观词典（学）史，立足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维度而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Ezquerra 1995；Ko Seokju 2001）、性别（Moon 1989；Hennessy 1994；Kaye 1989；Whitcut 1984）、种族（Burchfield 1989；Willinsky 1994）等主题或领域，这些领域难以形成中立的、易为人们辨识的极端型意识形态范畴。

政治意识形态重点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词典通过收词、释义、例证等手段展示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表现较为普遍。例如，OED
 （1933）为“马克思主义”词条选配的例证有“照我看，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崩溃了”；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辞典》不收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辩证唯物论”、“共产党宣言”等词语，却收入“共匪”、“赤魔”等辱骂共产党的词语。Ko Seokju（2001）对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进行了分析，发现该词典有着强烈的亲日立场，宣扬日本殖民主义，对韩国则基本没有肯定或积极的历史信息。例如：



Pusan
 : also Fusan
 , A city of extreme southeast South Korea on Korea Strait, southeast of Seoul. It developed into a major port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Korea
 (1910—1945).


glance
 : verb
 , intransitive
 4. To make a passing reference; touch briefy: 
a history course that only glanced at the Korean conflict
 .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意识形态向来是词典与词典研究关注的重点。Desmet等（1990）通过研究认为，1789年法国革命其间出版了很多政治目的明确的词典，意识形态倾向一目了然。Ezquerra（1995：143—144）探讨了西班牙词典中的政治考虑后指出，“尽管词典似乎与政治或政治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但自肇始就一直关涉政治事实或决定”。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也深深影响着词典编纂活动。Farina（1995）考察了马尔主义（Marrism）对前苏联1948至1965年间出版的17卷《现代标准俄语词典》（Dictionary of Modern Standard Russian
 ）的影响，结果发现，该词典的编纂者为了维持项目的正常运行，在不断地平衡两个对立目标：坚持描写标准俄语还是坚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Wierzbicka（1995）的研究也证明，词典编纂者为了规避那些不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语词意义，不得不故意对它们加以歪曲甚至清除。

性别问题也是词典与词典研究中常见的意识形态问题。Ball（1998）界定了词典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概念框架，然后选择了英语、法语及英法双语各三种词典，在该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67条涉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的词条。结果发现，这些词典没有收录很多无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词语；很多已经收录的语词，信息量也很少，且多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

2）英语民族中心主义

与政治、性别等易为人们辨识的极端型意识形态相比，有些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一种中立姿态呈现的，被社会大多数人视之为“大众想法”，并且无法加以识别，甚而忘记了还有其他选择，从而形成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霸权”。英语民族中心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是指因一个民族将自己看成是世界中心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所谓语言民族中心主义，是指因将自己民族的语言视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当下，英语是无可争议的国际语言，它几乎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后帝国主义现象——英语民族中心主义，即以英美民族中心主义为特点的英语霸权意识形态：人们常识性地认同英语的全球最高地位，认为英语霸权是无可非议的，是“无须批评的感知”（Tollefson 2000:16），以至于无视自己的民族语言或地方语言身份。显然，英语只是“后帝国主义世界的帝国主义特洛伊木马”（Benson 2001：1），这一建构下的基本现实观的语言信仰，“根本上是英美帝国主义在文化范畴的延续”（Benson 2001：1）。为了强化这一霸权意识形态，英美国家竭力采用各种手段：美国官方化的唯英语运动，本质上就是美国语言意识形态的强化与民族主义情结的体现；世界英语教学采用的“英语模式扩散”（Diffusion of English Paradigm），基本都是以“语言模式生态”（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为代价的（Skutnabb-kangas 2000）。当然，英语词典也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

人们普遍倾向认为，英语词典是英语语言的客观记录，是“最想当然的英语世界的一种语言产品”（Benson 2001：2），把英语信息无偏见地传递给各类用户。人们似乎除了评价它的用处大小外，很难再去指责什么。作为被人们奉为语言圣经的OED
 ，更是所有英语词典中最伟大的标杆，它进一步强化了英语词典素来笼罩着的“客观性”与“权威性”神话。然而，Taylor（1990）、Price（2003）立足OED
 所谓的描写主义进行了研究，指出OED
 仍然充斥着政治色彩，一味在掩饰建立一种新的语言权威的意图。2001年，Benson出版了专著《民族中心主义与英语词典》，通过翔实的理论、历史和实证分析，深刻揭露了英语词典的本质：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话语形式，它们根本上就是民族中心主义产品。Benson（2001：209）认为，“词典结构绝妙地把（主流意识形态）规则强加在语言异质性上，把一个符号帝国表征为一门国际语言”，知识正是通过世界英语的英美视角而得以过滤。作者指出，英语词典尽管声称展示的是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但实际上却是以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为中心建构的，因此只是一项“英语帝国主义工程，用以强化英语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Benson 2001：2）。

在这本书中，Benson立足历史视角，系统解构了OED
 在人们心中树立的“客观性”与“权威性”形象，勾勒出词典与语言、词典与社会世界的深刻关系：“英语词典史在很多方面要比其他任何英语学习活动，与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帝国史的关系更为密切”（Benson 2001：2）。从符号学与话语理论角度来分析，词典是一种语言表征，而并非语言实际情况的描写。Benson（2001：4）指出：“词典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既是语言表征的问题，也是世界表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词典不仅仅是一部有关“词”的“书”，更是一部透过“词”这个特殊窗口看世界的“书”。

显然，当下词典（学）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现状并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性研究，而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客观的语言性描写。

批评词典学的基本范式或学科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三个要素：原理、制度和方法论。原理是关于整个批评词典学的总的、基本的理论，即关于词典批评性研究的带有普遍性和基本规律性的事物的理论表现；它既是一定的词典批评实践的理论基础，又是这种实践的指南。原理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1）理论渊源；（2）发展规律；（3）本质；（4）功能和作用；（5）意图、目的和任务；（6）种类和形式；（7）调整范围；（8）效果与条件等。制度作为一个范畴，是词典批评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各种实体性准则的总称，可具体类比于批评语言学的准则（参见Fairclough 1989），其主要包括：（1）关注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和矛盾在词典及其编纂、出版和传播中的表现进行剖析；（2）强调权力关系在词典语篇或话语中的体现；（3）聚焦词典话语与社会文化的辩证同构关系，关注词典的话语权力及其影响；（4）强调词典话语的意识形态工具功能，并据此考察词典语篇是如何被解释和接受的，以及它们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5）重视词典话语的历史关联性；（6）关注词典语篇与社会间接关联的中介因素——话语秩序，即与特定场合或情境相关的词典话语实践规则；（7）强调词典话语分析的解释性，即关注不同读者对同一词典语篇的不同态度和理解；（8）强调批评性词典话语分析的社会行动性，即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方法论旨在研究开展词典批评的具体原则与策略，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批评原则的确定与批评方法的运用，其功能和作用在于确保分析方法的系统性和有效性，确保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使得批评更为科学；二是正确调整社会关系和准确、有效地揭示词典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最终保障批评词典学能够尽可能地科学发展。批评语言学发展出来的五种文本分析策略（Fowler et al. 1979）及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话语历史背景分析等方法都可以为批评词典学所借鉴与吸收。

词典不仅收纳语言，更是一种社会文化产品，批评性词典学研究似乎更具学理考虑。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开展词典学批评性研究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与针对性。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勾勒出批评词典学可能的基本学科范式，真正的、系统的批评词典学学科框架尚需科学地加以构建，这应该是词典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课题。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批判性词典研究并不等同于词典评论。后者属于元词典学的重要范畴，其实践目的大抵体现为：（1）介绍或推荐新辞书、好辞书；（2）评优揭劣，促进辞书编纂质量的提高。这显然不同于批评性词典研究的意旨。

三

人类文明以文化为标志。在国家崛起，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整体提升的同时，我国在文化软实力领域的同步发展与提升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而又现实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党的十七大在2007年正式提出实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命题；国务院于2009年通过并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实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举措；第二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于2011年举行，同时发布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成为我国第一部从理论与实践层面系统总结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权威咨询报告。事实上，“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已经得到植入与认同，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正在酝酿并催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理论与实践范式。理论的探讨与构建固然重要，探索、寻求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战略部署、科学路径与有效方法，则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效应对西方在文化软实力领域挑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这里，我们以词典出版为研究切入点，尝试探索一条具体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词典出版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接口在哪里呢？

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它能以文化吸引、观念同化等方式使得其他国家或民族丧失自我并无奈跟随。在软实力的内部结构中，文化无疑是核心资源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
 ）中提出了大国“四标志”说，“文化富有吸引力”位列其一。文化是贯穿软实力的经纬，是维系软实力的灵魂。事实上，文化范畴的软实力角逐已经成为21世纪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和利益分割的一个全新平台。

在文化内部结构中，语言又无疑是核心元素之一，文化普及抗争、民族特性彰显、语言地位争夺、意识形态渗透等行为所依附的重要载体就是语言。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与精神资源，语言不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软实力的基础，更是软实力领域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语言是民族维系的纽带与民族认同的标志，学习和掌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了解和领悟到一种民族文化和思维的精神资源，而语言的普及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普及，语言的渗透就是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渗透；其次，语言是全球化扩张的重要载体之一，全球化发展不能不依赖语言；再次，全球化语境造就了巨大的语言市场，从而演化成独立而活跃的语言经济，语言市场生来就是体现语言经济的最典型事物，而语言经济学家则将语言直接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即具有经济价值、对生产起促进作用的生产增长要素；最后，作为人类生存与交流的基本工具或要素，语言具有极大的符号意义，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软实力的象征，也有助于树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软实力形象。

纵观历史，源于语言或语言地位的竞争素来有之，例如英语与法语的竞争，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较量等。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语言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例如英国一度提出语言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一说。事实上，没有人怀疑，也没有人能够测算出英语传播给英语国家所带来的巨大优势：英语国家的文学、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伴随着英语的传播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当今世界科技信息有80％以上以英语为载体，英语因此获得了国际科技及学术界的绝对主导地位；当今国际互联网上的文字至少有80％是英语，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成了名副其实的英语地球村
1

 。日本《中央日报》指出：“（语言）这种源于文化的软实力将超越以军事为中心的硬实力，更能改变世界。”近年来，各国纷纷提出基于语言的国家战略或政策规划，其出发点正是源于此因。

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词典记录的是语言，描写的是语言的各类信息；从编纂者与出版者自主定位的目的与宗旨出发，它以迎合、满足社会中不同类型的信息需求为终极旨归；作为一种文化工具，词典是连接语言信息与读者的桥梁，因而成为推广语言、普及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有效工具。所以，无论是就内容还是手段而言，词典编纂与出版业都获得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开展文化软实力领域竞争的学理因素，有助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全球输出和海外扩展。Phillipson在《语言帝国主义》中概括了英语成就其国际通用语言地位的主要实物资源（material resources），而“词典”与“文学作品”一样赫然位居前列（Phillipson 1992: 277）。对于英国而言，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国力式微，原先的殖民地也纷纷独立，然而“通过学术刊物、图书出版、语言教学等”（杨慧林2010），英语却仍然在强化它作为国际通用语的优势，继续在全球传播英国的影响，为英国带来利益。在“图书出版”中，包括“牛津”系列、“朗文”系列、“剑桥”系列等在内的“英语词典”无疑占有不菲份额，我国大、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英语词典就是一个典型证明。“对外英语成功的启迪之一是柯林斯、牛津、剑桥学习词典的效应，是它们给予对外英语以巨大的发展空间”（郑定欧2000）。英国人对此也欣然承认。OED
 的出版就是为英语和英国文化传播发挥历史性影响，其副主编基里弗（Peter Gilliver）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就指出，该词典使英语作为语言的故事广为流传，并因此越来越丰富。

大抵说来，词典出版对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书写汉语言文字史

“文字之记载所以能互相通晓而无误，则字典之功也”（蔡元培1912）。词典是书写民族语言史的基本工具，能全面记录和描述语言，系统展现一个民族的语言发展史，展现语言文字演变中渗透的民族自身发展史（民族志范式）。这是涉及国家语言战略的重大问题，就汉语言文字史而言，应该包含两层任务：

（1）全面反映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史。汉语是全世界唯一一种几千年来文字没有断代史的语言，对于这一珍贵的人类文明资源，我们应该进行整理、保护和留存，有效而真实地反映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新生的、消亡的或沉淀的），反映其演变的时代因素、复杂特征及运动规律，反映其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深刻影响及影响方式。否则，我们就会失去难以估量的社会资源与历史资源，无法时刻亲近那些曾经长久普照过文明天空的文字，以进行探究与思考。这是我们民族生命的存在标志与发展宣言，断不可为异族所代劳。

（2）有重点地反映大汉字文化圈的汉语言文字史。汉字诞生后传入了包括韩国、日本等在内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形成了一个大汉字文化圈。汉字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字音、字形、字义等方面都经历了一定的变化与发展，这是汉字范畴珍贵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词典有重点地反映汉字在域外的发展史，除了能够完备汉语言文字史外，对于探讨汉字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系统优化规律、建立汉字传播史与演变史都具有重大价值。

2．推动建立汉语的国际地位

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是据调查显示，其世界影响力却只是英语的1/140，因而在国际舆论格局中，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文摘周报》（2007-3-6）报道，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汉语现在对英语的冲击比中国对英语国家还大；全球语言监测机构主席帕亚克（Paul Payack）说，1994年新增的英语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20％，超过其他任何来源。因此，顺应全球性的“学汉语”热潮，充分发挥词典的规范与教诲功能，是最大效率地向世界推广汉语的重要方法，完全有助于推动建立汉语的国际地位，最终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3．推介中华文化与思想

语言是人类文化生态的基本要素，因此收录与记载人类语言文字的词典，先天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知识与思想的浓缩与沉淀。文化的国际推广与传播是文化软实力的两个基本内涵之一，而词典对弘扬中华文化与思想、促进中华文化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所起的作用，是历代中华学者都十分重视的。陆费逵（1915）认为，“世界愈文明，字典之需要愈急”；陆尔奎（1915）则强调，“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倘“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因此他呼吁：“欲求文化普及，亟应创编辞书。”

每一种主流文化与思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与向外渗透的模式，例如美国通过好莱坞垄断制造世界主流电影，以此传播美国的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英国通过经典、系列、纯正的英语词典向世界传播正统的英国文化与思想；我们历来有着通过词典传播中华文化与思想的优良传统，《康熙字典》《英华字典》《中华大字典》就是典范。今天，我们更应该主动、积极而有效地运用这一武器，这既是尊重自己的母语，也能向世界传播纯正的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从而抵制各种异化了的汉字文化与思想，牢牢占据价值判断的制高点，引导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最终推动中外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良好对话。

4．标识社会意识形态

语言具有普遍性，但在当下阶级社会中，它仍然“内置”有丰富的文化习俗、道德情趣和价值判断，是维护国家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有力工具。作为以收录语言为主、以文化工具形象立世的词典，其社会意识形态更是具有一种显性特征。“任何辞书的编纂，都是从特定的目的出发，都必然要涉及特定的意识形态”（杨金华2007），纵观历史，历代辞书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承载着不同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而诞生并存在的，例如许慎公开声明其编纂《说文解字》就是为了“解经”与“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法国的狄德罗在18世纪启蒙思想推动下而编纂的《百科全书》，则成为唯物主义的战斗武器。

软实力培育和提升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占领思想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的制高点。词典范式的特点显然有助于践行这一目标：词典不仅在编纂宗旨或编纂目的中宣扬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倾向，更在具体方法上通过选录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字词、句段并进行适当意义处理，从而旗帜鲜明地体现本阶级的立场、态度和倾向。词典的社会意识形态倾向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的真实体现，是在一定社会存在中无可抗拒的“斗争哲学”体现。即便是纯粹的外语学习词典也是如此，因为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脱离不开包括政治导向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

就传播方式而言，词典不同于具有娱乐性、瞬息性与时效性特点的通俗文化形式或产品，其影响更为深刻、长久，有着一种非同一般的，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和说服作用。这可能更符合当下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复杂形势。例如，我国为了配合全球兴起的“汉语热”，及时实施了“汉语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战略，并从本世纪初开始，在国家汉办的牵头下，在全球各地纷纷成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借以宣传和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据西方媒体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经在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所孔子教室，并且还有继续增长的势头。然而，这一旨在促进文化和语言交流、帮助外国青少年了解中国文化的善意教育行为，却引起了海外部分人的忧虑与误解，在部分地区甚至遭到抵制和禁止，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词典出版能够有效地实现语言－文化的一体化传播，在语言推广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融合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这种形式不容易产生误解、激化矛盾，影响也更为深长。

据估算，截止2010年，全球学汉语的外国人数量已达到1亿。他们或在我国境内的高等学校和其他教学、科研机构学习，或在我国于全球各地开办的孔子学院培训，或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办的广播孔子学院进行广播和网络视频学习。然而，学员数量虽然庞大，他们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利用状况却非常糟糕。据调查（杨金华2007），外国汉语学习者很少使用目前市面上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拥有对外汉语词典的人数只占25.9％，而从来没有用过对外汉语词典的人数却达到51％，遇到疑难时首先想到查阅对外汉语词典的人数也仅占3.1％。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市面上对外汉语词典的质量多存担忧，期望使用高质量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当下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版状况具有以下特点：

（1）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对外汉语辞书的建设无论是理论研究、编写队伍的形成，还是在已出版的辞书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鲁健骥，吕文华2006）除了《商务馆学汉浯词典》（2006）等之外，真正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词典并不多，主要为常用词用法词典及为汉语水平考试而编写的应试词典，例如《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1997）、《汉语水平考试词典》（2000）等。整体而言，现有的对外汉语词典在内容上不成系统，也因为没有严格的针对性而缺失了教学规律性和认知可解性，因此使用效果差，用起来也极为不便。

（2）缺乏宏观战略规划，缺失产业化经营思维。尽管汉语对外宣传事业蓬勃发展并日臻国际化与市场化，对外汉语词典建设却并未得到关注和重视，仍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既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规划与管理，也没有形成包括市场规划、市场宣传、市场运作、市场盈利等元素在内的产业化经营思维。

（3）尚未立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进行战略性运作。现有的对外汉语词典基本上流于简单的文字识教与语言信息传授，尚没有渗透一种国民语言战略意识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思维，亦未有意识、成系统地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新型文化，宣扬我国的国情信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使外国学习者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更好地树立中国形象，最终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项艰巨的综合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实施自觉而合理的国家文化战略、整合各层面科学路径，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自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作出“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是件大事”的重要批示后，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起来的孔子学院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词典出版必须顺时进取，立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视角、开拓创新，将自身打造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一支锐利武器。具体思路有：

1．立足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层面进行宏观规划与管理

（1）深刻认识词典出版在当下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结构中的独特地位、作用与潜能，把它纳入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规划与举措中去认知、规划、经营与管理；

（2）通过构建配套制度或政策加以扶持与保障，同时成立相关机构进行管理与调控（可以挂靠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或国家汉办），并大力优化发展环境；

（3）结合国家软实力战略发展需要，整合优势资源与力量，有目的、有系统、有规划地编纂、出版、宣传、输出各类汉语词典，把它们塑造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新引擎。

2．自主打造中国的超级汉语词典品牌

落实刘延东在第一次全国孔子学院工作会议上有关“加强教材建设”的讲话精神与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工作“努力打造中华文化品牌”的要旨，注重优势资源整合，集中组织一线对外汉语教师、语言学家、跨文化交流专家、外国汉学家和国内外著名出版发行机构，共同规划并开展对外汉语词典建设，创新性地开发并打造既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又具有国际传播潜力、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汉语词典品牌。

（1）既要反映汉语标准语的精粹，锻造汉语标准语教学和研究的最佳工具，也要反映汉语的最新发展现状，书写并更新标志着我们民族生命存在与发展的语言历史；

（2）增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识，有意识、成体系、有效率地引入、展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型文化、国情信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让外国学习者在潜移默化间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影响力；

（3）聚焦各国用户学习汉语的个性需求与认知特征，立足于对外汉语语言特点、文字特色与语法体系，注重语言习得、教育科学、社会学、美学、跨文化研究等学科理论的指导，创新理论与体例，在语料库平台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词典范式；

（4）有针对性、系统地打造涵盖各种类型（如综合词典、单语学习词典、双语学习词典、专门词典、专科词典等）和各个汉语水平层次的系列对外汉语词典。

3．构建内接孔子学院、外联境外出版商的产业化机制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具有双重属性—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同步繁荣与发展，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更是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着眼点之一。词典出版绝不是身处深闺的清高女子，它必须追求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的目标。以（对外）英语词典为例，正是因为深受海外巨大经济市场的诱惑，英国国内多家词典出版社长期上演着无硝烟的“词典战争”，并日趋白热化；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等国外知名出版商实施直接进军中国词典市场的新战略，也正是为了获取经济前景广阔的中国词典市场。因此，我国的词典出版必须建构产业化机制，面向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走现代产业之路。

具体来讲，词典出版要配合“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孔子学院联动发展，顺应其教学宗旨、教育目标、教学原则、教学策略、教学课程、教学活动等，建立并肩输出、相互影响的架构。这不但能够有力推动孔子学院教学目标的实现，也有助于借助对外汉语教学过程的知识和经验实现词典规划的准确定位、合理编纂与有效推广。以此为基础，在条件成熟时启动与境外出版机构的联动开发和出版机制，倾力打造世界性的汉语词典品牌与编纂出版中心。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工作要点就积极鼓励出版企业在境外落地和实现本土化，这无疑是词典编纂出版事业走向世界的前瞻性策略。

四

我们要正确认识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批判的本质与任务，既不要简单接受后现代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也不要附和后现代式总体的意识形态观念，即所有的思想、语言和话语都已经被渗入了意识形态。（张秀琴2004）21世纪是个多极化的时期，社会生活更加全球化、信息化和多元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不仅涵盖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且表现得非常多样化，并且隐蔽性较强，很难被觉察。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人们很容易辨识政治、性别、种族等非中立性意识形态并加以警惕，先进的校对工具也能够加以检测并纠正。例如黑马校对系统推出的第十二代产品，具有针对政治性问题的重点词监控和敏感词检查功能。但是，那些以中立姿态呈现的所谓“共识”型意识形态就很难为普通人所认知，而且它们凭借自身的隐性特征，造成的影响极为深刻。这与意识形态的特性相关：意识形态能够被生活在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普遍接受，除了在于它所体现的价值观外，还在于它被人们认为是合理和正确的。（张秀琴2004）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些类型的意识形态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而且，就方法论而言，后现代主义者表面上排斥并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政治意识形态，实质上却重新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后现代意识形态，成为掩盖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将全球资本主义现状合法化的理论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对意识形态进行新的时空阐释，建立顺应当今时代与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方法。对于我国而言，这一新的时空阐释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是被渗透、被操控的重要媒介之一。这就给了包括词典在内的语言产品、语言教学与语言研究等语言活动提出了时代课题，需要它们完成基于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反思与重构。

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语言的社会功能与建构功能越来越凸显。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竞争的重心已经从通过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领域，转向了以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外交等影响力为内容的软实力领域（Nye 2004）。Gramsci（1971：101）认为，软实力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文化。语言与意识形态及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而无疑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软实力的基础，是“软实力的核心”（李宇明2004）。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实施语言战略，以提高本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英语国家的文学、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伴随着英语的传播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英语的全球化普及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英语国家文化霸权、意识形态渗透的一种重要手段。不仅如此，英美国家还通过其他国家语言的教学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例如，美国通过在其国内开展的汉语教学渗透其意识形态。根据亓华（2000）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在美国国内的汉语教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力图全方位地渗透美国的意识形态。Block等（2012）则系统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以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外语教学的操控，凸显了应用语言学与文化政治语境的必然逻辑关系。

对此，我国语言及语言学研究人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辩证地审视语言纯洁性、语言学“脱政治性”等学术思维，正确辨识全球化语境下意识形态的缘起、特征与影响，从而抛却语言与语言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羞怯，并立足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全面而负责任地开展语言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研究意识形态语境下作为主体的人的顺应、改变与操控过程。毕竟，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的权力和责任，其使命就是要将权力和责任还给作为主体的人自己。（张秀琴，2004）

从汉语的对外教学角度来说，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环境与自身教学方法论的双重危机：

国际环境就是英语的强势介入与干扰。面对西方强势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双重压力，我国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强势树立起的英语教育高杆，成为造成当下汉语危机的重要根源。这一危机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对母语文化空前的不自信，其后果较为严重，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元素，语言的丧失会直接造成文化的丧失。这值得英语教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人员深思。对于英语教学，我们有必要做到三点：

（1）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不丧失对现实的独立思考能力，以转型创造的健康心态自觉而批判地对待英语中心主义与西方文化，在坚持中国本位立场的前提下，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对话，并进行理性的方法论建构；

（2）了解并反思英语全球化的帝国主义特性，充分把握教学素材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引导、培养学生的文化批评意识，并探索相应的英语教学策略；

（3）研究并借鉴英语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全球语言的教育模式与培养目标的经验，从而寻求汉语与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如何面对西方后殖民文化展开边缘对话的理性解决之路。

就对外汉语教学方法论而言，虽然近年来我国适时提出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命题，并配合全球兴起的“汉语热”，成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实施“汉语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战略，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仍未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一味重视对语言本体的技能教学，忽视甚至规避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深层文化教学，这造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失语”或“真空”状态（亓华2000）。

软实力重在建设，这种建设是系统、长期的，更是立体、多维的。如何才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是必须进行深入而系统研究的战略性课题。在宏观理念上，我国当下开展的汉语国际推广战略有必要反思并借鉴英语的全球化推广之路，立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系统地探索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词典角度来说，现实也存在着两面性：

一方面，英语词典曾经极大助推了英语帝国主义的形成，正如郑定欧（2000）所说：“对外英语成功的启迪之一是柯林斯、牛津、剑桥学习词典的效应，是它们给予对外英语以巨大的发展空间。”《民族中心主义与英语词典》所揭示的英语词典的民族中心主义本质便是如此。

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淡化词典的意识形态倾向。即便是词典编纂者，也“大多淡化了词典历史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涵义”（Benson 2001：2）。诚如Ezquerra（1995：143）所说：“词典并不积极着意于政治，这至少不是它的一个主要功能，也不是绝大多数人对于词典的理解。”

然而，社会意识形态仍然是当下客观存在的现实国际图景，也是国际政治生活中影响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主导因素。因此，“作为词典编纂者，无论是单语词典还是双语词典，必须不断地求取文化担当（cultural assumptions）的平衡，选择并汲取与我们自己文化相关的信息作为例证，是正常的词典行为，那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是一种文化近视”（Whitcut 1995：257）。

从文化软实力提升角度来说，使我国的对外汉语词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应该是当下对外汉语词典编纂的创新要义与时代使命。Moon（1989）通过研究指出，识别他国词典中的意识形态能够增强对本国词典中的意识形态的认知。就词典产品、词典活动与词典研究而言，只有通过对词典语篇／话语的批评性研究才能分析、归纳、甄别其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并形成系统认知，最终才能采取相应对策抵制各类显性、隐性意识形态的渗透，同时也有助于从根本上促进本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注释


1
 　参见《关于English》（http://www.360doc.com/content/05/0920/18/788_13533.shtml，2005年9月20日）。


第十三章

范式精神的守望

——独特的学术精神与创新之路





据媒体报道（参见《深圳商报》，2008-10-7），在经过三十年又四个月（始于1978年8月）的艰辛努力后，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上最大的汉字辞典”——《汉韩大辞典》全部完稿，并于2008年5月正式出版上市。该词典共16卷（包括1卷索引集），总计212万页（以200字原稿纸计算），收录了中国、韩国、日本等汉字文化圈使用的约5.53万汉字及包含专名在内的45万汉字词汇，另补充了包括“乭”等韩国式汉字在内的约1万个新造字。据称，该词典规模将超过当今的东亚“三大汉字辞典”，即《大汉和辞典》（日本，1959年；共13册，约4.9万汉字，40万词汇）、《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化研究所，1968年；共40册，约5万汉字，40万词汇）与《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4年；共13册，约5.6万汉字，37万词汇）。

这一则看似寻常的学术新闻经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与评论后，引起了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甚至社会各界的感慨。显然，韩国出版的《汉韩大辞典》会成为他们向中国传统文化本源问题发动攻势的又一枚重量级砝码。“这是我们应该干的活，却让韩国人干了，这样的尴尬难道不令国内那些更愿意在媒体与镜头面前上蹿下跳的明星学者们感到羞愧难当吗？”（萧葱2008）母语是民族的精神家园，词典是民族历史的收纳，“韩国（他族）”－“世界最大的汉字（母语）辞典”这一关系链可能恰好切中了《汉韩大辞典》事件中笼罩在国人心头的那一种民族感怨与焦虑。显然，该词典的最终编纂出版将会在很多方面产生积极效应或意义。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所长尹乃铉对此这样总结：“汉字辞典是能够解读我们古典和传统文化的钥匙，汉字辞典的编撰是人文学发展史上必需的基础工作。”（萧葱2008）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过这一词典的编纂，一种作为汉字文化圈主轴的韩、中、日三国之间词典的三角体制将最终确立。

当然，身处当下的复杂社会，作为一起不失轰动效应的学术性社会事件，其剖析面无疑是多维的，立足于不同视角可以引发不同性质的思考与解读。本章这里主要从学术精神角度进行思考与论证，这也是其中无可规避的题旨之一。词典编纂是一项需要大量时间、金钱、人力与物力投入的系统工程，然而于功、于名、于利（至少在中国当下是这样）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韩国檀国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为完成这一宏伟事业，前后历经三十多年时间，投入共计310亿韩元，先后共有600多名专家参与其中。期间因财政负担，编纂过程一度面临被停止的危机。这些学者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甘守孤独与寂寞，坚守在词典编纂的枯燥阵地，其执著精神令人崇敬。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编纂态度极为认真、严谨，尽可能充分地查找资料文献，仔细记录卡片，文字、词汇都要一个一个地讨论，甚至经常会为了一个文字的解释而争得面红耳赤。韩国学者经营学术的这一份执著与认真精神，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这正是词典编纂事业所要操持的独特学术素养。面对后现代思潮尤其是消费文化主义的冲击，守望词典范式的精神，是当下社会转型时期词典学实践与研究领域重要也是最为基本的人文精神与发展动力。

一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后现代主义理论或学说“终结”了包括现代性在内的所有传统，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等经典概念，解构宏大叙事，不相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它颠覆“王者视野”，消解英雄神话与庄重风格。在这些思想理念的支撑下，后现代性以寻求“不拘泥于形式和不追求确定结果的自我突破的创造性态度和方式面向未来”
1

 。应该说，相对于现代性精神支配的文化产品而言，被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化艺术作品有着绝对意义上的创新价值。它们一般都具备相当复杂的构成，惯常采用挪用（appropriation）和拼凑（pastiche）的手法，变换文本（text）和上下文（co-text）的关系，在新的情境中，通过一种随机和偶然的文本重组，创造新的语义，以一种区别于现代性传统的方式表征了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复杂心态、价值观以及话语形态。

问题是，在这些文化艺术产品中，既有呕心沥血编写而成的创造性精品，也充斥着迎合世俗、东拼西凑、抄袭模仿、粗制滥造之作。而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这些赝品和废品却坦然行市，甚至依靠哗众取宠的手段赢得人们的青睐。

这种社会的进步与精英产品走向流行化或媚俗化之间的强烈反差，一方面与现代社会的浮躁不无关系。它反映出日常生活中人性和个性因为社会和环境的变迁而面临的困境，同时是以商品为导向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基础失调的一种表征。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或社会名利，文化产品创作者颠覆正统，拼命地批量生产或粗制滥造，与意识形态或者商业的大众趣味合流，从而成为向市场体制献媚的主流。

另一方面则源于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深化。消费社会中最核心的变化就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居于主要地位，而商品的符号价值却越来越受重视。按照法国学者鲍德里亚的说法，一旦把商品当作表达意义和信息的符号来操纵和使用，它就属于“符号消费”。而符号价值的体现通常存在于低技术含量的商品之中，所以过于强调符号价值，势必导致对商品质量的忽视，大量词典的粗制滥造也就不可避免了。费瑟斯通（2000：11）曾经这样描述后现代消费文化：“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设是，艺术不过是重复。”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及娱乐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人们追求无深刻内涵的事物，注重感官享受，这些虽然都是“大众化”潮流的结果，但本质的“大众化”并不一定是坏事，高雅或者精英文化需要走向更多人的心灵。症结在于，“大众化”常常被用来充作幌子以掩饰浅陋与废旧，并使后者普及化甚至合法化。这显然会对文化及其产品的本真构成极大的侵蚀与伤害。“易写易读”的轻浅与复制，本质上就质量低下，是一种变相的粗制滥造。

当下，这种粗制滥造随处可见、层出不穷，各种类型的中、低八度话语（反理想主义话语）冲击、贬抑着高八度话语（理想主义话语），灼烤着“价值”这一社会基本原则的最敏感神经。事实上，学术精神的缺失与功名利禄的肆虐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毋庸遮羞的常态，并在潜移默化间渗透为触目惊心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倒塌，崇高、尊严丧失，真、善、美等一些社会生活的基本尺度模糊，社会生活就将是一片混乱，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这样的局面肯定是极为恐怖和不可思议的。”（南鸥2006）正是在这种价值体系崩溃与审美标准降低的历史境况中，对“崇高”、“理想”、“意义”、“责任感”等理想主义话语回归的呼唤，就获得了鲜明的文化针对性和历史价值，并由此期许突破与创新。

二

词典编纂领域正是这种“粗制滥造恶潮”卷席的重灾区之一。

词典范式有着不同于其他文化产品的异质性。词典不但有着独特的范式结构与社会功能，而且生产或编纂过程也极为特殊：就中心过程而言，涉及项目规划、语料收集、词目选择、词条撰写、词条编排等步骤；就外围环境而言，则涉及资金支持、团队协作、（编纂者的）业务水平、工作态度、身体状况等因素。这些步骤与环境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俨如建筑一项风格典型而又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正如学者H. A. 格利森所说（转引自兹古斯塔1983：13）：“词典编纂工作极端令人厌烦，要求十分苛刻。这是一项大得难以置信的工作。”词典编纂业的艰辛尚不仅源于此因，以下因素可能进一步加深了其复杂性：

（1）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的词汇、义项、例证等总是时时产生，穷尽或系统收录它们绝非易事；

（2）工程耗时大，周期长，而且难以估算；

（3）编纂过程单调、繁琐，然而词典质量却关系到千百万读者的切身利益，马虎不得，断不容草率敷衍；

（4）个中错误或处理不当是绝对的，因此责备甚至责骂也是绝对的，但是报酬或回报却是相对的，恰如18世纪英国文豪与词典巨匠约翰逊所谓的“成而无芳，勤而无偿”（success without applause, diligence without reward），词典编纂有时甚至是惨淡经营。

正因为如此，约翰逊将词典编纂者称作“不幸的噍类”（unhappy mortals）或“无害的苦工”（harmless drudges），而J. J. 斯卡利格则根据自己长期从事词典编纂的经验将词典编纂业隐喻为“折磨／痛苦”（转引自兹古斯塔1983：13）：“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事实上，词典编纂业的艰辛确实非同寻常，它既是对编纂者心智的挑战，需要他们高屋建瓴、谨慎而独立地琢磨、选择；也是对编纂者体力的挑战，需要他们不避寒暑，埋着头、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苦忍选材、推敲、打磨、增删等繁复而单调工作的煎熬；这更是对编纂者品性的挑战，需要他们肩负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感，甘于寂寞，乐于奉献，锲而不舍，勤奋敬业，精诚协作，严肃认真地做好编纂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工作。

无疑，从事词典编纂业的人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折磨或痛苦是词典编纂的行业本质或特征，无以回避，历史上任何一部被视为成功或精品的词典，哪个不是经年艰辛孕育而一朝分娩的难产儿？难得的是，处于当下的商品经济时代，功名利禄已经渗透至学术界骨髓，词典编纂业这种艰辛却于功、于名、于利、于禄都不会立竿见影的苦差，依然有人刻苦认真而严肃从之，委实令人肃然起敬。从这个角度来说，韩国檀国大学的学者们（撇开其真正编纂目的不论）理应让我们充满敬意，正如某些讨论所言：“韩国这家私立学校，如何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坚守在汉字辞典的枯燥领域之中，默默地耕耘。而在学术功名利禄满天飘浮的中国，能忍受三十年的寂寞而面对青灯黄卷者，几乎就如同凤之毛麟之角，都成了珍稀动物一类的怪物了。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功名利禄的河流之中徜徉，流连忘返，还有谁会静下心来，一门心思地认真做学问呢？”（萧葱2008）当然，需要客观指出的是，坚守词典编纂业之学术精神者在中国也不乏其人，过去很多，现在仍有；反过来说，在韩国，这种学术精神也并非业界常态。

然而，总体来说，身处消费社会中的词典编纂业正挣扎在“学术精神”与“功名利禄”鏖战的泥淖中，而后者在规模与强度上明显占据上风。面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词典编纂者与经营者从象征着“权威”与“榜样”的威严圣坛上跌落下来，不仅没有与之相抵抗，反而与之相配合，成为后现代思潮的私生子。经济利益促进了词典的商品化和词典编纂者与经营者心性的边缘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他们淡漠了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呈现出一种对人类的基本精神向度和宏大题旨的蔑视，对崇高、英雄和理想等人文精神的截面和基本元素进行了疯狂解构。于是，词典要么被大规模地粗制滥造，权威文本被强暴、被肢解、被抄袭，要么在普遍范围内严重缺失想象力与原创性，沦为浅薄复制的产物。事实上，最近几十年，词典产业已经成为所谓“文化商人”追逐经济利益或提高声望的一个重要平台。在中国，“王同亿现象”是一个典型案例，可谓是商业化对精英文化的一次经典冲击，其在重创了词典权威的同时，几乎完全摧垮了词典范式独特的学术精神。

学术精神的集体性匮乏或堕落折射的是学术主体本性的丢失，具体表征为学术责任感、学术使命感、学术道德力与学术志业精神的淡漠、退化与丧失。这一学术主体本性的丢失引发的是急功近利、虚夸浮躁的恶劣学风及其贻害无穷的社会症状。就词典编纂与出版行业而言，其社会症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各种劣质辞书肆意横行，它们要么是粗制滥造、乱编乱印、错误百出的牛头，要么是侵权或变相侵权抄袭的马面，不但破坏了辞书市场秩序与学术风气，而且严重损害了广大用户的切身利益，甚至损害下一代的知识成长，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第二，毫无新意的跟风选题、重复编纂出版现象比较严重，很多词典编纂者大量重复自己、重复别人，除了生产出机械模仿的应景之作、哗众取宠的迎世之作等文化垃圾外，做不出品牌图书，更建设不出品牌出版社；

第三，外来词典的出版严重泛滥。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外一些知名出版商为了获取前景广阔的中国词典市场，不再满足于单纯依靠外语单语词典的版权贸易来盈利，开始实施直接进军中国词典市场的新战略——合作翻译出版，即己方（外方）提供外语单语词典文本，聘请通晓外文的中国学者将词典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即双解化），然后由中国词典出版商出版并在中国市场销售。这一战略最初并未大受欢迎，但却逐渐获得成功，在当下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外语词典（主要指语文词典）市场。然而，部分急功近利者却简单地奉行“拿来主义”，对“洋词典”进行笼统翻译而忽视其学理特性，受经济利益蒙蔽的同时也背离了应有的学术坚持。

就症结而言，这三种社会症状刨根究源无疑都是学术精神缺失的后果，它们皆抖落了词典编纂与出版业本该坚守的学术精神，一心攫取经济与学术价值，并“智慧”地借用了“词典编纂与出版业”这一体面而有效的名片。但是，这里需要作一个区分。与第一种症状那种彻头彻尾的、因追求功名利禄而造成学术道德的缺失显然不同的是，后面两种症状则具有十足的隐蔽性，尤以第三种症状为甚。双解版词典范式的学理优势不可抹杀，但部分急功近利者站在纯粹的商业角度，认为编纂与出版自己本土的双语词典周期长，资金投入量大，而且回报期也太久，远不如直接利用“洋词典”加以“双解化”省事，这种做法收效快，利润也高；从学术精神角度看，他们一方面规避了开展独立自主的词典编纂与出版的艰辛（虽然双解化过程也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凸显的则是不考虑民族事业、只求眼前利益而不辩证地协调引进与原创之间的比例关系、丢弃结合本土状况与特点而开展原创性工作、打造民族品牌、弘扬民族文化的学术创新精神等缺陷。在这一点上，《汉韩大辞典》事件提供了一个可贵参照。该词典前后延续三十余年，它并非韩国国家项目，可作为私立学校的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投入资金超过300亿韩元，也曾因财政负担而一度面临项目被停止的危机，但他们积极采取对策，始终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一事业，直至其最终完成。舍得投入巨资，又甘愿三十余年不见利益回报而支持独立自主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支持具有知识产权的民族词典品牌的开发，这是何等的执著与气魄？

三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对世界有众多创新贡献的伟大民族，然而在当代，我们几乎唯学习为第一要务，而学术创新却面临重重困境。文化出版业界同样如此，其中词典编纂与出版业是一个典型：国内部分急功近利者的“双解版”思维本质上就是对学术创新精神的抵制，是屈服于经济效益而采取的轻轻松松的“拿来主义”，它既把本国宏大的词典市场拱手相让，也脱离了中华民族词典文化的世界身份。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词典范式的创新与发展同样遭到学术界的冷漠和压制。下面我们以半双解词典在中国的命运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2005年5月，以色列Kernerman出版公司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开发的《半双解英汉词典》正式出版面世。作为一种词典新类型，该词典在“出版说明”中花费大量笔墨向读者详细解释了半双解词典的历史渊源、定义、特点、优势等。根据“出版说明”，该词典“属于一类新型词典，是综合运用认知心理学、语言学和外语教学法研究新成果的结晶”；它弥补了一般英汉词典、英语单语词典、英汉双解词典的不足，既能够为读者独立使用英语原版词典铺设阶梯，又能够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词典在编辑过程中“对照我国各级英语教学大纲，提请Kernerman出版公司增补了一些条目，从而保证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英语词语在本词典中都能查到”。时任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黄建华教授在为该词典所作的“序”中，也从学理角度详细阐述了这一词典新类型所依附的深刻理据，并郑重指出，“本词典值得向我国广大的英语学习者推广”。

然而，这一创新型词典在中国市场的出版发行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是反响平平，几近冷落。这固然与出版商的商业宣传不力有着直接关系，但相关学术界在学术引导与理论推介方面所表现出的淡然与漠视亦难脱其责。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在国内的几次词典学研讨会上，几位词典（学）界专家、学者在谈及半双解词典时竟然认为：半双解词典对例证不加以翻译，一是因为编纂者完全图省事，懈怠工作；二是因为编纂者指望通过减少词典容量而节约出版成本，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我们无意苛求普通社会群体对该词典新类型有着何种解读，但是作为业界人士，如果没有深入追踪研究该词典范式产生的理论背景与学理初衷就草率判读并予以抵制，则反映了一个学术态度问题。当前时代，知识更新与理论发展潮流汹涌，任何学术思想与学科范式都承受着冲击与洗礼。词典与词典学亦是如此。面对词典新范式的出现，词典学界与词典出版界的冷漠、怀疑、误读、抵触的态度或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半双解词典其实已经并非什么新事物了。早在1986年1月，Kernerman出版公司就依据霍恩比的Oxford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首创出版了第一部半双解词典Oxford Student's Dictionary for Hebrew Speakers
 。这部词典出版后，不仅在以色列词典市场引发了轰动，更引起了语言学、教育学等领域理论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Kernerman出版公司在垄断了以色列国内词典市场的基础上，还积极与其他国家的大出版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他们首先出版了阿拉伯语版半双解词典，并依据Harrap或Chambers学习词典在中东及世界其他地区出版了地方版，从而形成了Kernerman半双解词典的第一个系列型。从1989年始，意大利语、希腊语与法语版半双解词典相继获准出版；1991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与捷克语版也陆续面世。到1994年，该公司已出版发行了19种语言版本的半双解词典；之后，以俄语、瑞典语、汉语、日语、泰语等为母语的版本也逐一编纂开发，迄今总数已超过30种。各种语言版本的半双解英语学习词典受到了各自读者与研究者的热烈欢迎与推崇（中国恰恰就是一个例外）。在加拿大，半双解词典是法语区销量最好的英语词典；在欧洲，半双解词典被多个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定为学生专用词典；在中东地区，“英－希半双解词典”则已成为以色列教育文化部规定的各级英语考试的参考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这次引进出版的《半双解英汉词典》其实也并非首部汉语版半双解词典。早在1991年，Kernerman出版公司就与我国的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汉语版半双解词典《哈拉普英语学习词典》。1997年，Kernerman出版公司又与我国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另一部汉语版半双解词典《书林易解英语词典》，并于2000年2月推出了修订版。

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半双解词典，我们必须回归到它的理论初衷与编纂理念上。无论是单语词典还是双语词典，它们首先都是处理意义的工具，只不过意义的表征方式完全不同：单语词典释义的经典方式是“意译”，双语词典则旨在通过提供对等词而实现“有助于翻译”的基本功能。正是源于这一差异，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在使用过程中各有利弊。外语教学研究者普遍认为，单语词典具有外语“直接教学法”的效应，不仅有助于学习者精确把握词义，而且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浸入外语环境并学习外语思维。但是，单语词典释义语言比较复杂，不同水平的学习者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把所查的外语词汇与母语中某个词汇“对等”起来，因而无法满足学习者知晓母语译文的心理需求。这些都造成了在实际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并不喜欢使用单语词典，反而优先选择双语词典的状况。双语词典与翻译教学法联系在一起，在翻译教学法盛行期间，双语词典是最流行的查询工具。然而，随着交际教学法等现代外语教学法的兴起，语言学界理论研究人员（包括外语教师）通常认为，双语词典存在着许多缺陷，有些对外语学习者来说甚至是有害的。例如鉴于双语词汇间大量存在的“零对等”与“部分对等”现象，对等词无法准确、全面地展现其所对应外语语词的各层面意义；对等词的简单罗列更向学习者传达并强化了一个错误观念，即不同语言的语词间总是存在着一对一的完全等值关系，从而阻碍了学习者的外语内化过程。

这样，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或外语教学层面，还是基于词典用户视角，单语词典或双语词典都无法最优地独立服务于外语实践。半双解词典正是迎合了这一背景，它的理论初衷就是既要兼顾单语词典的长处，又要发挥出双语词典的优势。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创新性地把词条构建为：以英语原版词典为核心成分，保留原词典的释义、语法、词汇、语用说明、用例、派生构词及习惯性短语等内容，同时又将英语释义翻译成汉语。这种词条既不同于单语词典，因为词目已经被翻译成学习者的母语；也不同于双语词典，因为词条主体是外语材料。事实上，作为词典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的一个新范式，半双解词典是“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的完美嫁接”（Raudaskoski 2002），切合了学习者的查询需求与心理态势。

由此可见，半双解词典不对例证进行翻译完全是该新型词典范式的学理要求，而不是编纂者的“偷懒”或“懈怠”：半双解词典本质上就是一种单语词典（Nakamoto 1995；Gefen 1996），其设计理念就是鼓励学习者尽量多地利用外语（英语）进行阅读与思考，而尽量少地依赖自己的母语；其简明扼要的母语译文并不等同于双语词典中建立在符号对应基础上的“对等词”（具体参见陈伟2006a, 2006b），只是旨在从一定程度上满足学习者犹如对于双语词典所具有的那种“心理必要性”（psychological necessity），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具备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双重功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黄建华在“序”中这样说道：“（该词典）这种不译词例的设计并非‘偷懒’，而是基于学习者认知心理、二语习得理论、词典交际理论等的周到的学理考虑。这一安排看似平常，却是真正替读者着想的创新。”由此同样可以看出，半双解词典没有进行例证翻译而在事实上减少了词典容量，这显然也不是词典编纂者的学理初衷，而是创新理念下意想不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副效果（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出版成本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由此可见，创新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意识与态度。词典范式当下的粗制滥造或重复引进而不思革新的状况，与词典界消极的创新意识与态度显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部分词典编纂者与研究者缺乏对现代词典范式的深度探寻，缺乏对人类精神产品进行精确表达的意愿，只是满足于无难度和无深度的复制与引进，从而表现出思想的平庸与人文精神的浅陋。

四

在学术精神镜像中，创新精神当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第一要素，是学术的灵魂和第一规范。个中道理很明显：首先，科学精神高扬的第一面旗帜就是首创精神，学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创新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本身；其次，创新精神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强大动力，传统需要尊重与继承，优势可以复制与利用，但只有颠覆旧文明才能真正创造新文明；第三，学术是对民族文化及其生生不息精神的传承与创造，并以此开启民智、增强国力，因此，学术的健康发展是国家富强与繁荣的根本动力，学术创新不仅牵系着一国之智慧与力量，更牵系着一国之名誉与光辉。创新是学术的灵魂与生命，没有创新，学术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本性的活力，科研工作者也就背离了自己的本分与使命。

知识是可以逐层积累的，但学术思想及其所构筑并依附的学科范式的进步与发展却并非局限于同一方向、同一层次的积累与增加，而是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言，以范式演变的方式发生的，即以一个新的范式突破并取代旧的范式。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对于一门学科而言，不仅表现为自身思想体系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时代精神影响下的必然结果。词典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它必然会顺应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词典自身社会功能的转化以及人们对语言的深入认识，从而发生范式的转换与演进。面对研究客体范式的创新，我们作为研究主体或业界人士不能抱有怀疑、抵制与打击的态度，而应该在焦虑中顺应性地积极践行。在当下，我国词典编纂与出版业重拾并弘扬学术创新精神有着迫切的时代背景：

（1）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需要

在全球化扩张语境下，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综合实力的竞争与较量。这种实力不仅体现为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影响、军事力量等在内的硬实力或硬资源，也同样体现为软实力或软资源。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它能以文化吸引、观念同化等方式使得其他国家或民族丧失自我、无奈跟随。纵观当下消费社会，虽然各国、各民族时刻强调经济利益至上，但相互间的软实力竞争却愈演愈烈。

在软实力的内部结构中，文化无疑是核心资源之一，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就是软实力发挥效用的过程。而在文化的内部结构中，语言又无疑是核心资源之一，文化普及抗争、民族特性彰显、语言地位争夺等行为所依附的重要载体就是语言。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与精神资源，语言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软实力的基础：首先，语言是民族维系的纽带与民族认同的标志，学习和掌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了解和领悟到一种民族文化和思维，而语言的普及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普及；其次，语言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全球化发展不能不依赖语言；再次，全球化语境造就了巨大的语言市场，独立而活跃的语言经济顺应而生，而语言市场生来就是体现语言经济的最典型事物；最后，作为人类交流与生存的基本工具或要素，语言具有极大的符号意义，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软实力的象征，也有助于树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软实力形象。纵观历史，源于语言或语言地位的竞争素来有之，例如英语与法语的竞争，再如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较量，等等。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语言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日本《中央日报》甚至指出，“这种源于文化的软实力将超越以军事为中心的硬实力，更能改变世界”。正因为如此，正如王克非（2009）所说：“如何利用语言资源，发挥语言价值，增强国家软实力，增进社会和谐，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词典是记录语言、描写语言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广语言、提高人民语言修养的有效媒介。更为重要的是，词典先天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知识与思想的浓缩与沉淀，因此，词典的编纂与出版本质上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与思想、促进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途径；词典虽然以收录语言为主、以文化工具形象立世，但在阶级社会中，它的字里行间必然渗透着本阶级的思想和观点，旗帜鲜明地表现出本阶级的政治、历史、宗教、伦理、哲学等的立场、态度和倾向性。这就是说，词典编纂与出版理应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开展软实力领域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助于国家软实力的全球输出和海外扩展，必须立足于国家战略层面予以重视与利用。这里以汉语词典为例。科学的、系统的、切合外国人认知机制的汉语词典或汉外词典，就其主动意义而言，将在更好地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同时，既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又促进全球化的发展，并在占领语言市场的同时获取巨大的语言经济效益；就其被动意义而言，它们能抵抗强势语言文化的发展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生存所造成的冲击。这样，词典编纂与出版不以学术创新为根本就是对国家战略的损害，是对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消极怠工。

（2）词典业重构话语权力主体格局的时代际遇

外在际遇是新技术革命引发的话语权力主体格局重构。近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巨大挑战，这就是出版业的数字化革命。词典出版业亦不例外，这一革命直接造成了词典载体的深刻变革：传统上只能在平面上以线性方式提供知识的纸质词典可以转变为以超链接为主要特点，能够多方位、立体化、多媒体化地提供知识的数字化词典。事实上，这一时代浪潮正影响和冲击着词典编纂、出版与发行的各个环节，造成了传统词典包括编纂、出版与发行在内的行业结构的崭新裂变与重组，使得调整、孕育并重构词典编纂与出版业新的国际话语权力格局成为可能。如何顺应并把握这场历史际遇并跻身新的话语权力主体格局呢？唯有创新！只有提高学术精神，彻底树立创新精神，改变词典编纂与出版的思维与意识，才能引领中国词典与出版事业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赶上甚至超过世界水平。

内在际遇是我国加强了以新闻出版为基点而开展国际软实力竞争的力度。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吹响了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时代号角。1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我国今后十年的主攻方向和发展目标。对于数字化出版，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在《我国将大力实施数字出版战略》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未来几年，国家将大力实施数字出版战略，以推动传统出版业的产业升级和革新。”这一切都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为词典编纂与出版业的开拓创新营建了一个生态化的整体社会环境。

可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词典学界与业界必须深化改革，彰显创新精神，一方面重塑创新队伍以获取创新的主体原动力，一方面积极开辟创新道路，顺势而上。创新是获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唯一道路。具体来讲，中国当下词典范式的创新思路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度接受，正确解读，消化吸纳

这是任何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学者面对创新所必须采取的一种积极态度，也是最为基本的一种态度。对于任何创新，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加以审视与解读，否则便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最终失却了时代潮流的际遇与动力。这里，我们以词典编纂“规定主义”与“描写主义”原则的演变为例。

规定主义和描写主义分别根基于“定性原则”（qualitative norm）与“定量原则”（quantitative norm）两种不同原则：前者取决于最优语言使用者的意见；后者则取决于对语言实际使用的观察。词典编纂的规定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因为在人们眼中，词典向来是“终极权威”或“裁决者”的形象，其收录的词语在发音、拼写及用法等方面被认为是完全“规范的”和“正确的”。正如Hartmann和James（2000）在《词典学词典》（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的“前言”中所说：“长期以来，人们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词典在词义解释和运用上就应该代表一种最终的权威。”随着规定主义鼻祖《英语词典》（1755）与《韦氏大词典》（1806）的出版，词典的权威地位得到确立；以规定主义为旨的词典编纂者也完全以“语言立法者”或“语言纯粹主义者”自居。就历史功绩而言，规定主义的编纂原则对于规范英语发展、净化英语语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正因为如此，以忠实记录和描述语言实际使用的描写主义先驱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61）犹如异端，一问世便遭到了猛烈、持久的批评。其间激烈的冲突可以说是词典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但是，描写主义原则的确立不仅顺应了语言的本性，也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要求，是词典自身社会功能的时代选择，更是人们对语言深入认识的结果。这些决定了词典编纂者只能是语言的忠实“记录者”和“总结者”，而不是“制定者”和“裁决者”。现在，描写主义已经成为几乎任何词典及词典类型都广泛采用的主流或唯一原则。事实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作为词典描写主义标志之一的“国际化”程度似乎已经成为考评辞书质量的一项新标准。词典出版商为了吸引读者，纷纷在词典的“国际化”方面大做文章。199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的《剑桥国际英语词典》甚至把词典的“国际化”程度视为其最有力的竞争口号。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词典学相关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认知科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迅速发展，造成了词典范式中教学功能的宣扬与凸显；而随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浪潮正影响和冲击着辞书编纂的各个环节，从辞书编纂与制作的过程与方式，到辞书的载体形式或最终产品，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方面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学科疆域，在极大地丰富词典学研究内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词典范式以“创新”的面目发生革命性的转变。面对这些创新或创新际遇，业界人士不仅应该敞开心胸大度地容忍与接受，而且应该以积极的心态深入追踪、研究其“创新”的历史背景与学理依据，在正确解读的基础上加以消化与吸纳。研究、知悉他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关注、追踪他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中国辞书（学）想要在现代社会生存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条件，也是业界人士与研究人员应该主动承担的、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中国文化传统崇尚中庸之道，这种思维观不仅缺乏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而且催生了一种不容忍创新、墨守成规的人文舆论，即因崇尚皮相之谈与平庸无为而害怕革新。在新时代下，中国辞书界（行业）如果仍然死守无为的人文舆论，就不仅仅会造成自身辞书学思想（体系）的落伍与僵化，更为严重的是将会在迅速失去一个商业利润巨大的词典市场的同时，也失却在世界辞书之林中的话语权。

从数字化浪潮角度来说，现今的根本任务在于顺应新媒体趋势，建构词典数字化范式与思维。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必然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词典的数字化或现代化生产是科技进步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数字化时代对词典出版业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基本的生存与发展意识，当下的词典编纂与出版业必须乐于承认、大胆接受并且切实落实到自身产业的实践中，而因循守旧只能自缚手脚，自取灭亡。首先，词典编纂与出版业应充分信任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有系统、有目的地调动科研、教育及IT企业的力量，在建设优质语料库与数据库的前提下，积极开发辞书编纂、编校及质检软件，开发计算机词典编纂辅助系统或自动化生成系统，积极实现传统词典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其次，理清现代科学技术与词典本体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辩证地思考词典数字化生产方式中的积极方面与消极因素（例如语料库的弱点），积极培养词典出版业的数字化运作思维，具体包括数字化本体理论思维、数字化编纂思维、数字化出版思维、数字化盈利思维、数字化营销思维等各个维度。只有确立并尽快实现这一根本任务，我国词典编纂与出版业才能扭转当下在国际市场中的被动局面，重塑词典编纂与出版业的国际新秩序。

（2）结合中国语境进行原创性研究

身处创新不断、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作为研究主体或业界人士必须采取更为高级的积极态度。创新性地利用外部理念与资料，再结合本土的资源与特点，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宏观范式的革新与创造，这是最理想、最艰难、最有价值的态度与行为，也是中国辞书（业）立足世界辞书之林的根本与关键。

可以这样说，半双解词典的发轫与发展不仅仅为世界辞书之林增添了一个新成员，更是向我们业界人士传播了一种词典创新发展的学术精神。它的创立者首先是创新的典范。他们积极考虑不同英语水平读者的要求、不同国别读者的母语特点等因素，选择与各国大出版社合作编纂开发，即只向当地出版社传授半双解词典的编纂思想，并提供原始素材，而具体的改编和发行工作则由当地出版社完成，从而开发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本土化”的半双解词典，充分满足了当地读者在语言与文化知识方面的实际需求。例如在1998年出版的挪威语版半双解词典中，增补了大量涉及挪威山川地貌（雪地、雪山）、天气状况（多雪）、冬季运动（滑雪）、疾病医疗等领域的条目。再如，随着越来越多的苏联移民在以色列生活、工作与学习，为了满足他们对英语与希伯来语的特殊要求，Kernerman出版公司于1993年出版了极具创新意义的“半三解词典”（semi-trilingualism）——Oxford Elementary Dictionary English-Hebrew-Russian
 。

与此同时，与半双解词典在中国遭遇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地出版社及研究人员也一直在围绕半双解词典进行创造性的研发工作。例如，法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等版本的半双解词典提供免费的参考书或练习册（workbooks），为使用词典的教师或学生提供提高词典技能的课外训练。再如，有人研究通过计算机提取半双解词典的母语译文，然后将这些母语译文按字母顺序排列，并分别配设英语对等词，从而将半双解词典由单向转变为双向，迄今已生成双向版半双解词典的有保加利亚语、芬兰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斯洛文尼亚语等版本。再如，鉴于半双解词典多用于解码目的，Laufer（1995）深入探讨了半双解词典用于产出目的的必要性，并具体构建出用于产出目的的半双解词典的模型。

“创新”创造了半双解词典，“创新”也创造了半双解词典的辉煌。Kernerman出版公司一直没有停止其创新的步伐，正如其创始人之一I. Kernerman（1994）所说：“我们视半双解词典为英语学习者当前可以利用的最好的词典类型，但它也绝不是最后的类型。”反观我们国内，在半双解词典得到世界范围内语言学家、教师与学习者普遍好评，世界范围内的出版机构与教育机构广泛接受这种词典编纂理念并认为它是过去几十年中外语学习词典编纂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之一的情况下，业界却报之以漠然、怀疑与草率的误读，一个新的词典范式仿佛成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童话式笑料。“创新”首先就是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对待“创新”的消极、草率态度才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懈怠”。

黄建华教授在“序”的结尾呼吁：“本词典是结合我国国情加以补充、改进的引进本。期望有一天，我们能推出独立研编的新《半双解英汉词典》或其他语种的半双解词典来。”一句颇似常规套语的结言在此时听来实在是振聋发聩。这既是老一辈词典学家面对国外词典出版商的市场渗透与冲击所表现出的焦虑与担忧，更是一种期盼与鼓励。面对与自己先验冲突的“创新”，我们要把怀疑与抵制转变为欣然拥抱，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学术的人文关怀中，同时积极吸收其精髓以从事自主创新，力争让世界听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新声音。我们希望半双解词典的编纂理念能够让今天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受益，我们更期望中国词典学人有朝一日的“创新”能够让世界范围内的外语学习者受益。

面对当下的词典编纂与出版格局，没有创新的低劣产品、跟风产品或“拿来”产品除了赚取眼前的经济利益外，产生不了任何国际竞争力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工作要点之一就是“努力打造中华文化品牌”，要求重视对外选题策划，生产出既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又具有国际传播潜力的出版产品。这一精神无疑切中了词典编纂与出版业当下必须开展的中心内容，即制定长远出版规划，创新性地开发并出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较强的超级汉语词典品牌。开发并树立新型精品词典品牌，是中国词典编纂与出版事业赢得新一轮竞争的基本动力。有效开展这一中心内容需切实落实三个要素：

第一，既要反映汉语标准语的精粹，也要反映汉语的最新发展现状。因此，严格编纂规范的汉语标准语词典是最佳选择，它既是学习汉语标准语的最佳工具，对推动国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也将起到重要作用，并能成为其他国家编纂双语词典的可靠依据。2009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俄大词典》是一个优秀例证，它由中俄专家学者历时二十余载精心打造，广收新词新义，真实、典型地反映出我国近二三十年来的汉语发展状况，为全球现今最大、最权威的汉俄双语词典。

第二，对内聚焦国人学习外语、对外聚焦各国用户学习汉语的个性需求与认知特征，有针对性地打造各种类型和层次的系列外语词典和汉语词典。前者的优秀范例如《新时代英英－英汉双解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该词典亦为英汉双解型，但它撇开了市场上多为外国原版英语词典的双解版趋势，专为中国读者而编写，全方位地考虑到中国读者学习英语的特点，信息实用，针对性极强。后者的优秀范例如《朗氏对外德语大词典》，它是目前德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本突出教学法功能的外国人学习德语的工具书，重点关注规范、系统的语言知识（即语义、构词、语法等信息）以及反映这一语言变化的国家文化、社会等信息。该词典简明、实用，自1993年问世以来，在德国国内外读者和学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第三，注重理论指导。正如许嘉璐（2007）所说：“世界各国各行各业，不同语种、不同民族的人，需要中华民族为他们学习汉语提供字典，这事急需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突破，我们还会照着给中国人编字典那样去给外国人编，送出去可能人家不能用，不欢迎。”相关汉语词典的编纂根本上要接受各类理论的指导，尤其是语言习得、认知科学、社会学、美学、跨文化研究等学科理论，同时创新体例，重构范式，以最高效率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文化和新知识。《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算是一个优秀范例，它针对对外汉语词典中存在的“难懂、难查、难学”的问题，确立了“易懂、易查、易学”的目标，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编写原则，以求充分践行编纂宗旨。

为了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文化，尤其是推广孔子思想，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海外相继成立并开办了大量孔子学院，促使对外汉语教学热持续升温。相关汉语词典的编纂与出版理应充分利用孔子学院这一机构，顺应其教学宗旨、教育目标、教学原则、教学策略、教学课程、教学活动等，从而与孔子学院形成联动发展，并肩输出，建构相互掎角之势。这不但能够有力推动孔子学院教学目标的实现，也有助于借助对外汉语教学过程的知识和经验进行词典规划的准确定位、合理编纂与有效推广。

以此为基础，中国词典编纂与出版事业在条件成熟时应启动与境外出版机构的联动开发和出版机制，即所涉词典出版社（商）与国外相关出版社（商）联手协作，倾力打造世界性的汉语词典编纂与出版中心，其模式可以仿效英国“牛津系列”的创造者牛津大学出版社或以色列半双解词典的创造者Kernerman出版公司与其他国家出版社（例如我国商务印书馆或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合作。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工作要点就积极鼓励出版企业在境外落地和实现本土化，这无疑是词典编纂与出版事业向全球化迈进的前瞻性策略。

五

词典是文化产品，但因其教育功能与传承功能，它又不同于普通的文化产品，应该是文化产品中的精华。因此，词典编纂不能没有价值支撑，不能掉入只讲个人欲望与利益而不讲民族历史与社会效应的漩涡。词典文本不能恶搞，否则既祸害年轻的下一代，也可能篡改或玷污一个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严肃的精品化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减低标准。

对于词典编纂者、研究者或从业人员来说，除了要求他们具备很高的思想、文化、语言的境界之外，更要具备人文批评精神与原创能力。粗制滥造是学术精神的堕落，应该遭到唾弃，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更要有自我否定的勇气与探索精神，大胆结合社会现实，突破理念的禁区和范式的旧框套，尽快完成词典范式的现代性转变。重视心灵、关注现实、批判人文、探索突破，这是在世界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和中国现实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今天，词典范式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对其自身精神的现代性守望。

注释


1
 　参见崔伟奇．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http://wenku.baidu.com/view/f12a8f34693daef5ef73dbd.html，200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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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研究从念生、考证、收料到撰写，迄今已逾六年。在这短暂而紧迫的六年多光阴中，尤其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两年中，我一方面沉湎于心灵的孤寂与思辨，并在几番更易的文稿中加以释放；一方面又经受着社会环境中时时撞击的新变化和革新，放任心灵自由地翱翔和碰撞，充满了发现的喜悦与满足。其中一些篇目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刊载于《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界》《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图书评论》《中国出版》《出版科学》《辞书研究》等学术杂志。

在我的眼中，语言浑然不是物理的线条或语符，而是时刻漂浮在我们四周、与我们共同生存的具有灵与肉的“天使”：这“肉”具有我们身体之“感觉”和“运动”的天性，这“灵”则径通我们人类之心灵。于是，机械的语料统计与描写不是语言研究的终极，而可能正是始点，由之才真正开始所谓的“语言研究”。正是拥抱着如此的语言观，我深切感受着现实世界对于词典学研究可能发生的冲击，并深刻地思索着词典学的发展精神与发展走向。本书将当代词典范式的演变置放于后现代思潮中加以比对与前瞻性思考，汲取的是后现代主义打破常规、颠覆传统的解构精神，但在宏观方法论上却是建构性的，旨在勾勒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当代词典范式演进的宏大话语体系。我们认为，当代词典范式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演进走向可以概括为三个“回归”：回归认知主体，回归语言本真，回归现实生活。回归，意味着对传统的解构，意味着消解传统的词典编纂、研究理念与方法论思想；回归，并非是一种退步，而恰恰体现出词典学研究自主原创、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性。所谓回归认知主体，就是充分认识到词典读者是词典信息的主动探索者与建构者，因此词典编纂活动及研究必须围绕读者并把读者当做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进行系统规划，在注重他们认知、智力开发的同时，也注重对他们的词汇能力、人文素养的培养，使他们在通过词典进行语言或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生命的喜悦。所谓回归语言本真，就是砸碎传统词典范式禁锢词典信息的三大枷锁，即规范性、静态性、滞后性，与现实的语言同步，张扬“活生生的”的语言理念，最大化、最优化地向词典读者展现鲜活、动态的真实语言。所谓回归现实生活，就是要从理性、知识的抽象中把词典活动解放出来，紧密联系现实生活，重视社会思潮与科学技术对词典编纂与研究的改造、革新与提升。这三者不可分割地、生动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词典范式在新时代内在的、理性的、鲜活的灵魂与品格。本书大抵依此思路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阐述。

在本研究逐步开展的过程中，本人囿于学力，总有一种意犹未尽而力不能及的悲哀与感叹！显然，在一个多元主义关照的世界里，任何研究范式或结论都必然是不完备的，本研究亦如此，其中肯定还有不少地方未尽详述甚至存在问题。对于这些缺失或问题，只能隐喻性地套用德里达的分延精神，采取延期、耽搁或者对抗的态度或策略，一方面恳请相关读者、专家予以批评指正；另一方面本人将在今后的学习与研究中更为全面与深刻地加以反思、验证与建构，以求更好地解决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当代词典范式与词典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或者权作抛砖，留于他人解读，并据此进行创造性的重写研究。“后现代主义是人文科学留给社会科学的一笔模棱两可的遗产。”（罗斯诺1998: 251）本人认为，这对人文科学而言未尝不是一个际遇，例如词典学研究，我们大抵可以在这一全新的平台上对之进行审视、解构与重构，时时挖掘扩展这一学科疆域的可能性。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苦跋涉。在研究过程中，我虽坦然面对尘世的喧嚣和无聊的横逆，强让发现和创新的喜悦促使自己傲骨的增长，但是显然，如果没有众多师长与朋友的真诚理解，这一心路历程必然会更为艰难。在此，我首先谨向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束定芳教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两年来，束先生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指导与支持。他深厚的语言学修养、敏锐的学术眼光与精湛的理论思维能力，总能在我陷入迷茫或误入歧途时，以睿智的洞见并给予一针见血、切中肯綮的教诲与点拨，使得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思路与框架上逐渐从模糊、混沌走向清晰、澄明。同时，我要借此机会衷心感谢爱妻爱华及娇女可昱，为了完成这一课题，牺牲了她们太多的作为一家人应该享受的温馨、怡人的美好生活时光，其憾其惜，无法弥补！同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巨大支撑力量，在此我要感谢章宜华教授、张柏然教授、徐开金教授、莫爱屏教授、周维杰副教授、何家宁教授、李晶教授、杨淑华副教授、周义和老师、尹静老师等的理解与鼓励。最后，衷心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综合英语（数字）出版分社社长姚虹女士及学术与辞书工作室的编辑张晶琳女士与赵观睿女士，没有她们的大力支持与辛苦编校，本书不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出版，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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